
        
            
                
            
        

    
  推薦序自主思考的力量


  Google執行長 賴利．佩吉（Larry Page）


  在我年紀還輕、第一次開始思考未來時，我決定不是當個教授，就是創辦一家公司。我覺得這兩種選擇有很大的自主權，讓我可以自由地從基本原理和真實物理世界思考，不必接受普世認定的「智慧」（wisdom）。


  誠如施密特和羅森柏格在本書所說，我們在Google所做的每件事幾乎都應用到這種自主思考；在我們最成功和一些難忘的失敗背後，它一直是驅動的力量。事實上，Google前進的動力就是從基本原理出發。一天夜裡，我做了一個夢，醒來後腦海浮現一個想法：我們能不能下載整個網路，而且只保留超連結呢？我抓起紙筆，開始草擬細節，思考是否真能做到。當時，我甚至還沒想到建立搜尋引擎的點子，直到稍後，布林和我才想到，按照網頁超連結來排序網頁可以產生更好的搜尋結果；Gmail也是源於一個白日夢；還有，安迪．魯賓（Andy Rubin）在10年前領導開發安卓作業系統（Android）時，很多人認為用一個開放原始碼作業系統來整合行動通訊產業是件異想天開的事。


  多年來我很驚訝地體認到，要讓團隊有超級雄心是難如登天的事，因為多數人並沒有被教育要擁抱這種如登月計劃的大膽思考（moonshot thinking），他們會傾向假設這一定做不到，而不會從真實物理世界出發，探索實際發生的可能性。正因為如此，Google努力招募獨立思考的員工，並設立遠大目標。因為只要招募到適當的人才，勾勒夠大的夢想，通常就可以實現，而且就算失敗了，大概也能在過程中學到重要的東西。


  很多公司安於做一直以來做的事，再搭配一些漸進的改變，但隨著時間經過，這種漸進主義會使公司跟不上時代和市場需求，尤其在技術層面，因為變化趨勢呈現日新月異的革命型態，不是緩慢漸進的演進型態。因此，你必須強迫自己對未來下個大賭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投資看似非常冒險、高度不確定的領域，例如無人駕駛車或熱氣球網路服務（balloon-powered Internet）。當年我們剛開始推出Google地圖（Google Maps）時，大家都認為描繪出每條街道照片的全球地圖最後一定會被證明行不通。很難想像吧！所以如果過去這些事可以當成未來的指標，那麼今天的大賭注在幾年後看來似乎也不算瘋狂了。


  這些是我認為很重要的一些理念，這本書會呈現更多重要的理念，我衷心希望你能汲取這些想法，做一些人們認為不可能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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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在前排看魔術的啟示


  2003年7月，艾力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擔任Google執行長兩年後，收到股東，也是公司董事的紅杉資本公司（Sequoia Capital）合夥人麥克．摩里茲（Mike Moritz）的電子郵件，他提出下面的建議：


  
    你可以考慮8月中向董事會提出經營報告時，花3小時說明如何與芬蘭競爭（我認為這不應該等到9月的會議才討論，這個議題太重要了，我們都知道，想了解一年可以有多短，最好的方式就是和芬蘭競爭）。

  


  不知情的人可能會對這封信的內容困惑，加州山景市（Mountain View）有著數千名員工、5年歷史的網際網路新創公司Google，為何要和芬蘭這個8000多公里外、人口500萬、被普遍視為友善、和平的國家競爭呢？


  這封郵件送達的時間剛好就在施密特感覺終於能適應Google的時候。施密特是網威公司（Novell）執行長，更早時在昇陽電腦公司（Sun Microsystems）和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工作；在維吉尼亞州長大的他擁有普林斯頓大學電機工程學士及碩士學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電腦科學博士學位，不僅與工程師及電腦科學家共事並不陌生，實際上，他本身就是工程師及電腦科學家。儘管如此，剛到Google時，施密特感覺這裡跟他待過的地方非常不同。


  打從第一天，他就心生感觸：「我感覺我們不再身處堪薩斯了。」（I have a feeling we're not in Kansas anymore，譯註：電影《綠野仙蹤》的經典台詞，表達進入陌生環境的不安。）他到了分配給他的辦公室，就一般執行長的規格而言稍嫌寒酸，而且他還發覺這間辦公室已經被幾名軟體工程師占用。施密特沒把他們趕出去，他撤到旁邊的另一間辦公室。嗯，與其說是辦公室，倒不如說是個有扇窗戶的小房間。


  幾個星期後，情況變得更糟。一天早上，施密特走向他的小房間，注意到他的助理潘姆．蕭爾（Pam Shore）神色不安，[1] 他很快就知道原因：有人要來共用這間辦公室。那個人是搜尋引擎工程師阿米．帕特爾（Amit Patel），他向施密特解釋，他的辦公室已經有5位「居民」，很快又要多1個人，他原本想把其中一張辦公桌鋸掉一半，騰出更多空間，但似乎不可行。帕特爾四處晃了晃，發現施密特的辦公室比他的辦公室寬敞，於是就搬進來了（總務人員拒絕把帕特爾的東西搬到施密特的辦公室，帕特爾只好自己動手）。帕特爾和施密特共用辦公室好幾個月，這顯然不是一家用辦公室大小來衡量地位與重要性的公司。


  撇開不尋常的辦公室安排，施密特在這家公司適應得倒相當平順。他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及賴利．佩吉（Larry Page）這兩位創辦人的關係持續加深；公司的關鍵字廣告（AdWords）開始創造可觀營收，Google在2004年申請公開上市時，財報令多數觀察家驚豔。雖然要再三年後「Google」才會被《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納入成為一個動詞，[2] 但使用Google搜尋引擎已經是數百萬使用者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公司也持續成長，每個月增雇數十名員工，包括2002年2月上任的產品管理部門主管強納森．羅森柏格（Jonathan Rosenberg）。跟施密特一樣，羅森柏格的父親也是經濟學教授。在進入Google之前，羅森柏格曾任職寬頻上網服務公司Excite@Home和蘋果公司，進入Google後負責建立公司的產品管理團隊，成為施密特的得力助手。


  但就像摩里茲的電子郵件所言，一個強大的競爭者來勢洶洶，不過，它並不是北歐那個友善的國家，「芬蘭」（Finland）是我們內部對微軟的代號，[3] 在當時，微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公司。[4] 施密特知道，Google的流量有一大部分來自微軟的IE瀏覽器使用者，他和所有Google人都相信網際網路是未來的科技平台，搜尋是最實用的一種應用，因此，瑞蒙德市（Redmond，譯註：微軟公司總部所在地，位於華盛頓州）的朋友遲早會對我們做的事感興趣。當微軟對新創公司做的事感興趣時，那就有好戲可看了。[5]


  Google的前景堪憂，要如何因應還不明確。摩里茲的電子郵件呼籲該採取行動，要求施密特召集團隊，研擬計劃，為全公司訂定明確可以達成的目標，包括產品、銷售、行銷、財務及公司發展。經營Google的各項層面都被拿出來討論，甚至有人提議把公司從奇特的新創公司架構轉變成更傳統的公司架構，區分為多個事業單位，以便更容易發展新的營收來源（這是新計劃要應付的一項課題）。最重要的是，這個計劃必須針對何時要推出什麼產品訂定里程碑和發展路線圖。簡而言之，摩里茲要求的是任何有見識的董事會成員都會要求的東西：一份綜合、全面的商業計劃。他這封電子郵件的結語充滿鼓舞：


  
    所以，何不在8月中的晚上提出計劃，推出我們每個人有生以來參與過最強大的行動。

  


  由於產品是這個計劃的關鍵，施密特把這個規劃任務交給羅森柏格，施密特下達指示：「我想在兩星期內檢討這件事。」


  不過，除了有個大公司即將和我們競爭的實際狀況之外，這裡有個問題。摩里茲說的沒錯：想和叢林裡最強大的大猩猩對抗，我們需要一份計劃。但摩里茲也錯了，而且，他讓我們兩個人陷入左右為難的處境。怎麼說呢？想要知道原因，得先了解Google是怎樣的公司。


  先找工程師談談的Google文化


  布林和佩吉在1998年創立Google時，沒有受過正式的企業經營訓練，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但他們認為這是優勢，不是劣勢。他們從史丹佛大學宿舍開始，接著在蘇珊．沃吉斯基（Susan Wojcicki）門洛公園市（Menlo Park）的住家車庫裡創立公司，[6] 之後搬遷至帕羅奧圖（Palo Alto），最後落腳山景市。兩位創辦人以簡單的幾個理念來經營這家公司，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理念是「以使用者為先」（focus on the user），他們相信，如果能打造出優異的服務，他們以後就能找到錢；只要能打造出世界最好的搜尋引擎，他們就會很成功。[7]


  他們打造優異搜尋引擎的計劃與其他出色服務的計劃全都很簡單：盡可能招募更多有才華的軟體工程師，給他們充分的自由。這種方法很適合在大學實驗室裡孕育出來的公司，因為在學術界，最寶貴的資產就是知識分子（哦，有些美國大學還把能將美式足球拋出50碼〔約46公尺〕遠的人視為最寶貴的資產）。雖然絕大多數的公司都說員工是最寶貴的資產，但佩吉和布林真的是以這種理念來經營公司，這種作為並不是要向外傳達什麼企業訊息，也不是什麼利他主義的行為。他們覺得，能吸引最優質的工程師才是Google謀求生存繁榮、達成遠大抱負的唯一途徑。而且，他們真的只鎖定在工程師，所以施密特想要延攬頗受推崇的雪柔．桑德柏格（Sheryl Sandberg，現任臉書〔Facebook〕營運長）時，兩位創辦人一開始還不同意，因為她不是工程師（後來，Google還是聘用桑德柏格，她在Google待了6年，非常稱職）。隨著公司成長，創辦人放下這種單一心態，但也僅僅是稍稍退讓而已，時至今日，Google的原則是：這家公司至少要有半數員工（所謂的Google人）是工程師。


  兩位創辦人經營這間公司的管理方法也相當簡單。就如同他們史丹佛大學電腦系教授不會規定他們的論文應該研究什麼，只會提供方向和建議，佩吉和布林也賦予員工充分自由，並藉由溝通，使每個人在相同的大方向前進。他們深信網際網路和搜尋力量的深遠重要性，他們透過兩種方式來溝通這些觀點，一是和不同辦公室的小工程團隊進行非正式的會議，一是在每個星期五下午進行可以討論任何主題的TGIF（Thank God. It's Friday）全員大會。


  流程方面，兩位創辦人採行低干涉（light touch）管理。多年來，Google管理公司資源的主要工具是一張表單，上面按重要性列出公司最重要的100項計劃，在每半季舉行的會議上，所有員工都可以看到及評論這份表單。這些會議內容有部分是計劃進展的更新，有部分是資源分配，有部分是腦力激盪。這個制度沒有很科學，多數計劃只用1到5的等級來排出優先順序，但表單上也有空間留給被分類為「新／非常新穎」（new/far out）或「特殊專案」（skunkworks）的計劃（如今，我們無法區別這兩者，但在當時，這種區分似乎非常有道理）。除此之外，他們沒有「更長程規劃」的概念或認知需求，如果有更重要的東西出現，工程師就會去了解，並調整這張表單。


  縱使公司擴大經營管理團隊，這種側重工程師的模式及文化仍然持續。兩位創辦人聘用施密特並非著眼於他的商業頭腦，他們比較看重他的技術背景（施密特是Unix專家，曾參與開發程式語言Java），以及任職貝爾實驗室時的技客聲譽。他們聘用擁有經濟學和企管碩士學位的羅森柏格，則是因為他任職蘋果公司及Excite@Home時是相當受肯定的產品行銷人員和創新者。因此，兩個有企業經營背景的人雖然未必會處在劣勢，但也未必享有優勢，至少，在布林和佩吉心中，算不上是優勢。


  羅森柏格進入Google後不久，親身體驗到這兩位創辦人對傳統企業流程的憎惡。身為老練的產品管理主管，羅森柏格對於多數公司採行的「關卡式」（gate-based）產品開發方法有豐富經驗，基本上，這種方法有一連串定義明確的階段和里程碑，在各主管審查把關之後，慢慢地順著公司的「食物鏈」向上推進。這種方法的目的是節省公司資源，把分散各部門的資訊經由各關卡過濾後，上達至一小群決策者。羅森柏格以為Google聘用他就是要把這種紀律引進公司，他極有自信可以勝任這份工作。


  幾個月後，羅森柏格向佩吉提出一份產品計劃書，展現關卡式方法的精髓，有里程碑、審核流程、優先要務，以及Google將在何時發表什麼產品的兩年期計劃。這計劃堪稱是管理學教科書思維的傑作，羅森柏格等著接受大力鼓掌和拍背嘉許。很不幸的是，什麼都沒有，佩吉很討厭這份計劃書。他問羅森柏格：「你有見過哪支團隊超前計劃的規劃時程？」呃，沒有。佩吉又問：「你的團隊有做過比計劃還要好的產品嗎？」呃，沒有。佩吉說：「那要這個計劃幹什麼呢？這只會讓我們礙手礙腳，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去找工程師談談吧！」


  聽到佩吉的話，羅森柏格突然頓悟，他口中說的工程師並不是傳統定義的工程師。沒錯，他們是出色的程式設計師和系統設計師，但除了深厚的技術專長，有許多人也精通商業經營，具有充沛的創造力。學術背景出身的佩吉和布林賦予這些員工高度的自由和權力。用傳統的規劃架構來管理他們是行不通的，這種管理或許能帶領他們，但同時也會束縛他們。「你為何要這麼做？」佩吉對羅森柏格說：「這很愚蠢。」


  所以，當摩里茲和董事會要我們研擬一份傳統、企管碩士風格的商業計劃時，我們不想顯得很愚蠢。我們知道，碰到問題的Google不會接受制式、嚴密控管的計劃，這些計劃就像外星人的器官要移植到公司體內一樣；從許多層面來看的確是如此。身為經驗豐富的企業主管，我們加入Google時，懷抱的想法是要在這個混亂的地方引進「大人的監督管理」（adult supervision）。但是到了2003年夏天的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在這間公司待了夠長的時間，早已認知到這家公司的經營運作模式迥異於大多數的公司。在這裡，員工被高度賦權，而且公司在一個新的、快速演變的產業中運轉。我們對這個產業的動態已經有足夠的了解，知道必須保持產品卓越，這樣才能防禦微軟；我們也了解，讓產品卓越的最佳之道並不是透過一份規定的商業計劃書，而是要盡其所能地招募最優秀的工程師，然後放手讓他們自由發揮。我們了解這家公司的創辦人直覺地懂得在這個新紀元領導公司，但他們也承認不知道要怎麼使公司壯大到達成他們的遠大願景。他們是電腦科學家的優秀領導人，但為了打造出一家優秀的公司，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電腦科學家。


  我們也了解，引導我們做出這種努力的法則根本還不存在，而且，我們絕對無法在摩里茲想要的那種傳統商業計劃中找到這些法則。


  因此，在公司歷史上的這個關鍵時刻，我們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我們可以做摩里茲想要我們做的事，撰寫一份傳統的商業計劃書，這會讓我們的董事會滿意，但這麼做將無法激勵或啟發我們的員工，無助於吸引這家公司迫切需要的新人才，也無法應付這個全新產業的策略動態。最重要的是，這份商業計劃書還沒來得及誕生就會先被公司創辦人封殺，搞不好還會把我們兩人給炒魷魚。


  不像計劃的芬蘭計劃


  我們最終向董事會提出的計劃和傳統的商業計劃書有足夠的相似度，使得董事會成員在結束會議時滿意地想著：「好耶，我們有一份商業計劃！」現在回頭看那份文件，它的正確程度著實令我們驚訝。這份文件裡頭談的全是Google如何以使用者為先，建立優異的平台和產品。文件中說：Google將一貫地提供更高品質的服務，並使這些服務容易使用。我們的基礎奠基在使用者，更多的使用者將會吸引更多的廣告客戶。文件中提到我們抵禦競爭威脅的一些戰術，但我們說，基本上，挑戰微軟的途徑就是創造優異的產品。


  事實證明，這是正確的做法。


  微軟的確非常積極地挑戰我們，根據報導，為了打下Google在網際網路搜尋和廣告業務領域的高踞地位，微軟花了近110億美元。[8] 微軟的MSN Search、Windows Live、Bing及其他收購事業如aQuantive沒能達到很好的績效並不是因為它們的執行不佳，而是因為Google早就做好應戰準備。我們持續不懈地改進搜尋引擎，增加影像、書籍、YouTube、購物資料，以及其他我們能找到的資訊。我們開發應用程式，例如Gmail和Docs，並使它們可以全在網路上使用。我們大幅改善基礎設備，這樣才能更快速抓住爆炸性成長的線上資料與內容索引服務。[9] 我們讓搜尋速度更快，提供更多語言版本，改善使用者介面讓使用更容易。我們增加地圖服務，改善地區搜尋結果（local results）。我們和事業夥伴合作，確保用戶總是能很容易使用我們的服務。我們跨入微軟公司表現精湛的一些領域，例如瀏覽器，我們推出Google Chrome，打從問市的第一天起，它就成為產業裡最快速、最穩定的瀏覽器。我們以高效率與高成效的廣告系統來為這些服務業務賺錢。


  施密特曾警告他的團隊：「微軟會對我們發動一波又一波的攻擊」。果不其然，而且攻擊行動至今依舊，但摩里茲敦促我們研擬的商業計劃成果遠遠超乎我們最狂野的夢想。今天的Google是一家年營收超過500億美元、在40多個國家有4萬5000多名員工的公司（譯註：2014年第二季的Google員工總數超過5萬2000人），我們多角化經營，從網際網路搜尋服務和搜尋廣告業務，並跨入影像及其他形式的數位行銷，成功從個人電腦平台領域轉型至行動通訊平台領域，開發出成功的硬體器材，用源源不絕的新計劃推向先進技術，例如把網際網路服務帶給世界上所有的人，以及打造無人駕駛車。


  不過，我們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我們在2003年那天向董事會提出的計劃根本不像個計劃。那份計劃書裡面沒有財務預測，沒有討論營收，沒有針對使用者、廣告客戶、或是事業夥伴想要什麼或他們是否非常吻合我們定義的市場區隔進行市場研究。這份計劃書裡沒有市場研究的概念，沒有討論到我們首先要瞄準哪些廣告客戶；沒有提及通路策略，沒有討論我們要如何銷售我們的廣告產品；沒有組織架構圖說明銷售部門做這個、產品部門做那個、工程部門做哪些事；沒有產品戰略藍圖說明我們要在什麼時間打造什麼產品；沒有預算；沒有訂定董事會及公司領導人可用來監督事業發展的目標或里程碑。


  那份計劃書裡也沒有說明我們發展這家公司的戰術策略，更確切地說，我們在繼續忠於佩吉和布林的「去找工程師談談」文化的同時，把Google發展成世界上最強大的科技公司，並達成我們想改造全球數十億人生活的遠大抱負。之所以沒有這些說明，原因很簡單：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怎麼做。說到管理策略，在當時，我們只確知一點，那就是：我們兩人在20世紀學到的很多東西是錯的，得從頭來過。


  當驚奇不再是驚奇


  如今我們在新時代生活與工作，這是科技攪動商業情勢，變化速度急劇加快的網際網路世紀，這帶給所有企業領導人全新的挑戰。想要了解這些挑戰，不妨暫停片刻，後退一步，盱衡一些驚人的變化。


  三種強大科技趨勢的聚合，徹底改變多數產業的市場面貌。第一，網際網路促成免費、源源不絕、無處不在的資訊，幾乎所有東西都可以在網路上取得；第二，行動器材及網路擴展全球觸角，持續讓全球廣泛連結；第三，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10] 為所有人提供便宜、使用才付費的無限運算能力與儲存，以及大量先進的工具和應用程式。現今世界有很多人還未能取得與使用這些技術，但這情況很快就會有所改變，剩下的50億人將能夠上網。


  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這三大科技趨勢的聚合使以往不可能做到的事變成可能。舉例而言，要搭飛機到某個地方嗎？在啟程當天，手機會提醒你何時該去機場，班機在哪一座航廈哪個登機門，讓你知道在抵達目的地時需不需要雨傘；你不需要提問，這些資訊會自動提供給你。你想追蹤什麼資訊嗎？用文字或語音輸入一、兩個字，答案幾乎在瞬間呈現，這是從包含全世界絕大部分知識的巨大資訊堆裡揀選出來的。想聽一首你喜歡的歌曲嗎？拿起你的手機，輕觸一個按鈕，找到這首歌曲，購買它，在世界任何地點使用任何設備聆聽。想去某個地方嗎？手機（或眼鏡、手錶）會告訴你怎麼去，以及沿路的交通狀況。想到外國旅行嗎？對手機（或眼鏡、手錶）說話，你會聽到或看到你的話轉換成地球上任何一種語言，或是把手機（或眼鏡、手錶）對著一個交通標誌牌，讓它用你的母語讀出來。喜歡藝術嗎？你可以以虛擬的方式參觀許多全世界最棒的美術館，比任何人（也許除了畫家之外）更仔細地欣賞畫作。想知道你今晚約會的餐廳氣氛好不好或有沒有停車場嗎？你可以以虛擬的方式開車到那裡，進去巡視一下，嗯，十四號桌看起來最理想！


  我們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讀大學時，一個星期打電話回家一次，而且一定要在每個星期日的下午五點前打電話，因為過了五點，電話費率減價時段就結束了。幾年前，羅森柏格的兒子在澳洲讀書，偶爾使用他的筆記型電腦，以Google Hangout這個視訊聊天軟體和加州的家人共進晚餐，完全免費。


  最驚奇的是，這些驚奇的東西如今完全不會讓人驚奇。以往功能最強大的電腦和最好的電子設備都在辦公室，一下了班，你就得使用傳統有線電話、紙上地圖，聽電台主持人播放的音樂，看兩個壯漢把電視機抬進來你家，接上纜線或天線。這樣的生活持續很多年，但今天，令人驚奇的技術已是司空見慣。


  速度是成功與產品卓越的根基


  科技對消費者產生重大影響，對企業的影響更大。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當產業的主要生產要素成本曲線下移時，這個產業就將面臨大規模的變化。[11] 今天，有三項生產要素變得更便宜了：資訊（Information）、連接性（Connectivity）、電腦運算能力（Computing power），這影響每個涉及這三項生產要素的成本曲線，勢必造成破壞性的結果。許多原來就在市場的公司（也就是網際網路問世前成立的公司）以往建立及發展事業的基本假設是稀有性：稀有的資訊，稀有的通路資源和市場研究，或是稀有的選擇和貨架空間。但如今這些生產要素非常充裕，降低或消除產業與市場的進入障礙，使整個產業來到徹底改變的成熟時機。[12] 我們首先在媒體產業看到這種現象，所有產品現在可以用數位形式呈現，免費傳送至世界各地，但幾乎所有產業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資訊導向，媒體、行銷、零售、醫療、政府、教育、金融服務、交通、國防、能源……，我們無法想到有哪一個產業能避開這個新紀元，絲毫不受到影響。


  這場風暴的結果是，如今，攸關企業成功的首要要素是產品卓越性，而非掌控資訊、綁住通路，或是壓倒性的行銷力量（雖然，這些仍然很重要）。這有幾個原因：首先，消費者可以獲得空前的資訊量，以及比以往更多的選擇。[13] 在以往，公司可以使用強大的行銷或通路力量，把不好的產品變成暢銷品，只要打造出尚可的產品，然後用大把的行銷預算來掌控和消費者的溝通，局限顧客的選擇，公司就能保證獲得不錯的報酬。你去連鎖餐廳班尼根（Bennigan's）用餐過嗎？牛排與啤酒餐廳（Steak and Ale）呢？在1980年代鼎盛時期，這些連鎖餐廳在全美各地有數百家分店，全都提供還算不錯的食物和服務。


  但如今情況不同了，城市和郊區有各種口味的獨特餐廳，有本地人經營，也有連鎖餐廳，消費者可以在饕客網（Chowhound）或閱舖網（Yelp）之類的評價網站上取得專家及一般民眾對這些餐廳的水準評比。在資訊如此充裕，好選擇眾多之下，差勁的既有餐廳（不論是不是連鎖餐廳）就算有大筆行銷預算也愈來愈難生存，品質好的新餐廳更容易贏得口碑。[14] 相同情形也發生在汽車、旅館、玩具、服飾，以及可以上網研究調查的任何產品及服務，顧客有大量選擇，數位貨架空間近乎無限，YouTube有超過100萬個頻道，亞馬遜（Amazon）銷售的書籍當中，光是企業領導力主題的書籍就有5萬多種。顧客可以發聲，如果你的產品很糟或服務很差，顧客的評價可能很快就讓你陷入險境。


  我們在網際網路時代親身經歷幾次這種現象。羅森柏格在Excite@Home工作時，想和Google建立網路搜尋夥伴關係，但公司執行長決定不這麼做，他告訴羅森柏格：「Google的搜尋引擎較好，但我們會在行銷上贏過他們」，Excite@Home如今已經不存在，顯見行銷力量抵不過產品卓越。（另一方面，「@」這個符號倒是繼續發展壯大，夯得不得了！）相信品牌及行銷力量能夠把不出色的產品推上枝頭的經營團隊並非只有Excite@Home，你可曾聽過Google Notebook？Knol？iGoogle？Wave？Buzz？PigeonRank？[15] 這些全都是Google的產品，它們雖然有一些優點，但沒能受到使用者歡迎，它們不夠好，因此死得理所當然。Google的品牌和行銷與公關的順勢並沒有強到足以克服產品平庸性的逆勢。就像亞馬遜創辦人暨執行長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所言：「在舊世界，你投入3成時間打造一項好服務，剩下7成時間用來推銷它；在新世界，剛好相反。」[16]


  產品的卓越性勝過一切的第二個原因是：實驗和失敗的成本已經顯著降低。這現象在高科技產業最為明顯，一小群工程師、軟體開發師、設計師組成的團隊就能開發出極佳的產品，並在網路上免費傳送至全球各地。現在，想像並開發出一項新產品，讓有限的一群消費者進行試驗，評估什麼行得通、什麼行不通，修改產品，再次嘗試，或是把這產品丟掉，運用學到的經驗重新來過，這些都是極容易做到的事。


  但不僅是高科技業如此，就連製造商品的試驗成本也降低了。廠商可以用數位模擬打造原型，用3D列印機輸出原型產品，可以在網路上進行市場測試，根據結果來調整產品，甚至可以在網路上用原型產品或精美影片來募集生產資金。Google[x]團隊負責研究Google公司一些最富雄心的計劃，這個團隊僅用90分鐘就打造出Google眼鏡（Google Glass）的第一個原型產品，這是一款可以配戴的行動電腦，重量輕如一副太陽眼鏡，它的原型產品雖然相當粗糙，但達到一個強而有力的目的：別用說的，展示給我看！


  產品開發已經變成更快速、更有彈性的流程，明顯更好的產品不再是站在巨人肩上打造出來，而是站在大量迭代（iterations）的肩上。於是，成功與持續保持產品卓越的基礎就在於速度。


  遺憾的是，跟羅森柏格那個失敗的關卡式產品發展架構一樣，現今多數公司採行的管理流程設計原理跟不上時代的趨勢變化，它們都是在一個世紀以前設計，在那個年代，錯誤的代價昂貴，只有高階主管握有全面的資訊，他們的首要目標是降低風險，確保僅由少數握有許多資訊的主管做決策。在這種傳統的指揮與控管架構下，資料從組織各處流向高階主管，決策層層向下布達，這種方法旨在減緩速度，而它也的確非常有效地減緩速度，但這意味的是，當企業必須永久加速時，它們的架構卻會絆住它們，讓它們快不起來。


  網際網路世紀的新類型動物──智慧創做者


  好消息是，撼動產業的豐饒經濟學也在顛覆職場，現今的工作環境與20世紀的工作環境大大不同。如前所述，實驗變得更便宜，失敗的成本遠低於以往（如果做得不錯的話）。再者，過去資料很稀有、電腦資源很珍貴，但現在都很充裕，再也沒有私藏的必要。此外，跨辦公室、跨洲或越洋的通力合作變得很容易。這些因素全部匯集起來，突然會發現，不論是員工、經理人，或是高階主管，所有的人都能對現在的工作環境產生很大的影響。


  非常簡化地說，這些從事資訊類型工作的員工靠思考謀生，他們是所謂的「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這是管理學權威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在1959年出版的《明日的里程碑》（Landmarks of Tomorrow）提出的名詞，[17] 杜拉克之後的許多作品也談論如何使這類知識工作者更有生產力，這個名詞從1960年代開始使用得愈來愈頻繁。傳統上，最有價值的知識工作者是那些在狹窄的一套技術領域中建立深度專業、得以在公司流程束縛下生存與發展的工作者（摩提是公司做試算表的傢伙。維琪是公司的倉儲專家。比提負責管理公司的籃球游泳池）。他們不尋求變動，組織的現狀就是他們勝過別人的環境。IBM、奇異集團（General Electric）、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嬌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等傑出企業為最佳潛力員工提供管理職務歷練，讓這些明星每2年輪調各種職務。但是這種方法側重在培養管理技巧，而不是技術專業，結果在傳統的工作環境中，多數知識工作者發展出狹隘的深度專業，但缺乏廣泛技巧，或是擁有廣泛的管理技巧，但沒有深度專業。


  我們把傳統的知識工作者拿來和過去10多年在Google接觸的工程師及其他人才比較後發現，Google人是非常不同類型的員工。他們不被特定工作局限，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取用公司的資訊和電腦運算能力；他們不規避風險，也不會因為冒險失敗而受到處罰或壓抑。他們不被職位所定義的角色或組織架構受限，事實上，公司鼓勵他們實踐自己的構想。他們不同意某件事時不會默不作聲。他們很容易感到乏味，因此經常變換工作；他們是多面向的人才，通常結合深厚專業、商業理解力與創造力。換言之，他們不是知識工作者，至少不是傳統類型的知識工作者，他們是新類型的動物，我們稱之為「智慧創做者」（smart creative），他們是企業在網際網路世紀成功的關鍵要素。


  今天，每個企業的首要目標是加快產品開發流程，提升產出品質。工業革命以來，企業的經營流程側重降低風險和避免犯錯，這些流程與衍生這些流程的整體管理方法扼殺智慧創做者的工作環境。但如今，成功企業必備的特質是能夠持續不斷地推出優異產品，想要做到這一點，唯一的途徑就是吸引智慧創做者，並且營造能夠使他們成功的工作環境。


  那麼，智慧創做者到底是怎樣的人才呢？


  智慧創做者具有深厚的專業知識，懂得使用她[18] 的工具和大量的親身經驗。在我們的產業，這意味她很可能是電腦科學家，或至少了解你每天在螢幕上看到的那些神奇事物背後的系統結構及原理，但在其他產業，她可能是位醫生、設計師、科學家、製片、工程師、廚師或數學家。她是執行專家；她不僅設計概念，也打造原型產品。


  她具有精明的分析能力，可以很自在的面對資料，能用資料來做決策。她也了解資料可能會產生錯覺和謬誤，而且會提防冗長的分析。她相信應該憑著資料來做決策，但不能讓資料牽著鼻子走。


  她有商業頭腦，能看出技術到卓越產品到事業成功的一脈關聯性，了解這三件事都很重要。


  她在競爭時很聰明，她慣用的競爭手段一開始是創新，但也包括很多工作，她追求卓越，但深知朝九晚五的例行工作產生不了卓越。


  她有使用者的洞察力，不論什麼產業，她比任何人更擅長從使用者或消費者的角度來了解她的產品。我們稱她為「玩家」，她沉迷在興趣中，而不是偶爾玩玩。她如果是汽車設計師，週末就會花時間改裝1969年出產的龐蒂雅克GTO（Pontiac GTO）車款；如果她是建築師，她會不停地重新設計她的房子；她本身就是焦點團體成員、測試版使用者、實驗白老鼠。


  智慧創做者有源源不絕的新點子，她的觀點與你我的觀點不同，甚至偶爾和原先的觀點不同，因為智慧創做者在必要時會像變色龍一樣改變觀點。


  她是個充滿好奇心的創造者，總是有滿肚子的疑問，對現狀從不滿足，她到處都看得到等著解決的問題，認為自己就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使者，在這方面，她有時很專橫。


  她是個愛冒險的創造者，不怕失敗，因為她相信，失敗中通常有寶貴、可以利用的東西。基於這個信念，或是純粹的自信，她知道就算真的失敗了，她也可以重新站起來，在下一回合把事情做對。


  她是自動自發的創造者，不會等別人叫她做什麼，有時候如果她不認同別人的指揮，她就不予理會。她經常根據自己的直覺來行動。


  她是個心胸開放的創造者，坦率地與其他人通力合作，研判與分析點子的優點，不在乎是誰提出這個點子。如果她會刺繡，一定會在枕頭上繡出下面的話：「我給你一文錢，你會變得更有錢，但我會變得更窮；可是如果我給你一個點子，你會產生一個新點子，我也能獲得這個新點子。」然後，她會想辦法到處秀這個枕頭，引起注意。


  她是個徹頭徹尾的創造者，總是知道狀況，能詳述細節，這不是因為她去研究之後所以記了下來，而是因為她知道、了解，這些東西就是她的細節。


  她是個擅於溝通的創造者；她有趣，能以敏銳的觀察力，甚至魅力來一對一或一對多地表達自己。


  並非所有智慧創做者都具備這些特質，事實上，具備這些特質的人很少。但是，所有智慧創做者都必須具備商業頭腦、專業知識、創造力，以及實踐執行的能力，這些都是基本的必要條件。


  智慧創做者無處不在，這或許是最棒的一點。我們共事過的智慧創做者當中，很多擁有頂尖大學電腦學位，但沒有電腦學位的人更多。其實，每一個城市，每一所學校，每一個班級，每一個群體，以及大多數企業、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組織內都可以發現智慧創做者，他們渴望（且能夠）使用科技工具做更多事；各年齡層都有這種人，他們的共通特質是很努力，願意質疑現狀，以不一樣的方法來應付挑戰，這正是他們能夠產生影響力的原因。


  這也是他們特別難以管理的原因，尤其是在舊模式之下，因為不論你怎麼努力，你就是無法告訴這種人該怎麼思考。如果你無法告訴這些人該怎麼思考，你就必須學會管理他們思考時所身處的環境，使這個環境成為他們天天想來的地方。


  一些變魔術的祕訣


  這就把話題帶回到我們在Google的旅程了。2003年向董事會提出那份商業計劃書時，我們已經知道自己必須做的事，這也是現今許多企業領導人面臨的要務：改造我們的管理法則，創造及維持一個能讓智慧創做者員工茁壯發展的新工作環境。就我們的情況來說，就是創造一個可以讓這些員工躍進成長的公司。我們當初被Google聘用時，原以為是要這家公司引進「大人的監督管理」，但最終我們必須重新學習自以為已經了解的管理學；我們的最佳老師是Google總部天天圍繞在身邊的同事。


  從此，我們致力做好這件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像好學生一樣勤於筆記；每當在員工會議或產品評價會議中聽到有趣的東西就會立刻寫下來。當施密特定期寫下與公司優先要務的備忘錄給Google人的時候，羅森柏格總是把其中最精彩的部分節錄保留起來，供以後使用。當羅森柏格寫電子郵件給產品團隊，讚美很有成效的做法或是呼籲要注意哪些欠缺成效的做法時，施密特常會加入他的意見與分析。隨著時間經過，我們開始創造出一套管理這個新世界的架構。


  幾年後，Google的全球銷售業務及事業發展主管尼凱希．阿羅拉（Nikesh Arora）請羅森柏格對Google分布世界各地的銷售業務主管來一場談話。阿羅拉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智慧創做者，他擁有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電機工程學位，在2004年加入Google，負責歐洲地區的銷售業務；儘管當時他在並沒有很多領導大規模銷售組織的經驗。2009年，他來到加州公司總部，領導全球業務團隊。阿羅拉向來卓越，因此羅森柏格知道這場談話的要求很高。這時Google已經有10年的歷史，正處於瘋狂成長階段，阿羅拉想要羅森柏格向Google的下一代領導人傳授他和施密特多年來管理公司累積的一些部族智慧。多年來，「學生」（羅森柏格和施密特）從「老師」（Google人）那裡學習時做了很多筆記，這場談話是把所有筆記彙總起來的大好機會。


  這場談話獲得很多好評與迴響，因此我們把它變成Google領導者的管理研討會，以小型會議方式，分批和Google的領導者探討我們的理念，交換管理智慧創做者的故事與心得。後來，施密特提出一個構想，在他的電子郵件說：


  
    這裡的工作讓我感觸良多，我提議羅森柏格和我合寫一本管理書。


    當然啦，為了奉守我們在書中主張的理念，羅森柏格要包辦所有工作，但功勞全部歸我。:）開玩笑的啦！

  


  總之，我認為這對我們兩個人會是一項有趣的計劃。羅森柏格，你意下如何？


  備受推崇的思科系統公司（Cisco Systems）執行長約翰．錢伯斯（John Chambers）曾說過一個小故事，令施密特深受啟發。錢伯斯說，1990年代初期，他經常和惠普科技公司（Hewlett Packard）執行長路易士．普萊特（Lew Platt）會面討論策略與公司管理。有一次，心存感激的錢伯斯問普萊特為何願意花這麼多寶貴時間來幫助另一家公司的年輕主管，普萊特回答：「這樣，矽谷才可以壯大，我們應該幫助你們。」


  已故蘋果公司創辦人暨執行長史帝夫．賈伯斯（Steve Jobs）經常向他的鄰居賴利．佩吉提供建議，他以更生動有趣的方式表達這種精神。我們的友人、矽谷歷史學家蕾絲莉．柏林（Leslie Berlin）為撰寫英特爾（Intel）共同創辦人羅伯．諾伊斯（Robert Noyce）的傳記進行研究工作時曾經訪問賈伯斯，訪談中詢問賈伯斯早年為何花這麼多時間和諾伊斯相處，賈伯斯回答：「這就像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說的觀看魔術表演一樣」。賈伯斯取出19世紀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一本作品集，[19] 讀出〈論生存的痛苦與虛無〉（On the Sufferings of the World）中的一小段：「一個人要是活著目睹兩、三個世代，就如同在戲臺前連續觀看兩、三次相同的魔術。這魔術原來只應該看一次，連看兩、三次就不再新奇，無法再被矇惑，也失去效果了。」（我們懷疑，賈伯斯能夠在訪談中引述一段叔本華的論述，這也是一種魔術。）


  我們兩個人進入Google時都是經驗豐富的企業主管，對自己擁有的智識與能力相當有信心，但是歷經十載的謙卑學習，我們領悟到知名籃球教練約翰．伍登（John Wooden）的智慧觀察：「在通曉之後又學到的事，才最有價值。」[20] 我們坐在前排，幫助我們的創辦人及同仁創造一家卓越的公司，你可以說，我們坐在前排看魔術，藉此重新學習自己以為早已知道的所有管理學問。今天，我們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產業的大大小小公司與組織來到矽谷，希望能汲取使矽谷成為特別之地的洞察與活力。大家渴望改變，這正是我們寫這本書的目的：我們想效法矽谷前輩的精神，分享一些變魔術的祕訣，把它們轉化成人人可以使用的啟示。


  本書的內容是要呈現一個成功、成長的企業或是新創事業的階段發展，如何自己創造一個良性循環，就像順著山坡往下滾雪球，隨著動能增加而愈滾愈大。我們會說明一系列的步驟，企業可以依循這些步驟來吸引與激勵智慧創做者，每一個步驟會把企業推進至下一步，這些步驟相依相輔，但沒有一個步驟有終點，它們全都處於動態。


  我們首先討論如何吸引最優秀的智慧創做者，這始於企業文化，因為企業文化與成功相輔相成，密切相關，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的企業標語，路就走不遠。接著探討策略，因為有堅實策略基礎的點子與構想最能吸引智慧創做者，他們知道商業計劃遠遠不及計劃所倚靠的支柱重要。接下來討論的是人才招募，這是領導人最重要的工作，招募夠多的優秀人才，他們的才智自然會燃燒化作創造力和成功。


  招募團隊，事業開始成長，接下來就需要做出困難決策；我們會探討共識，以及如何達成共識。接下來的章節談的是溝通；伴隨組織成長擴大，溝通變得愈加重要，也愈加困難。接著談創新；持續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持續讓產品卓越，唯有源源不絕地分泌創新原生泥漿的工作環境才能持續讓產品達到卓越。在本書的結語中，我們提出對既有企業的一些想法，也探討如何想像難以想像的境界。


  尚待興建的金字塔


  這些沒有一個是容易的事，我們獲得的許多啟發是在冗長會議、議論掙扎與錯誤中艱辛學來的。我們也必須謙遜地承認我們非常幸運，能夠加入一家了不起的公司，有如此傑出的創辦人，立足於網際網路起飛的歷史性時刻。我們雖然不是擊出三壘安打而直接站上三壘壘包，但我們可以說是揮出一壘安打或二壘安打。


  當然我們並不知道所有答案，但是我們學到在技術占絕對優勢、員工被充分授權而產生廣大影響的新世界的許多事。我們相信，不論對大企業、新創公司、非營利事業、非政府組織或政府機構，這些啟發或許能為各類型組織的領導者提供觀點與概念，或者至少可以激發有見地的討論，探討Google經驗也許可以應用到其他公司和領域。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期望能為你及廣大讀者提供用來打造新事物的觀念和工具。


  我們說「你」，指的就是你，創業家。你可能不認為自己是創業家，但其實你是。你可能有個構想，你相信這個構想會改變一切；你可能有一個雛型概念，甚至有一項產品的第一個版本。你聰明、有抱負，獨自或和你的小團隊委身在會議室、車庫、辦公室、餐廳、公寓或宿舍裡，就算你做著某些事，不管是讀書、工作，或和小孩及配偶相處的時候，你仍然在想著你的那個構想。你即將成立一個新事業，我們希望能夠幫助你。


  我們所謂的「事業」，並不局限在我們周遭的矽谷科技新創公司。現今的員工對公司有更多的期望，但公司往往無法滿足他們的期望，這是一個機會：我們在書中談到的理念適用於任何想創立新事業或展開新行動的人，不論是從無到有地創立，還是在一個既有組織內行動。這些理念並不只適用於新創公司，也不只適用於高科技企業。事實上，如果技巧純熟的領導人能善加利用既有組織的所有優異資產的話，這個組織可以產生比新創公司更大的影響。所以，就算你不是習慣穿著連帽運動衫的科技人，就算你沒有取得創投提供的七位數美元支票，也不代表你無法創造出下一個盛事。你需要洞悉產業正在快速轉變，你要有勇氣冒險，成為這轉變中的一分子，願意而且吸引到最優秀的智慧創做者，領導他們實現轉變。


  這是在說你嗎？你準備好了嗎？誠如杜拉克所言，數千年前構思及打造金字塔的埃及人其實只是一位很成功的經理人。[21] 網際網路世紀充滿尚待興建的金字塔，讓我們展開行動吧。


  不同的是，這一回，我們不再使用奴工了。


  [image: p044]


  
    	蕭爾總是笑容可掬，一旦笑容消失，就令人感覺神色不安。[image: 返回]


    	《牛津英語詞典》在2006年6月15日增列「Google」一詞，同批增列的詞還有「地理藏寶」（geocaching）、「混搭」（mash-up）、「個人倉儲」（self-storage）、「傳簡訊」（texting）。參見Candace Lombardi, "Google Joins Xerox as a Verb"（CNET News，July 6, 2006）。[image: 返回]


    	其實「芬蘭」是我們實際使用的代號的代號，我們當然不能在這本書中使用Google內部實際使用的代號，否則，代號就沒啥意義了，不是嗎？[image: 返回]


    	只要看看談論微軟的一些書名，就可以一窺那個年代的人們對這間公司有多敬畏了：《微軟祕笈：微軟七大理想工作模式完全導讀》（Microsoft Secrets: How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oftware Company Creates Technology, Shapes Markets, and Manages People，1995）；《極限超速：微軟爭霸網際網路》（Overdrive: Bill Gates and the Race to Control Cyberspace，1997），以及《微軟的創新推手》（How the Web Was Won: How Bill Gates and His Internet Idealists Transformed the Microsoft Empire，2000）。[image: 返回]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矽谷的科技創業者在為公司募集資金時，如果沒有先向投資人說明他們應對微軟的策略，幾乎不可能募集到資金。沒有一份明晰的計劃，你就得不到支票。[image: 返回]


    	沃吉斯基後來成為Google員工，最後成為Google所有廣告及產品分析的主管，並在2014年2月接掌YouTube執行長，但她在Google的第一個「職稱」是房東。[image: 返回]


    	不過，身為企業界新手，布林和佩吉並不知道他們「以使用者為先」的箴言其實和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提出的觀念一致，杜拉克在《彼得．杜拉克的管理聖經》（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中寫道：「企業的目的只有一個正確且有效的定義：創造顧客……顧客是一個企業的基石，有顧客，企業才得以生存。」（HarperBusiness，1993 edition）, page 37。[image: 返回]


    	參見Jay Yarow, "Steve Ballmer's Huge Reorg of Microsoft Could Bury One of the Company's Biggest Embarrassments"（Business Insider，July 9, 2013）。[image: 返回]


    	這項工作極具挑戰性。你可以想像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攀爬持續快速成長的一座山，每次攀爬時，你必須比先前更快速地爬到山頂。我們的這項改進工作就像這樣，唯一不同的是，這座山不是由泥土或石頭構成，而是由資料組成。[image: 返回]


    	之所以稱為「雲端運算」，是因為在網路圖解中，使用端圍繞著代表伺服器的符號，形成一個大圈圈，在網路圖上，一群伺服器有多個重疊的圈圈，看起來就像雲朵。[image: 返回]


    	針對沒有經濟學概念的讀者說明一下：「成本曲線下移」表示以前昂貴的東西，現在變便宜了。[image: 返回]


    	技術趨勢觀察家喬治．吉爾德（George Gilder）觀察到：每一個經濟時代都奠基在一個關鍵的充裕性和一個關鍵稀有性。舉例而言，當馬力稀有時，土地充裕；但到了工業時代恰好相反，馬力的成本下滑至用1度電（每千瓦時）僅僅幾文錢。吉爾德1996年一篇極具先見之明的文章，預測廉價頻寬將帶來「完全不同的電腦架構和資訊經濟……低耗電及高頻寬之下，新時代最普遍的電腦將是有ＩＰ位址的數位行動電話。」參見George Gilder, "The Gilder Paradigm", （Wired December, 1996），轉載自Gilder Technology Report。[image: 返回]


    	彼得．杜拉克在2001年就預期這種發展，他寫道，力量已經從供應商轉移至通路商，並預測：「在未來30年，力量一定會轉移至消費者，理由很簡單：消費者現在已經可以取得全世界的資訊。」參見Peter Drucker, The Essential Drucker（HarperBusiness, 2011），page 348.[image: 返回]


    	哈佛商學院一位經濟學家研究「閱舖網」對餐廳營收的影響，發現正面評價對獨立經營的餐廳具有增加營收效果，對連鎖餐廳則未必。結果，在高度使用「閱舖網」的市場，連鎖餐廳的顧客正在流失。參見Michael Luca, "Reviews, Reputation, and Revenue: The Case of Yelp.com"（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September 2011）。[image: 返回]


    	PigeonRank使用「鴿群」（pigeon clusters，簡稱PCs）來運算網頁的相對價值，這玩意兒陣亡得很快：Google在2002年4月1日推出這技術，當天半夜就關閉了。（譯註：這其實是Google在愚人節的一項惡作劇，宣稱Google的網頁排名是用一群鴿子運算出來的，PigeonRank和PageRank拼字與發音相近，同時又可簡稱為PCs。）[image: 返回]


    	節錄自George Andres, "Jeff Bezos's Top 10 Leadership Lessons"（Forbes，April 23, 2012）。[image: 返回]


    	Peter F. Drucker, Landmarks of Tomorrow（Harper，1959）。[image: 返回]


    	在英語中，使用代名詞時必須選擇性別，我們發現，使用代名詞來寫作比較容易，在這一節，我們用「她」來代表智慧創做者，在其他章節則是使用「他」。[image: 返回]


    	Arthur Schopenhauer, Essays and Aphorisms（Penguin，1970）。[image: 返回]


    	2010年辭世、享年99歲的伍登教練在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男籃教練期間贏得10屆全美冠軍，但他在該校擔任教練15年後才贏得第一個冠軍，因此對「學習」自然有一番了解。參見John Wooden and Steve Jamison, Wooden on Leadership（McGraw-Hill, 2005）, page 34。[image: 返回]


    	Peter F. Drucker, The Essential Drucker （Harper Business, 2011）, pages 312-13.杜拉克寫道：「管理這門行業其實已經有悠久歷史，在人類史上，最成功的主管當屬遙遠的4700百年前，在沒有先例之下首先構思、並以破紀錄的速度設計與興建出金字塔的埃及人。」[image: 返回]

  


  文化相信你的標語


  2002年5月的一個週五下午，賴利．佩吉在Google總部隨意玩玩，輸入搜尋字，看看會得出什麼結果和廣告，結果呈現眼前的東西令他不滿意。他用Google查詢某個東西，搜出大量相關的自然搜尋結果（organic search results），但其中的一些廣告和搜尋的東西無關。[1] 如果你搜尋「Kawasaki H1B」，你會看到大量的律師幫助移民取得H-1B美國簽證的服務廣告，但這些廣告和你要搜尋的川崎機車無關。或者，你搜尋「french cave paintings」，搜尋的頁面呈現的廣告是「在……購買法國洞穴壁畫」，但這個線上零售商顯然沒有收藏法國洞穴壁畫（甚至連摹本也沒有）。佩吉覺得很驚訝：運算哪些廣告和搜尋字最搭的AdWords關鍵字廣告引擎偶爾會向我們的使用者呈現這種無用的訊息。


  在當時，施密特仍然認為Google是一家相當尋常的新創公司，但接下來72小時完全改變他的認知。在一家尋常的公司，執行長看到一個不好的產品，通常會打電話給負責這項產品的主管，接下來大概會召開一場、兩場、或三場會議，討論問題，評估可能的解決方案，決定該採取的行動。他們大概會提出執行解決方案的計劃，然後，在進行過相當數量的品質保證測試後，正式推出解決方案。在一家尋常的公司，這流程大概得花幾星期。但是佩吉並不這麼做。


  他把他不喜歡的搜尋結果頁面列印出來，在上頭標出超出查詢範圍、與關鍵字不相關的廣告，把它們張貼在廚房撞球檯旁邊牆上的佈告欄上，並在最上方用大大的字體寫著：「這些廣告真討人厭！」然後佩吉就回家了，他沒打電話或發電子郵件給任何人，沒有安排緊急會議，也沒對我們提到這件事。


  隔週星期一清晨5點5分，我們的搜尋引擎工程師傑夫．狄恩（Jeff Dean）發出一封電子郵件，他和喬治斯．哈里克（Georges Harik）、班傑明．高米斯（Ben Gomes）、諾姆．夏齊爾（Noam Shazeer）、歐坎．瑟西諾古（Olcan Sercinoglu）在內的幾位同仁看到佩吉張貼在牆上的公告，認同佩吉的看法，認為這些廣告的確討人厭。不過，這封電子郵件並非只是贊同創辦人的想法，再加上「我們得檢視這個問題」之類表面工夫的陳腔濫調。這封電子郵件詳細分析為何會出現這種問題，還說明解決方法，並包含一個超連結，提供五個人利用週末寫出來的解決方法執行原型，還加上使用這個方法執行搜尋後得出的結果樣本，證明這個新方法可以讓目前的系統更加改進。這個解決方法的細節是技術性且複雜的東西（我們的筆記上寫著我們偏愛的用詞：「查詢片斷檢索詞向量」［query snippet term vector］），但要旨是：我們可以運算「廣告關聯性評分」，評估廣告和搜尋字的關聯性品質，根據這個評分，決定這個廣告是否應該放在這個搜尋字的搜尋結果頁面上；如果要放，該放在何處。根據廣告與搜尋字關聯性來決定搜尋結果，而非只是看廣告客戶願意支付多少錢，以及它們獲得的點選次數來決定搜尋結果這個核心洞見，成為AdWords引擎與數十億美元營收的事業基石。


  發動的人是誰呢？狄恩他們並不是廣告團隊成員，他們只是恰好那個星期五下午在公司，看到佩吉張貼的公告，他們了解，如果你的使命是：「彙整全球資訊，提供給大眾使用，使得人人受惠」，那麼提供討人厭（而無用）的廣告（資訊）就是個問題。所以，他們決定解決這個問題，利用週末時間！


  一群不直接負責廣告的員工，廣告差勁也不是他們的責任，但他們卻用週末的時間把其他人的問題轉變成賺錢的解決方案，這證明企業文化的力量。狄恩的團隊清楚了解公司的優先要務，知道他們可以自由地嘗試解決阻礙成功的任何大問題，而且知道如果他們失敗了，沒有人會責罵或懲罰他們；要是他們成功了，包括廣告團隊在內的每個人也不會嫉妒他們。不過不是Google的文化把這五名工程師變成利用週末解決問題、改變公司事業的忍者，而是這家公司的文化吸引這些忍者加入。


  許多人在考慮一份工作時，第一個關切的是這份工作的角色與責任、這家公司過往的紀錄、這個產業與待遇，接下來大概考慮通勤距離、公司供應的咖啡品質之類，之後才考慮公司文化。但智慧創做者會優先考慮公司文化，為求表現成效，他們必須「關切」他們的工作環境。因此，在創立一家新公司或展開新行動時，文化是最重要的考量。


  多數公司的文化是自然形成的，並不會事先塑造計劃，這種方法當然可行，但這意味的是，你只是把成功的關鍵要素當作是碰運氣。在這本書的其他章節我們會倡議實驗的價值和失敗的好處，但公司文化這個重要層面恐怕實驗不得，因為失敗的實驗將會造成嚴重傷害。公司文化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因為在公司生命初期就會開始出現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的傾向：相信公司使命的人將吸引而來到公司工作，不相信的人就不會進來或留下。[2] 如果一家公司的文化認為人人都有發聲權利，由委員會作決策，它會吸引信念相同的員工；但如果這家公司嘗試改採更專制或鬥爭的方法，將很難獲得員工的認同，這樣的改變不僅背離公司原本主張的理念，也和員工個人的信念背道而馳，將是一條艱辛難走的路。


  明智之舉是在公司創立之初就思考與定義你想要的文化，這麼做的最佳途徑是詢問那些構成你核心團隊的智慧創做者，亦即跟你一樣深信公司信條的同仁。公司文化源自創辦人，但最能明顯反映文化的是創辦人號召來共同創立事業的信任團隊。因此，詢問這個核心團隊：我們關切什麼？我們相信什麼？我們想成為怎樣的公司？我們希望公司可以怎麼行動與做決策？把他們的回應寫下來，你很可能會發現，這些回答圍繞著創辦人的價值觀，但用這個團隊不同的觀點和經驗來呈現他們的洞見。


  多數公司輕忽這點，它們在成功之後，認為必須把它們的文化建檔記錄，這項工作就落在人力資源部門或公關部門的某個人頭上，這個人可能不是創業團隊的成員，但公司竟然期望他寫出呈現公司精髓的使命聲明，結果通常是一套充滿「取悅」顧客、股東價值「最大化」、「有創新力」的員工之類的文詞。但是，成功和不成功的差別就在於員工相不相信這些文字。


  請你做個小小的思考實驗：想想你曾經任職過的一家公司，接著，請你詳述它的使命，你說得出來嗎？如果說得出來，你相信嗎？你覺得它確實、誠實反映公司與員工的行動和文化嗎？還是它像是一群行銷和公關人員在一個晚上邊喝啤酒、邊查詞庫所想出來的文詞？這些字句類似這樣：「我們的使命是透過知識、創造力與我們員工的努力，和我們的客戶建立至高無上的夥伴關係，為我們的客戶創造價值，並為我們的股東創造優異成果。」[3] 哇，面面俱到，不是嗎？提到了客戶，提到了員工，提到了股東。提出這份使命的是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至少在2008年破產之前是這麼說的。當然，雷曼兄弟曾經主張一些事，但你無法從這份使命聲明中看出來。


  不同於雷曼兄弟公司的領導人，恆久名列「智慧創做者名人堂」（Smart Creative Hall of Fame）創始會員的惠普電腦創辦人大衛．帕卡德（David Packard）就非常認真看待公司文化。他在1960年對他的經理人講話時指出，公司存在的目的是：「做有價值的事，對社會作出貢獻……。環顧四周，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只對金錢感興趣的人，但大多數人的動力來自想做事的渴望，例如打造一項產品、提供一項服務，普遍都是要做有價值的事。」[4]


  人都很擅於辨察企業的官話，他們會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真話，所以在撰寫公司使命時，正確至上。一個不錯的測試方法是，思考如果你改變描繪公司文化的字詞時會發生什麼情形？舉例而言，安隆公司（Enron）的座右銘是「尊重、誠正、溝通、卓越」，如果公司主管決定修改這座右銘，例如改為「貪婪、貪婪、貪求金錢、貪婪」，大概會引來一些竊笑，除此之外，不會有什麼影響。但是，Google言明的價值觀是「以使用者為先」，如果我們改變這個價值觀，例如把廣告客戶或內容出版夥伴的需求擺在第一，我們的收件匣會爆滿，憤怒的工程師會在星期五全員大會上飆罵（我們的全員大會由佩吉和布林主持，歡迎員工對公司決策表達異議，員工也經常這麼做）。員工總是可以做出選擇，因此，如果你公司的價值觀被證明虛假會很危險。


  思考你公司的文化，無論是你希望達到的境界，或是目前的公司文化。想像幾個月或幾年後，一名員工在公司加班到很晚，無法下一個困難的決策，[5] 他去飲水間取用咖啡，回想他在會議上聽過、午餐時和同事談過、受敬重的老員工展現過的企業文化價值觀。公司應該讓這名員工及所有員工感覺那些價值觀清楚明確地表達公司最重視、最關切的東西，否則，它們就沒有任何意義，無法幫助智慧創做者做出正確決策。你希望那位加班到眼睛已經要閉起來的員工考慮什麼價值觀呢？把這些價值觀簡單地寫下來，別只是張貼出來，要持續、真誠地宣達，就像奇異集團前執行長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在《致勝》（Winning）中所言：「任何願景如果不能持續宣達，並用獎勵活動來強化增進，那就別浪費紙張列印出來了。」[6]


  Google在2004年公開上市時，布林和佩吉認知到，這是一個把公司價值觀變成文化，引導公司行動與決策的大好機會。不僅要引導最重要的行動與決策，引導管理團隊的行動與決策，還要引導「所有員工」每天大大小小的行動與決策。打從6年前公司創立開始，這些價值觀就一直是Google的經營方針，深植於創辦人個人的經驗裡。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每年在波克夏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年報中都會寫信給股東，布林和佩吉也打算效法，在上市公開說明書中附上一封〈來自創辦人的信〉。


  美國證管會起初認為，這封信並沒有包含投資人必要知道的資訊，因此不應放入公開說明書，但我們據理力爭，最後終於獲准納入。不過，這封信中的一些內容令律師和投資銀行家憂心，羅森柏格在一場會議中面對他們的諸多挑剔詰問，堅定捍衛這封信的內容，他強調兩點，第一，佩吉和布林親自撰寫這封信，只有一小群Google人提供意見，他們絕對不會更改任何內容（其實，在交涉協商中，如果你公司這方完全不讓步的話，你很容易守住你的立場）；第二，這封信中的所有內容都是確實的肺腑之言。


  這封信在2004年4月公開時，引發很多人的好奇和一些批評。不過，多數人不了解的是，為何公司的創辦人花這麼多時間把這封信修改到完善（以及為何每當有律師或銀行家試圖改變這封信的內容時，羅森柏格總是不為所動）。這封信的內容主要並不是談荷蘭式競標（Dutch auction）、投票權或是公然鄙視對華爾街的傳統運作模式。其實如果華爾街覺得被冒犯了，這麼想也許可以釋懷[7]（think but this, and all is mended，譯註：這段話是借用及改寫莎士比亞名著《仲夏夜之夢》最後一節）：兩位Google創辦人並不在意公司短期市值可以變得最大和公司股票是否搶手，因為他們知道，把公司的獨特價值觀記錄下來，留給未來的員工和夥伴，這對公司長期成功才能起更長足的作用。撰寫這本書的今天，10年前公開上市時那些神祕細節早已成歷史了，但是，「聚焦在長期」、「服務終端使用者」、「賺錢不必為惡」、「使這世界變得更美好」之類的語詞仍然確實描繪這家公司的營運方式。（譯註：Google公開上市時顛覆傳統的IPO承銷模式，採用從最高出價排至最低出價配發的荷蘭式競標，此舉使承銷商獲利大減。此外，Google在公開上市時也把股票區分為A、B兩類，對外發行的A類股票每股只有1個單位投票權，創辦人及公司高階主管掌控的B類股每股有10個單位投票權，這種安排使兩位創辦人和執行長總計握有三分之二的投票權，絕對掌控公司營運決策與方向。這些創舉對當時的華爾街帶來相當大的震撼。）


  Google文化還有其他層面，比方說擁擠辦公室、河馬、無賴、以色列坦克車指揮官等等（詳見後文），這些都沒有包含在那封信裡，但是，就如同我們即將在下文中所見，這些是塑造及維持Google文化的一部分。在Google文化下，只需要簡單一句：「這些廣告真討人厭」，就會有人採取行動，做出改變。


  大家湊在一起才有激盪的活力


  初次造訪Google總部的人一進來馬上就會注意到五花八門的員工福利設施：排球場、保齡球館、攀岩牆和溜滑梯、附有個人教練的健身房和健身泳池、可穿梭各棟大樓的彩色腳踏車、免費美食餐廳，以及供應各種點心、飲料、附有頂級義式濃縮咖啡機的幾間廚房。這些東西常讓訪客認為Google充滿奢侈享受，這個印象沒錯，但訪客也往往以為奢侈是Google的一種文化，這是錯誤的印象。為努力工作的員工提供上好的物質福利是矽谷的傳統，這個傳統可以遠溯至1960年代，惠普科技創辦人暨領導人比爾．惠利（Bill Hewlett）和大衛．帕卡德買下聖塔克魯茲山區（Santa Cruz Mountains）幾百英畝土地，把它開闢成「小盆地」（Little Basin），[8] 供惠普員工與家屬露營休閒之用。[9] 1970年代，羅爾姆（ROLM Corporation）等公司開始在員工工作的環境附近設置福利設施，提供器材與設備繁多的健身房，公司補貼、供應美食的員工餐廳，蘋果公司還加碼設立有名的星期五下午啤酒歡鬧時段。而Google的員工福利設施則源自在史丹佛大學草創的時候，佩吉和布林意圖打造一個與大學相似的環境，大學讓學生可接觸到世界一流的文化、運動和學術設施，學生大部分的時間努力投入。不過，大多數外人在造訪Google時，並沒有看到員工大部分時間所待的辦公室。要是你隨著Google人，從排球場、餐廳或廚房回到他們的辦公室，你會看到什麼呢？你會看到擁擠、雜亂的小隔間，這也是創意的培養皿。（LinkedIn、雅虎〔Yahoo!〕、推特〔Twitter〕或臉書〔Facebook〕的員工大概也一樣，不過，我們上次嘗試造訪時被保全擋住了。）


  現在你在辦公室嗎？你的同事就在旁邊嗎？揮動一下你的手臂，會不會打到任何人？坐在辦公桌前和別人講電話時，你的同事能聽到你說的話嗎？我們猜應該沒辦法。你是經理人嗎？如果是的話，你能關上門私底下談話嗎？我們猜應該可以。事實上，你公司的辦公室規劃設計原則很可能是空間最大化、安靜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公司層級愈高的人獲得的辦公空間愈大，基層員工被塞入小隔間，執行長擁有角落的大辦公室，門外有寬敞的空間安置助理，作為任何人進入執行長辦公室前必須通過的屏障。


  人類天生是領域性的動物，企業世界也反映這點。在多數公司，你的辦公室大小、辦公家具品質、辦公室窗景等，暗示你的成就和受到的敬重程度。相反地，沒有什麼比新辦公室的規劃更容易讓聰明人變成常發牢騷的抱怨者，室內設計常被用來當成消極抵制、讓所有人「安分守己」的手段。施密特任職貝爾實驗室時，一位上司的辦公室經常很冷，因此，他自己帶來一張地毯鋪在水泥地板上，人力資源部門要求他移除這張地毯，因為他的位階層級不夠高，不可以使用如此舒適的設備。在那個組織，所有特權都是按年資來定，不是根據需求或功績而定。


  這種症狀矽谷也難倖免。畢竟，把愛隆椅（Aeron chair）變成地位象徵的正是矽谷。（一群網路公司執行長聲稱：「這是為了我的背部著想。」真的嗎？坐在500美元起跳的這些椅子上也可以讓你的前面和側邊更體面呢！）但是在這種設施至上文化悄悄伸進你的公司之前，就得儘快把它封殺。辦公室的設計應該盡可能的促進員工活力與互動，而不是為了分隔和彰顯位階。智慧創做者在彼此互動下才能更成長茁壯，把他們擠湊在一起，才能使他們彼此激盪。因此，第一要務就是要讓他們擠在一起。


  當你伸手就可以觸碰到某個人的肩膀時，就不會有什麼東西會阻礙溝通和點子意見交流。傳統的辦公室安排有個別隔間和辦公室，目的是保持穩定安靜狀態。團隊的人際互動大多是計劃性的互動（聚集在會議室裡開會），或是偶然的互動（在走廊、茶水間或停車場相遇）。這其實是倒行逆施。穩定狀態應該是高度互動，喧譁、擁擠的辦公室，充滿興奮的活力。而員工覺得受過團體刺激後，可以選擇退避至安靜的地方。正因此，我們的辦公室有很多僻靜設施：餐廳和小廚房裡有隱蔽的角落、小會議室、戶外露臺與空間，甚至還有打盹艙。但是，當員工回到辦公座位時，他們周遭應該充斥著自己的隊友。


  羅森柏格任職Excite@Home時，公司的總務團隊租下第二棟大樓以容納客服部門，但是，當要把所有人遷移到新大樓時，管理高層否決，要求客服人員繼續留在擁擠的辦公室數個月，新大樓被用來在午餐時間舉辦足球賽。足球賽把員工聚集在一起，如果是把員工搬遷到這個不擁擠的辦公室，會使他們分散開來。讓員工擠在一起，還有一個附帶好處，那就是避免因為辦公空間引發嫉妒，當沒有人擁有私人辦公室時，就不會有人抱怨這方面的事了。


  21世紀產品經理的工作


  誰該湊在一起呢？我們認為，各功能部門的團隊應該整合在一起。很多公司根據職務的功能性質來區隔員工，於是產品經理可能在這棟樓，工程師則在對街那棟樓。對傳統的產品經理而言，這種方式或許可行，他們通常擅長計劃評核術（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簡稱PERT）和甘特圖（Gantt charts），[10] 而且讓管理階層看到酷炫的PowerPoint投影片秀出財務報酬高於公司要求的資本報酬率後，傳統的產品經理人也會在高層決定執行的「官方計劃」中讓自己看起來像關鍵人物。這些產品經理的工作是要達成既定計劃，排除阻礙，「框外思考」（think outside the box，必須經常把這個名詞放在心中的框裡），還要迎合執行長的要求，想辦法催促團隊達成。這意味的是，產品經理和工程師在不同地點工作是沒問題的，有時甚至更好，只要他們能定期更新工作進展與詳細的現狀報告來掌握產品開發狀況即可。我們對這種模式並沒有強烈反對，但在我們看來，這是20世紀產品經理的工作，不是21世紀的產品經理的工作。


  在網際網路時代，產品經理的工作是和負責設計、工程與開發工作的人員共同合作，打造出優異產品，這其中包含一些傳統的行政管理工作，例如管理產品生命週期、定義產品戰略藍圖、反映消費者的聲音、向團隊及管理高層溝通等。但是，身為智慧創做者的產品經理最重要的工作是找到使產品更加改善的技術性洞見，這些洞見來自以下層面：了解人們如何使用產品，以及這些使用型態將如何隨著技術演進而改變；了解與分析資料；檢視技術趨勢，預期這些趨勢將對所屬產業帶來什麼影響。為做好這些工作，產品經理必須和他們的工程師（或是化學家、生物學家、設計師或公司雇用來設計與開發產品的其他智慧創做者）一起工作、吃飯、生活。


  你的父母錯了，雜亂是優點


  當辦公室變得擁擠的時候，通常也容易雜亂，就任由它們雜亂吧。施密特2001年進入Google後不久，就要求總務主管喬治．薩拉（George Salah）把辦公室清理乾淨，薩拉照指示去做了，但隔天他收到佩吉的紙條，詢問：「我的東西哪裡去了？」[11] 隨機蒐集東西是工作團隊忙碌興奮的一個特徵。現任臉書營運長雪柔．桑德柏格任職Google時曾經發給她的銷售及營運團隊每人50美元，用來裝飾他們的辦公空間。羅森柏格曾經舉辦全球性的「Google藝術牆」（Googley Art Wall）比賽，各個團隊使用魔術方塊、相片拼圖、噴漆等創作出「Google」標誌，像芝加哥辦公室的漆彈槍裝飾走的是黑幫老大艾爾．卡彭（Al Capone）風格。已故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蘭迪．鮑許（Randy Pausch）在知名著作《最後的演講》（The Last Lecture）中展示他孩提時代的臥房相片，牆上有很多他手寫的公式。[12] 鮑許在演講中告訴家長：「如果你們的孩子想在他們的臥房牆上作畫，拜託你們，讓他們畫吧。」雜亂本身並沒有目的（如果有的話，我們相信，一些青少年會是可以招募的優秀人才），但它通常是自我表達和創新的一個副產品，因此，雜亂通常是個好徵兆。[13] 很多公司禁止雜亂，抑制雜亂，這可能會產生強烈的反效果。讓你的辦公室雜亂不是什麼壞事。


  不過雖然辦公室可以擁擠雜亂，還是必須提供員工完成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就我們的例子來說，Google是一家電腦科技公司，因此我們的智慧創做者最需要的是電腦運算能力，所以我們為工程師提供世界最強大的資料中心和Google整個軟體平台，這是避免因為辦公空間引發智慧創做者嫉妒心理的另一種方法：慷慨供應他們工作所需用到的資源，大力投資在這些必要資源；至於無關緊要的東西，例如高級辦公家具和寬敞辦公室，吝嗇無妨。


  這種瘋狂投資是一種方法，並不是揮霍無度，我們大力投資在辦公室上，因為我們希望員工在這裡工作，不是在家裡工作。現在有很多公司及組織讓員工在正常上班時間在家裡工作，很多人認為這是開明文化的高度象徵，但羅森柏格常說這是個問題，可能蔓延到全公司，侵蝕工作場所的生命。已故貝爾實驗室董事會主席默文．凱利（Mervin Kelly）設計的公司大樓是要促進員工互動，[14] 工程師或科學家走在長廊時，幾乎都會遇見同事，或是被某個同事拉進另一間辦公室。如果在家工作是絕對不可能發生這種事。目前營收數十億美元的Google出版內容廣告產品AdSense[15]，是由一群非廣告事業團隊的工程師在公司玩撞球時產生靈感而發明出來的。你的夥伴或辦公室室友或許很傑出，但是你們兩個人個別在家中喝咖啡時同時想出一個創造數十億美元營收的創新產品點子的機率微乎其微，就算你們的家裡都有撞球檯也一樣。所以，讓辦公室擁擠一點，並提供大量的公共設施，期待員工使用它們。


  別聽公司裡河馬的意見


  河馬（Hippo）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一種動物，跑步速度遠超乎你的想像，牠們性格凶暴，能把侵犯領域或出現在行進途中的敵人踩死或咬成兩截。公司裡的河馬也很危險，它們是所謂「最高薪資的人的意見」（Highest-Paid Person's Opinion，HIPPO）。說到決策品質，基本上和薪資高低無關，經驗固然重要，但前提是要構成一個有說服力的勝出論據，經驗才會被採用。不幸的是，在多數公司，經驗本身被當成有說服力的勝出論據，經驗多的人說了算，我們稱這種組織為「年資統治體制」（tenurocracy），因為在這些組織，權力來自年資，不是功績或創造的價值。這使我們想起昔日網景公司（Netscape）執行長吉姆．巴克斯戴爾（Jim Barksdale）說過的話：「如果有資料的話，我們就看資料；如果我們沒有資料，只有意見的話，那就照我的意見去做吧！」[16]


  當一個組織停止只聽「河馬」的意見時，就會開始形成功績體制，我們的同仁修娜．布朗（Shona Brown）簡單清楚地描述這種組織：「最重要的是意見或點子的品質，而不是誰提出的建議。」這聽起來很容易，其實不然。想建立功績體制，必須讓可以只靠命令來指揮統治的「河馬」和那些冒著被踩死的危險、勇於支持品質和功績制的智慧創做者都有平等參與權。


  Google的廣告暨商務資深副總蘇利哈．拉瑪斯瓦米（Sridhar Ramaswamy）說過一個Google會議的故事，貼切闡明這個理念。那是Google的旗艦廣告產品AdWords問世初期，布林有個點子，想要拉瑪斯瓦米的工程團隊去執行。布林是薪資最高的人，這無庸置疑，但他並沒有提出極具說服力的論據來說明為什麼他的見解最好，拉瑪斯瓦米並不認同這個點子。那時，拉瑪斯瓦米還不是高階主管，因此「河馬」布林大可以下令拉瑪斯瓦米遵從他的指示，但布林沒這麼做，他建議一個折衷辦法：拉瑪斯瓦米的一半團隊做布林想執行的點子，另一半團隊則遵循拉瑪斯瓦米的指揮。但拉瑪斯瓦米仍然不同意，雙方繼續爭論兩個點子的優點，最後，布林的點子被放棄。


  之所以能得出這個結果，是因為身為智慧創做者的布林非常了解討論中提出的資料、平台技術，以及決策背景，換作不了解這些的「河馬」，很可能會用威嚇的態度來執行自己的意見。如果你身居要位，但對負責的職務不夠專業，很容易試圖用「我說這麼做，就得這麼做」的方法來恫嚇脅迫。你必須對自己的團隊有足夠信心，並有足夠的自信放手讓他們找出更好的方法。


  布林也不在意把控管權和影響力讓給拉瑪斯瓦米，因為他知道他雇用的拉瑪斯瓦米提出的點子可能比他更好；他身為「河馬」，發現自己提出的點子不是最好的時候，就應該退讓一邊。拉瑪斯瓦米也有他的職責：他必須勇於直言。要讓功績體制有效運作，必須形成「表達異議的義務」（obligation to dissent）[17] 文化，當有人認為某個點子有錯誤的地方時，他們必須提出疑慮，否則，一旦不好的點子通過，他們要為過失負責。我們的經驗是，大多數智慧創做者都有強烈的意見，並且渴望一吐為快，「表達異議的義務」文化讓他們可以自由地這麼做。不過，其他人可能會對提出異議觀點感覺不自在，尤其是在公開討論會上。正因此，才必須把表達異議規定為一種義務，而非選擇；在義務之下，就算是天性較謹慎寡言的人，也必須強迫自己向「河馬」說出異議。


  功績體制可以產生更好的決策，創造一個讓所有員工感覺受到重視與被賦予權力的環境，這種體制可以消弭畏懼文化，摧毀「河馬」偏好打滾的混濁環境，移除可能阻礙卓越的成見。我們的同仁愛倫．魏斯特（Ellen West）告訴我們一個她從一位Gayglers社群（Google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人員工組成的社群）成員那兒聽到的故事，對方告訴魏斯特，Gayglers討論過是否可以把Google視為他們任職過的公司當中第一個「後同性戀」（post-gay）公司，他們的共識是：幾乎可以，因為在Google：「你是誰，不重要；你做什麼，這才重要。」賓果！


  7的法則，員工的自由度更高


  「組織改造」是企業詞彙當中最受鄙視的一個名詞，大概只有「外包」和「80張投影片簡報」可以比得上。一位高階主管認定問題根源是公司的組織架構，所以如果改變組織架構，一切就能迎刃而解。於是，公司突然從中央集權架構改變成地方分權架構，或是從功能部門架構改變成事業單位架構。結果，一些主管是「贏家」，其他主管變「輸家」，同時大部分員工心神不定，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飯碗，如果有的話，還有煩惱他們的新上司是誰，他們還能不能保住靠窗的好座位。過了一、兩年，某位主管（或者，很有可能仍然是那位主管）發現，公司仍然有問題，於是下令再來一場組織改造。這就是企業界可怕的「指定執行次數迴圈」（for loop）。[18]


  組織設計是件難事，公司規模還小、大家都在同一個地點工作時適用的組織設計，等到公司規模變大、世界各地都有員工時，就不再適用了，因此才會有那麼多的組織改造：在還沒找到理想的組織架構之前，公司會在不是最適合的架構之間換來換去。為了避免這種顛來覆去，最好的方法是把公司該採取什麼組織架構的先入之見擺一邊，遵行幾個重要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保持扁平化。多數公司存在一個基本、潛藏的拉鋸：大家聲稱想要一個扁平化的組織，才能夠更接近高層，但實際上還是渴望層級式的組織結構。智慧創做者不同，他們偏好扁平化組織，主要並不是因為他們想更接近高層，而是因為他們想要更快速完成工作、達成目標，這需要直通決策者。佩吉和布林曾經為了迎合這個需求而廢除所有經理人職位，他們稱這個做法為「拆解組織」（dis-org），公司的工程主管韋恩．羅辛（Wayne Rosing）一度擁有130名直屬部下。不過，智慧創做者也不是那麼與眾不同；他們與其他員工一樣，仍然需要一個正式的組織架構，於是，兩位創辦人的「無經理人」實驗告終，羅辛也重拾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我們最終找到的解決方法稍為嚴謹些，但仍然很簡單，我們稱之為「7的法則」。我們曾經任職的公司也有人採行「7的法則」，不過那些「7的法則」指的是經理人「最多」可以有7名直屬部下。Google的「7的法則」正好相反，經理人「至少」要有7名直屬部下，例如羅森柏格在領導Google產品團隊時，通常有15至20名直屬部下。我們仍然有正式的組織架構圖，但這個法則（其實更像個指引，因為可以有例外）迫使實際的組織更扁平化，管理監督更少，員工的自由度更高。經理人有這麼多直屬部下（多數經理人的直屬部下遠多於7名），根本沒時間事必躬親的管理雞毛蒜皮的事。


  不能各管各的


  施密特任職昇陽電腦公司時，公司正值快速成長期，事業已經變得相當複雜，促使當權者決定改採劃分為事業單位的組織架構，各事業單位稱為「行星」（planets），因為它們環繞著昇陽銷售電腦伺服器的核心事業，每一個事業單位都有自己的損益表。昇陽的員工常常這麼解釋這種自負盈虧的架構：「桶各有底，人各自立」（every tub has its own bottom），大概是因為行星沒有底，桶子不會環繞太陽轉吧，也可能是因為光說「多數大公司都是這麼做」不足以解釋。


  這種方法的問題在於，昇陽電腦公司的營收幾乎都來自硬體事業（也就是來自太陽，不是來自行星），因此需要一支會計團隊來計算營收如何分配給各個事業單位。當中的操作模式完全是祕密，各事業單位的領導人甚至不能取得營收分配計算的文件影本，公司只是大聲讀出來給他們聽。


  Google認為應該盡可能維持功能部門制度的組織架構（亦即區分為工程、產品、財務、銷售等部門，各部門領導人是執行長的直屬部下），因為如果劃分為事業單位或產品線，可能導致壁壘形成，這通常會抑制資訊和人員的順暢交流。有各自的損益表似乎有助於評量績效，但也可能會產生行為偏差的不良副作用，促使某個事業單位的領導人把事業單位的盈虧擺在第一順位，看得比公司盈虧還重要。如果你的公司採行自負盈虧的組織架構，請務必確保它們秉持外部顧客和夥伴至上的心態。在昇陽電腦公司，行星的形成導致生產力銳減，因為事業單位領導人和會計人員不再聚焦在打造真正能夠創造高營收的優異產品，而是聚焦在產生會計公式運算下的最佳數字。


  還有，盡可能避免祕密的組織文件。


  一天之內執行所有組織改造


  有時候，進行組織改造的確有道理，當確實有必要進行組織改造時，我們奉行幾個原則。首先，慎防不同團隊的不同喜好：工程團隊往往會增加複雜性、行銷團隊往往會增加管理層級、銷售團隊往往會增加助理。處理這些喜好，切記，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第二，在一天之內執行所有的組織改造，或許這看起來不太可能做到，但有一個違反常理的重點有利於做到這點：當你的公司充滿智慧創做者時，就很能容忍混亂，事實上，組織改造的混亂反而有助益，因為智慧創做者認為這是賦予權力，不是混亂。


  Google的全球銷售業務及事業發展主管尼凱希．阿羅拉在2012年重組Google的事業組織，這涉及數千名銷售、營運與行銷人員的團隊，他快速行動，在尚未完成所有細節之前，向他的團隊宣布異動。Google的產品線在短短幾年從原本只有AdWords這項主力產品，擴展到多項產品，包括YouTube廣告、Google多媒體廣告聯播網（Display Network）、Google行動廣告（Google Mobile Ads），衍生出新的銷售團隊，導致一些混亂。和許多擁有多項產品的銷售領導人一樣，阿羅拉想要創造「單一Google」組織，回歸以使用者為先的理念。但與多數銷售部門主管不同的是，阿羅拉僅用幾星期的時間規劃和執行這次的組織改造，他知道他的團隊能夠齊心協力完成這份工作（好吧，我們承認，是幾星期，不是一天，不過如果知名民權律師克雷倫斯．丹諾〔Clarence Darrow〕還在世，他大概會說：有時候，一天並非指24小時）。[19] 接下來幾個月，事業團隊做出幾項調整，仍然遵行這項組織改造的意圖，但也把改造做得更好。這場組織改造的關鍵在於還沒維持細節規劃之前就快速推出。結果是新的組織設計比原先構想的更堅實，也因為它有助於創造成果，所以團隊做了更多的投入。事實上，所謂完美的組織設計根本不存在，既然如此，就別千方百計地去尋求了，而是盡你所能地做到接近理想程度，其餘部分就讓你的智慧創做者去想辦法吧。


  貝佐斯的「兩個披薩」原則


  組織的基石應該是小型團隊，亞馬遜公司創辦人傑夫．貝佐斯曾建議「兩個披薩」原則：團隊人數應該少到用兩個披薩就足以餵飽。[20] 規模小的團隊能完成的事比規模大的團隊多，團隊裡的人不會花太多時間在玩權謀，老是在想誰有功勞。在規模小的團隊，成員就像家人，他們可能會爭吵，甚至可能因此暫時停擺運作，但在關鍵時刻，他們通常會團結一致。規模小的團隊往往會隨著產品成長而擴大；由少數人打造出來的東西最終需要規模更大的團隊來維持，這沒有關係，只要規模更大的團隊不要阻礙原來的小團隊繼續進行突破性的研發就行了。一個成長擴張的公司需要大團隊，也要小團隊。


  以能夠創造最大影響的人員為核心


  組織架構的最後一個原則是：研判哪些人能夠創造最大的影響力，就以他們為組織架構的核心。不應該根據部門或經驗來決定由誰讓公司運作，應該根據績效和熱忱；績效比較容易評量，但熱忱很難衡量。熱忱是最優秀領導人的天性，這種人甚至不用自願，自然就會被推選為團隊隊長，他們吸引人們的追隨，猶如磁石吸鐵一般。財捷軟體公司（Intuit）前執行長比爾．坎貝爾（Bill Campbell）是我們兩人長久以來的教練與導師，他常引用前蘋果公司人力資源部門主管黛比．畢昂多利羅（Debbie Biondolillo）的話：「你的職稱使你成為經理人，你的部屬使你成為領導人。」


  施密特有次和巴菲特聊天，詢問巴菲特選擇怎樣的公司併購，巴菲特回答：一位不需要他的領導人。如果這家公司的領導人表現很好的原因是因為他努力追求公司成功，而非只是想把這家公司賣給波克夏投資公司來大賺一筆，巴菲特就會考慮投資。內部團隊的運作也是相同道理：你應該投資在那些會做他們認為正確的事的人，他們不管你是否核准他們做這些事。你會發現，這些人通常都是公司裡最優秀的智慧創做者。


  這並不是說你應該建立一個明星制度，事實上，最好的管理制度應該從整體來看，就像一個舞團，而非只針對一群超級明星。從整體來看，才能創造長期一致性，而且每個人都有高效能、可以在機會出現時擔任領導者。


  在最高層級，能產生最大影響的人（同時也是讓公司運作的人）應該是產品部門相關人員。一個不錯的概略原則是：在執行長的行政會議中，在座者至少有50％應該是公司產品與服務的專家，負責開發產品與服務，這有助於確保領導團隊將重心聚焦維持在產品卓越。其他如財務、銷售、法務等營運部門固然對公司的成功很重要，但他們不應該主導會議內容。


  你也應該挑選不把自己的利益擺在公司利益之前的領導人。我們在採行事業單位架構的公司看到很多把事業單位的成功擺在公司之前的領導人。施密特任職昇陽電腦公司時，有一次，他需要一台新的伺服器，當時是假日，因此，施密特沒有透過內部採購系統下單，他直接去倉庫架上取了一台，打開箱子，發現有6份「請先閱讀」的文件，每份文件來自一個事業單位，每個事業單位的「河馬」都認為他的事業單位訊息最重要。


  很多政府網站有這個問題。（電視機的遙控器也是，它們為何設計得這麼糟糕，這是我們能想到的唯一解釋。真的，為何靜音鍵會那麼小，而且裝在很不明顯的位置，隨選視訊鍵卻很大，而且用不同顏色凸顯？因為負責隨選視訊事業的單位主管必須達成績效目標，當觀眾把廣告關成靜音時，誰都撈不到好處。）影響最大的是產品設計部門，所以，絕對不能把公司的組織架構圖顛倒過來。你可知道，當你打開新購的iPhone包裝盒時，誰是蘋果公司的老大？就是你，顧客；不是蘋果公司軟體、製造、零售、硬體、應用程式或財務部門的主管，所以，產品設計部門的影響最大。


  辨識出能夠創造最大影響的人員後，讓他們做更多的事。交付更多責任給公司最優秀的人員，相信他們會持續接下責任，如果他們覺得不能再負荷時，他們自然會告訴你。俗話說：「想成事，把它交給大忙人就對了。」


  驅逐無賴，捍衛天后


  還記得孩提時的「騎士與無賴」（knights and knaves）謎題嗎？你來到一個小島，小島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只說實話的騎士，一種是只說謊話的無賴。你站在岔路口，一條路通往自由，另一條路通往死亡，有兩個島民站在那裡，一個是騎士，另一個是無賴，但你不知道誰是騎士，誰是無賴。你只能問一個問題，來決定你要走哪一條路，對方只會回答「是或否」。你會怎麼問？[21]


  生活就像這個小島，只不過更為複雜，因為在真實生活中，無賴不僅不誠實，也很輕率、自私，為了順著自己意見耍出的狡猾手段在任何公司也幾乎無孔不入。舉例而言，自負是一種無賴傾向，是成功的自然副產物，因為唯我獨尊的卓異主義（exceptionalism）就是贏別人的本錢。原本和善謙遜的工程師，當他們自以為只有他們能夠開創出全球的下一個盛事時，往往會變得傲慢，這相當危險，因為自負往往會滋生盲點。


  還有其他類型的無賴。會嫉妒同事成功嗎？這樣的人也是無賴。（還記得那著名的陰險之徒伊阿茍〔Iago〕假惺惺地警告智慧創做者奧賽羅〔Othello〕：「主公，慎防嫉妒哦，它是綠眼怪物，會嘲弄它爪下的獵物呢！」）[22] 會搶占別人的功勞嗎？無賴。會向顧客銷售他不需要或對他無益的東西嗎？無賴。使用公司的微波爐烹飪「Lean Cuisine」冷凍瘦身餐結果把微波爐弄髒不清理？無賴。在教堂中殿的牆上塗鴉？無賴。


  一家公司的個性是全體員工個性的總和，所以如果你講求公司擁有優質高尚的個性，就必須對員工樹立這種標準，不能容忍無賴。況且根據我們的經驗，一朝成無賴，通常永遠是無賴！美國著名的管理大師湯姆．畢德士（Tom Peters）說：「沒有誠信上的小疏忽這種事。」


  所幸，員工行為具有社會規範，在一個擁抱騎士價值觀的健全文化中，騎士會點名指責無賴的差勁行為，直到無賴修正行為或是離開。（這是擁擠辦公室的另一個好處：人通常在社會約束力的環繞下展現出最好的行為，擁擠的辦公室充滿社會約束力！）這對約束大多數的無賴行為相當有效，因為無賴通常比騎士更容易以個人的成功為動機，當他們察覺到自己的行為無法在這個組織環境中通往成功時，他們多半會選擇離開這個組織。身為經理人，如果你察覺部屬當中有個無賴，最好是減少他的職責，改派給騎士；如果無賴做出更惡劣的行為，你必須快速驅逐他。當幼象鼻海豹（無賴）試圖偷海豹母親的奶時，不僅會被哺乳的母海豹咬，其他母海豹（騎士）也會加入修理行動。[23]對於違反公司基本利益的員工，你必須自始至終都嚴格以待，當然不是要你咬他們啦，但你必須快速果決地採取行動，惡行才剛萌芽，就得立即摘除。


  無賴多到某個程度就會引爆：當無賴的密集程度趨近一個臨界值時（這臨界值比你想像的還要小），[24]人們會開始相信，他們必須展現無賴行為才能成功，這將導致問題更加惡化。智慧創做者可能有很多好特質，但他們不是聖人，因此你必須留心注意組織中的無賴指數（knave quotient）。


  但是別把無賴和天后（diva）混淆。無賴行為是沒品的產物，天后行為是高度卓異主義的產物；無賴把個人放在團隊之前，天后則認為他們比團隊還優秀，但他們希望自己和團隊都可以獲得成功。無賴行為必須儘快處理，但天后行為不同，他們雖然高度自負，但只要他們的貢獻大到抵得過這種自負，就應該容忍，甚至還要保護他們。優異人才往往異於常人，難以相處，有些甚至惹人討厭。文化講的是社會性規範，但天后拒絕常規，所以文化因素有可能導致天后和無賴被一起肅清。只要能夠找出和天后共事的方式，而且天后的成就超出天后行為導致的附帶傷害，你就應該捍衛他們，他們做出的貢獻將使你的投資獲得足夠回報。（如果閱讀到「天后」這字眼時，你不時想起「她」，請別忘了，賈伯斯是舉世最著名、最傑出的企業界天后！）


  工作過度可以是好事


  工作與生活平衡是另一個被視為「開明」管理的標準實務典範，但可能對聰明、投入的員工構成侮辱。其實，「工作與生活平衡」這句話本身就是問題：對許多人而言，工作是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不能分開。最好的文化是邀請員工、並使他們以有益的方式工作過度，讓他們在工作地點和家中都有相當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所以，如果你是經理人，你的職責是使工作生活愉快充實，你的主要職責不是確保員工周而復始地每週工作40小時。


  和我們共事的許多年輕媽媽通常在晚間有幾個小時會完全消聲匿跡，這時她們要和家人相處，哄小孩睡覺，然後到晚上九點左右恢復電子郵件和聊天室通訊，這時我們就知道她們的心思回到工作上了（很多爹地也一樣，不過這種型態在職業婦女上特別明顯）。她們是否工作過度呢？是。她們是否在家也有太多的事要做呢？是。她們是否為了工作犧牲家庭和生活呢？一半一半。她們可以決定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有時候，工作淹沒一切，她們必須做出犧牲，她們接受。但有時候，她們可以翹班一個下午，帶小孩去海灘玩，或者，更可能的是，有一群親友來訪，和他們共進午餐或晚餐。（夏日夜晚，Google總部園區看起來就像家庭營區，很多小孩到處跑跳嬉戲，他們的父母則是在享受晚餐）。有時候，緊張忙碌會持續數週、甚至數月，尤其是在新創公司，但不會沒完沒了。


  你可以透過賦予員工職責和自由來管理這個層面，無需下令他們工作到更晚，或是早點下班和家人相處，只要叫他們管好自己分內的事，給予他們空間和自由，他們自己會安排時間，把工作做好。前Google高階主管、2012年接掌雅虎執行長的瑪麗莎．梅伊爾（Marissa Mayer）是矽谷最知名的職業婦女，她提到，導致職業倦怠的不是工作過度，而是必須放棄對你而言重要的事所產生的憤怒。[25] 讓你的智慧創做者自我控管，他們通常會對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作出最佳決定。[26]


  維持小規模的團隊也有幫助。在規模小的團隊，當有成員出現倦怠，需要提早回家或休假時，其他隊員更能發覺。在大規模的團隊有人休假時，可能被視為鬆懈；小團隊則很樂見某人去休假。


  我們雖然不提倡「工作與生活平衡」，但我們鼓勵員工好好休假。如果有人認為他對公司重要到令他不能休假一、兩週，認為這會導致公司運作停擺的話，那就代表公司有更大的問題需要解決。一家公司不可能、也不應該有任何一個不可缺少的人。偶爾會遇到有員工故意創造這種情況，也許是他們的自負心理作祟，或是誤以為「不可缺少」就能保障飯碗。遇到這種人，務必讓他們好好休個假，並且安排代班人。等他們休假回來，精神與鬥志恢復，也體認到自己並不是那麼「必不可缺」，而代班人也會變得更有信心。（讓員工休產假和父親假，也有很大的潛在益處。）


  極盡所能地建立「贊同」文化（Culture of Yes）


  我們兩人都為人父，有親身經驗，了解父母反射性說「不行」的習慣有多麼令人挫折鬱悶。「我可以喝瓶汽水嗎？」不行。「我可以吃兩球冰淇淋，不只一球嗎？」不行。「我的家庭作業還沒做完，可以讓我玩電玩嗎？」不行。「我可以把貓咪放進烘衣機裡嗎？」不可以！


  這種「直接說不」的症候群也會在工作場所漸漸蔓延。公司會精心想出種種「說不」的方式，而且往往是有技巧的消極反對，像是要遵循的流程、要申請的許可、要出席的會議等等。對於智慧創做者來說，聽到「不」就像心被刺了一刀。習慣說「不」是公司喪失新創公司活力的跡象，變得太一體化了；當你說了夠多的「不」後，智慧創做者就不會再詢問、請求，然後開始出走。


  為防止這種情形發生，請建立贊同文化。隨著公司的成長，混亂也會產生，多數經理人會試圖制定更多流程來控管。雖然，當中有些流程可能對公司當前的規模有必要的助力，但應該盡可能延後施行。對新流程的設立訂定高門檻或核准關卡，務必在非常有說服力的理由之下才准予設立新流程。我們很喜歡引用美國學者、前康乃狄克大學校長麥克．賀根（Michael Hogan）的這句話：「我的第一個忠告是：說「可以」，盡你所能地經常說「可以」。說「可以」，可以讓事情啟動；說「可以」，才會有成長；說「可以」，可以產生新的經驗，新的經驗能帶給你知識和智慧……。贊同的態度使你能夠在不確定的時刻往前邁進。」[27]


  幾年前，時任YouTube執行長的薩拉．卡曼加（Salar Kamangar，譯註：Google的第九名員工，現任Google網路應用程式副總）碰到該表達他贊同態度的時刻。那是每週的行政會議，會議中討論到一個新功能（高清晰播放）的測試情形，測試進行得很順利，應該說太順利了，因此卡曼加詢問有沒有什麼好理由來反對立即推出這個功能。有人回答：「呃，根據時程表，應該再等幾星期後才推出，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測試，確定沒問題。」卡曼加回答：「除了時程表，還有沒有不能現在就推出的好理由呢？」在座沒有人想得出什麼理由，於是，他們在第二天就推出YouTube的高清晰播放功能，沒出任何問題，因為有一個人奉行「說可以」的態度，無數的YouTube使用者開心地提早幾星期享用這項新功能。


  建立樂趣文化，而不是玩樂文化


  Google每星期五下午舉行全員會議，所有新進員工坐在第一區，戴上彩色的螺旋槳帽區別，布林親切歡迎他們，全體鼓掌，接著布林會說：「現在，回去工作。」這不是很棒的笑話，但布林以假正經、略帶俄羅斯腔的語調說這話時，總是令人開懷大笑。除了其他傑出才能，幽默感是身為智慧創做者領導人布林的一項優點，每次主持全員會議，他的即興妙語總是引起哄堂大笑，大家是真心的笑，不是為了捧創辦人的場而笑。


  一家傑出的新創公司、一個出色的計劃、一份好工作應該充滿樂趣，如果你賣力工作，卻完全無法從中獲得任何樂趣，那一定有問題。樂趣有部分是來自期望未來成功的心情，但有很大的部分來自和公司同仁共事，一起開玩笑。


  多數公司嘗試製造玩樂，比方說，舉辦年度公司野餐（節慶派對、週五在公司外舉辦的活動）、有玩樂的音樂、有玩樂的獎品、有可以讓同事出糗的趣味競賽、有顏面彩繪／小丑／算命、供應玩樂的食物（但不供應玩樂的酒品）。你參加這些活動，在這之中玩樂。不過，這類玩樂活動有個問題：它們很無趣。


  公司舉辦這類活動沒有什麼錯，但必須用心思，有技巧。想舉辦一場有趣的公司派對其實不難，這就像舉辦一場有趣的婚禮：很棒的人（你的公司聘了很棒的員工，不是嗎？）＋很棒的音樂＋很棒的食物及飲料。天生無趣的人（來自佛羅里達州博卡萊頓市的芭芭拉大媽，會計部門的葛瑞格）可能危及樂趣的元素，但是一支1980年代的知名樂團和上好的啤酒就能解決一切，喝著鐵錨牌蒸汽啤酒（Anchor Stream beer），隨著比利．艾鐸（Billy Idol）的歌聲起舞，人人都會變得有趣。


  還有團隊或公司在外頭舉行的活動，這些常被視為「凝聚團隊」的活動，幫助團隊學習更好的共事合作方式。你們可能去參加繩索攀爬訓練或廚藝課；接受性向測驗或練習團隊合作共同解決問題，期望藉由這些活動使你們結合成一部運作得很好的機器。效果好嗎？未必。我們對於這類公司外的活動看法是：別管什麼「凝聚團隊」，只管玩就是了。羅森柏格對團隊的短程戶外活動有一個原則：在天氣許可之下，行程要在離辦公室夠遠的新地點，這樣感覺才會像去玩，但仍然可以在一天往返，提供團隊人員無法或不會獨自有的體驗。


  在這些原則下，羅森柏格帶領他的團隊前往北加州各個地方，例如到穆爾紅木國家公園（Muir Woods National Park）、尖峰國家公園（Pinnacles National Park），以及去阿諾努耶佛州立公園（Año Nuevo State Park）觀看海象，還去過聖塔克魯茲海灘遊樂區（Santa Cruz Beach Boardwalk）。這些活動花不了多少錢，有時候，樂趣很便宜，但玩樂通常不便宜。在Google成立早期，想要參加佩吉和布林舉辦的直排輪曲棍球賽只需一根桿子、一雙溜冰鞋，還有願意讓創辦人檢查一下你的臀部就行了。雪柔．桑德柏格為她的銷售團隊辦了一個讀書會，在Google印度分公司大受歡迎，所有員工都參加。施密特率領Google首爾全部的團隊隨著造訪公司的韓國歌星PSY跳起「江南Style」，施密特沒遵循已故美國職棒非裔球員薩奇．佩吉（Satchel Paige）的忠告：「旁若無人地跳舞」。不過，領導人跳舞，人人都會看，沒人在意你跳得好不好，大家注意的是你跳舞了。


  羅森柏格曾和Google行銷部主管辛蒂．麥卡弗瑞（Cindy McCaffrey）打賭，看誰的團隊在公司的年度員工意見調查「Googlegeist」中參與率較高，輸的一方得為贏的一方洗車。羅森柏格輸了，麥卡弗瑞租了一輛加長型通用悍馬（Hummer），盡所能地把這輛車塗滿泥巴（我們至今仍不曉得她是如何辦到的），召集她全部的團隊成員，邊看羅森柏格賣力清洗這輛巨大的運動休旅車，邊用水球砸他。還有一回，羅森柏格要為公司的籃球場架設多組籃板及框網，他讓公司幾支工程團隊互相挑戰，看哪個團隊能夠第一個架好。這些傢伙當中有人連扣籃的「dunk」和連接手機或行動電子用品上的傳輸器「dongle」都分不清，但一看到工程挑戰，他們的腦袋就靈光得很。


  樂趣文化有一個與創新文化相同的特徵：樂趣處處都有。重點在於建立盡可能寬鬆的容許範圍，讓人們無所畏懼地尋找樂子。2007年，我們一些工程師在公司內部網路系統的一個公開檔案夾裡發現施密特的一張檔案照片，他們動手修改照片中的背景，放入一張比爾．蓋茲（Bill Gates）的相片，然後在4月1日愚人節用這個修改相片更新施密特的網頁相片，如圖1所示。施密特讓這張篡改相片張貼了一個月。


  
    [image: p083]圖1 被 Google工程師動手腳後的施密特檔案照
  


  智慧創做者的幽默往往不是只有在牆上張貼一張蓋茲相片這麼溫和的舉動而已，所以我們才建議你要建立寬鬆的容許範圍。2010年10月，Google工程師柯林．麥米蘭（Colin McMillen）[28] 和強納森．芬柏格（Jonathan Feinberg）建立一個內部網站「Memegen」，讓Google人創作瀰母（meme），也就是創作和相片內容搭配的標題，並且讓大家為彼此的創作投票。Memegen為Google人帶來了新樂子，既有趣，又能挖苦公司狀態，在這兩方面都非常成功。Memegen仿效湯姆．雷爾（Tom Lehrer，譯註：一邊在哈佛等大學教數學、一邊創作幽默諷刺歌曲）和羅森柏格．史都華（Jon Stewart，譯註：搞笑諷刺節目《史都華每日秀》〔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主持人）風格，在極具趣味的同時，也切入Google公司的核心爭論，以下就提供幾則創作。


  施密特顯然是Memegen裡被拿來製造話題的熱門人物，圖2就可以證明。


  
    [image: p084-1]圖2 施密特是Memegen的熱門人物


    施密特一說話，人們就製作瀰母
  


  由於經常有員工抱怨過去的Google比現在好太多，於是有了圖3的創作。


  
    [image: p084-2]圖3 抱怨Google變了


    歡迎來到 Google。現在，再繼續抱怨Google已經不是早年的Google了
  


  新的Google眼鏡應用程式也被拿來搞笑，圖4是其中一則。


  
    [image: p085-1]圖4 Google眼鏡的創意用途


    眼鏡啊眼鏡，告訴我松鼠在哪裡
  


  Google宣布推動「氣球計劃」（Project Loon，詳見本書後文敘述）後，一位Google員工覺得他的季績效目標（OKRs，詳見本書後文敘述）必須修改，於是製作出圖5。


  
    [image: p085-2]圖5 響應「氣球計劃」


    我的季績效目標顯然雄心不足了
  


  圖6，施密特跳「江南Style」，Google人當然不會放過評論舞技的大好機會。


  
    [image: p086]圖6 這兩人都世界聞名，但是……


    其中一人以滑稽舞步聞名全球……，另一人是Psy。
  


  這不是公司舉辦的玩樂，公司不可能下令這麼玩。這是真正的樂趣，唯有在信任員工、不因擔心「萬一這些東西外流」而禁止的寬容環境下，才有可能發生。這種樂趣再多也不為過，這種樂趣愈多，員工的生產力愈高。


  在傳承的理念中重新塑造文化


  在擔任網威執行長不久後，施密特從一位熟人那裡聽到一個好忠告，那個人告訴施密特：「在企業轉折變革時，首先要找到聰明的人才；為了尋找聰明的人才，得先找到一個這樣的人。」過了幾星期，施密特從加州聖荷西搭機回猶他州公司總部，隨行的一名網威工程師令他印象深刻，施密特想起那個忠告，於是打斷這位聰明工程師的話，請他列出網威公司裡他知道最聰明的10個人。幾分鐘後，施密特就拿到這份名單。回到公司，施密特安排和這10個人進行一對一會面。


  幾天後，名單上的第一個人現身施密特的辦公室，完全搞不清楚狀況的他問道：「我做錯了什麼嗎？」接下來幾個人的會面也是類似的開場，每一個人都是帶著防衛與害怕的心情前來。施密特很快知道，原來網威公司要開除人的時候，就會採取和執行長一對一會面的方式。不知情的施密特安排這些一對一會面，讓公司最優秀的人才誤以為他們要被開除了。


  這是我們體認到想改變既有公司文化有多麼困難最早的經驗，這個「尋找聰明人才」的忠告是正確的，但施密特沒料到既有的文化會破壞它的執行。在新創公司建立文化比較容易，想要改變既有公司的文化則是極其困難，但更攸關公司成敗的是，一個停滯不前、過度「一體化」（corporate）的企業文化，對智慧創做者通常是夢魘。


  Google在2012年收購摩托羅拉行動事業（Motorola Mobility），[29] 我們和這個事業共事時，親身體驗到這種情境。想要改變既有文化，必須採取幾個重要步驟。首先是認清問題。公司現有的文化（不是指公司的使命或價值觀，而是指員工每天碰到的實際文化）如何？這種文化導致什麼問題？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能只是批評現有文化，這只會侮辱人，應該著重找出事業失敗和文化層面之間的可能關聯。


  接著，闡明你希望塑造的新文化，借用耐吉（Nike）在2010年世界盃中的廣告詞：「寫下未來」（Write the Future），並採取具體、高調的行動，開始朝這個目標前進。倡導透明化及跨部門交流意見與點子；開放每個人的行事曆，讓員工能看到彼此在做什麼；舉行更多全公司的會議，鼓勵誠實提出疑問而不是算帳；在面對這些棘手疑問時，誠實回答。在某個星期的全員會議上，當摩托羅拉行動事業被拿出來討論時，幾名Google人對公司的產品提出強烈質疑時，這些疑問獲得盡可能確實的回覆。會後，羅森柏格聽到一些摩托羅拉員工私下討論，好奇那些提出質疑的Google人會不會遭到開除，羅森柏格告訴他們：不會。


  有時候，在重新定義文化時，檢視原始文化也很有用。領導IBM轉型的路易士．葛斯納（Lou Gerstner）在《誰說大象不會跳舞？》（Who Says Elephants Can't Dance?）中寫道：「有人說，每個機構都是某個人影子的延伸，[30] 就IBM而言，這家公司是湯瑪斯．華生（Thomas J. Watson, Sr.）的影子的延伸。」[31] 葛斯納在文中繼續敘述如何根據華生的核心信念來再造IBM，這些核心信念是：做每件事都追求卓越；優異的顧客服務；尊重每一個人。但是，傳承創辦人理念的同時，千萬別害怕除去過時的包袱。葛斯納廢除華生時代有名的藍色西裝與白襯衫的招牌制服規定，因為這種穿著搭配在展現尊重顧客的層面上已經不再能發揮效力，他在書中寫道：「我們並沒有用另一套服裝規定取而代之，我純粹回歸華生先生的智慧來決定：根據你的情況和你今天將和誰共事或會面來決定你的穿著。」[32]


  在某次公司會議中，有人問施密特，Google的服裝規定是什麼，施密特回答：「只要有穿就好！」


  文化改造得花很多時間，和摩托羅拉行動事業共事的經驗中，我們獲得的最重要啟示是許多曾經在既有公司中推動文化變革者可能都有的感想：實行我們在本書裡建議的文化變革行動，花費的時間遠多於預期。


  對部屬喊「跟著我」！


  創立一個新事業，或是改造一個既有企業，長時間工作及熬夜是家常便飯，有時可能得錯過一些生日派對。你聘雇的人必須對你及你的構想有足夠信心，並願意做出這種犧牲。為了做到這些，你必須夠瘋狂到相信自己會成功，但同時也有足夠理智去實現它。這需要全心全意投入、不屈不撓，最重要的是，必須專心致志。以色列坦克車指揮官在領導戰鬥時，他們不會喊「衝啊！」，他們會對部屬喊「Ah'cha'rye」，這句希伯來語的意思是「跟著我」（Follow me）。任何有志於領導智慧創做者的人，都必須採取這種態度。


  施密特有次去臉書位於帕羅奧圖市的總部和馬克．祖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談事情，當時臉書和祖克伯格成功的態勢已經很明顯了。兩人聊了幾小時，結束時已經大約晚上7點，施密特告辭時，助理送來祖克伯格的晚餐，擺在他的電腦旁邊，祖克伯格坐下來，繼續工作，他的全心全意投入是不會騙人的。


  2000年就進入Google的工程師麥特．卡茲（Matt Cutts）回憶，他經常看到領導建置Google資料中心基礎架構的工程部主管烏爾斯．霍澤（Urs Hölzle）在公司走動時撿拾走道上的小垃圾。在矽谷，這種克勤克儉的情形時有所聞：執行長拾起派發在前門口地上的報紙、創辦人擦拭櫃台。領導人的這些行動展示他們的平等主義天性：我們全都平等，該做的卑微事，沒有一個人逃得掉。不過，最重要的是，做這些事是因為他們非常愛惜這家公司。領導需要熱忱，沒有熱忱的人，快快離開。


  賺錢不必為惡


  施密特進入Google約6個月後，此時的他相當熟知公司「賺錢不必為惡」（Don't be evil）的座右銘，這是工程師保羅．布海（Paul Buchheit）和阿密．帕泰爾（Amit Patel）在公司開創初期的一次會議提出的。不過，施密特完全低估這句簡單座右銘在Google公司文化中深植內化的程度。施密特出席公司的一場會議，與會者辯論應不應該對廣告制度做出一項改變，這項改變的優點有可能為公司帶來相當可觀的收入。其中一位工程領導人捶桌子說：「我們不能這麼做，這是惡行。」會議室突然鴉雀無聲，這個場面就像在美國舊西部世界的撲克牌牌局中，有個玩家指控另一個玩家是老千，然後其他的人停止出牌，等候某個人說話。施密特心想，哇，這些傢伙對這種事很認真呢。接下來是冗長的討論，最終這項改變沒通過。


  Google著名的「賺錢不必為惡」座右銘也不完全是字面上看到的那層含義。沒錯，它確實表達一家公司的價值觀，以及員工的深切期望；但其實「賺錢不必為惡」主要是對員工授權的另一種方式，施密特在那場會議中的經驗並非不尋常（捶桌子除外），Google人在作決策時，經常檢視他們的道德方針。


  豐田汽車公司（Toyota）有名的及時生產模式中，有個看板（kanban）制度，品管的一個原則是：組裝線上任何一個員工在發現有品質問題時，都可以拉動繩子，暫停生產線。[33] Google這簡單三個字的標語背後的理念相同；當那位工程師說提案中的新功能是「惡行」時，他就是在拉繩子，暫停生產線，迫使所有人評估這項新功能，研判它是否和公司的價值觀相符。每家公司的文化都需要「賺錢不必為惡」座右銘當北極星，照亮並指引所有管理階層、生產工廠和辦公室的政治文化。


  這是擁有一個健全穩固、被充分了解公司文化的終極價值，是你和公司一切作為的基礎；它防止出軌，因為它就是軌道。最好的文化值得所有公司追求，本章討論的每一個文化層面，我們都舉例說明如何實踐自己的理想，但我們也有不少未達理想標準、做得不足的地方，失敗的例子在所難免，但有更多是超乎期望的例子，當出現這種情形時，門檻可以提得更高，這就是優異文化的力量：使公司的每位員工變得更好，然後公司跟著扶搖直上。


  [image: p094]


  
    	用Google搜尋時，你會獲得兩類結果：自然搜尋結果（organic search results）和付費搜尋結果（paid search results）。自然搜尋結果是由Google搜尋引擎自然得出的結果，付費搜尋結果是由廣告引擎放置的搜尋結果。[image: 返回]


    	在學術界，這個概念最重要的一個闡釋是組織心理學家班傑明．施內德（Benjamin Schneider）在198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The People Make the Place, （Personnel Psychology, September 1987）。施內德在這篇甚具影響力的文獻中提出「吸引－選擇－摩擦」（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簡稱ASA）模式，解釋個人的特質與選擇如何演進塑造出組織文化。「吸引」指的是尋找工作的人傾向加入他們感覺契合的組織；「選擇」指的是公司現有員工傾向錄用跟他們相似的人；「摩擦」也同樣不是隨機、偶然的，員工感覺自己和這個組織不再契合時，他們往往會選擇離開。伴隨吸引、選擇與摩擦的日積月累流程，一個組織的文化變得愈來愈同質化。[image: 返回]


    	Susan Reynolds, Prescription for Lasting Success, （John Wiley and Sons, 2012）, page 51。[image: 返回]


    	帕卡德在1960年3月8日的這場演講全文收錄在David Packard, The HP Way: How Bill Hewlett and I Built Our Company （HarperCollins, 2005）。[image: 返回]


    	說到文化理論，至少可以遠溯至19世紀末法國文化理論家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提出的理論：透過共同信仰、價值觀與準則，文化影響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最值得注意的是當代心理學家，尤其是社會心理學家海瑟．馬庫斯（Hazel Markus），使用控制實驗來證明，儘管人們並未覺察，但實際上，他們的文化（例如日本人vs.美國人；勞工階級vs.專業人士）影響他們每天所做的選擇。參見Hazel Rose Markus and Alana Conner, Clash!: 8 Cultural Conflicts That Make Us Who We Are, （Hudson Street Press/Penguin, 2013）。[image: 返回]


    	Jack Welch with Suzy Welch, Winning（ HarperCollins, 2005）, page 69。[image: 返回]


    	我們在此對那位著名的智慧創做者小精靈帕克（Puck）致歉。[image: 返回]


    	惠普科技公司在2007年把小盆地營區賣給加州紅杉基金會（Sempervirens Fund）和半島開放空間信託基金會（Peninsula Open Space Trust）這兩個非營利組織，兩個基金會又轉賣給加州州立公園管理局，如今，小盆地變成大盆地紅木州立公園（Big Basin Redwoods State Park）的一部分（參見"Former Hewlett Packard Retreat Added to Big Basin Redwoods State Park" San Jose Mercury News, January 14, 2011）。[image: 返回]


    	數十年前，早在Google聘用名廚為員工烹飪美食之前，比爾．惠利和大衛．帕卡德似乎就已經了解到員工和顧客有多麼看重免費食物了。惠普員工約翰．敏克（John Minck）說：「（惠普公司）的生產線邊上設有幾個烙鐵烘烤架，供應甜甜圈和丹麥甜糕餅，並用電力調節器控制，保持溫熱、但不烤焦。這些休息時段的點心全由公司免費供應，並用來招待參觀工廠的訪客。」這段話節錄自Michael Malone, Bill & Dave: How Hewlett and Packard Built the World's Greatest Company （Portfolio/Penguin, 2007）, page 130。[image: 返回]


    	計劃評核術和甘特圖是非常複雜、非常實用的計劃管理工具。[image: 返回]


    	參見Xooglers blog, April 9, 2011, http://xooglers.blogspot.com/2011/04/photo-of-pre-plex.html。[image: 返回]


    	Randy Pausch, The Last Lecture, （Hypersion, 2008）, page 30。[image: 返回]


    	2003年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我們的研究團隊成員發現，讓成員展現個性，並認同他們的個人觀點時，他們會展現出最佳創意。」（我們認為這項研究的結論支持我們的觀點，不過很難判斷這篇研究是怎麼使用「展現個性」這個動詞。）參見William B. Swann Jr., Virginia S. Y. Kwan, Jeffery T. Polzer, and Laurie P. Milton, "Fostering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Creativity in Diverse Groups: The Role of Individuation and Self-Ver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November 2003）。2013年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雜亂的辦公桌具有增進創意的效果：「井然有序似乎會鼓勵保守和傳統心態，混亂無序具有激發探索未知的作用。」參見Kathleen D. Vohs, Joseph P. Redden, and Ryan Rahinel, "Physical Order Produces Healthy Choices, Generosity, and Conventionality, Whereas Disorder Produces Creativ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September 2013）。[image: 返回]


    	Jon Gertner, "True Innovati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2012）。[image: 返回]


    	AdSense是由Google的程式自動檢索龐大的內容出版網站及網頁，置入與網頁內容相關的廣告。[image: 返回]


    	前網景公司資深副總鮑伯．里斯邦尼（Bob Lisbonne）把他和巴克斯戴爾這位上司開會時聽到的妙語寫下來，編輯以後，張貼在他個人的網站上，參見lisbonne.com/jb.html。[image: 返回]


    	我們從修娜．布朗那裡聽到這個名詞，她在之前任職的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McKinsey & Company）學到這個概念。麥肯錫的網站上對此有清楚解釋：「所有麥肯錫的顧問在認為某件事情不正確或不符客戶最佳利益時，都有提出異議的義務。每個人的意見都很重要，當你遲疑而不敢反對團隊最高階成員或客戶的意見時，我們期望你說出你的觀點。」[image: 返回]


    	這是大學主修經濟學的羅森柏格很驕傲地撰寫出來的一個電腦科學圈內人笑話。[image: 返回]


    	你也許在上美國史的那天打瞌睡了，或是你不是美國人，不太了解美國史，所以在此稍做說明：在1925年夏天的「史科普斯審判」（Scopes Trial）中，克雷倫斯．丹諾律師為高中教師約翰．史科普斯（John Scopes）辯護，這位生物學老師違反田納西州法律規定，在課堂上教導達爾文的進化論（譯註：這個法律起因於進化論和聖經裡頭的創造論相抵觸而引發科學與宗教的激烈爭論，田納西州立法禁止州內任何教師教導違反聖經創造論的學說）。在審判辯論過程中，丹諾說，聖經裡頭生物的「一日」未必是24小時，實際上有可能更長，因此，進化論和聖經教義並不對立。[image: 返回]


    	Richard L. Brandt, "Birth of a Salesman"（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5, 2011）。[image: 返回]


    	這個謎題有幾種正確的解答。你可以指著其中一個方向，詢問其中一個人：「如果我問你這條路是不是通往自由，你會回答是嗎？」，如果對方回答：「是」，那麼這條路就一定是通往自由之路；如果對方回答：「不是」，那麼這條路就一定是通往死亡之路。或者你也可以詢問其中一個人：「我如果問他（指另外那個人）這條路是否通往自由，他會回答是嗎？」，如果這個人回答：「是」，那就代表這條路通往死亡；如果這個人回答：「不是」，那就代表這條路的確通往自由。或者，你也可以學某些美國總統，直接下令入侵。[image: 返回]


    	節錄自莎士比亞名劇《奧賽羅》。[image: 返回]


    	鼻海豹很認真看待這種偷奶事件：「有時被咬的幼海豹會受到嚴重傷害。如果斷奶的海豹因為被咬而逃跑哭泣，會引起附近的母海豹注意，牠們常常會加入修理行動，咬那隻逃跑的海豹。所以，已經斷奶的幼海豹如果試圖偷奶，通常會被一群母海豹追逐。」這項研究觀察節錄自：Joanne Reiter, Nell Lee Stinson, and Burney J. Le Boeuf, "Northern Elephant Seal Development: The Transition from Weaning to Nutritional Independence" （Behavioral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 Volume 3, August 1978）, page 337-67。[image: 返回]


    	心理學界最強而有力的一個研究發現是：「壞的影響力強過好的影響力」（套用下述著名研究文獻的標題），這個道理應驗在廣泛的人類行為與經驗。在組織中，往往只要有幾個壞蘋果，就足以使整桶的蘋果腐壞。參見Roy F. Baumeister, Ellen Bratslavsky, Catrin Finkenauer, and Kathleen D. Vohs, "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ume 5, Issue 4, December 2001）。有關於組織中的壞蘋果作用，參見Will Felps, Terence R. Mitchell, and Eliza Byington, "How, When, and Why Bad Apples Spoil the Barrel: Negative Group Members and Dysfunctional Group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ume 27, January 2006）。[image: 返回]


    	Marissa Mayer, "How to Avoid Burnout" （Bloomberg Businessweek, April 12, 2012）。[image: 返回]


    	人的時間與精力有限，工作超過負荷的確會導致職業倦怠，但是有關於職業倦怠的研究顯示，缺乏自我控管也是一個主因，其他原因還包括薪資不足、社區問題、欠缺公平性、價值觀衝突。職業倦怠這個主題的知名研究者、心理學家克莉絲汀娜．馬斯拉奇（Christina Maslach）認為，職業倦怠是人不適合他的工作的一種徵狀，她也認為，組織有責任創造更人性化的工作環境。參見Christina Maslach and Michael P. Leiter, The Truth about Burnout: How Organizations Cause Personal Stres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Jossey-Bass, 1997）.[image: 返回]


    	Steve Friess, "In Recession, Optimistic College Graduates Turn Down Jobs" （New York Times, July 24, 2009）。[image: 返回]


    	在進入Google之前，柯林是reCAPTCHA的共同創辦人，發展軟體應用程式，幫助網站確定使用者是真人，不是電腦人，也就是你在登入網站時，它們要求你填寫的驗證碼。不過，麥米蘭最傑出的作品當然是「Memegen」。[image: 返回]


    	Google已經在2014年宣布把該事業出售給聯想公司（Lenovo）。[image: 返回]


    	這句話原出自美國文學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之筆：「一個機構是某個人影子的延伸」，參見Ralph Waldo Emerson, Self-Reliance and Other Essays, （Dover Thrift Edition, 1993）, page 26。[image: 返回]


    	Louis V. Gerstner Jr., Who Says Elephants Can't Dance?: Inside IBM's Historic Turnaround （HarperBusiness, 2002）, page 183。[image: 返回]


    	Ibid., page 184-185。[image: 返回]


    	David Magee, How Toyota Became #1: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the World's Greatest Car Company, （Portfolio/Penguin, 2007）。[image: 返回]

  


  策略你的計劃錯了


  我們不了解你的事業，甚至不了解你所在的產業，因此不敢告訴你該如何研擬一份商業計劃書。但如果你有一份商業計劃，我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地告訴你，計劃是錯的。以企管碩士班風格撰寫的商業計劃書，不論構思多麼嚴謹，考慮多麼周詳，「永遠」有一些重要瑕疵，如實地照著這種有瑕疵的計劃來執行，將導致創業家艾瑞克．萊斯（Eric Ries）所說的「計劃成功了卻滿盤皆輸」（achieving failure）。[1] 因此創投家總是奉行「投資團隊，不投資計劃」的箴言，因為計劃會出錯，所以必須有對的人（團隊）。成功的團隊會辨察計劃中的瑕疵，做出調整。


  那麼，一個新創事業如何能夠在沒有商業計劃下吸引優秀人才和其他重要的事物（例如資金）？其實，有一份計劃雖然很好，但必須了解，隨著事業進展和對產品及市場的新發現，計劃也要跟著改變。快速重複修正對成功至關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計劃所依據的根基。網際網路世紀的結構性、技術導向變化已經使得我們過去在學校和職場上學到、被普遍接受的一些基本策略法則不再適用。[2] 所以，你的商業計劃固然需要調整，但必須有一套基礎原則為根基，而這些原則又是根據現今的運作模式而來，這樣的根基會引導你的計劃在變形轉換過程中邁向成功。計劃是動態調整的，但根基是穩固的。


  這種機動性可能會使得一些原本要加入團隊的人打退堂鼓，大多數人並不喜歡不確定性。反觀智慧創做者卻很喜歡「我們會解決」的方法，他們有「在多變環境中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的適應性」（套用羅森柏格在職業生涯中曾經獲得的評價）。[3] 事實上，智慧創做者並不相信那種聲稱擁有所有答案的計劃，反倒欣然接受沒有解答的計劃，只要這個計劃建立在穩當的根基上就行了。


  羅森柏格在2002年進入Google後不久，他的團隊就教了他這一課。當時，Google有一個思慮周延的策略根基，只是沒有詳細寫出來。其實自1998年創立以來，Google沒有人花時間把公司的策略完整記錄下來，羅森柏格得知後，立刻決定要彌補這麼明顯的疏漏，他想撰寫他以往習慣的商業計劃書，就是那種油墨未乾就已不適用的傳統商業計劃書，但遭到他的副手團隊瑪麗莎．梅伊爾、薩拉．卡曼加和蘇珊．沃吉斯基阻止。[4] 他們說，公司不需要寫出計劃（甚至也不需要有計劃），但為了招募新進人員，並使大家朝向同一方向，確實有必要把這個計劃的根基寫出來。他們說，只需要給Google人這些根基要素，其餘他們會自行解決。


  於是，我們在2002年10月向董事會提出〈Google策略：過去、現在及未來〉（這使得摩里茲在隔年夏天要求我們提出更周詳的計劃），這其中的元素在接下來多年被持續用來說明Google之道。這份報告中敘述的理念與1990年代末期網路公司的一般理念非常不同，它們如今仍是打造一個網際網路世紀成功故事的基本藍圖典範，包括：對能用新方法解決大問題的技術洞見放手一搏；追求規模最適化，而非追求營收最大化；用出色的產品壯大市場。


  技術洞見才是堅實根基


  1990年代中期，佩吉和布林開始從事博士論文研究（後來衍生出Google）的當時，知名的搜尋引擎是根據網站的內容來排序搜尋結果。假設你輸入「university」，打算找大學網站時，很可能得到的是一個書店或腳踏車店的網站連結。事實上，佩吉有次造訪其中一家搜尋引擎公司，抱怨使用搜尋引擎輸入「university」時得出的搜尋結果很糟糕，那家公司告訴佩吉，錯在他自己，他輸入的搜尋字應該更明確些。


  於是，佩吉和布林發現一種更好的方法。他們發現，藉由找出其他網頁連結至某個網頁的情形，他們可以評估網頁品質，也就是當使用者查詢一個關鍵字時，網頁內容符合搜尋者需求的相關程度。如果有個網頁是其他許多網頁連結前往的目標頁面時，它大概就是內容品質比較好的網頁。[5] 還有很多因素使得Google搜尋引擎在推出時遠遠比其他競爭者好，例如：它對那些從學術性網站擷取的搜尋結果給予較高的信任值。但是，這項產品的優勢核心來自於一個技術洞見，也就是使用網路的連結架構作為指引藍圖，取得最佳的搜尋回應。


  自此以後，Google的成功產品大多數都是以堅強的技術洞見為根基，而較不成功的產品則沒有。為Google創造最多營收的廣告引擎 AdWords，它的技術洞見是廣告在網頁上的排序與置放位置，這是根據它們為使用者提供的資訊價值，而非只是根據哪一個廣告客戶願意支付更多錢來決定。[6] 彙集來自世界各地數千個媒體新聞標題的Google新聞（Google News），它背後的技術洞見則是根據主題來對新聞事件群組歸類運算，而非根據新聞來源。Google的開放原始碼瀏覽器Chrome的技術洞見則是當網站變得愈來愈複雜且功能愈強大時，瀏覽器就必須進行再造，加快速度。隨意挑選一個創新、成功的Google產品，你多半會發現背後至少有一個重要的技術洞見，這類的構想概念都會披露於專業期刊上。Google知識圖譜（Knowledge Graph）搜尋的技術洞見是：把網際網路上特定個人、地方或事物的大量非結構性資料組織成結構性資料，以讓人容易吸收消化的格式呈現。YouTube內容識別系統（YouTube Content ID）為每一個音訊檔案和影片檔案建立專屬的數據表示格式，並根據這種「指紋識別」比對全球版權資料庫的內容，進而讓內容版權擁有者能夠在YouTube上尋找他們的內容（有時還可以用他們的內容來賺錢）。Google翻譯（Google Translate）獲得龐大的多國語言使用群的幫助，持續改善翻譯品質。兩人或多人即時視訊聊天的Google Hangouts功能是把雲端上各種影像格式轉碼，而非在設備上轉碼，因此可以在任何設備上，一次點選就能輕易地開始進行全球視訊會議。


  產品領導人撰寫產品計劃，但這些產品計劃不時（經常！）欠缺最重要的環節：這些新功能、產品或平台是根據什麼技術洞見？一項技術洞見是應用技術或設計的一種新方法，可以壓低成本，或者以一個重要的元件強化產品的性能及可用性。結果是徹底產生比競爭者還好的產品。這種改進通常很顯著，因此不需要花大量行銷，消費者便能看出這個產品與其他產品不同。


  有時候，發展技術洞見是很簡單的事，例如，美國OXO居家用品使用人體工學來重新設計廚房工具，就此建立一個事業。但多數時候，技術洞見的產生頗為困難，這或許是多數公司不以技術洞見當策略根基的原因。它們寧願遵循傳統企管碩士班教導的方法，找出自己最擅長做的事，也就是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所謂的競爭優勢；[7] 利用競爭優勢擴展至相關市場（adjacent markets）。如果你的公司是以數字來衡量成功的既有公司，這種方法可能很有效，但如果你是一家新創企業，這種方法就不怎麼有效了。一旦你的策略根基是狹隘地操作自己的競爭優勢來進軍相關市場，你會永遠無法破壞顛覆一個產業或讓你的事業轉型，也永遠無法吸引最優秀的智慧創做者。


  公司也可以仰賴聰明的訂價、行銷、通路，以及銷售戰術來奪取更高的市場占有率和更高的獲利。各位想一下，在百貨超市貨架走道上，我們看到各種產品標示「全新、改良」的標籤，但實際上，唯一看得到的改進只是包裝和廣告罷了。這類戰術通常是根據市場研究結果。市場研究通常是由一群顧問把公司的顧客劃分為狹隘定義的區隔，像是數位千禧世代、X世代、吞世代（tweens）……，使產品設計師最終設計出31種平庸的口味（31冰淇淋〔Baskin-Robbins〕，這裡只是打個比方，沒有惡意）。市場研究顧問最棒的是什麼呢？如果出了錯，可以怪罪和開除他們！


  羅森柏格在1990年代末期任職Excite@Home，領導產品團隊，這間公司因為幾項技術洞見而創立，這些技術把原本用於傳輸電視節目至住家的同軸電纜轉換成寬頻傳輸線路。Excite@Home發展的纜線數據機是一項突破性產品，但碰上一個頑敵：市場研究。有線電視系統商的市場研究資料顯示，它們的顧客大多擁有英特爾80286和80386處理器的個人電腦，因此Excite@Home的數據機必須支援這些系統。但是，Excite@Home的工程師知道，這些老舊的處理器馬力不足，無法用寬頻上網做任何有趣的事，購買他們的服務的顧客如果使用這些老舊的電腦來上網，會有很糟糕的體驗。有線電視系統商在這點上高度施壓，要求Excite@Home為這些過時的個人電腦提供無用的服務，只因為它們的市場研究資料要它們這麼做。但這些市場研究未能看出個人電腦性能會依循「摩爾定律」（Moore's Law），大約每兩年增強一倍，所有那些龜速的個人電腦很快就會被淘汰。[8]


  雖然，Excite@Home最終在這個爭議上勝出，但公司仍然不能倖免於市場研究的誤導。當市場調查詢問潛在顧客最在意的事中，排名第一的是速度時，公司便在其行銷中凸顯這一點。但是，儘管有線寬頻的速度的確很快，但用戶在開始使用這份服務後，他們真正喜愛的特性是「隨時上線」；他們不需要等候撥接，不想聽到數據機發出的嘶嘶聲，也不想等伺服器用來讓他們連結上網品質達到最佳點。羅森柏格與他的同事針對用戶說的需求來行銷，但市場研究不會告訴你該解決顧客無法想到、但可以解決的問題。為顧客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重要性與價值比不上為顧客提供他們還不知道自己會想要的東西。


  持續改進和聰明的商業戰術都沒有錯，但是把市場研究看得比技術創新還重要就本末倒置了。多數既有公司都是靠著技術洞見起家，但後來就走入歧途（像搖擺狗常做的事）；西裝變得比實驗室外套還重要，就時尚來說，這未必是錯或對，但就既有公司而言，鐵定是錯，也是競爭對手的大好機會。


  以技術洞見作為產品發展根基，這是Google一向秉持的核心原則，但這個原則的重要性在2009年時更加明顯，當時我們檢視公司的產品線，開始看到一個模式浮現出來：Google最成功的產品根源於技術因素，而不是基於經營因素；而較不成功的產品就欠缺技術差異化。我們的品牌已經夠強，所以任何出自Google的產品都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市場動能。如果以使用者數量來衡量成功與否的話，我們可以哄騙自己相信產品是成功的，但有時候不是如此；許多產品的動能後來就停滯了，幾乎所有這類產品都是缺乏技術洞見為基礎的產品。


  舉例而言，在當時，Google正在實驗把我們的一些線上廣告專長應用在其他廣告市場，包括平面印刷、電台與電視媒體。這些是聰明之舉，由聰明的人員執行，但它們欠缺可以大幅改變成本效益曲線、並提供顯著差異化的基本技術洞見，最後，這三個媒體平台的嘗試都以失敗收場。我們再回顧其他不成功的Google產品（iGoogle、Desktop、Notebook、Sidewiki、Knol、Health，甚至頗知名的Reader），它們打從一開始就缺乏基本技術洞見，或是它們所根據的技術洞見隨著網際網路的演進而變得過時。


  組合創新時代


  那麼，哪裡可以找到這類神奇的技術洞見呢？在網際網路世紀，所有公司都有機會應用技術，用新方式解決大問題，我們正進入Google首席經濟學家哈爾．韋瑞安（Hal Varian）所說的「組合創新」（combinatorial innovation）時代。這種時代有大批可運用的各式元件，能夠用來組合或重新組合成新的發明。舉例而言，1800年代，齒輪、滑輪、鏈條、凸輪等機件設計標準化促成製造業的興盛；1900年代，汽油引擎帶動汽車、摩托車和飛機的創新；到了1950年代，積體電路激發無數的應用。在這些時代，互補性元件的發展引領一波的創新。


  今天，元件全與資訊、連接性、電腦運算相關，有志創新的發明者可以坐擁全世界的資訊、全球的觸角，以及幾乎無窮大的電腦運算能力，並有開放原始碼軟體和大量的應用程式介面（APIs）[9] 能讓他們輕易在彼此的研發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他們可以使用標準通訊協定及程式語言；也可以在彙總資料或（取得許可的）個人資料基礎上，進入各種資訊平台蒐集使用資訊，這些平台包括交通、天氣、經濟交易、人類基因與人際社交連結等。因此，發展技術洞見的一個方法是使用這類可取得的技術和資料，將它們套用到一個產業上，以新方式來解決一個既有的問題。


  除了這些常見的技術，每個產業也有其獨特的技術和設計專長。我們一直身處的電腦產業公司，它的基本技術專長是電腦科學，不過其他產業的基本專長可能是醫學、數學、生物、化學、航太、地質、機器人學、心理學、物流等。娛樂事業的背後又是另一種形式的技術專長，像是說故事、表演、作曲與創作；消費性產品公司的專長是結合技術與設計，發展出突破性產品；金融服務公司使用技術洞見來發展出新的證券與交易平台（以及讓自己大大致富，直到泡沫化或官司重擊）。因此，不論你在哪一行，都有那個產業使用的大量技術知識。在你的公司中，誰是技客（geeks）？是在實驗室和工作室裡研究新鮮有趣事物的那些傢伙嗎？不論他們研究什麼，那就是你的技術。找出技客，找到這些東西，你就能找到將你帶向成功所需要的技術洞見。


  技術洞見的另一個潛在源頭是從一個狹隘問題的解決方法開始著手，然後想辦法將這個解決方法發揚光大。這種探求方式是遵循創新界悠久、精練的傳統。新技術往往以很原始的狀態問世，通常是為了特定問題設計。舉例而言，蒸汽引擎被用來更輕鬆地抽出礦坑裡的積水，很久以後才被用來當火車頭的動力。[10] 馬可尼公司（Marconi Company）銷售無線電設備作為從船上向岸上的通訊方法，而不是用來聽「巴巴布伊！」（Baba Booey！譯註：電台節目製作人Gary Dell' Abate的暱稱，這裡指廣播節目）或「所有小孩都是中上之資」（All the children are above average）之類語詞的地方（譯註：美國公共廣播電台節目〈A Prairie Home Companion〉中一個很受歡迎的單元「News from Lake Wobegon」裡形容Lake Wobegon這個虛構的小鎮裡的女人都很強壯，男人都長得很好看，小孩都是中上之資）。雷射技術在1960年代問世時，商業潛力被貝爾實驗室嚴重低估，以致於它起初並沒有申請發明專利。就連網際網路一開始也被視為科學家和學術界用來交流研究的管道，它的創造者那麼聰明，也從來沒想過它的未來功能竟然是分享相片及影像、和朋友保持聯繫、用來學習每件事，以及現今大家用它來做的種種神奇之事。


  我們很喜歡用成人娛樂產業的例子來解釋，如何把原本用來解決狹隘問題的方法當作基礎，進一步發揚光大，這個例子跟早期技術採納者有關。當Google搜尋引擎事業規模開始飛速成長時，這個搜尋引擎平台上最熱門的一些搜尋是成人相關主題。在當時，色情過濾功能非常缺乏成效，因此我們讓一小群工程師根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波特．史都華（Potter Stewart）對色情的定義：「看到它時，我就知道它是色情」，研究「Google它時，我就知道它是色情」的問題。他們最終成功了，靠的是多項技術洞見的組合：他們變得很善於了解一張圖像的「內容」（應該說是「膚色」），而且只需看用戶和圖像互動的情形，就能判斷「背景」（當某人搜尋色情相關字詞，有個影像來自醫學教科書時，他們不太可能點選它，就算點選了，也不會在這個網站停留很久）。我們很快就發展出一個「安全搜尋」（Safe Search）的過濾功能，遠比當時網路上的任何過濾器更能有效攔截不適當的影像。這就是對一個狹隘問題（過濾成人內容）發展出的解決方法（安全搜尋）。


  但為何要就此打住呢？接下來幾年，我們把用來解決色情問題的技術應用於更廣泛的用途。我們使用安全搜尋發展出的數百萬種內容搜尋模式（也就是使用者對各種影像的反應模式），改善對搜尋影像（任何影像，不一定是色情影像）關聯性高低評估的能力。我們增加功能，讓使用者可以進一步搜尋和搜尋結果相似的影像，例如：「我喜歡那張優勝美地（Yosemite）的照片，請幫我搜尋和這相似的照片」。我們後來還開發出另一種能力：不以輸入關鍵字（例如「half dome, yosemite」）來搜尋，改用一張相片（你去優勝美地時拍攝的半圓頂〔Half Dome〕相片）來搜尋。這些功能全都衍生自我們一開始為安全搜尋色情過濾功能發展的技術，所以當你在螢幕上看到幾乎和你拍攝的優勝美地相片一模一樣的相片時，你應該感謝成人娛樂產業，是這個產業促使我們發展出的技術能夠進一步應用在你身上。


  別只聽顧客的


  當你的產品策略以技術洞見為基礎時，可以避免發展出只是提供顧客要求的市場跟隨者產品（me-too products）。亨利．福特（Henry Ford）有句名言：「要是我聽顧客的，我當初大概會去尋找腳程更快的馬。」[11] 對那些尋求維持現狀、斤斤計較市場占有率的既有公司，這種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或許相當管用，但如果你創立一個新事業，或試圖讓現有事業轉型，光有這類創新並不夠。


  以技術洞見為基礎來創造產品似乎是再清楚不過的途徑，但說易行難。2009年時，我們進行產品檢討，看出遵循這個策略的重要性後，我們要求所有主要產品的經理人用幾句話來描述他們建置計劃時所根據的技術洞見。有些產品經理能做到，但許多人做不到。「你的技術洞見是什麼？」這個問題問起來很簡單，但要回答是相當困難。所以，請對你的產品詢問這個問題，如果無法明確有力地說出一個好答案，你就應該重新思考這項產品。


  創造快速成長的平台


  在以往，公司要壯大的速度很慢，而且都是循序漸進；先打造出一項產品，達成地方或地區性的成功，接著一次一點的成長，建立銷售、物流及服務通路，擴大產能來配合成長。每件事都要花時間，經過漫長數十載，橡實終於長成了橡樹。


  我們稱此為「成長」，現在大概仍然有產業認為這樣就夠好了，「這一季的營收成長8％」，這就可以得到獎金或升遷了。嗯，好好享受這樣的日子吧，因為它們持續不了多久。如果你想做大事業，光成長是不夠的，你需要「scale」。這裡的「scale」不是指你每天早上站上去量體重、看看減肥成效的「磅秤」，也不是動詞的「攀爬」（雖然攀爬是不錯的運動，讓你站上「磅秤」量體重時有更好的成果）。這裡「scale」是新型的「擴大規模」：很快速地在全球成長。


  在網際網路世紀，任何公司都可以做到這種全球性成長。資訊、連接性、電腦運算力、製造、通路、人才，幾乎樣樣都已經民主化，因此不再需要大隊人馬和遍布的辦公室才能創造一家分布全球、有國際影響力的公司。這並不代表你的策略可以忽略如何擴大規模的問題，恰恰相反，擴大規模必須成為公司根基的一部分。競爭遠比以往激烈，競爭優勢無法持久，因此你需要一個「快速成長壯大」的策略。


  生態系統很重要，在網際網路世紀，最成功的領導人將是那些了解如何創造平台，並讓平台快速成長的領導者。基本上，一個平台是一群產品與服務把大群使用者和供應商匯聚，形成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12]，平台愈來愈以技術為基礎（甚至可說是只以技術為基礎）。舉例而言，YouTube是一個平台，讓任何人可以製作影片，發布影片分享給全球觀眾（或是只和家人分享）。電話平台（線路和交換機形成的網路連結至設備，讓人們彼此交談）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首支電話連結至電話平台時，幾乎沒什麼價值，因為沒有人打電話來，但每增加一支電話，這個網路對每一個使用者就變得更有用，因為有更多人會打電話。


  現在談有線電話似乎很怪異。在當時，擴大規模意味的是達到數百萬用戶，歷經89年，全球電話網路才達到1億5000萬個用戶。[13] 今天，平台可以在短得更多的時間內成長到支援數十億使用者，比方說，從幾個社交網站出發的臉書變成一個應用平台，在創立滿8年後不久就突破10億用戶；[14] 主流的行動作業系統安卓（Android）在第五年就有10億具的設備裝置使用這個系統。[15] 亞馬遜公司的獲利能力儘管令分析師苦惱，但始終聚焦在成長，如今，它已經成為至少三個產業（零售、媒體及電腦）最具破壞顛覆力的一種力量。


  羅森柏格在1999年首次和佩吉見面時，他們穿越Google的停車場，走向羅森柏格的車子，途中佩吉隨口提到，他知道最終必須有方法用搜尋引擎來賺錢。畢竟，人們執行搜尋時，其實也是在告訴Google他們對什麼感興趣。在當時，Google的搜尋流量正在快速成長，但公司並沒有賺多少錢。佩吉和羅森柏格正在討論Google和Excite@Home之間的可能合作關係，Excite@Home是由纜線數據機事業先驅@Home和早期的網路搜尋引擎Excite合併後的一家公司，資金充沛。但是，就在Excite@Home盡一切可能用搜尋流量賺錢之際，Google反倒耐心地聚焦在成長。Google的搜尋流量快速成長，它有很多賺錢的機會，它大可追隨其他商業網站，出售首頁上的廣告版面，但它沒有這麼做，反而投資在搜尋引擎的改善上。


  我們對AdWords平台也採取相似的方法。我們和美國線上（America Online，AOL）和Ask Jeeves等出版夥伴達成交易，它們使用Google的廣告系統，在它們的網站上張貼廣告。和這些夥伴的交易涉及收入如何分配的問題，比如說，我們在美國線上或Ask Jeeve的網站上張貼一則廣告客戶的廣告，當網站使用者點選這個廣告時，廣告客戶將支付Google一筆錢，Google就要和美國線上或Ask Jeeves共同分得這筆收入，但問題是，如何分配？我們的方法通常是盡可能讓夥伴分得更多，因為我們的優先要務是成長，不是賺更多錢，這讓夥伴很高興。這些夥伴全都訂了相當有野心的營收目標，但隨著Google搜尋流量的快速成長，它們的營收目標愈來愈難達成，為了在季末創造更多營收以來填補距離目標的缺口，它們總是在網頁版面露出更多廣告。


  羅森柏格曾到美國線上勸對方別再增加廣告量，他告訴他們：放太多的廣告會損及網站使用者的體驗，最終將衝擊網站流量。但他們不聽勸，他們把營收擺在成長之前；Google恰好相反，把追求成長放在追求營收之前。


  不過，恕我們強調一個眾所皆知的道理：一個成功的根基必須為創造營收提供好的基礎。早年網路公司熱潮的真言「我們還不知道要如何賺錢」（但你看，我們的手偶小狗〔sock puppet〕多可愛！譯註：美國著名網路泡沫公司，Pet.com的吉祥物）不牢靠，現在仍然不牢靠。Google創辦人知道他們會從廣告賺錢，起初，他們並不知道實際上該怎麼做，他們一邊等待時機，一邊擴大平台規模，但他們很清楚一般創造營收的模式。


  平台的另一個重要好處是：當平台成長而變得更有價值時，會吸引更多的投資注入，更多的資金有助於改善平台支援的產品及服務。這也是科技產業與公司總是思考「平台」、不是思考「產品」的原因。


  建立全球性的開放網絡


  網際網路有一個極具吸引力、且被低估的層面：它大幅擴展建立平台的潛力，這並非僅指科技業的平台，而是指任何一個產業的平台。


  打從很早以前，公司就已經開始建立網絡，但這些網絡是內部網絡，目的是要降低成本。這種做法遵循的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隆納德．寇斯（Ronald Coase）的理論。寇斯認為，企業應該儘量自己執行所有的業務，而不是把業務外包，因為尋找供應商、商談契約、確保供應商把工作做好等等的交易成本很高。他寫道：「企業會傾向持續擴張，直到由內部自行執行一筆額外業務的成本，等於在公開市場上購買或交由另一家公司執行的成本。」[16] 在20世紀，許多精明的公司計算之後發現，就許多活動和事務來說，寇斯的理論是對的：內部管理成本低於外包的交易成本。這使它們決定儘量把更多的事留在組織內自己做，若要交給其他公司代工的話，它們只交給一小群自己可以密切控管的事業夥伴。於是，20世紀的企業組織架構主流是大型層級組織，或是廣大、封閉的網絡。


  今天，寇斯的理論架構仍然正確，但引導出的結果與20世紀全然不同；公司不再持續擴展封閉網絡到最大極限，而是把更多的職務外包，與更大、更多的夥伴網絡合作。為什麼？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在《維基經濟學》（Wikinomics）解釋：「網際網路導致交易成本急劇下滑，以致於我們應該把寇斯的原理倒過來看：如今，企業應該縮小自己執行的職務量，直到由內部自行執行一筆業務的成本不再大於交給外面廠商代工的成本為止。」[17] 多數公司純粹基於營運和降低成本的理由採行這種方法，把工作外包到工資較低的市場，藉此省錢。


  但是，這些公司忽視一個重點：在網際網路世紀，建立網絡的目的並非只是為了降低成本和提升營運效率，而是要創造本質上更好的產品。很多公司建立網絡是為了降低成本，但為了改變產品或事業模式而建立網絡的公司較少，這使得無數產業的既有公司錯過大好機會，也為新競爭者大開機會之門。


  推特（Twitter）並不是一家科技公司，而是出版商，Airbnb是旅遊住宿業的一個平台，優步（Uber）叫車服務是個人運輸服務的平台。23andMe是一個消費者服務公司，你只要支付一筆費用，它就為你檢測基因，如果這間公司把這些資料全彙集起來，可以創造出一個強大的資料平台，舉例而言，製藥公司可以使用23andMe的資料來找到新研究的參與者，再把研究所得的資料貢獻回這個平台。


  平台的例子不勝枚舉，Square為小型企業提供支付系統服務、Nike FuelBand提供運動資訊的手環、Kickstarter是創意專案的群眾集資平台、MyFitnessPal是減肥者的平台、耐飛利（Netflix）是影片娛樂平台、Spotify是線上音樂平台。這些公司以新方式結合現有技術元件，重新想像現有事業，它們為顧客和事業夥伴建立互動平台，並使用這些平台來創造高度差異化的產品與服務。這種模式幾乎可以應用在每個產業，包括旅遊、汽車、服飾、餐廳、食品、零售，隨著更多人使用，每個產業幾乎都可以創造出更好的產品。[18]


  20世紀的經濟和21世紀的經濟不同，20世紀由巨大、封閉的網絡宰制，21世紀則是由全球性的開放網路引領風騷。我們周遭充斥著平台機會，成功的領導人是那些能夠發掘這些機會的領導人。


  專業化


  另一種方法是尋找專業化途徑；有時候，使一個平台成長的最佳之道是找到一個有擴張潛力的專長。[19] 1990年代末期，Google為了讓搜尋引擎平台成長壯大，只聚焦在一件事：成為卓越的搜尋引擎。怎樣的搜尋引擎堪稱卓越呢？我們評量五個層面：速度（快總是比慢好）、準確性（搜尋結果符合使用者查詢需求的關聯程度）、使用容易度（祖父母會用Google搜尋嗎？）、完整度（我們是否搜尋整個網際網路？）、新鮮度（搜尋結果是否夠新？）。Google太想讓使用者搜尋到正確的結果，所以它的搜尋結果頁面常在下方放了雅虎、AltaVista和Ask Jeeves等網站的連結，萬一使用者不喜歡Google的搜尋結果，他們可以輕鬆點選這些連結，試試那些網站的搜尋功能。


  在當時，大多數的網站都希望成為入口網站，也就是迎合廣泛興趣和需要的多功能媒體網站。像網景、雅虎、美國線上等公司對於搜尋業務並不是那麼感興趣，因此樂意和Google建立夥伴關係，讓Google處理搜尋工作。[20] Google雖然堅定的相信，在急速發展的網際網路商業中，搜尋是最重要的一項應用，但我們選擇在這個領域專業化，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水晶球告訴我們這項業務最後會變得比當時更盛行的入口網站事業模式更賺錢、更有影響力。我們選擇聚焦在搜尋領域，純粹是因為覺得這是我們比其他人更擅長、做得更好的領域。[21] 因此，在網際網路發展早期，當那些產業領先者忙於打造入口網站時，Google的搜尋引擎變得更好，更善於為使用者提供優質的搜尋結果。


  改善Google搜尋引擎還有另一個有益的效果，就是增加出版業者網站的流量，因為搜尋引擎的改善讓使用者更容易找到提供新聞、資訊和娛樂的網站，這有助於刺激更多線上內容的遷徙。


  開放的平台會引來創新


  通常，開放平台可以使平台成長得更快。就以網際網路這個最大的平台為例，文特．瑟夫（Vint Cerf）[22] 和羅伯．卡恩（Robert Kahn）在1970年代初期共同設計出傳輸控制協定／網際網路協定（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Internet Protocol，簡稱TCP/IP），使各種電腦網路（例如網際網路前身ARPANET）得以相互連結與通訊。但瑟夫和卡恩當時並不確定他們要連結的網路規模有多大，或是要連結多少網路，因此他們並未對可以連結的網路數目設定上限，他們決定讓每個網路都能使用這些協定來連結至其他的網路。這個決定使得網際網路保持開放（在當時，這並不是一個無可避免的結果），直接引領出我們現今天天使用的非凡網路（Google經濟學家哈爾．韋瑞安稱網際網路為：「迷路的實驗室實驗」）。


  或者，我們再來看有線電話這個典型的例子。有線電話被構思為單一應用平台（語音通訊），但AT&T電話網路在美國的成長最終漸趨止歇，這個平台幾乎沒有任何創新，唯一的成長靠的是人口增加和嬰兒潮世代的青少年安裝第二支電話線路。後來，AT&T在政府命令下開放網路給新設備和其他電信商，創新開始起飛，新類型的電話、傳真機、數據機、便宜的長途電話（還記得「長途電話」這個名詞嗎？曾經有這東西呢！），全都是在平台從封閉轉變為開放之後才有可能出現的創新。[23]


  另一個例子是1981年問世的IBM個人電腦，其架構可以讓軟體開發者撰寫應用程式，讓製造商可以開發附加元件，甚至可以製造仿個人電腦而不需向IBM支付授權費。這個決策幫助IBM個人電腦變成新興的「微型電腦」市場的主流標準，也為微軟和英特爾這類小公司提供巨大的推動力，[24] 並吸引大批應用軟體、周邊產品，以及具有競爭力的製造商加入這個生態圈，最終創造出接下來25年的主流電腦運算平台。若當初IBM個人電腦是一個封閉平台，這些全都不可能發生。[25]


  「開放」是個相當有羅生門味道的詞，各家公司為了順著自己的目的而以不同方式定義它，不過，概括來說，開放指的是分享更多智慧財產，如軟體程式或研究成果；奉行開放標準，而非自創標準；賦予顧客容易退出你的平台的自由。傳統企管碩士班風格思維者可能會覺得這是異端，傳統思維教你要建立持久勝過敵人的競爭優勢，封閉你的堡壘，用熱油和利箭捍衛它。跟多數異端的言論一樣，開放令根深柢固的心態讓人害怕，把顧客鎖入你的封閉世界裡的競爭方法，遠比進入空曠荒野、靠著創新和優點來競爭要容易得多了。在開放模式下，你會用控管換取規模和創新，[26] 並信賴你的智慧創做者將會想出辦法。


  若你想攻擊一個根深柢固的既有公司，你可以利用它的根基來創造你的優勢。這個競爭者可能在一個封閉的飼料槽裡盡情地享食，你可以用破壞性事業模式推出你的破壞性創新產品。在這方面，開放模式往往很有成效，開放模式能把創新推進形成一個生態圈（平台出現新特色，事業夥伴推出新應用），促使互補元件的成本降低，這一切將為使用者創造更多價值，為新生態圈帶來更多成長，而且這一切通常令既有公司的封閉平台付出代價。舉例而言，可汗學院（Khan Academy）[27]、Coursera和Udacity等組織試圖在教育市場立足，它們把網際網路世紀的技術（線上影片、互動工具和社交工具）拿來和開放事業模式（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上任何課程）相結合，這種開放模式截然不同於有根基的既有公司的營運模式（索取高學費以支應高成本）。沒有人能預測這些破壞性創新者當中是否有人可以成長興隆，或是有人可以擊退較敏捷的既有公司，但似乎可以確定的一點是，這種「技術＋開放」的組合將促成更好的學習生態系統，如同可汗學院的使命所言：「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免費的世界級教育」。


  開放也讓你可以利用無數人的才能，因為就如同昇陽電腦共同創辦人比爾．喬伊（Bill Joy）所言：「不論你是誰，多數聰明人都為其他人工作。」[28] 這將激發更多的創新，因為人們不必重新發明別人已經做出的東西，可以聚焦在用新發明把整個系統向前推進。影片出租公司耐飛利就是一個例子，耐飛利在2006年時想改善影片推薦的運算方法，但公司內部的創新力已進入停滯階段，於是公司公布獨有的資料庫，共有1億位匿名使用者的影片評分，並宣布率先使用這個資料庫提出新運算方法，而且準確度比現行運算方法高出至少10％的個人或團隊可以贏得100萬美元獎金。就連比賽也採取開放模式：耐飛利在公開的公佈欄宣布領先團隊的進展，不出3年，勝出的解決方法就誕生了。[29]


  開放資料模式還有另一個不是那麼明顯卻同等重要的益處：把所有資訊公開在網路上，顯示你沒有隱藏的議程。在軟體業，當我們開放原始碼時，人人都能看出這個程式是否對某個公司有特殊利益，如果是的話，可以採取行動矯正這個利益。開放某個東西，其實就是在宣告：我們致力使一整個平台、一整個產業、一整個生態系統成長。它讓所有人看到這個遊戲場是公平的，沒有給予任何一個特定玩家不公平的利益。移除這種不公平利益的嫌疑，可以幫助成長。[30]


  關於開放，最後要談的是「使用者自由」（user freedom）的概念，這是與鎖住顧客（customer lock-in）相反的做法：讓顧客可以很容易地、自由地離去。Google有一支團隊的工作是設法盡可能地讓使用者能很容易地離開我們，因為我們想在公平競爭場上競爭，憑藉優點贏得使用者的忠誠，當顧客退出的障礙很低時，你就必須很努力地留住他們。


  不用開放平台也行，除非……


  開放與道德無關，開放通常是在一個生態圈內驅動創新和降低成本的最佳途徑，因此，你可以把它視為另一種可以採行的策略性戰術：開放能不能幫助你擴大規模和獲利？開放的良性光環有助於吸引智慧創做者，最主要是因為沒有什麼比一個全球平台更能改變世界的了。


  除了少數例外，Google全都採行開放模式，但因為這些例外，我們常被批評虛偽，因為我們在一些領域倡導開放，但有時竟忽略自己的建議。其實，這不是虛偽，而是務實。大體上我們相信開放是最佳策略，但在某些情況下，保持封閉也是不錯的策略。當你有一項明確更好的產品（通常是以強而有力的技術洞見為根基而打造出來的產品），而且你在一個新的、快速成長的市場競爭時，不開放平台也可以快速成長。Google早年的搜尋和廣告引擎就是好例子，不過，這是相當少見的境況。


  此外，也有平台開放會對使用者及創新不利的情形。多數維持封閉平台的現有公司提出的論點是：開放它們的系統會壞了品質，因此繼續保持封閉平台是為了當優良的企業公民，照顧顧客利益。就一些情況而言，例如我們本身的一些情況，這個講法確實為對的。開放我們的搜尋和廣告運算法會嚴重影響品質，因為在搜尋領域有許多經營者為了賺錢而讓使用者的體驗變差。他們不想讓使用者觀看和點選最適合的搜尋結果廣告，他們想要使用者看到他們想要使用者看到的結果和廣告，哪怕這對使用者是更低劣的體驗。因此，我們相信，在搜尋這個生態圈，最好不要公開我們如何對搜尋字提供搜尋結果的運算法。


  2005年，Google收購當時仍然很小的行動作業系統「安卓」時，我們經營團隊對是否要讓這個系統開放有一番辯論。安迪．魯賓和安卓團隊起初認為應該封閉，但布林看法相反：為何不開放它呢？讓安卓系統成為開放平台，幫助我們在高度分歧的行動作業系統領域快速擴大規模。我們同意這個觀點，決定開放安卓作業系統平台。在此同時，蘋果推出iPhone，採用封閉的iOS作業系統，控制規模的擴展。開放的安卓平台飛速成長，幫助Google一帆風順地航行在從個人電腦平台過渡至行動平台的變遷潮流，為我們提供一個和搜尋事業具有高度互補作用的平台（愈多人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就有愈多人更常使用搜尋功能）。另一方面，iOS繼續保持封閉，成長和獲利力驚人。從新創事業的角度來看，兩條途徑都獲得成功，但請不要忘了，蘋果iPhone的成功和Google搜尋事業的成功一樣，都是根基於一套不尋常的技術洞見，在一個快速成長的領域創造出明顯優異的產品。如果你能用一個封閉系統來達成這樣的巨大影響，那就採行封閉系統吧；否則，就採行開放模式。


  別追隨你的競爭者


  我們一直都很驚訝竟然有這麼多的企業領導人總是因為競爭對手苦惱。當一群大公司的高階主管匯聚一堂時，他們常常會分散注意力，不時查看智慧型手機，想著當天接下來的行程，但一談到競爭對手這個主題時，你會發現，突然間，所有人都聚精會神起來。彷彿一旦你晉升至組織的某個層級之後，你對競爭對手的關切就該和對自己的組織表現的關切一樣；企業最高層往往抱持著圍困心態（siege mentality）。


  這種心態常導致不斷捲進平庸沉淪的漩渦，企業領導人花大把時間關注和仿效競爭對手，當他們終於突圍，改而嘗試新東西時，又變成小心翼翼的冒險者，以循序漸進與低衝擊的改變繼續發展。貼近競爭對手，令人感到安心；這就像風帆競賽中盯住對手的戰術，當緊跟在後的帆船想要改弦易轍時，領先的帆船便搶風轉變航向，避免追隨者改變方向，搶得更強勁的風頭。現有公司群聚在一起，結果沒有一方能找到更清新的和風。但是，正如賴利．佩吉所言：如果你最多只能擊潰一些做大致相同之事的公司，這樣的工作有何樂趣？[31]


  一味聚焦在競爭對手，就永遠無法發展出真正創新的東西。當你和你的競爭者忙著爭搶幾個百分點的市場占有率之際，不在乎那些市場占有率的公司會趁虛而入，建立一個新平台，完全改變賽局。佩吉在某次接受採訪時這麼說：「我們當然會在某種程度上考慮到競爭對手，但我覺得我的職責主要是讓員工不要一直惦記著競爭對手。我覺得，人常傾向想著現有的事，我們的工作是去思考大家沒想過卻有真實需求的事。要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已經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他們當然不會告訴我們或任何人。」[32]


  這並不是說你應該忽視競爭，競爭會使你變得更好，使你保持敏銳。不論我們多常提醒自己保持警覺，我們畢竟還是人，難免會自滿，最能產生警示作用的，莫過於競爭者。微軟在2009年推出Bing搜尋引擎時，我們相當警戒，全員戒備，上緊發條地強化我們的搜尋引擎。這個過程播下新功能開發的種子，例如Google瞬間搜尋（Google Instant，在輸入搜尋關鍵字的同時，我們的搜尋引擎同步搜尋），以及Google圖片搜尋（Google Image Search，把圖片拖曳至搜尋框，Google會辨識圖片，使用它作為搜尋字）。你可以在Bing問市和這些出色的新功能之間劃出一條分界線。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中寫道：「你必須以你的敵人為傲，那麼敵人的成功也變成了你的成功。」[33] 是該以你的競爭者為傲，但別追隨他們。


  
    施密特的一場策略會議備忘錄


    我們花很多時間和團隊商討策略。聚集夠多的智慧創做者夥伴，準備寫下新事業的基本理念，到了這樣的階段，你會很享受這樣的體驗。所以當你準備參與第一次的策略動腦會議時，請好好想想一些智慧的珍寶（我們希望是珍寶啦），它們包括我們多年來策略會議中蒐集的資料，這些資料從會議室白板上、牆上張貼的便利貼、手寫筆記、電子郵件中揀選出來。


    正確的策略美妙之處在於那份眾人和點子齊心朝成功邁進的感覺。


    商討策略時，一開始先思考5年當中的真實境況，再反推回去。細心檢視你可以斷定勢必會快速改變的事，尤其是會因為技術讓成本曲線倍數下滑的生產要素，以及可能萌芽的平台。


    在未來5年間，許多市場將出現破壞顛覆者和機會，這些破壞顛覆者會影響你什麼？


    如今有近乎完美的市場資訊和充沛可得的資本，因此你必須靠產品及平台取勝，把絕大多數時間投入在思考產品和平台。


    當市場出現破壞顛覆時，會出現兩種情節。如果你是既有公司，你可以收購、建立新產品或忽視破壞性挑戰者。忽視這個挑戰者，你只能短暫撐個一時；如果選擇收購或建立新產品，你必須非常了解這個挑戰者會使用什麼技術洞見和選項來攻擊。


    如果你本身是挑戰者，你就必須發明一個新產品，以它來建立一個事業，並認清現有公司會使出什麼手段（商業關係、法規、官司等）和障礙來阻撓你。


    你也應該考慮市場的其他業者的動機，這可能會助你一臂之力。你的策略應該包含設法促使現有事業架構（部門、公司、團隊）的局外人和局內人一起思考創新。


    成長最為重要，在網際網路世紀，所有大幅的成功都會包含伴隨成長變得更好、更強壯的大平台。


    應該有一個大致的時間表，以及你想達到的終點目標。


    別使用市場研究和競爭分析，投影片會扼殺討論，要聽取每一位與會者的意見。


    迭代是策略中最重要的部分，迭代必須非常、非常快速，並且以學到的東西為根據。


    許多成功的大公司從以下做法著手：


    1. 以新穎方式解決一個問題。


    2. 用這個解決方法來追求快速成長與擴張。


    3. 成功主要是以它們的產品為基礎。


    至於你召集研商這個策略的夥伴呢？請慎選。不能只找年資最長或頭銜最大的人，應該包含最優秀的智慧創做者，以及對未來變化有好見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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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斯對「achieving failure」的定義是：成功執行一項計劃，卻沒有獲得任何成果，因為計劃本身根本錯了。參見Eric Ries, The Lean Startup（Crown Business/Random House, 2011）, page 22, 38。[image: 返回]


    	或者也可能是我們都沒學到正確的基本法則。舉例而言，彼得．杜拉克在1974年寫道：「如今，10年算是相當短的期間」，並指出，每項重要的經營決策都必須經過多年才會出現成效。但是，他隨即解釋，企業往往誤解長程規劃的觀念：「『短程』與『長程』並不是以期間來定義，只需要花幾個月執行的計劃並不一定就是短程計劃，區別長短程的是計劃的有效期間。舉例來說，我們在1970年代初決定要在1985年才執行的一項決策並不是一個長程決策，連決策都稱不上，只是一個無益的消遣罷了，就好像一個8歲小男孩計劃長大之後要當個消防員一樣。」參見Peter F. Drucker, 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Harper & Row）, 1974。[image: 返回]


    	羅森柏格任職蘋果公司時，他的上司詹姆斯．艾薩克斯（James Isaacs）曾經對他喜愛的員工（也許是我們一廂情願地這麼認為）羅森柏格做出個人評價時使用這段話。[image: 返回]


    	羅森柏格稱呼梅伊爾、卡曼加和沃吉斯基這三人組為「駱駝團隊」，因為他們總是有自己的想法，常拒絕遵循羅森柏格的點子，這最後變成一個暱稱。[image: 返回]


    	這種方法是Google搜尋引擎所使用的「網頁排名」（PageRank，或稱「佩吉排名」）運算法，以賴利．佩吉（Larry Page）的姓氏命名，參見Lawrence Page, Sergey Brin, Rajeev Motwani, and Terry Winograd, "The PageRank Citation Ranking: Bringing Order to the Web" （Stanford InfoLab Technical Report, 1999）。[image: 返回]


    	2000年代初期，Google的一個競爭者Overture首創使用競價拍賣制來放置廣告，這種方法的問題在於沒有獎勵製作好廣告的客戶，或是處罰製作差勁廣告的客戶。廣告客戶開始故意把廣告放置於完全無關聯性的使用者搜尋結果頁面上（例如把汽車廣告擺在餐廳搜尋結果頁面）。使用者極少去點選這些無關的廣告，Overture因此無法向廣告客戶收費，但使用者仍然看到廣告客戶的名稱和訊息，廣告客戶會產生免費打廣告的印象。愈多廣告客戶這麼做，廣告品質就變得愈差。Google根據品質來排序廣告的方法摧毀廣告客戶這種操作，品質差的廣告不會被顯示，因此產生較好的廣告和較高點選次數。[image: 返回]


    	經濟學家麥可．波特是哈佛商學院教授暨顧問公司摩立特集團（Monitor Group）創辦人，在策略及公司、地區和國家競爭優勢領域上具有高度影響力的專家。他在1980年出版的《競爭策略》（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中提出五力分析，用來評估公司的競爭力和獲利能力。1985年出版的續作《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解釋公司為取得競爭優勢所需從事的活動，他認為競爭優勢來自成本的領先地位、產品差異化或有特定利基。[image: 返回]


    	摩爾定律是由英特爾共同創辦人高登．摩爾（Gordon Moore）提出的預測：晶片上的電晶體數目大約每兩年增加一倍，因此電腦運算能力也大約每兩年增強一倍（在1965年發表的最早研究文獻中，摩爾的預測是每一年增強一倍，後來才改為稍加保守一點的預測）。參見Gordon E. Moore, "Cramming More Components onto Integrated Circuits" （Electronics, April 19, 1965）, page 114-17。截至目前為止，摩爾的預測正確，不過，「摩爾定律」注定將在未來某個時點不再適用，可能是因為製造晶片的物理學或經濟學有所變化，參見Karl Rupp and Siegfried Selberherr, "The Economic Limit to Moore's Law"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March 2010）；以及 Rick Merritt, "Moore's Law Dead by 2022, Expert Says" （EE Times, August 7, 2013）。[image: 返回]


    	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可以使應用軟體能和其他系統互動。[image: 返回]


    	新技術以很原始的狀態問世，這概念是羅森柏格的父親、傑出經濟史學家納生．羅森柏格（Nathan Rosenberg）的觀察心得，參見Nathan Rosenberg,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image: 返回]


    	我們很喜愛這句話，儘管它有可能是杜撰的。在亨利．福特《我的生活與工作》（My Life and Work）中，他並未提及「腳程更快的馬」，而且事實上，他寫道，在創造汽車之前，人們談論「不用馬匹的車」這個概念已經有很多年。卡爾．朋馳（Karl Benz）在1885年打造出第一輛汽油動力車，福特後來看到這輛車，鄙視它：「看起來沒有任何價值」，所以福特尋找的大概不是腳程更快的馬匹，而是速度更快的賓士。[image: 返回]


    	所謂多邊市場，是指兩個或多個使用者可以彼此連結、提供對彼此都有益的服務。報紙是一個好例子（連結讀者和廣告客戶），信用卡也是（消費者與商家）。有關平台和多邊市場的更詳盡說明，參見Thomas Eisenmann, Geoffrey Parker and Marshall W. Van Alstyne, "Strategies for Two-Sided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October 2006）。[image: 返回]


    	Jessi Hempel, "How Facebook Is Taking Over Our Lives" （Fortune, Feburary 17, 2009）。[image: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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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招募是最重要的事


  2000年2月的某一天，羅森柏格到山景市和布林面談擔任Google產品領導人的職務，他以為這次面談只是客套、禮貌上的拜會。身為Excite@Home的資深副總，羅森柏格對目前的工作很滿意，不是很確定要跳槽。但如果真的要跳槽，他自認是線上搜尋及廣告專家，而且又是凱鵬華盈投資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合夥人、Google及Excite@Home董事會成員約翰．杜爾（John Doerr）推薦的人選，所以這份工作必然是他的囊中物，布林大概會花大部分的時間試圖說服他接受這份工作。


  羅森柏格抵達山景市離101號公路不遠的灣岸公園大道（Bayshore Parkway）Google公司擁擠的辦公室，隨著布林進入一間會議室。輕鬆寒暄幾句後，布林詢問他向來喜愛在面試中詢問的一個問題：「你能否教我一些複雜、我不懂的東西？」意識到自己竟然像一般應徵者一樣正在接受面試，令羅森柏格很驚訝。他在克雷蒙麥金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主修經濟，父親是任教史丹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平息內心的驚訝情緒後，他展現出積極的態度，在白板上證明一條經濟定律：邊際成本線必定會通過平均成本線的最低點。接著，他說明如何使用成本及收益函數來找出最適生產點，藉由產量最大化來創造獲利。羅森柏格心想，這些大概可以把布林唬得一愣一愣的（對主修經濟的人來說，這些當然是再簡單不過的東西了）。當布林開始玩弄自己的直排輪鞋，向窗外張望時，羅森柏格才察覺他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的每個層面，他並沒有請教布林任何事，這條經濟定律並不有趣，而且，身為數學高手的布林很可能早就知道解答白板上的經濟公式要用到的微積分。羅森柏格必須改變戰術。於是，他停止賣弄經濟學，開啟另一個新主題：求愛。他首先解釋如何「釣馬子」，並使用他追他太太時釣她出來第一次約會的方法當例子。[1] 布林開始專注聆聽，羅森柏格得到這份工作。[2]


  你如果詢問大公司的經理人：「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是什麼？」，大概多數人會反射性地回答：「開會」。如果你鍥而不捨地再問：「不是，我不是指工作中最無聊的事，而是最重要的事。」他們大概會搬出他們在商學院裡學到的標準理念，例如研擬明智的策略，創造綜效機會，在愈來愈競爭的市場上累積財富。現在，想像你向頂尖的運動教練或總經理詢問相同的問題。他們也天天開會，但他們大概會說，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是選秀、招募或交換到最優秀的運動員。聰明的教練知道，再棒的戰術也無法取代人才，運動場上的這個道理也適用於商場。搜尋人才就像刮鬍子：你不天天做，鬍子就會留在臉上。


  就經理人來說，「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是什麼？」這個答案應該是：人才招募。布林面試羅森柏格時，他不只是在試探對方的能耐，他是很認真地要做好這件工作。起初，羅森柏格把布林的認真態度歸因於他將成為高階團隊的成員，和布林密切共事；但是，等到進入Google後，羅森柏格發現，這家公司的領導人和每一位工作應徵者面談時都是這麼認真，不論這個人應徵的是初級軟體工程師的職務，還是高階主管職務。Google將公司第一順位的工作擺在投資時間和心力於確保招募到最優人才。


  你大概以為這種投入程度很普遍，但實際上，儘管多數經理人歷經投履歷、電話對談過濾、面試、更多的面試、公司開出聘用條件、討價還價、更多的討價還價、接受等相似流程取得職務，但在獲得錄用後，他們似乎竭盡職務權力所能地避開人才招募工作。他們認為，人才招募是人力資源部門的工作，審閱履歷表的工作可以委派給年輕同事或人力資源部門的某個人。面試是討人厭的雜務，面試意見表這麼長，令人望之生畏，所以填寫這份表格的工作一定會拖到星期五下午才會做，到了這個時候，面試時的細節已經記憶模糊了。於是，面試官匆忙草率地完成一份報告，希望他們的同事寫出較好的面試意見表。在多數組織，愈高階的主管愈不關心人才招募流程，但正確做法應該相反。


  在網際網路世紀，把人才招募工作做好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層面。傳統的人才招募模式是層級制，招募人員的經理人決定錄用，而其他團隊成員提供意見，不論這位經理做出什麼決定，高階主管都蓋上橡皮圖章。這種模式的問題是，這個人進入公司後，工作模式是（或應該是）與人合作模式，有高自由度和透明度，不須理會階級頭銜。因此，單一經理人的招募決策直接影響到無數團隊，而非只影響到他（她）本身的團隊。


  層級制人才招募模式還有另一個問題。領導人（以及很多管理書作者）常說他們招募比他們更聰明的人才，但在層級制人才招募流程中，這種情形鮮少發生。「這傢伙真聰明，我們錄用他」的理性決策往往被更情緒性的理由推翻：「可是，他可能會表現得比我強，把我比下去，那我就無法升官了，我的小孩會認為我是輸家，然後我的老婆就會跟皮特咖啡店（Peet's Coffee & Tea）的傢伙跑了，還捲走我的狗和車。」換言之，人性是半路礙事的程咬金。


  Google的兩位創辦人打從一開始就了解，為了能一直招募到最優秀的人才，不能遵循一般美國企業的人才招募模式，得採行學術界模式。大學通常不會解雇教授，因此它們投資很多時間把教師聘雇和升等的工作做好，通常採用審議委員會的模式。借鏡這個模式，我們認為，人才招募應該捨棄層級制，改採同儕制，由審議委員會做出決策，應該聚焦在為公司引進盡可能最優秀的人才，就算他們的經驗可能不符合職缺角色。儘管在施密特聘用雪柔．桑德柏格時並沒有一個適合她的職缺，但過沒多久，她就負責組成我們的小型事業銷售團隊，這項職務過去並沒有正式存在，直到她的幫助創造了這個角色（桑德柏格後來離開Google，成為臉書的營運長，還寫了一本暢銷書。當你雇用智慧創做者，他們有些人最後會聰明地為自己在公司外創造機會，詳見本章後文的討論）。同儕制人才招募流程側重的是人才，不是組織，智慧創做者比職務角色更為重要，公司比經理人更為重要。


  「員工是我們最重要的資產」，這是老生常談，但是想打造一支實踐這句話的智慧創做者團隊，你不能光說不練，你必須改變招募這種團隊成員的方式。好消息是，任何人都能做出這種改變。我們在第一章提出的一些公司文化建議，對既有公司可能構成採行上的挑戰，但說到改變人才招募方式，任何公司都可以做到。比較沒那麼好的消息是，想把人才招募工作做得很好，那得花很多心力和時間，但這是你能做出的最佳投資。


  羊群效應


  優秀的人才不僅能有優秀的工作表現，他們還能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3] 最優秀的工作者就像羊群：他們往往追隨彼此；因此，你招募幾個這種人，保證會有更多和他們一樣的人加入行列。Google以絕佳的員工福利設施聞名，但是公司的大多數智慧創做者並不是被免費午餐、按摩補貼、綠色草地、或對狗狗友善的辦公室吸引。他們加入Google是因為他們想和最優秀的智慧創做者共事。


  這種「羊群效應」（herd effect）反過來也會發生：A級人才會招來A級人才，但B級人才不僅會招來B級人才，也會招來C級和D級人才。因此，如果你在標準上讓步，或是有所失誤，招募一個B級人才，你的公司很快就會開始加入B級、C級、甚至D級人才。不論是對公司有利或有害，當公司是新公司且員工是智慧創做者時，羊群效應更明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每位員工的相對重要性較高，早期員工更出眾。此外，當你讓優秀人才和其他優秀人才共事時，就能創造出一個彼此交流點子、相互強化的環境。這樣的作用一直存在，而在公司早期階段的環境中尤其明顯。


  公司可以精心營造正面的人才羊群效應。Google早年招募新員工的廣告中寫上一句：「如果你夠優秀，就是我們要找的人。」（You're brilliant, We're hiring.）[4] 這是巧妙的馬克思主義招數，不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是格魯喬．馬克思（Groucho Marx，譯註：以機智和幽默問答聞名的美國知名喜劇演員），因為它的目的是要激起聰明人才產生這個念頭：「沒錯，我就是想加入這個想吸收我為成員的俱樂部！」意圖讓外界知道我們的人才招募門檻相當高，而不是想讓應徵者打消念頭，這變成一項人才招募工具。羅森柏格曾採取一個做法，把他已經錄用的員工的履歷表放在桌上，當他想要敲定一位應徵者時，便把這疊履歷表拿給這個人看，讓對方看自己即將加入怎樣的團隊。這疊履歷表可不是專挑羅森柏格團隊中最優秀的人才，而是整個團隊所有人的履歷表。通常，聰明的「格魯喬．馬克思們」想要加入的就是這種俱樂部。所以打從一開始就訂定高門檻，然後站在門邊，高調喊出這門檻。


  這對產品人員的招募尤其重要，因為他們造成的影響很大，在招募他們時，你必須非常注意，如果你的人才招募流程確保公司產品核心的卓越，它的溢出效應會帶動其他團隊。我們的目標是創造一個嚴拒折衷讓步的人才招募文化，因為在公司超速成長的混亂旋風中，這種折衷讓步就像希臘神話中那勾魂攝魄的歌聲，只會益發響亮。


  有熱忱的人不會說自己很熱忱


  熱忱是智慧創做者的一個特徵，他們在乎。但是，真正有熱忱的人通常不會使用「熱忱」這個字眼來形容自己，那麼，你如何判別一個人是否真的有熱忱？根據我們的經驗，很多工作應徵者知道「熱忱」是公司想要的特質，當某個應徵者過於明顯地說「我很熱忱」，然後都在談旅行、足球或家庭之類的主題時，你就得當心了。很可能他唯一真正熱忱的是在面試工作時大量使用「熱忱」這個字眼。


  有熱忱的人不會在他們的衣袖上佩戴熱忱徽章，他們的熱忱擺在內心，以實際行動展現。熱忱不會展現在履歷表上，因為熱忱的特徵，如堅持不懈、堅毅、認真、專心致志等，全都不是一張清單可以衡量。熱忱也不是成功的同義詞。一個人如果對一件事有熱忱，就算一開始不成功，他還是會長時間做下去，失敗往往是這過程中的一部分（這也是我們尊敬運動員的一個原因，因為運動教你如何從失敗中站起來，或者，至少讓你有很多機會這麼做）。有熱忱的人經常滔滔不絕地漫談他追尋的事，這種追求可能在工作專業上。在我們的領域最好的例子就是「打造完美的搜尋引擎」，有些人畢生的職志就放在上面，而且還天天在尋求挑戰和投入。但有人追求的事也可能是個興趣嗜好，領導開發安卓作業系統的安迪．魯賓熱愛機器人（如今正領導Google在這個領域的初期開發），Google的首任工程部主管韋恩．羅辛熱愛望遠鏡，首領施密特則是熱愛飛機、駕駛飛機，以及講述駕駛飛機的故事。


  這些看似業餘的熱情往往能對公司帶來直接助益，安卓系統最棒的天文學應用程式「天空地圖」（Sky Map）把手機變成星空圖，這是一群Google人利用業餘時間（我們稱之為「20％時間」，詳見後文）開發出來的，並不是因為他們喜愛設計電腦程式，而是因為他們是狂熱的業餘天文學家。[5] 我們曾遇到一位應徵者在研究梵文（Sanskrit），另一位應徵者熱愛修復彈珠台，讓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對一些事物的濃厚興趣使他們變得更有趣。因此，在面試了解應徵者背景時，我們的理念是不要阻止他們打開話匣子，只要談到自己最熱中、最關心的事時，我們會「希望」他們打開話匣子。


  他們開始述說這些東西時，仔細聆聽，留意他們的熱中情形。舉例而言，運動員可能非常有熱忱，但是，你想要的鐵人三項或超級馬拉松運動員是喜歡自己磨練技巧，還是會參加集體訓練的人？這位運動員是獨行俠、喜歡交際、為人孤僻或是態度包容？當人們談論他們的職場經驗時，他們知道這些問題的正確答案：在工作環境中，多數人不喜歡獨行俠。但是，當你讓人們談論自己熱中的事物時，他們通常會卸下防衛，你會洞悉他們更多的個性。


  招募學習型動物


  想想你的員工，有哪些人你可以坦誠說他們比你聰明？在你的員工當中，你不想和哪些人下西洋棋、參加益智問答比賽或填字比賽？「永遠要招募比你聰明的人」這句箴言你是否會好好奉行？


  這句箴言仍然正確，但不是基於那些常見的理由。當然啦，聰明的人懂很多，因此比起其他沒什麼才能的人，他們可以完成更多的事。但是，招募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擁有知識，而是因為他們會學習還不知道的東西。現任Google工程總監雷蒙德．柯茲威爾（Raymond "Ray" Kurzweil）說：「資訊科技呈現指數型成長……，但我們對未來的直覺並不是呈現指數型成長，而是線性成長。」[6] 根據我們的經驗，指數型思考者的起始點是腦力（raw brainpower），智力是衡量一個人的應變能力的最佳指標。


  不過，智力並非唯一要素，我們認識很多非常聰明的人在面對如雲霄飛車般的變化時，仍然選擇熟悉的旋轉咖啡杯。他們寧願避開像雲霄飛車般令人緊張、胃痛翻攪的陡落；換言之，就是逃避現實。亨利．福特曾說：「不論20歲或80歲，停止學習的人就是老人，持續學習的人永遠年輕。生命中最棒的事就是讓你的心智保持年輕。」[7] 在我們眼中，理想的應徵者是那些偏好雲霄飛車的人，會持續學習的人。這類「學習型動物」（learning animals）能伶俐地應付劇變，他們的個性喜歡應付劇變。


  心理學家卡蘿．德魏克（Carol Dweck）提出另一個名詞描述這種心態，她稱之為「成長心態」（growth mindset）。[8] 如果你相信自己的才能是先天注定的，你在任何場合就會想急切地反覆證明。如果你抱持成長心態，你就會相信人的基本素質可以透過努力來改變和培養。你可以改變自己，你可以調適；事實上，當你被迫這麼做時，你反而會更自在，做得更好。德魏克的實驗顯示，你的心態會引發一連串的想法和行為：如果你認為你的能力是固定不變的，你會為了維持這種自我形象，對自己訂定如德魏克所說的「表現目標」（performance goals）；但你如果抱持成長心態，你就會對自己訂定「學習目標」（learning goals）。[9] 學習目標會驅動你冒險，不會太擔心一個愚蠢的提問或錯誤的回答會使你丟臉。你不會在意這些，因為你是學習型動物，而且長期來看，你會學到更多東西，爬得愈高。[10]


  多數人在為一個職缺徵才時，總是尋找過去在這種職務角色上有優異表現的人，這不是去尋找學習型動物。幾乎所有徵人啟事列出的首要條件裡都是「有相關經驗」，比方說，有個職缺是機件設計師，開出的首要資格是要求是有5到10年的機件設計經驗，並擁有大學相關學系學位。


  其實，把專業看得比才智重要是錯的，尤其是在高科技業。每一個產業及行業的變化速度太快了，這造成你要招募的職務角色也持續在改變；昨天的機件到了明天就過時了，在如此不斷變化的環境下，招募專才很可能會適得其反。專才往往帶著固有成見來解決問題，但這個問題就是衍生自他擅長的那個專門知識與技術，而且需要新專門技術的新型解決方法也會讓專才覺得是威脅。聰明的通才不會有成見，所以會放開心胸地去探究廣泛的解決方法，並傾向找出最好的一個。


  尋找學習型動物有時是個挑戰。羅森柏格一貫使用的方法是請應徵者反省一個過去的缺失，2000年代初期，他習慣問應徵者：「你還記得1996年時的什麼網際網路大趨勢？你當時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這是一個暗藏機關的問題，它讓應徵者去定義自己的期待，將這個期待與他們當時觀察到的事和探索出的啟示做連結，然後迫使他們去承認錯誤，不是那種「我最大的弱點在於我是個完美主義者」之類蹩腳的說詞。這是一個不可能捏造回答的問題。


  你可以根據近期的任何大事件來修改這個提問，這個問題的目的不是要看這個人有沒有優異的先見之明，而是要看他如何推論思考，如何從錯誤中學習。很少人能把這個問題回答得很好，但那些回答得不錯的人，有相當高的可能性是學習型動物。當然，他們可能會告訴你：「我沒什麼特殊才能，我只是有熾烈熱忱的好奇心（passionately curious）罷了！」[11] 這是愛因斯坦說的話，我們會立刻錄用他（儘管他用了「熱忱」這個字眼，但他提出了相對論，有這張王牌就不必計較這一點了）。


  錄用學習型動物之後，要讓他們持續學習！[12] 創造機會，讓每個員工持續學習新東西（就算不是對公司有直接助益的技能和經驗，也有價值），然後期待他們會運用學到的事。對真正名副其實的學習型動物來說，這根本不是挑戰，他們可是相當樂意把握訓練和其他機會。但注意那些不喜歡或不願意學習新東西的人，他們可能不是你以為的那種學習型動物。


  洛杉磯國際機場測試


  熱忱、才智與學習型動物的心態都是招募人才時要尋求的重要特質，還有另一項特質也很重要，那就是個性。我們不只想要善待他人、值得信賴、圓融和融入世界的人，還要很有趣的人。


  在以往，面試過程中判斷對方的個性是相當容易的事，因為面試過程經常會在餐廳共進午餐或晚餐，可能還喝上一、兩杯，就像電視影集《廣告狂人》（Mad Men）裡的情景。這種場合可以讓面試主管觀察對方在身為「市井小民」時的行為舉止，看這個人卸下防衛時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如何對待服務生和酒保？優秀的人不論在嚴肅場合或平常時間總是會善待他人。


  但如今，面試時通常不會讓應徵者喝醉，因此你需要更敏銳觀察，尤其是在面試前後。羅森柏格就讀商學院第二年時去面試一家大型顧問公司的工作，他的競爭對手是名門世家出身，羅森柏格很確定他的姓名是霍茲沃斯．波茲沃斯三世（Hodsworth Bodsworth III），他不僅資格條件遠比羅森柏格好，也比羅森柏格帥。這份工作看來非波茲沃斯莫屬了。等候面試時，羅森柏格和公司的行政助理聊天，得知她計劃去加州（羅森柏格的家鄉）旅行，羅森柏格給她旅行建議和景點推薦。第二天，公司打電話來討論錄用條件，羅森柏格心想，要不就是他們搞錯了，要不就是兩人都被錄用了。後來得知波茲沃斯並未被錄取，面試官告訴羅森柏格：「因為他對我的祕書態度不好，她喜歡你。」我們通常會問助理對來面試的人有什麼看法，聽他們的反應，不妨稱此為「波茲沃斯法則」。


  不過，除了個性，我們也很重視應徵者是不是個有趣的人。想像你和一位同事被困在機場6個小時，施密特總是會選最不舒服的洛杉磯國際機場（LAX）（必要時，亞特蘭大機場或倫敦機場也行）。你能夠和這個人愉快聊天，度過這段時間嗎？這段時間會充實有趣嗎？抑或你會在隨身行李中快速翻找你的平板電腦，閱讀最新的電子郵件或新聞或任何東西，以避免和這個乏味的人談話？美國電視明星蒂娜菲（Tina Fey）有她的「洛杉磯國際機場測試」版本，她說這是《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製作人洛恩．麥克斯（Lorne Michaels）給她的忠告：「別雇用你不想半夜3點在洗手間碰上的人，因為你整晚都會待在辦公室。」[13]


  我們把「洛杉磯國際機場測試」制度化，方法就是把表現Google人典型性格的「Google範」（Googleyness）列為面試意見表格的四個標準欄目之一，除了「Google範」之外，另外三個欄目分別是：綜合認知能力、職務角色相關知識、領導經驗。「Google範」的內容包括：企圖心與幹勁、團隊導向、服務導向、傾聽與溝通技巧、行動傾向、有效率、人際技巧、創造力和誠實正直。


  佩吉和布林在尋找執行長人選時，把「洛杉磯國際機場測試」更推進一步：他們把候選人帶走一個星期。施密特就比較節制點：「喂，各位，我不需要和你們一起去參加火人節（Burning Man Festival），咱們就一起吃個晚餐，如何？」


  觀點差異可以迸發珍貴的洞見


  一個人如果通過「洛杉磯國際機場」測試／「Google範」測試／「不想半夜3點在洗手間碰到的人」測試，這個人很可能是你可以進行有趣交談且敬重的對象，但未必會是你喜歡的人。想像和你一起困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的這個人跟你沒有任何共通點，政治立場還正好跟你相反，但如果這個人的才智、創造力，以及「Google範」中的種種特質和你旗鼓相當（甚至勝過你），你們兩個人之間仍然會有一段刺激的交談，把你們兩個放在同一個團隊裡會對公司有益。


  你大概常聽到有人說他們只想和自己會想一起喝啤酒的人共事（或選這種人當總裁）。坦白說，我們表現最好的同仁當中有一些是我們最不想一起喝啤酒的人（我們甚至有幾次想把啤酒潑到這些人身上）。但是，你必須和你不喜歡的人共事，因為一個組織裡的人如果全都是要好的夥伴，很可能導致同質性，組織中的同質性是失敗的溫床。觀點多樣化（也就是差異）是避免目光短淺的最佳防禦。


  這裡我們大可離題來扯種族、性傾向、身障，以及其他像是讓大家有差異才正確之類的主題，政治正確地探討招募多樣化員工的方法。但是純粹從企業的觀點來看，員工多樣化的好處更明顯。來自不同背景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女性與男性，白人與黑人，猶太人與穆斯林，天主教徒與新教徒、退伍軍人與平民、同性戀與異性戀，拉丁美洲人與歐洲人，克林貢人（Klingon）與羅慕倫人（Romulan，譯註：Klingon和Romulan都是《星艦迷航記》（Star Trek）裡的外星種族）[14]，亞洲人與非洲人，身障者與身體健全者，這些觀點的差異會擦出無法傳授的洞見。把多樣化的人們匯聚在一個工作環境裡，他們會結合形成珍貴的宏觀眼界。[15]


  優異人才的行為舉止經常跟你不同，在面試時，應該力求克制你的偏見，[16] 聚焦在評估這個人是否具有可以成功和勝出的熱忱、才智與個性。


  人才進入公司後，管理所聚焦的重點也相同。和人才招募一樣，人員的績效管理應該以數據為根據，建立功績制。你無法靠命令來確實做到無性別、種族等歧視，你需要建立實際且客觀的評量方法，使最優秀者勝出，不論他們來自何處或相貌如何。


  放大光圈徵才


  理想人選就在那裡，智慧創做者有熱忱、才智、誠正、和獨特觀點，問題是，你如何找到他們，並讓他們加入呢？這個重要流程有四個環節：尋找、面試、錄用與討論待遇。


  首先是尋找，你得先定義想尋找的人選類型。我們的人才招募夥伴瑪莎．喬瑟夫森（Martha Josephson）稱此為「放大光圈」（expanding the aperture）。光圈是相機的孔徑，光線會從這裡到達感光元件捕捉影像。一般的人才招募經理使用小光圈，只考慮在特定領域有特定頭銜的人，這些人無疑地在目前的工作上做得不錯；但是，成功的人才招募經理會調比較大的光圈，捕捉尋常可能人選外的人才。


  舉例而言，你想挖角某家公司的員工，這家公司向來以擁有大量優秀人才聞名，它知道你想挖角它的人才，想辦法讓你很難做到。如果你把光圈放大，尋找未來能夠把工作做得和今天一樣好的人，你將能發現一些寶玉，你可以向他們提供現有雇主可能無法提供的機會。也許有工程師想加入產品管理部門，但現有雇主不准他離開目前的團隊；也許有產品經理想轉做銷售工作，但銷售部門目前沒有職缺。如果你願意冒險，讓人嘗試做新的事，你就可以招募到優秀人才。正因為你願意冒這個險，他們才願意加入你的公司。而這些願意冒險嘗試做新事務的人，正是你想要尋找有「自我選擇」傾向的人才。


  舉例來說，你想招募一位軟體工程師，你公司的所有程式都是以某種程式語言撰寫，這並不意味你一定要招募會這種程式語言的專家，你應該招募你能找到最優秀的工程師，不論他偏好或擅長哪一種程式語言，因為如果他是最優秀的工程師，他就有足夠的能力從Java、C到Python、Go[17] 的語法通吃。當你公司選用的程式語言改變時（這是無可避免的事），他將比別人調適得更快。超級電腦先驅西摩爾．克雷（Seymour Cray）曾經刻意招募最缺乏經驗的人，因為這樣的人「通常不知道什麼是不可能」，[18] Google的「產品襄理」（Associate Product Manager）計劃也做類似的事。這計劃是由瑪麗莎．梅伊爾在擔任羅森柏格團隊的主管時創立的，當時她的一個主要職責是直接從學校招募最聰明的電腦科學家。這不是什麼不尋常的事，很多公司招募優秀的畢業生，這是比較容易的部分，困難的部分是派給他們能夠創造實質影響的計劃職務角色。智慧創做者能夠在這些職務上有優異表現，反倒是一些規避風險的經理人會畏首畏尾，瞻前顧後。剛踏出校園的智慧創做者沒有經驗（這好極了！）。萬一她們搞砸了呢？（她們可能會搞砸，但她們也會以你無法想像的方式成功）。我們的這個計劃一開始就樹立一個很好的範例，布萊恩．拉柯夫斯基（Brian Rakowski）是我們招募到的第一位產品襄理，直接從史丹佛大學招募來，我們立刻派給他Gmail的產品管理責任，直接和領導工程師保羅．布海（Paul Buchheit）共事。拉科夫斯基現在是安卓系統團隊的領導人，他在Gmail團隊的工作表現也不差。


  當然啦，我們也有搞砸的時候。薩拉．卡曼加很欣賞我們的一位行銷同仁，想把這位年輕人轉入「產品襄理」計劃，不幸的是，這個計劃只收擁有電腦學位的人，這位年輕同仁沒有電腦學位。雖然，卡曼加力爭說這位年輕同仁是個自學的程式設計師，而且曾經和工程師共事過，但包括羅森柏格在內的幾名主管堅決不放大光圈，拒絕讓這位年輕同仁轉入。這位年輕的行銷部同仁凱文．希斯卓姆（Kevin Systrom）最終離開Google，和其他人共同創辦成功的Instagram，後來被臉書以10億美元收購。[19] 布斯卓姆，我們歡迎你！


  放大光圈的一個方法是根據發展軌跡來研判應徵者。我們的前同事傑瑞德．史密斯（Jared Smith）說，最優秀的人才通常是那些正在資歷階梯上攀升的人，因為對這些攀升中的人推升一把，往往能產生很大的成長與成就。有很多經驗豐富的優秀人才已經到達停滯進步的高原期，你知道這類職務候選人的資歷與才能（這是好事），但他們能再展現卓越表現的潛力遠遠較低（這是壞事）。必須強調，年齡和發展軌跡無關，況且，以發展軌跡來研判也有不適用的例外，例如自創事業的人，或是不循傳統資歷發展途徑的人。


  職缺層級愈高，愈難利用放大光圈的方法。招募高階職務人才幾乎總是要看經驗，經驗確實重要，但在多數產業，現今的技術發展導致環境太多變，適當經驗只能列為招募人才的一項資格條件。公司在評估高階職務候選人時，總是過於側重相關經驗，它們應該更聚焦在有才幹的智慧創做者能做出什麼貢獻。


  舉例而言，2003年時，我們缺一名人力資源部門領導人就可以組成完整的主管團隊，我們面試50幾個人，以傳統觀點來看，這當中有許多人有出色的經驗，但沒有一個人可以勝任我們認為這個職務需要做的事。Google當時的成長速度之快恐怕是史無前例，因此所有候選人攤在桌上的標準資歷經驗都不符所需，我們需要的主管必須了解如何打造可擴大規模、可讓公司以全然不同的速度運行的引擎。


  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尋覓適任者，施密特忍不住脫口而出：「給我一位獲得羅氏獎學金（Rhodes scholar）的天體物理學家！」經過一番討論，我們認為，天體物理學家或許符合資格，但不會來Google當主管。布林說：「好吧，那就幫我找一位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某天，羅森柏格發現，一位來應徵的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在布林的辦公室裡振筆疾書，布林對他出了一道考題：撰寫一份周詳、有趣的契約書。半小時後，這位應徵者遞上這份契約書，內容是謝爾蓋．布林先生出賣靈魂給魔鬼，換取一塊錢和其他多項條件。這契約寫得很出色且有趣，但這位應徵者沒有獲得錄用，因為技術方面的條件不足。


  律師方法也沒成功，我們的人才招募夥伴瑪莎．喬瑟夫森建議「麥肯錫合夥人＋羅氏獎學金得主」或許是合適人選，並推薦修娜．布朗，我們錄用她擔任人事營運和商務營運主管，儘管她以往從未擔任過類似這樣的職務。這個人事任用成效極佳，所以當我們在2008年需要一位新的財務長接替倍受推崇、但準備退休的喬治．雷耶斯（George Reyes）時，施密特請喬瑟夫森再幫忙尋覓「另一位修娜．布朗」，她找來羅氏獎學金得主、前麥肯錫合夥人派翠克．皮切提（Patrick Pichette），皮切提在2008年接掌財務長一職。


  （Google對優秀人才的偏好，並非只有展現在高階主管職務。有一年，羅森柏格準備前往Google倫敦分公司，一個行程是對一群羅氏獎學金得主演講（譯註：羅氏獎學金得主必須前往牛津大學就讀），活動由布朗主持。羅森柏格正在思考要如何挑選及邀請其中的一些人前來山景市面試，他在走廊上遇到布林，向布林提及這個問題，布林說：「何必傷腦筋，邀請全部啊。」乍聽之下似乎很瘋狂，但羅森柏格想了一想，其實並不瘋狂。後來，其中一些羅氏獎學金得主在Google表現得非常好。）


  放大光圈會帶來一些風險，招致一些失敗，而且新創公司招募缺乏經驗的聰明人才成本高於招募沒那麼聰明、但有經驗的人才，人才招募經理可能不想多負擔這個成本。但是為了更大的效益，必須把這些疑慮擱置一邊，招募聰明的通才對公司更有益。


  人才招募要全員出動


  你大概認識履歷表非常出色的某個人：攀登過世界第二高峰喬戈里峰、奧運級曲棍球員、出版過一本受到高度讚賞的小說、以優等成績從大學畢業、剛舉辦過個人藝術展、創立一個非營利組織、會四種語言、擁有三項專利權、出於好玩而撰寫出名列前百大的應用程式、樂團的吉他手、曾為創作型歌手火星人布魯諾（Bruno Mars）的表演伴舞。如果你認識至少一位這樣的人，你就有理由相信你的每位同仁也至少認識一位這樣的人，所以為何只把人才招募工作交給招募專員呢？如果人人都認識優秀人才，為何不讓每位同仁協助招募優秀人才？


  想要建立一個成功的人才招募文化，為公司穩定地引進傑出人才，首先得了解招募專員的覓才角色。提示：招募人才並不是只有他們能做。別誤會我們的意思，我們很愛優秀的招募專員，一直和他們合作，也感謝他們的見識和辛勞。但是，尋找人才應該是公司所有同仁的工作，這必須變成遍及全公司的一個事實。招募專員可以管理流程，但招募人才應該變成所有員工的工作。


  當公司規模還小時這很容易做到，因為全員出動做招募人才的工作是很自然的事。但是，當公司成長至一定規模時（我們的經驗是，成長至500名員工時），經理人就會開始比較關切人力員額分配，勝過要找什麼人才來填補員額。你聽到「爭取員額」的次數比「招募優秀人才」還要多，因為後者是那些招募專員的工作，這對嗎？不完全是喔。過度依賴招募專員的問題在於，招募專員往往不再尋找最優秀的人才，他們會接受中等之資，甚至連劣才也收。他們不會承受這種錯誤的後果，後果是公司在承受。其實，公司的優秀人才要增倍是相當容易的事，佩吉經常告訴我們，只需要每位員工推薦一位優秀人才就行了。切記，把人才招募工作完全委任給招募專員，公司的人才素質就會惡化。


  想要使人才招募成為每個人的責任，列入每位員工的職務說明裡，方法很簡單，就是把它列入評量項目。計算推薦和面試數量，衡量填寫面試意見表的速度，鼓勵員工協助人才招募活動，追蹤他們做這件事的頻率。把這些全列入績效評量和升遷考量項目。招募人才既是每位同仁的工作，那就對這項工作打分數吧。


  面試是最重要的技巧


  你的人才招募期望愈高，面試流程就愈重要，而且挑戰性愈大。在面試過程中，你才能確實了解這個人，面試遠比看履歷表重要。履歷表告訴你這個人從頂尖學校畢業，學業成績3.8，主修電腦和田徑賽跑；面試可以讓你了解這個人是否為乏味的用功學生，多年來不曾有過任何原創的點子。


  任何企業人士應該發展的最重要技巧是面試，你大概不曾在教導管理的書籍讀過，或者在企管碩士班課程中聽過這種論點。執行長、教授和創投家在談論企業的成功要素時，總是把人才擺在第一位，這是正確的，但他們往往沒有談到該如何招募優秀人才。他們談的是理論，但企業經營是實務，在實務中，你的工作是要在不人為、有時間限制下的面試過程中研判應徵者的長處，這需要獨特艱深的技巧，但事實上多數人並不擅長這些技巧。


  前面提到，你如果詢問大公司的經理人：「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是什麼？」大概多數人會反射性地回答：「開會」，事實上，上班族的確花很多時間開會。通常，位階愈高的人愈不需要為會議做準備；當你是掌權者時，其他人為會議做準備，你只需到場聆聽和發表意見，你的同仁帶著工作事項離開會議，你什麼都不必做，只要趕赴下場會議就行了。


  但面試會議就不同了，為了做好面試，你必須做準備，不論你是高階主管，還是新進同仁。想當個優質的面試官，你必須了解這個職缺的角色，閱讀履歷表，更重要的是，思考你要問的問題。


  首先，你應該研究應徵者，以及他們的重要性。檢視他們的履歷表，在Google上搜尋，查詢他們做過什麼，也對這些工作做一番搜尋與了解。這不是要你去搜尋他們在歡宴中喝醉時的照片，而是要對他們有些了解：這是不是一個有趣的人？然後在面試時，根據你調查他們做過的計劃時所獲得的了解，進行更深入的挖掘。你必須向應徵者詢問頗有挑戰性的問題，例如：這計劃執行過程中最差的情況是什麼？為何這計劃能夠成功？你想從中得知此應徵者是個積極主動或是消極被動的人，是個會帶來改變的人，或是搭順風車的人。


  面試時，你的目的是找出這個人的能力極限，而不是客套聊天；不過也別把面試搞得太有壓力。最好的面試過程感覺就像朋友間的認真討論（「你最近在讀哪些書？」），提問的問題應該廣而複雜，有廣泛的可能答案（需要對方思考），當應徵者提出一個回答時，面試官可以提出不同看法，看看這個應徵者如何論述及捍衛自己的觀點。你可以對所有應徵者提出相同的問題，衡量與比較他們的反應。


  在詢問應徵者的背景時，你提出的問題應該要讓對方表達從經驗中獲得的洞見，而不是給他機會去搬出那些經驗；你的目的應該是讓對方展現他的思維，而非只是讓他複述他的履歷。「有哪些部分令你感到驚訝、出乎意外？」這是個不錯的詢問，這個問題可以迫使對方稍稍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他的經驗，不會一再陳述相同的回應。「你如何支付你的大學學費？」，以及「我要是上網查詢搜尋你的名字，會發現有什麼沒出現在履歷表上的資訊？」，這些都是不錯的問題，能幫助你更加了解應徵者。這些問題也相當明確，可以幫助你評估這個人聆聽和剖析問題的技巧。


  詢問情境型問題也往往有所幫助，但這類問題更適用於面試較高階職務的應徵者，因為這些問題的回答可以顯露這個人如何安排部屬的工作，或是否信賴部屬。舉例而言，「如果處於危機狀態或是需要做出重要決策時，你會怎麼做？」這個問題的回答通常可以顯露這個人是「靠自己成事」，或者會依賴周遭其他人。前者較可能對部屬感到不滿意而牢牢控管，後者比較可能雇用優秀人才且信賴他們。如果應徵者對這些問題做出泛泛的回答，顯示這個人對事情缺乏見識。你希望獲得的是有趣的回答，或至少是明確的回答，如果對方的回答是複製常見的企業行銷聲明，或只是一般大眾的觀點，那麼這個人就只是泛泛之輩，不擅於深入思考事情。


  近年來，Google常在面試中詢問一些謎題，許多謎題（和解答）已經被張貼在網路上，因此再繼續詢問這些問題未必能測試出應徵者思考複雜問題的能力，因為很多應徵者會在面試前做一番研究準備，在面試中佯裝他並不是在記憶事前準備好的答案（這種佯裝當然也是有用的技巧，但不是我們想要的技巧）。一些人批評我們拿這些謎題來做為精英論的避雷針，對於這些批評者，我們只做這次回應：你們說的沒錯，我們是想招募最傑出的人才，因為我們相信，A級人才和A+級人才大不同，我們會盡一切所能地區分兩者。如果批評者仍然堅信在人才招募中使用精英論是不對的，那麼我們在這裡考你一個問題：如果你有12枚硬幣和一具天平，這12枚硬幣當中有1枚是假的，重量與其他真硬幣不同，只讓你秤重三次的話，你如何分辨出這枚偽幣？[20]


  在為面試做準備時，別忘了，不是只有應徵者被面試，條件優異的應徵者也在評量你。如果你把面試的前幾分鐘浪費在閱讀應徵者的履歷表及閒聊，正在考慮幾個工作機會的應徵者（優異的應徵者總是有幾個工作機會選擇）可能會留下不佳印象。第一印象是雙向的。


  面試時，你不僅要問可以深度思考的問題，也要辨識能提出有深度思考問題的應徵者。詢問好問題的人通常富有好奇心，比較精明、靈活與有趣，了解他們並不知道所有答案，這些全都是你想要的智慧創做者的特徵。


  想成為技巧高超的面試官，唯一途徑是練習，因此我們常告訴年輕人善加利用每一個去面試人的機會。有些人聽進去了，但大多數人不聽，他們寧可把時間拿來做他們認為更重要的事，他們不了解我們這個忠告有多麼寶貴。拜託，我們是在告訴你，你可以練習一項最重要的技巧，公司還付錢讓你練習這個技巧，而且如果這位應徵者被錄用的話，你很可能不是他的經理人，因此萬一他不是個好人才，你也不必承受後果。但他們不聽我們的忠告，要他們去當面試官，就彷彿要他們去拔牙似地。


  當然啦，不是人人都善於當面試官，那些不想擅長做這件事的人，面試技巧永遠也不會改善。在Google，我們實行一項「值得信賴的面試官」方案，這群人擅長面試，也喜歡做這件事，他們做大量的面試工作，（而且在績效評量中，我們也給予他們比較高的評分）。想加入這個方案的產品經理必須接受面試技巧訓練，訓練期間，和應徵者面試時，至少有4位面試官陪同。加入這個方案後，他們的面試績效評量有多個項目，包括進行的面試次數；可靠性（令我們訝異的是，竟然那麼多人認為在最後一分鐘取消面試，或甚至不現身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事）；面試意見表的內容品質和填寫速度（面試結束48小時後才填寫的意見表，品質明顯降低；我們最優秀的面試官在面試結束後立即填寫意見表）。我們公布這些統計數字，讓沒有加入這個方案的同仁參加「挑戰」，如果他們表現得更好，就可取代參與這個方案的同事。換言之，在Google，不做面試工作會被視為是一種懲罰。在這個方案下，面試工作變成一項殊榮，而非雜務，面試品質全面提升。


  至於歡宴時喝醉酒的照片：除非相片顯示應徵者有嚴重的個性瑕疵，否則，我們不會拿網路上應徵者這類相片來對他們做出負面評價。我們想招募有熱忱的人，別忘了，熱情的人往往在網路上很活躍，這顯示他們喜愛數位媒體，在現今世界，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特質。


  面試只要30分鐘


  誰規定面試一定要長達1小時？很多時候，面試開始幾分鐘後，你就知道這位應徵者不適合你的公司和這份職務了。在這種情況下，誰說你必須把這1小時剩下的時間繼續用在無益的交談上？這多浪費時間！因此，Google的面試都是30分鐘。多數的面試結果是不錄用，因此盡可能減少投資在這上面的時間，多數優秀的面試官在半小時內就能做出不錄用的決定。如果你喜歡這位應徵者，想和他多談一些，你可以安排另一次面試，或是當場調整時間（如果你事前安排接下來15分鐘要填寫面試意見表，那就很容易延長和這個人面試的時間）。面試時間短會迫使交談更有效率、更精實，沒有時間閒聊或詢問無意義的問題。它也會逼迫應徵者與面試官快速進入更實質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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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公司不僅安排過長的面試時間，而且還對同一個人進行太多場的面試。在Google早期，我們對某位應徵者進行30場面試，仍然無法決定要不要錄用這個人，這是不對的，因此我們下令：對同一位應徵者不得面試超過30次。後來，我們做了一些研究，發現在第四位面試官之後，增加一位面試官提高的「決策正確度」不到1％。換言之，在歷經4位面試官後，多進行的面試成本超過它們對於最終錄用決定的貢獻價值。因此我們決定，對同一位應徵者的面試最多不超過5場，超過這個次數，就不會有明顯的增加效益（至少對電腦科學家而言是如此）。


  不要優柔寡斷


  切記：從面試官的立場來看，面試的目的是對應徵者形成明確的意見，錄取或不錄取。Google的面試用1至4分來對應徵者打分數，平均分數會落在3分左右，3分也可以解釋成：「我覺得可以錄用這個人，但應該有其他人會非常喜歡這位應徵者。」就平均值而言，3分不是問題，但就個人的回答來看，打出3分其實是一種逃避，代表這個面試官沒有定見，把決定的責任踢給別人。我們鼓勵面試官做出明確意見。例如，在產品管理團隊，4.0分代表「這個人是這個職務的理想人選，如果你們不錄用他，我會有意見」。這並非只是建議我們應該錄用這個人，也表達「如果有人反對錄用這個人，我會追究……並且根據資料袋裡的客觀資料，熱烈辯論這個決策」。


  這些評分的對應語言富含情緒：「我會有意見」，因為智慧創做者關心誰會加入他們的團隊，就好像他們邀請誰進入他們家中一般。他們認為，每一個面試都必須做出決定，這決定和他們有關，不能優柔寡斷。


  不過，在要求同仁表達明確意見時，你也必須告訴他們要對什麼表達意見。要不要錄用這位應徵者很清楚，但你也必須指引面試官如何形成他們的意見。Google把對應徵者的評分區分為四大項目，我們會讓各部門對這四大項目有一致的看法，不論是銷售部門、財務部門或工程部門，智慧創做者通常在這四個項目都有不錯的得分，不論他們擔任什麼職務或屬於什麼層級。以下是這四個項目與說明：


  
    	領導力：我們想知道這個人是否能在不同情況下，施展不同的力量讓團隊動員起來，這可能包括在工作上或組織內擔任領導角色，或是儘管本身不是正式派任的領導人，仍然能幫助團隊成功。


    	職務角色相關知識：我們尋找有多樣長處和熱忱的人，而非只具有特定領域的技能。我們也希望應徵者具有能成功勝任職務角色的經驗和背景，特別是工程部門的應徵者，必須具有編寫程式的技能和技術領域專長。


    	一般認知能力：我們不是那麼關心分數和成績單，我們比較有興趣的是應徵者的思維，我們可能會詢問應徵者一些職務角色相關的問題，幫助我們洞察他們如何解決問題。


    	Google範：我們想感覺這個應徵者有什麼獨特之處，我們也想確定Google是不是一個適合他們、可以讓他們有所發揮的地方，因此我們會在他們對曖昧不定的包容、偏見行動和互助合作的本性等方面來辨察跡象。

  


  審議委員制


  在面試流程中，多數公司做錯的另一個部分是把錄用決策交給職缺部門或團隊的經理人，這麼做的問題在於這位經理可能只擔任這位新進人員的經理幾個月或1、2年，亦即組織的人員流動頗高。此外，在最有成效的組織中，你的上司是誰遠不及你和誰共事來得重要。人員錄用的決策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給一年後未必和這名新進人員的成功有關聯的經理人。


  因此，Google的人員錄用決策者是招募審議委員會（hiring committee），不論你是什麼部門、什麼位階，如果你想錄用某個人，必須經由招募審議委員會核准，委員會會根據資料來做出錄用與否的決定，不是看關係或任何個人的意見。擔任招募審議委員會委員的首要準則是「公司最佳利益至上」，委員會應該有足夠數量的成員可以提出廣泛的觀點，但同時也應該小到可以形成有效率的流程；4或5個人是個不錯的數目。委員會的成員結構應該促進廣泛觀點的討論，因此成員應該在年資、技能與長處（人們總是偏好和他們相似類型的人），以及背景等層面多樣化。在委員會制的流程中，職缺部門或團隊經理人並非完全不能施力，她（或她的招募專員）可以參加委員會會議，可以決定是否把某位應徵者從面試流程轉入提供錄用機會（offer）的流程，也就是說，她有否決權，但沒有錄用權。招募審議委員會確保同仁不會循私錄用朋友，除非這個朋友正好也是超級明星人才。


  2000年代初期，Google開始招募數千位員工，施密特、佩吉和布林觀察到許多新進員工雖然優秀，但實力還沒強到符合我們所需。三人心想，他們或許無法掌控每支團隊所做的事，但他們可以掌控錄用誰。佩吉建議制定一個政策，由高階主管審查每一位獲得錄用機會的人。於是，烏爾斯．霍澤（Urs Hölzle）設計出來的招募審議委員會流程包含層層委員會，最高層是一人委員會：佩吉。有好幾年期間，他一個人審查每一個獲得錄用機會的人，此舉向參與人才招募的所有人昭示公司對這件事有多麼重視。這個流程的目的是在追求最佳素質，而非追求效率；側重控管，而非規模。歷經多年，我們終究還是會力求提升效率，但就算我們的員工數已經超過4萬5000人，我們仍然奉行原始的信條：在招募人才時，沒有什麼比素質更為重要。


  在這個制度中，流通的文件是徵才資料包（hiring packet），它內含已經歷經面試流程的應徵者的所有已知資訊的檔案。徵才資料包必須完整且標準化，使招募審議委員會所有委員收到完全相同的資訊，而且這個資訊包含應徵者的全貌，這是Google的徵才資料包設計工程師謹記的目標（另一個目標是要讓佩吉保持好心情，因為他得審查每一個獲得錄用機會的人）。全公司不論什麼部門、在哪個國家、層級，全都使用標準化的徵才資料包範本，但有彈性空間。


  理想的徵才資料包在完成時，各個欄位不能只填入意見，還要填寫資料，這是非常重要的差別。如果你是職缺部門經理人，或是其中一個面試官，你不能只填寫意見，還要填寫支持這個意見的資料，例如：你不能說：「我們應該錄用珍妮，因為她很精明」，你必須說：「我們應該錄用珍妮，因為她很聰明，這可以從她曾獲得麥克阿瑟獎助金（MacArthur Fellowship）做為證明。」因為大多數應徵者不見得可以傑出到贏得麥克阿瑟獎助金，因此以資歷或經驗觀察來佐證每一個意見，實際上比這個例子要困難許多，但如果你在填寫意見時不加入支持這個意見的資料，這封徵才資料包就會被剔出委員會。


  另一條重要的規則是，徵才資料包是招募審議委員會唯一檢視的資訊，任何不在這個資料包內的資訊都不會被考慮。這強迫大家在建構資料包時要非常仔細，你不能省略某個資訊，然後在開會時才把它提出來當作推力，想用祕密武器出奇制勝，為某個人加分。獲得錄用的人是那些徵才資料包最好的人，不是在委員會會議中啦啦隊呼聲最高的人。


  最優秀的徵才資料包就像是內容摘要文件：有一頁內含所有重要事實的摘要，以及完整的相關資料。摘要包含具體資料和支持錄用決策的證據，相關資料包括面試報告、履歷表、以往待遇紀錄、推薦人資訊（尤其是如果應徵者是由公司內同仁推薦），以及其他相關資料（大學成績單、應徵者擁有的專利證書或獎狀影印本、寫作或程式編寫樣本等）。


  在編纂徵才資料包時，細節很重要。舉例來說，剛畢業的人，他們的學校平均成績（GPA）是採用美國典型的四分制，或像是日內瓦大學的六分制？班級排名是剛畢業的新鮮人另一項重要資料細節，因為學校評分日趨寬鬆，得到A不再那麼有價值，但班級排名高仍然代表是最為優異。徵才資料包也必須整齊簡明地格式化，易於快速閱讀，例如：應徵者在面試時的最佳回答或最差回答應該凸顯標示，讓委員會易於參考。但不是所有資料都應該格式化：應徵者的原始履歷表應該附上原本，讓所有人能看出是否有錯字或錯誤格式（或使用粗體字或斜體字的部分）。把徵才資料包的所有這些細節做對，可以讓委員會正確了解應徵者的詳細資訊。


  不過，就算是純粹只是資料的徵才資料包也可能有誤導作用，面試官打分數會有習慣的偏好傾向，甲面試官的3.8分等於是乙面試官的2.9分（換成另一個更不理性的人，可能是π分）。如何解決這問題？使用更多的資料。規定所有徵才資料包必須包含每一位面試官過去的評分數據，包括這位面試官做過多少次面試、他過去給的評分範圍和評分的平均值，讓委員會成員在做決定時可以考量哪些面試官習慣給較高的評分，哪些面試官的評分集中於常態分配鐘形曲線的中間部分（面試官知道這些資料被包含於徵才資料包裡，這往往使他們在評分時更加嚴謹，提供可表達明確意見的評分）。


  有些經理人想對自己的團隊組成握有絕對掌控權，當我們制定這個委員會制時，有些人就非常討厭，甚至揚言要因此離開Google。我們對此不為所動，如果某個人如此在意對團隊有絕對掌控權，你或許不該讓他繼續留在公司，因為獨裁專制傾向鮮少有辦法克制到只擺在一個工作層面。優秀的經理人會了解，採取委員會制其實對公司整體比較有益。


  同理，員工的升遷決策也應該透過委員會制，不應採行由上而下的管理決策。Google的經理人可以提名部屬晉升，並在審議過程中扮演他們的擁護者，但決定權不在他們手上。採行委員會制的理由與人才招募及錄用相同：人員的升遷會影響全公司，這些決策太重要了，不能交給個別經理人。不過，在人員晉升方面，還有一個支持採行委員會制的理由：許多智慧創做者（根據我們的經驗，應該是多數智慧創做者）在這方面有規避衝突的傾向，很難說出否決的話。在委員會制下，否決不是出自個人，而是出自公正無私的委員會。這個小細節對於晉升評分起了相當大的冷靜效果。


  （關於Google的徵才流程，還有很多原則與方法，無法在這裡逐一詳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並探索徵才以外的所有Google人事政策背後理念，建議你閱讀我們的同仁、Google人事副總拉斯茲洛．波克［Laszlo Bock］即將出版的《工作規範！》（Work Rules!，暫譯），此書詳述Google早期制定的原則如何演進成任何團隊或事業可以仿效的制度。）


  別對人才素質讓步


  我們側重招募人才的素質，這並不意味招募流程必然很緩慢，事實上，我們制定的方法是要加快流程。我們要求每場面試時間30分鐘，每位應徵者不超過5場面試；我們告訴面試官，在完成一位應徵者的面試後，應該「立刻」告知招募專員這個應徵者是否通過；我們的徵才資料包設計的格式讓招募審議委員會可以在審閱的120秒內做出最後決定（這是真的，我們計算過時間）。這些步驟使招募流程可以有標準衡量，提高透明度，這對應徵者也有益，因為堆積太多的面試工作而延宕決定，對他們並不公平。如果他們是你想雇用的那種人才，他們也想快速行動。


  不過，在招募人才方面，有一條不能違背的黃金法則：職缺急迫性沒有重要到可以對人才素質讓步。速度與素質之間難免有取捨，但素質至上。


  優秀人才應該得到高報酬


  智慧創做者加入行列後，你得支付他們薪酬，非凡的人才值得拿到非凡的酬勞，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再次參考運動界：傑出運動員可以獲得優渥的薪酬。職業球隊的最佳球員獲得數億美元合約，板凳末端的菜鳥只獲得數十萬美元合約，這種事不足為奇。這些明星真有這個價值嗎？美國棒球史上最著名的球員貝比．魯斯（Babe Ruth）被問到他的薪資高於美國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是否合理時，魯斯回答：「為什麼不合理？我一年的表現比他還優秀。」我們有一個更合理的回答：是的，他們的確有這個價值（當他們的表現符合期望時），因為成功的運動員有罕見技能可以帶來強大的槓桿效應；當他們表現好時可以產生極大的影響，他們幫助球隊獲勝，球隊的勝利驅動巨大的商業利益：更多球迷，更多觀眾，賣出更多球衣和球帽，讓球隊賺大錢。


  現今的智慧創做者或許不具備與職業運動員相同的許多特質，但他們有一個共通的重要性：他們有產生極大影響力的潛能。運動界的頂尖表現者獲得優渥薪酬，企業界的頂尖表現者也應該獲得優渥薪酬；如果你想要最優秀的人才有更好的表現，你應該給他們極高的獎酬。


  這並不是指你應該給新進人員空白支票，事實上，薪酬曲線應該從低點開始，你可以用金錢以外的東西吸引最好的智慧創做者：讓他們做很棒的工作、讓他們和優秀的同仁共事、賦予他們責任和機會、塑造振奮人心的公司文化和價值觀、或許還加上免費食物，可以讓他們心愛的狗兒坐在他們的辦公桌旁（Google早年的一位工程師想把他的矇眼貂帶來辦公室，我們允許，因此他沒有對薪資討價還價）。但是，當這些智慧創做者變成員工，並開始有所表現時，你就應該支付他們適當的薪酬；他們產生的影響愈大，薪酬就該愈高。


  反過來說，唯有在部屬確實有好表現時，經理人才應該給他們優渥獎酬。他們是在管理專業人員，不是領導小聯盟球隊。在小聯盟，人人都獲得起立鼓掌和獎品，就連那位在比賽中發夢去摘雛菊，尋找四葉草的右外野手也一樣。人皆生而平等，皆應享有不能被剝奪的一些權利，但這並不意味他們擅長做的事相同，因此薪酬或升遷不能一視同仁。企業界向來給予高階員工優渥獎酬（所以有高到不尋常的執行長薪酬），或是給予從事交易的員工（投資銀行業務員、銷售人員）高分紅，[21] 但在網際網路世紀，最重要的是產品卓越，因此最大的獎酬應該給予那些最靠近開發優異產品及創新工作者，意思就是，幫助發展出突破性產品或性能的低階員工理所當然應該獲得優渥獎酬。別論頭銜或年資，只要是表現極度優異的人才，都應給予極度優渥的酬勞，因為真正重要的是他們產生的影響。[22]


  把M&Ms推出來交換


  你盡了最大努力，建立一個招募流程，引進出色的智慧創做者，他們如何回報你？他們離去！沒錯，新聞快報：你錄用優異的人才，日後有些人可能發現，除了你的世界，還有別的世界。這不是壞事，事實上，這是建立一支優秀創新團隊無可避免出現的副作用，但你仍然得拚命留住他們。


  留住智慧創做者的最佳方法是別讓他們變得太安逸，設法使他們的工作變得更有趣。喬治斯．哈里克是開發出Google出版內容廣告AdSense的團隊成員之一，我們在第一章提及，他曾幫助解決「這些廣告真討人厭！」的問題。當他考慮離開Google時，施密特向他建議，也許他會有興趣參加施密特的行政會議。施密特的行政會議與會者有Google創辦人、施密特的所有直屬部下……，現在再加入哈里克，這使得施密特和公司的其他領導人獲得更多來自工程部門的觀點，喬治斯則是學到更多與事業經營有關的事。在會議中聽到的一切激發喬治斯強烈的好奇心，促使他決定加入產品管理團隊，繼續在Google待了兩年，讓Google再獲得他兩年的貢獻。


  羅森柏格在找人協助管理他的行政會議時，也採用相同方法。通常，高階主管可能會設立一位幕僚長扮演這個角色，但是有一位全職的幕僚長只會助長政治權謀，羅森柏格的解決辦法是讓一群產品襄理輪流擔任他的實質幕僚長，每人每次輪值六個月，和羅森柏格直接共事，但他們同時繼續原有的職務。羅森柏格也鼓勵其他的產品襄理志願參與所謂的「連鎖共同體」工作（chain-gang tasks），這些是張貼在內部網站供任何人志願參與職務外的計劃。例如，2003年9月張貼的一項職務外工作是幫助賴利．佩吉更了解Google內部如何執行及完成各項計劃，這或許不是最有趣的工作，但幾位年輕的產品襄理抓住這個和公司創辦人共事的機會。這類工作的目的並不是要增添我們的行政會議趣味，或是利用廉價勞力，而是要使我們有才幹的員工生活更有趣、更富挑戰性。


  不過，很多時候，光是有趣的職務外計劃不足以令員工投入，防止他們離去，你需要把非常寶貴的員工的興趣放在組織的限制之前。Google創辦人從史丹佛大學直接招募的薩拉．卡曼加就是一個好例子。卡曼加幫助發明出AdWords關鍵字廣告，在產品單位待了好幾年，但是當他準備承擔更多職責，成為一名總經理時，我們沒有這樣的職務，於是我們創造一個職務，派他接掌YouTube執行長。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智慧創做者需要或想要做新事務，公司應該設法開闢途徑，做出組織調整，盡全力為他們安排。


  組織可以制定職務輪調制，讓員工擔任新角色，但這種做法必須謹慎為之，否則可能會引發反效果。Google的「產品襄理」計劃（以及後來推廣至行銷和人事部門的類似計劃）強制實施每年職務輪調，這種做法在低階員工的小計劃裡產生很好的效果，但很難建立公司跨部門的職務輪調方案。因此，我們一向採行的方法是鼓勵調職，使調職盡可能地容易，並且使它變成管理決策的一個標準部分。我們在行政會議中對人員的調職進行逐一討論：你的團隊中有誰適合調整職務？他們想去哪裡？你認為這對他們是最佳調整嗎？


  切記，這些被討論的員工必須是合適的員工。在這個議題上，經理人就像結束萬聖節晚上「不給糖就搗蛋」活動後相互交換糖果的小孩一樣，當你要求他們推出他們的一些團隊成員進行職務調動時，他們通常傾向把銳滋花生醬巧克力杯（Reese's cups）和M&Ms巧克力留下來，把盒裝葡萄乾拿出來交換。這或許對他們有利，但對公司整體不利；他們把公司最想要持續挑戰、激勵的最佳人才鎖在自己的團隊裡。施密特讓哈里克參與他的行政會議時，並非因為哈里克是個需要改進的平凡績效者，而是因為哈里克是施密特想留住的優異績效者。公司應該促使經理人推出他們的M&Ms巧克力，留下他們的葡萄乾。


  愛他們，就放手讓他們走（但……）


  有時候，縱使讓最佳人才做有趣、富挑戰性的工作，有些人仍然想離開，另謀高就。這種時候，把你的留人工作聚焦在明星、領導人和創新者（未必是同一人），盡你所能地留住他們。失去這些人，可能產生很大的連鎖效應，往往導致他們的追隨者也跟進離職。由於人才很少純粹因為薪酬待遇而離開，因此想留住他們，第一步是傾聽，他們想被傾聽，被重視。


  在這類談話中，領導人的角色不是扮演組織的擁護者（「請你留下來！」），而是要站在考慮離職的智慧創做者的立場設想。許多員工，尤其是較年輕的員工，往往從短期的角度思考（大概還未擺脫學期的時間律動）；他們在路上碰到障礙時，可能反應過度；他們可能還在回味學生時代，認為每學期有新的開始，有乾淨潔白的筆記本，還沒有任何分數的成績單。領導人應該幫助他們改採更長期的角度思考，在他們考慮離職時，向他們分析繼續留在公司可以讓他們最終獲得更大的成功。他們有沒有考慮到離職後的財務問題？他們有沒有清楚的財務規劃，是否清楚離職的可能後果？傾聽他們述說為何想離職，幫助他們找到方法，在徘徊中重新補足推進的能量。如果他們想繼續談話，為他們規劃續留公司的資歷發展途徑，這顯示你關心他們的成功，而非只關心公司的成功。


  最優秀的智慧創做者往往想離職，自行創業，不要反對他們，但請他們做「電梯內簡報推銷」（elevator pitch，這是創投界的行話，意思是「給你30秒鐘推銷你的事業點子」）。詢問他們：你的策略基礎是什麼？你想打造怎樣的企業文化？如果我是你的潛在投資人，你會告訴我什麼？如果他們提不出好答案，顯然他們還沒有做好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通常會建議他們留下來，繼續對公司做出貢獻，一邊繼續發展他們的事業構想，並且告訴他們，等到他們確實能說服我們投資時，我們會放手讓他們走，並獻上我們最誠摯的祝福。（如果我們不能獻上投資支票的話！）這是難以抗拒的建議，也幫助我們留住無數人才。


  另一種情形是，優秀的智慧創做者獲得另一家公司具有吸引力的招手，有時候，這個人會向公司開出「要嘛……，否則……」的威脅談判：「要嘛公司……，否則我就走人。」當發生這種情形時，遊戲通常已經玩完，因為會如此操作的人，對公司已經沒有感情，不太可能重新建立感情，恢復以往的投入程度。不過，如果還有感情，你想磋商還價，趕快做，如果可能的話，1小時內完成。過了這段時間，員工的心已經開始落在新公司身上了。


  當然啦，如果讓這個人離去是對他最有利的選擇，那就放手讓他走吧。就像羅森柏格在蘋果公司的舊同事、LinkedIn創辦人瑞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所言：「員工離去，不代表你和這名員工的關係必然結束……。當一位優秀員工說他要辭職時，你該做的第一件事是嘗試讓他改變心意，第二件事是恭喜他找到新工作，並歡迎他加入你公司的前員工俱樂部。」[23]


  我們有一位很有才華的年輕產品經理潔西卡．尤恩（Jessica Ewing），她幫助我們推出iGoogle（讓用戶可以把Google首頁客製化，這個產品已於2013年退役），在Google的前途一片光明。但她非常想寫作，我們給她忠告：想想妳的資歷發展，想想妳手上的那些股票。她考慮一番，但還是決定離職。尤恩，我們好陣子沒聽到妳的消息了，妳為何沒有寫作？


  不想解雇員工，一開始就別錄取他


  當然，比起被開除，解雇沒那麼討人厭，但感覺仍然很糟。如果你曾經不得不解雇員工，你應該知道，把某個可憐的傢伙拉到一旁，告訴他這工作不適合他是件多麼困難的事。也許，這名員工已經預期到了，心裡有所準備；也許他沒預料到，聽聞被解雇，可能開始摔東西；也許他會拿勞基法做為子彈，尋求報復，讓你痛苦。使合適的智慧創做者成為優異錄用者的所有要素，也可能使不合適的智慧創做者變成解雇時的難纏者：他們很激動、他們很有信心、他們無所畏懼。所以，請謹記，為避免必須解雇表現不好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一開始就不要錄用他們。正因此，我們寧願在招募流程錯誤的刷掉很多該錄用而我們沒錄用的人才，讓錯誤的錄用不該錄用的人才情況減少。


  給自己一項測試：如果你能解雇團隊中表現最差的10％成員，招募一批新人，你的組織會不會因此改善？如果會的話，那麼你必須檢視你當初錄用這些表現差的人員時的招募流程，謀求改進。再來一個測試：你的團隊裡有沒有這樣的成員，如果他們說要離職，你不會努力留住他們？如果有的話，那麼你或許該讓他們離去。


  最後一點：有些人其實很喜歡解雇員工，小心這種人，輕易、過多的解雇會漸漸形成一種畏懼文化，最終勢必會導致失敗。「不適用的話，我解雇他們就行了」，這會變成不投資時間與心力把招募流程做好的一個藉口。


  
    Google人才招募守則


    
      	招募比你更聰明，更有見識的人；別招募你無法從他們身上學習或不會挑戰你的人。


      	招募會對我們的產品和文化提高價值的人；別招募無法在這兩方面做出好貢獻的人。


      	招募能夠把事情搞定的人；別招募只想著問題的人。


      	招募熱心、會自我激勵、有熱忱的人；別招募只想要一份工作的人。


      	招募能夠鼓舞其他人，和其他人良好共事的人；別招募偏好獨自工作的人。


      	招募能隨著團隊和公司一起成長的人；別招募只有狹隘技能或興趣的人。


      	招募多才多藝、有特殊興趣和才能的人；別招募只為工作而活的人。


      	招募有道德、能坦誠溝通的人；別招募愛玩弄政治權術的人。


      	只錄用優異的應徵者；不優異的人絕不錄用。

    

  


  
    如何規劃職業生涯？


    經常有人問我們有什麼職業生涯的忠告，來問的人有剛創業的人、剛踏出校門的Google新進員工（Noogler）、崛起中的超級明星，他們全都想知道該如何經營他們的職業生涯。如果我們有幸受邀擔任畢業典禮演講人，例如受到我們的母校邀請（普林斯頓大學和克雷蒙麥金納學院，你們聽到了沒？），我們大概會提出以下忠告：


    
      


    


    把你的職業生涯當成衝浪


    羅森柏格讀商學院時，對產品管理感興趣，去聽了幾場徵才說明會。其中一場是一家知名的消費性包裝產品公司，生產洗髮精和居家清潔劑之類的產品。他們說，在他們的事業裡，產品管理是一門科學，透過焦點團體座談會和產品性能的精確資料來帶動產品銷售。他們的說法是「就像開車看後照鏡向前開」，意思就是，這是好事。


    接著，羅森柏格去聽矽谷一家知名高科技公司的說明會。他們說，在矽谷，產品管理就像「以2馬赫的速度開F-16戰鬥機，飛越一片布滿岩石的地方，離地面只有2公尺高。如果你摔下來的話，就像遊樂場裡的電玩遊戲一般，而且我們還有很多25美分硬幣。」酷！最棒的產業就是能讓你開F-16戰鬥機，口袋裡裝滿25美分硬幣，努力不要摔下來的那種產業。


    在商業界，尤其是高科技業，光是在你目前所做的事情上很傑出是不夠的，你必須追上至少一波大浪，乘著它一路向岸邊衝。很多人剛踏出校門找工作時，往往把公司擺在第一位，接著考慮職務，之後才考慮產業。其實在規劃職業生涯時，這種考慮順序是錯的。應該考量的第一順位是選擇正確產業，因為在你的職業生涯很可能會換幾次公司，但換產業就困難得多了。你應該把產業視為衝浪地點（在北加州，最棒的衝浪地點是Mavericks），把公司視為你要追的浪，你首先應該選擇有最大、最棒波浪的衝浪地點。


    如果你選錯公司，或是很倒楣地有個愛找碴的上司在你追的第一波浪中搶浪，你仍然能夠在波浪高潮迭起的產業中玩得很盡興。（好啦，已經用了夠多衝浪行話了！）反之，如果你在職業生涯之初選錯產業，公司內的成長機會有限，你的上司不會調動，當你想找別家公司的工作時，你會被困住，沒有太多機會。


    所幸，驅動網際網路世紀的構造變化使得大量產業變成適合衝浪的地點，不是只有網際網路公司有大波浪，能源產業、製藥業、高科技製造業、廣告業、媒體業、娛樂業、消費性電子產品業等全都有。最有趣的產業是產品生命週期加快的產業，因為它創造出更多破壞顛覆機會，為新人才提供更多機會。不過，就算在能源和製藥這類產品生命週期較長的產業，巨大轉變的時機已經成熟，充滿機會。


    從待遇角度來看，在你的職業生涯早期，能夠獲得股票選擇權和其他形式的資產權益相當有限，因此在正確的產業裡發展專長遠比在特定公司下注來得更有利。等你獲得經驗（年齡也增長！）後，挑選波浪就變得更加重要了，這時，你可以開始賺得薪酬福利包（compensation package），裡面可以有更多的股票選擇權，因此你的考量順序也可以改變。


    
      


    


    永遠認真傾聽技術洞察者說的話


    在挑選產業之後，接下來是挑選公司，此時，認真傾聽那些能夠洞察技術發展的人所說的話。這些人是有先見之明的智慧創做者，比其他人更早看出技術發展趨勢，以及技術將如何改變各個產業。比爾．蓋茲和保羅．艾倫（Paul Allen）看出晶片和電腦會變便宜，軟體才是電腦業的前途關鍵，因此他們創辦微軟公司。查德．赫利（Chad Hurley）看出便宜的攝影機、頻寬和記憶體將改變影片娛樂的製作與消費，因此共同創辦YouTube。瑞德．霍夫曼知道，網路的連結力量將變成職業人士的重要工具，因此創立LinkedIn。馬可．班尼奧夫（Marc Benioff）相信，強大的軟體將在雲端運行，因此，他創立的Salesforce.com依循這個信念，縱使在網路公司泡沫化時期也不為所動。賈伯斯預見電腦將成為消費者產品，技術與市場花了20年才趕上他的這個先見之明。


    你如何知道某個人對技術有先見之明？一個有助益的做法是回顧他們的歷史。通常，他們在還沒有選擇技術和創業之前，就已經在玩技術，具有創業精神。瑞德．霍夫曼在12歲時獲得他的第一份工作，他在一份電腦遊戲手冊影印本上寫出產品改進建議，並向這款遊戲的一位開發設計師出示這些改進建議，因此獲得這份工作。[24] 他當時並不是在找工作，只是想使這款遊戲變得更好。馬可．班尼奧夫銷售他的第一套電腦程式「How To Juggle」，在15歲時創辦一家為「Atari 800」撰寫遊戲的公司。賴利．佩吉用樂高積木建造出一部印表機（雖然是點矩陣印表機，不過仍是水準之作）。


    當然啦，這些是著名的例子，但諸如此類的例子非常多，那些人雖然不是那麼有名氣，但充滿見識，他們在最棒的地點衝最棒的浪，找到他們，纏住他們。


    
      


    


    規劃你的職業生涯


    職業生涯發展需要努力和深謀遠慮，換言之，你必須規劃你的職業生涯。這是非常顯然的道理，但令人驚訝的是，多年來，我們遇到太多沒這麼做的人。面對這種人，羅森柏格通常會讓他們做一些職業生涯規劃習題，再加上他很喜歡引用的一句話，這句話出自數學家暨諷刺幽默歌手湯姆．雷爾（Tom Lehrer）：「人生就像下水道，你丟進什麼，就流出什麼。」[25] 羅森柏格承諾，如果他們很努力做這些習題，他就會幫助他們。


    以下是規劃職業生涯的一些簡單步驟：


    思考5年後你希望從事的理想工作，你希望在哪裡工作？你想做什麼？希望賺多少錢？敘述這個職務：如果你在網路上看到這個工作機會，徵才內容會是什麼？現在，快轉到4、5年後，假設你在做這份工作，你這5年間的履歷表內容是什麼模樣？從現在起，你經過哪些途徑，到達那個時候的理想工作？


    持續想著這份理想工作，根據它來評估你目前的長處與缺點，你需要做出哪些改進？這一步需要外人提供的意見，因此和你的經理或同儕談談，徵詢他們的意見。最後，你要如何獲得這份理想工作？你需要哪些訓練？需要什麼工作經驗？


    順便一提的是，如果你的結論是目前的工作就是理想工作，那代表你想得不夠遠大，再重做一次，思考一份遠大、對你具有挑戰性、但不是貪心的理想工作。


    依循這些步驟應該會有用。如果你不依循這些步驟來規劃你的職業生涯，你很可能會證明美國職棒知名捕手暨教練尤吉．貝拉（Yogi Berra）說的話：「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往何處去，就得當心了，因為你很可能無法到達那裡。」[26]


    
      


    


    擅長統計學的人是新時代的贏家


    統計學很迷人，網際網路世紀最有魅力的工作會涉及統計學，因此好好學習這門學科，別只是耽溺於技客的幻想世界裡。Google經濟學家哈爾．韋瑞安強調人們在愈來愈便宜的互補領域發展專長，這一點永遠都是個好主意，而且資料和處理資料的電腦運算絕對是愈來愈便宜。我們身處在大數據時代，需要統計學家對大數據理出頭緒和道理。在資料開放、民主化的時代，能把資料分析工作做得很好的人將是贏家。資料是21世紀的一把利刃，很會耍刀的人就是允文允武的武士（uruwashii）[27]，所以要磨銳這把刀，開始學統計。


    我們好像聽到一些人在咕噥：「可是，我不是搞數字的人啊！」別擔心，還是有希望的。問問題和解讀答案的技巧，其重要性並不亞於提出答案本身，不論你做哪一行，學習如何正確解讀資料，如何正確使用資料，可以幫助你做出更好的決策。學習如何向那些擅長數字的人詢問好問題，學習如何善加使用他們做出的回答。縱使你不是擅長數字的人，你也可以學習如何使用數字，使自己變得更精明。


    
      


    


    想成為數一數二的專家，要靠閱讀


    多數組織擁有豐富的書面資訊檔案，從中找出最好的資訊，閱讀它們。在Google，我們總是叫那些來找我們尋求建議者去仔細閱讀Google2004年公開上市說明書中那封〈來自創辦人的信〉，以及施密特和佩吉陸續寫的內部策略備忘錄。這些文件對我們的價值觀和策略做出最清楚、最簡明扼要的解釋，但很多人忙到沒時間閱讀它們。別犯這種錯誤。


    不要只閱讀公司內部的文件，網路上有很多文字資訊，這其中雖有很多胡說八道或廢話，但也有很多好內容。使用你可以取得的工具去瀏覽有益的網站，閱讀你敬重的作者所寫的文字。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交流圈，相互交換書籍和文章。想在一個領域成為名列前茅的專家，最好、最容易的一個途徑是擁有這個領域的更多知識，想做到這點，最好的方法就是閱讀。有人總是會說他們沒有時間閱讀，其實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是他們沒有把學習及了解他們的事業列為優先要務。你可知道誰對自己的事業閱讀很多資訊？公司執行長們。所以，請效法執行長，多閱讀。


    
      


    


    做好你的「電梯內簡報推銷」


    假設你在走廊上遇到經理的經理（例如：執行長），他問你現在正研究什麼，你如何回答？這不是寒暄式的隨口問問，試試看，你會如何回答，給你30秒。


    哎喲，聽起來不太好哦，你顯然沒有好好練習你的「電梯內簡報推銷」，你需要改進。你的簡報應該解釋你目前在研究什麼，這東西背後的技術洞見，你將如何評量你是否成功（尤其是在帶給顧客什麼好處），或許還加上說明它在大趨勢或整個市場中的地位。你應該搞清楚這些東西，並且好好練習，一旦碰上「電梯內簡報推銷」時，你才能把它說得具有說服力。


    找工作的人也應該準備「電梯內簡報推銷」，內容不應該是你的履歷表精簡版，應該要凸顯履歷表上最有趣的部分，再加上你想做什麼，以及你認為自己可以帶來什麼影響，也就是能對顧客和公司帶來什麼好處。你能說出哪些其他人說不出來的東西？


    
      


    


    出國獲得好見識


    不論規模與領域，商業永遠朝全球化發展，反觀人卻是生來就有國家、地域性，所以不論身處什麼地方或來自哪裡，只要有機會，就應該走出去，去別的地方生活與工作。如果你任職在一家大公司，尋求派駐到其他國家，你的經理人會因此喜歡你，你也將因此變成更重要的員工。


    如果沒有前往海外工作的機會，那就去海外旅行，在海外，別忘了從顧客的角度來看世界。如果你從事零售業，去1、2間零售商店逛逛；如果你從事媒體業，拿份報紙來讀讀，或是打開當地電台。出差或旅遊海外，光是從機場到下榻旅館途中和計程車司機聊天，往往就能獲得好見識，要是那些計程車司機知道他們對一些公司的全球事業策略有多大的影響力，不知他們會有什麼感想！


    
      


    


    結合熱情與貢獻


    以下這句話來自我們的前同事雪柔．桑德柏格[28]：「人生最頂級的奢侈就是能結合熱情與貢獻，它也是通往快樂的明確途徑。」桑德柏格這句話真是再正確不過了，如果你只是「喜歡」自己從事的工作，而不是「熱愛」它，你就無法取得應有的成就。這或許是陳腔濫調，但是卻非常正確。桑德柏格說，結合熱情與貢獻是一種奢侈，這句話也沒錯：這種組合不是昂貴，就是很稀有。許多人甚至不知道這種組合是什麼，（有多少人在展開職業生涯之初就真的知道自己的熱情所在？）也有很多人負擔不起這種奢侈。（你可能喜歡園藝工作，但這世界喜愛工程師，你的配偶和小孩喜愛固定收入。）


    正因此，我們把這一點列在這篇職業生涯論的最後。找到你的熱情所在不見得很容易，也許在展開職業生涯之初找到一份工作你就已經很高興了，遑論熱情。隨著職業生涯的推進，你可能會發現這不是自己期望的火箭發射船，或者你的「熱情與貢獻」對等式的兩端還沒固定。


    你可以放下一切，從頭開始，「嗨，親愛的……，好，……。噢，順便說一下，我辭掉工作了，在蒙大拿州買了一塊牧場……，親愛的？」


    或者，你可以採行更審慎的途徑，調整你的跑道，把你的「5年後理想工作」變成更接近你的「夢想工作」，但在目前的發展途徑上可以做到。我們目睹過這種訂定正確目標的簡單之舉改變人們的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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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她玫瑰花和一個謎題，玫瑰花是想激起她對這個從未謀面的傢伙的好奇心，謎題是為了研判她聰不聰明。她是聰明，但仍然和羅森柏格約會去了。[image: 返回]


    	羅森柏格在2000 年2月收到Google開出的聘用條件，因為種種理由，沒有一項條件接近羅森柏格的期望，於是他婉拒了。兩年後的2002年2月，施密特再開出另一個聘用條件，羅森柏格接受了。[image: 返回]


    	還記得「吸引－選擇－摩擦」（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簡稱ASA）模式嗎？這是ASA模式中的第一個A：優秀人才會吸引其他優秀人才，形成良性循環，建立優秀文化。參見Benjamin Schneider, The People Make the Place （Personnel Psychology, September 1987）。[image: 返回]


    	瑪麗莎．梅伊爾還是史丹佛大學學生時，在電腦系大樓張貼的一則人才招募傳單上看到這句話，留下深刻印象。後來，她把這句話帶到Google。[image: 返回]


    	Google在2009年推出天空地圖，並於2012年把程式變成開放原始碼。[image: 返回]


    	引自"IT Growth and Global Change: A Conversation with Ray Kurzweil" （McKinsey Quarterly, January 2011）。[image: 返回]


    	很多箴言都被歸為出自亨利．福特，我們無法確定他真的有說這句話。[image: 返回]


    	至少，在談到非學術界人士時她使用這個名詞。她在她的研究中描繪這種人具有智力、個性或其他正面特質的「增進觀」（incremental theory，譯註：增進觀與本質觀﹝entity theory﹞相反，增進觀認為智力及其他正面特質不是固定不變的，可以經由學習而成長）。若想對此有進一步了解，可閱讀德魏克的著作：Carol S. Dweck, 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Random House, 2006）。[image: 返回]


    	Elaine S. Elliot and Carol S. Dweck, "Goals: An Approach to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54, Number 1, January 1988）, Pages 5-12。[image: 返回]


    	德魏克在其開創性研究中解釋不同的心態如何影響小孩的積極和實際學習，參見Carol S. Dweck, "Motivational Processes Affecting Lear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ume 41, Number 10, October 1986）。還有一個和學習型動物相關的特質，它是熱忱和堅持不懈的總合，心理學家稱之為「堅毅」（grit）。心理學家安琪拉．杜沃斯（Angela Duckworth）和同事的研究發現，較堅毅的人在挫敗和誘惑中比較有意願堅持到底，繼續朝長期目標前進，例如取得大學文憑、在全國拼字比賽（National Spelling Bee）取得好名次，以及成功通過西點軍校的「野獸營」（Beast Barracks）訓練。參見Angela L. Duckworth, Christopher Peterson, Michael D. Matthews, and Dennis R. Kelly, "Grit: Perseverance and Passion for Long-Term Go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92, Number 6, June 2007）。[image: 返回]


    	這句話出現於愛因斯坦在1952年3月11日寫給其傳記作者卡爾．席利格（Carl Seelig）的信中。參見The Expanded Quotable Einstein中的愛因斯坦檔案39-013（Princenton, 2000）。[image: 返回]


    	也許可以從學習一些基本文法做起。[image: 返回]


    	2011年4月20日，施密特在Google的臺上訪問蒂娜菲時，蒂娜菲說了這句話。[image: 返回]


    	我們不考慮博格人（Borg），因為他們老是在同化其他人，無助於增進多樣性。[image: 返回]


    	事實上，已經有學者嘗試研究員工多樣化的價值，例如，社會學家塞德利．賀林（Cedric Herring）研究發現，員工的種族多樣化有助於提高營收、增加顧客、提高市場占有率與創造更多的相關獲利。他也發現，性別多樣化和上述一些財務績效指標有正相關。參見Cedric Herring, "Does Diversity Pay?: Race, Gender, and the Business Case for Divers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ume 74, Number 2, April 2009）。不過也有學者指出，多樣性會導致同仁之間的歧見爭執，但根據我們的經驗，歧見是好事，通常有助於導出思慮更周延的決策。[image: 返回]


    	說的比做的容易，所以Google會訓練員工覺察他們的無意識偏見。關於這種無意識的傾向，參見Anthony G. Greenwald and Mahzarin R. Banaji,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Attitudes, Self-Esteem, and Stereotype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ume 102, Number 1, January 1995）。[image: 返回]


    	Java、C、Python、Go全都是程式語言的名稱。[image: 返回]


    	Tracy Kidder, 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 （Little Brown, 1981, Page 59）。[image: 返回]


    	Somini Sengupta, Nicole Perlroth, and Jenna Wortham, "Behind Instagram's Success, Networking the Old Way"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2012）。[image: 返回]


    	第一次秤重時，取出4枚硬幣，把剩下的8枚分均成兩堆（一堆四枚），如果這兩堆硬幣重量相同，代表偽幣在你先前取出的第三堆裡。如果是這樣的話，從你剛才秤過的那8枚硬幣中取出2枚，從還沒秤過的那4枚中取出2枚，做第二次秤重，如果重量相同，代表還沒秤過的2枚硬幣當中有1枚是偽幣；如果重量不同，代表偽幣在你第二次秤中的那2枚硬幣當中。第三次秤重時，從內含偽幣的2枚硬幣當中挑出一枚，拿來和已經驗證是真的硬幣比較，如果重量相同，那留在桌上那枚硬幣就是偽幣；如果重量不同，你挑出來秤重的硬幣就是偽幣。


    這是比較容易的情境，較困難的情境是當第一次秤重就得出不平衡的結果時，接下來該怎麼做？你來解答。


    我們喜歡出類似這樣的問題，有兩個原因：第一，你可以看出誰能聰明解析一個複雜問題（不論他們是否得出答案）；第二，你可以看出他們是否享受這個過程。[image: 返回]


    	經濟學家通常以「錦標賽理論」（Tournament Theory）來解釋這種現象，他們首先觀察到，在許多領域，競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勝利者贏得特別高額的獎金。錦標賽理論最早由經濟學家愛德華．拉齊爾（Edward Lazear）和薛溫．羅森（Sherwin Rosen）提出，參見Edward Lazear and Sherwin Rosen,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89, Number 5, October 1981）。[image: 返回]


    	我們和經濟學家一樣，對平等主義的薪酬制感到不解。在這種制度下，做出巨大貢獻的人獲得的獎酬與其他人相差不大，這種不分功勞、獎酬相近的制度不啻獎勵努力程度比較低的人，打擊表現最好的人的士氣，不是嗎？關於這個問題的學術討論，參見George P. Baker, Michael C. Jensen, and Kevin J. Murphy, "Compensation and Incentives: Practice vs. Theory" （Journal of Finance, July 1988）。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薪酬差距大對團隊士氣可能有負面影響，可能降低團隊生產力，例子請見David I. Levine, "Cohesiveness, Productivity, and Wage Disper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ume 15, Number 2, March 1991）。但我們認為值得做出這種取捨：根據我們的經驗，讓績效最好的人做出優異表現的價值遠大於某些人認為不公平而導致的團隊問題。最重要的是，員工為同事的優異表現感到高興，激發他們本身也努力追求優異表現，希望自己也能獲得相近的薪酬。[image: 返回]


    	Reid Hoffman, Ben Casnocha, and Chris Yeh, "Tours of Duty: The New Employer-Employee Compac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ne 2013）。[image: 返回]


    	Evelyn Rusli, "A King of Connections Is Tech's Go-To Gu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2011）。[image: 返回]


    	Tome Lehrer, "We Will All Go Together When We Go" （An Evening Wasted with Tom Lehrer, Marathon Media, 2010）。[image: 返回]


    	Yogi Berra, The Yogi Book: I Really Don't Say Everyting I Said! （Workman Publishing, 1998）, Page 102。[image: 返回]


    	uruwashii的漢字為「斌」，由文和武構成，指的是文武雙全的日本武士。[image: 返回]


    	節錄自雪柔．桑德柏格2011年5月17日在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內容。[image: 返回]

  


  決策共識的真義


  2009年12月，我們得知Google遭到駭客攻擊。Google遭攻擊並不是什麼不尋常的事，事實上這種事幾乎天天都有。不過這次不同，攻擊的複雜程度前所未見，攻擊的目的也是。某個罪犯（或很可能的是一群罪犯）找到方法進入Google的伺服器。在此之前，絕大多數攻擊我們的壞傢伙是要破壞Google的服務，令我們停擺，或是令使用者更難連到我們的網站。但這一次，這些壞傢伙想竊取Google的機密資訊。


  布林立即著手攔阻攻擊，追查罪犯與他們的入侵方法。他在幾小時內召集所能找到最精明的電腦安全性專家，組成一支團隊，他們在靠近Google總部的一棟單調建築物內聚集起來。接下來幾星期，這個團隊建立起一套系統，可以觀看攻擊行動過程，他們看到的情形令人不寒而慄。這些駭客不僅竊取智慧財產，還試圖進入Gmail帳戶，包括人權人士的帳戶。這些駭客來自全球經濟成長最快速的一個國家：中國。


  大約5年半前的2004年，Google開始進入中國市場。從商業角度來看，進入中國市場是一個沒有爭議性的決策，中國是個龐大市場，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當時有數千萬個網際網路使用者（現在有好幾億），而且經濟成長非常快速。在地的競爭者百度已經在搜尋領域建立強大的市場占有率，雅虎也在壯大中。佩吉和布林造訪中國，他們對中國的創新和活力留下很深刻印象，他們總是想把舉世最優秀的工程師全部網羅進來。中國有很多這樣的工程師。[1]


  商業指標全都顯示進入中國市場是一個必然得分的決策，但是「賺錢不必為惡」的指標對這個決策投下問號。資訊不能在中國的網際網路上自由流通，我們的親身經驗知道這點：多數時候，中國民眾可以進入我們的美國網站Google.com，取得未經編輯過的搜尋結果（英文版）；但有時候，來自中國的流量會突然變成零，在中國試圖進入Google.com網站的人會被導入百度網站（與過濾後的搜尋結果）。在中國設立一個在地網站對中國民眾有益嗎？在中國，我們得遵從當地管制，這會不會使得我們變成中國政府審查制度的共犯，違背公司核心文化和價值觀？變成一個中國當地的企業，能不能讓我們有機會改善資訊取得，在中國其他的搜尋服務供應商不當及不透明化運作中，照出一條明路？


  打從一開始，布林就站在「不進入中國市場」陣營。他們家在他孩提時期從蘇聯移民美國，他親身經驗過共產黨政權，不想以任何方式支持共產黨政權。但施密特的許多幕僚不認同，商業因素加上改變中國資訊環境的期望，使得天平傾向支持進入中國市場這一方。Google當時的亞洲區營運副總蘇克辛德．卡西迪（Sukhinder Singh Cassidy）快速行動，幾個月就設立Google中國分部。我們在北京設立一個辦事處，勉強遵守中國的審查制度，但改了一點方法：當搜尋結果被封鎖時，我們會告知使用者。使用者無法取得被封鎖的資訊，但最起碼我們告知他們，審查制度影響他們的搜尋結果。[2]


  有件事令我們驚訝。我們收到的許多審查要求，意圖是要封鎖連結至並未違反任何明確法令的內容。有時候，這種要求是企圖減輕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口角（一個政府機關查禁另一個政府機關的公開言論），或是封鎖被放到網路上的醜聞。舉例而言，有謠言開始流傳，中國中央電視台新建的北京總部外型是根據相當猥褻的意象設計。於是，我們收到並遵從來自中國當局的要求，封鎖種種相關的搜尋，包括中央電視台、生殖器、色情笑話等等。（所有剛剛在Google上搜尋這些關鍵字的人：（1）你很可恥；（2）我們希望你不是在工作中進行這些搜尋！）


  我們在2006年1月推出在地Google網站Google.cn，使用設在中國的伺服器，幾個月後，施密特前往北京推銷這個網站。一次記者訪談，他坐的位置背牆正好有一幅毛澤東和胡志明的鑲框照片（見圖4-1）。本來就已經對Google進入中國市場懷有正反矛盾心理的美國媒體看到這張照片，便抓住此機會窮追猛打。所幸，在這不吉祥的開端之後，情況發展得很順利，我們的在地工程師幫助把產品改善得更好，2006年至2009年間，Google中國網站的流量和營收穩定成長。


  
    [image: p190]圖4-1 施密特接受記者訪談。
  


  但是，2009年12月的駭客攻擊使所有進展突然陷入危險。施密特向來相信進入中國市場不僅是正確的商業決策，也是正確的道德決策。布林一直都站在不同意的立場，佩吉則是站在施密特這邊。但是，這次的駭客攻擊使佩吉改變心意，他告訴施密特，我們目睹的是邪惡行為，這種行為不會停止，而且，騷擾實際上很可能會變本加厲。施密特同意這個看法，但他沒料到，Google最終竟然會以自我驅逐的方式退出中國。兩位創辦人現在堅定反對Google.cn網站的搜尋結果被中國當局審查。


  對領導人來說，當困難的事開始時，就是必須做出決策的時刻；「困難」（tough）這個字後面經常跟著「決策」（decision）不是沒有原因的（近幾十年，「tough」後面也常出現「love」，不過這種政策的實行超出本書內容範圍。譯註：tough love是嚴厲的愛，因為出於愛而嚴格管教）。Google決定退出中國，彰顯出我們的決策和流程運作。制定策略、招募合適人才、建立獨特的公司文化，這些是所有企業和企業領導人的重要工作，也是做決策的先決要件。


  不同的機構根據組織層級架構而有不同的決策方法。海軍陸戰隊的由上而下的決策方法很簡單：某個人下令攻下這座山，所有人開始行動，攻下山頭；「該死的，這裡只有一個指揮，你們全都背起裝備，開始行動！」多數大企業充滿繁文縟節，需要歷經很多分析工作後才能決定什麼是最佳行動，它們真的取得所需的全部資料嗎？有分析師分析這些資料嗎？它們計算預估營收和稅前息前折舊攤銷前獲利（EBITDA）了嗎？[3] 幾個星期過去了，季節更替，那個山頭依舊還沒攻下來，「下一季吧，那座山絕對是我們挑戰的一個目標」。在採取開明作風的新創公司，執行長聲稱是為了員工而採取共識決，人人都可以表達意見，於是出現合議、審慎的辯論，沒完沒了，「各位智者，大家先冷靜放鬆，去喝杯卡布奇諾，半小時後回來這裡，繼續討論。」


  到底哪一種方法正確？由上而下發號施令的海軍陸戰隊？繁文縟節的大企業？開明的新創公司？在網際網路世紀，商業情勢變化急劇，需要快速決策，從這個角度來看，海軍陸戰隊的方法勝出；顧客的要求更高，資訊更靈通，競爭愈趨激烈，企業的決策必須盡可能有根據，從這個角度來看，大企業的方法或許更有道理；有一群智慧創做者組成的團隊，人人都有意見，新創公司的開明方法不無道理。所以，它們全都對，但也全都錯。


  正確答案是：在做決策時，你不能只聚焦在做出正確決策。達成決策的流程，做出決策的時間點，以及決策的執行，這些和決策本身一樣重要，疏忽這其中一個都可能會造成不利的結果。此外，要做的決策不是只有一個，永遠都有另一個得做的決策，因此，執行不當的決策流程很可能連帶影響到其他決策。


  2009年12月，布林和他召集的團隊繼續調查那樁駭客攻擊事件，施密特知道現在得做出公司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項決策。雖然，他相信繼續留在中國市場對公司最有利，但他也知道，兩位創辦人現在不同意他的觀點，他們不再認為Google有助於改變中國政府的審查運作，他們不想再以任何形式參與這種審查。施密特知道很難改變他們的心意，因此他轉移焦點，為公司做出最佳決策並不是唯一重要的事，還要指揮流程，使公司以最好的方式達成這個決策。因為公司還會出現其他危機，需要做出其他重要決策，他的幕僚和全公司的大批智慧創做者全會注意並學習公司這次做出決策的方式。由於施密特很有把握地肯定自己不會認同這次的決策結果，因此這次的決策流程格外具有挑戰性。


  布林與調查團隊在2010年1月初確定駭客攻擊的源頭和規模，情況非常糟糕。這些駭客不僅試圖竊取原始碼，也意圖盜用幾名中國政治異議人士的Gmail帳號。布林認為必須非常快速公布這次的攻擊行動，以及Google的因應方式。針對這點，公司內部鮮有異議。在1月第一週施密特的行政會議上，布林強烈主張要回應這次駭客攻擊，我們應該終止繼續遵守中國政府的審查政策。他要求我們停止過濾Google.cn網站的搜尋結果，就算這會招致中國政府關閉這個網站，致使我們在這個市場上辛苦獲得的進展付諸東流也在所不惜。布林在會議中站著陳述他的主張，通常，只有在他穿著直排輪溜冰鞋時才會在會議中站著。施密特那天出差，透過視訊會議參與，他請他的團隊考慮所有資料，在下次會議時提出公司該站在什麼立場，並為這個立場做出辯護。


  由於情勢急迫，施密特在接下來的星期天（2010年1月10日）下午4點召開下一場團隊行政會議。布林首先花超過1小時說明事件的技術細節，接著重申前一次會議中提出的立場：我們應該停止過濾Google.cn網站的搜尋結果。施密特知道佩吉站在布林那一邊，這意味的是，決策其實已經決定。但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的所有團隊成員聽到決策，並且做出表決。必須促使所有人團結一致，支持這項決策，不論他們原先站在哪一邊。因此，會議繼續開了幾個小時，我們檢視所有事實，進行冗長、有時還很激烈的討論。最後，施密特喊出表決，會議室裡的觀點明顯支持布林，其實並不需要表決了，但施密特認為，讓每個人有機會記錄下自己的立場，這一點很重要。有些人同意施密特的觀點，退出中國等同於在接下來100年不參與這個市場；但多數人認同布林的觀點，中國政府遲早會改變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現在的模式無法持久，因此將來總有一天，Google會重返這個市場。


  筋疲力盡的團隊在晚上9點左右做出最後決定：Google不會立即全面退出中國，我們將盡可能透明地公布這次駭客攻擊事件。就我們所知，在受到影響的公司當中，Google是唯一公布細節的公司。我們也決定要宣布停止過濾Google.cn網站的搜尋結果，但我們不會立刻做出這項改變，如同我們的首席律師大衛．杜魯蒙（David Drummond）在部落格張貼這個決定的文中所言，我們將給自己一些緩衝時間：「和中國政府討論我們是否可以在法令之內運作不經過濾的搜尋引擎」。隔天，星期一，施密特和董事會討論這個決策；星期二，2010年1月12日，我們對外宣布。


  公開宣布的當天早上，我們的北京辦事處接到中國官員幾通電話，詢問這是不是在開玩笑，其中一位官員說，沒有任何一家公司會這麼做，大家都是靜悄悄地離開中國。


  我們不想靜悄悄地離開，這是公開的最後通牒，施密特很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繼續和中國官員商討，看看能否找出既符合我們公開的立場、又符合中國法令的解決方法，但這個努力終告失敗，Google不願在公開立場上讓步，中國不願取消審查制。因此，一如預期，我們在3月採取預定行動，關閉Google.cn的搜尋功能，使用這個網頁執行搜尋的使用者被導向我們在香港的網站Google.com.hk。從那時起，Google的搜尋結果被中國的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 of China）封鎖，我們的流量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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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月15日的全員會議中，中國議題是討論重心，布林與他帶領的安全性調查團隊詳細說明情形，回顧經營管理團隊做出這個決策的過程。不過，在布林開始發言前，Google人起立對整個高階主管團隊給予又長又熱烈的鼓掌。Google中國員工的反應當然是非常不同，他們擔心自己的飯碗，甚至擔心人身安全。工程主管艾倫．尤斯塔斯（Alan Eustace）和多名派駐中國的團隊成員銜命重振中國員工的士氣，確保Google的中國團隊在這動盪期間安全、投入且持續成功。結果，這個中國市場決策贏得全球Google人的廣大好評和支持，做出這個決策的審慎流程也再次昭示在做出所有困難決策時應該遵循的一套原則。


  根據資料做決策


  網際網路世紀最大的一項變革性發展是幾乎每一個事業經營層面都可以量化。以往根據主觀意見和軼事證據做出的決策，如今已改為主要根據資料來做決策。企業喜歡我們蒐集的匿名加總手機訊號，即時提供正確的流量數據。數千個感應器監視著倫敦的水管管線，使漏水情況減少25％。[4] 牧場經營者在牛隻上植入感應晶片，傳送牠們的健康和所在位置資訊；每頭母牛每年傳送約200 MB的資料，[5] 讓牧農能夠微調餵食內容、何時餵食、餵食量；這是牛群的改變清單！


  美國哲學家暨作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說：「當問題被清楚陳述時，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半。」[6] 杜威的一生橫跨19世紀後半期和20世紀前半期（譯註：杜威生於1859年，逝世於1952年），他清楚描述問題通常包含軼事和意見。但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教授雷蒙．沃芬格（Raymond Wolfinger）說：「兩個以上的軼事就是資料」[7] 我們對這句話的詮釋是：如果你沒有資料，你就無法做出決定。（沃芬格接著指出，「資料」的英文data，單數是datum，然後他就下課了，因為他有date［約會］。）


  這也是Google多數會議室有兩部投影機的原因，一部用於和其他辦公室進行視訊會議或呈現會議紀錄，另一部用來呈現資料。在討論選項和意見時，我們首先提出資料，我們不打算用「我認為……」的陳述來說服其他人，我們用「讓我展示資料給你看」來說服其他人。


  以資料為根據的傾向非常有助於遏止PowerPoint投影片令人昏睡的症候群。你是否常出席這樣的會議：最初的十幾張投影片充滿文字，簡報人站在那裡複述這些文字？在會議中說明想法的人，不該靠投影片來說明，投影片應該是用來輔助與佐證，不該被用來主持會議或展示論點。投影片應該只有資料，讓所有人看到相同的事實。如果資料錯誤或無關緊要，你不能用花俏的投影片來修補它。知名的資料報告與視覺化權威愛德華．塔夫特（Edward Tufte）倡導用更少的投影片來呈現更多資料：「通常，當有相關資訊並陳在旁邊時，視覺推理運作得更有成效，這些資訊愈詳盡，釐清和了解程度愈高。」[8]


  不用說（但實際情形通常不然，因此我們在此提出來），最了解資料的是最靠近議題的人，這些人通常不是管理階層。身為領導人，最好別在你不了解的細節中迷失，應該信賴你的智慧創做者部屬去幫你了解。舉例而言，在做財務決策時，別去擔心企管碩士班的作業基礎成本制度（activity-based costing，簡稱ABC）、美國會計師（CPA）的稅前息前折舊攤銷前獲利（EBITDA）、美國存託憑證（ADRs）、1000次曝光收益（revenue per thousand impressions，譯註：簡稱RPM，預估1000次廣告曝光可獲得的收益），只要聚焦在重要項目，通常是現金和營收。（施密特常在財務討論中說一句箴言：「營收解決所有已知的問題。」）這項原則也適用在技術和產品性質的決策。施密特有次和Google的事業夥伴公司執行長開會，這些高級主管辯論一些技術性議題，但辯論得很糟，坐在角落靜靜聆聽的一位Google年輕員工走上前來，提出一些資料，釐清Google的論點。在會議室的所有高階主管中，這名位階最低的年輕女性顯然是最清楚資訊的一個，也因為她最了解事實，她的論點最終勝出。


  提防表面上的點頭同意


  你可能熟悉棒球隊在比賽時贈送給觀眾的點頭娃娃（bobblehead dolls），羅森柏格的辦公室擺了一個舊金山巨人隊捕手巴斯特．波西（Buster Posey）的點頭娃娃。[9] 但你可能不知道，點頭娃娃也盛行在會議室裡，他們坐在會議桌邊，以幾乎一致的律動點頭。現任美國線上公司執行長、前Google廣告業務副總提姆．阿姆斯壯（Tim Armstrong）稱這種現象為「點頭娃娃點點頭」（bobblehead yes）；施密特擔任網威執行長時，稱這個現象為「網威點點頭」（Novell nod）。點頭同意的點頭娃娃跟典型的應聲蟲（yes-man）不同，點頭娃娃有種令人討厭的習慣，就是出了會議室，他們就開始發牢騷和嘀咕，不做或不支持他們剛才點頭同意的事。點頭娃娃巴斯特．波西絕對不會做這種事。


  會議中人人點頭，並非代表大家都真的同意，只不過是有一群點頭娃娃而已。許多領導人致力達成共識決，但他們根本誤解共識的真義。在此向未學過拉丁文的人釋義：共識的英文「consensus」源於拉丁文「cum」（意指「一起」），以及「sentire」（意指「思考」或「感覺」），這兩個字合起來的意思就是「一起思考或感覺」，並沒有「一致同意」的含義。因此，共識的英文「consensus」並非指大家意見一致，而是大家一起為公司想出最好的點子，並以這個點子為核心團結一致。


  為了達成這個最佳點子，就需要異議。在公開坦誠的場合下，大家必須辯論不同的意見，因為唯有開誠布公地辯論完「所有」可能的選擇之後，才有可能使大家接受和支持最終決定。否則，大家點了頭，出了會議室，就只會做自己想做的。因此，為了達成真正的共識，你需要有人提出異議。如果你是領導人，不要在過程的一開始就表明自己的立場，你的工作是確保不論什麼部門的角色，每個人的聲音都能被聽見。如果領導人一開始就表明自己的立場，就更難聽到大家的意見了。


  巴頓將軍（General Patton）有句名言說：「如果所有人的想法相同，就代表有人沒在思考。」[10] 如果你招募到好人才，那麼好消息就是：你的團隊一定常有意見爭論，因為有很多人在用腦袋思考。智慧創做者，尤其是層級最高的人，應該而且通常都會把自己想成是企業主，而非只是自己所屬領域的領導人，因此他們應該會有意見，他們的意見很可能都是寶貴的洞見，縱使不是他們所屬領域的決策亦然。請鼓勵這種現象，因為這有助於促使團隊變得更團結，更支持最終決策。


  使用資料有助於促進所有人參與，因為大家以資料為根據來表達意見，就不會有針對個人之嫌。[11] 特別留意那些靜默的人，點名尚未表達意見的人發表看法，他們可能有異議，但不敢公開表達（但你必須幫助他們克服這種畏懼），或者他們是害羞但非常聰明的人。又或者，他們真的沒有意見，若是如此，這些人可能一開始就不該出席這次會議。你可以考慮使用一種方法，拋出幾個「愚蠢無關緊要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全都應該把鹽酸潑在自己身上，各位認為如何？」），讓人們試試和上司的意見相左的情況。盡你所能地在這過程一開始就讓所有潛在異議浮出檯面，因為對於那些到了決策流程的後面階段才出現的異議，大家會很自然地（且合理地）傾向否決。[12]


  在所有人都表達意見後，會有爭論自然會發生，人人都可以參與決策流程，讓意見被聽見。一個適當的共識導向流程需要以下要素：包容（讓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合作（目標是為整個團體做出最佳決定，有時必須犧牲少數人或個人）；平等（團隊的每一個人都有價值，可以至少暫時展現反對者的行為）。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以產生解決方案為導向的流程：正確決策應該是最佳決策，而非人人都贊同的決策，也並不一定是領導者提出的解決方案，這也就是已故美國知名籃球教練約翰．伍登（John Wooden）所說的：「關注在找到最佳方法，而不是有你自己的方法。」[13]


  知道何時該搖鈴突破僵局


  這種歧見爭議模式的討論，唯有在透過一位決策者掌控截止時間時才能奏效，並且突破僵局。很多時候，資料太多，或是資料沒有確切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辯論好幾個小時，在耗損無數時間之下，往往可能以平庸的折衷方案終結，也總是導致犧牲代價高的機會成本，因為比起對一個決定一改再改，智慧創做者總是有更好、更有價值的事情可做。到了一個程度，更多的分析不會再得到更好的決策，因此決策者最重要的職責是：訂定一個截止時間，執行流程，堅持截止時間。這就像課堂與課堂之間的休息時間，小孩在操場玩，必須有鐘聲響起，讓他們知道停止玩耍，返回教室，否則，他們將會一直玩下去（期望員工較懂得節制，不會那麼貪玩吊單槓）。決策者必須決定可以辯論多久，然後搖鈴。[14]


  我們的教練與良師益友比爾．坎貝爾告訴我們一個故事，他接掌財捷軟體公司執行長後不久，聽到一個重要的產品決策遲遲未能定案。負責這個產品的主管蒐集很多資料，但這些數字找不出確切的結論，於是他下令再做更多研究。當新的資料仍然幫不上忙時，他又要求再取得更多資料。坎貝爾得知這件事，下令停止這種猶豫不決，他告訴這名主管：「採取行動，就算會做錯，也別再拖了。」


  湯姆．畢德士在《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中稱坎貝爾在這個情況下的態度是「偏重行動」（bias for action），並說這是他研究卓越公司的一個普遍特質。[15] 許多設計師也相信，偏重行動是一股正向積極的力量，它簡直可以是史丹佛大學設計學院所說的：「不折不扣的設計思維心態。」（史丹佛大學設計學院就是d.school，會取這個名字是因為他們嫌「design school」這個名稱的設計性不足。）[16] 這個學院倡導動手做、在嘗試與錯誤中摸索的方法：如果你不確定這個方法是否正確，你可以採取的最佳之道就是試試看，再修正方向。[17]


  但是，一些行為經濟學家認為，偏重行動可能有害，因為這種心態可能導致輕率、思慮欠周的決策。我們認同確實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形。舉例而言，對於協商交涉，施密特的「PIA」原則或許有助於產生最佳結果：有耐心（patience）、資訊（information）、選擇（alternatives）。其中，耐心尤其重要，在決定採行的行動之前要儘量等待。這個原則也適用在商業以外領域（或者應該說「情況」）：在足球賽中，門將面對12碼罰球時，如果在對手踢球的瞬間定靜專注，成功撲救率比事先猜測對手會踢往什麼方向、並往那個方向撲救的成功率高出一倍。[18] 門將可以仿效飛行員，飛行員受到的訓練是，遇上緊急狀況，不要立即做出行動，應先鎮定，用點時間評估及判斷狀況，才決定如何做。


  因此，決策者的職責是把時間控制得宜，當更多的辯論和分析已經不再增添益處時喊停，開始偏重行動，要團隊做出最終決策，並在這個決策上團結一致。但不要被急迫感給綁架，在最後一刻之前仍要保留彈性。


  避免做太多決策


  施密特接掌Google執行長時，深知創辦人在外延聘執行長後出現不合的情形屢見不鮮。通常，創辦人和執行長後來對一些公司經營理念有歧見，董事會支持其中一方，另一方就會離開。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賈伯斯在1983年聘用百事公司（Pepsi）總裁約翰．史庫利（John Sculley）接替他擔任蘋果公司執行長，兩人後來理念不合，董事會支持史庫利，在1985年開除賈伯斯。[19]


  為了避免類似的命運，施密特在進入Google時決定讓佩吉和布林執掌他們最擅長的事，他則是聚焦在快速打造公司所需要做的事，繼續有成效且有效率的經營。三頭執政的情境非常獨特，因此佩吉和布林在2004年Google上市公開說明書中的〈致股東的信〉對此做了詳細說明。事實上，釐清並列出三人負責的工作流程非常有助益。這封信中明載：「施密特聚焦在管理我們的副總和銷售組織，布林掌管工程和事業交易，佩吉聚焦在工程和產品管理」，三位領導人每天開會（施密特擔任執行長期間大部分都維持）。最重要的是，這封信中指出：「這種安排運作得很好，因為我們對彼此非常信賴與尊重，而且我們的思維大致相似。」


  大多數時候，三個人對重要議題的意見一致，這種模式運作得很好，但偶爾也會導致一些困難情況：當你有三位意志堅定的領導人時，他們有時會出現歧見爭論。每當發生這種情形時，施密特的化解流程與他的一般決策流程相似：指出問題，進行辯論（只有三個人做這個討論），訂定截止時間；他通常還會加上一個結果：讓創辦人做決定。


  當執行長（尤其是新任執行長）以經驗談來嘗試對創辦人領導的公司做出影響時，他們往往試圖做出太大的影響。執行長要抑制自負讓其他人做決策有點困難，但一定要做到。通常當到執行長這個職位就應該只做很少數的決策。產品的推出、事業購併、公眾政策問題等全都應該由執行長來定奪，或者在決策上發揮重量級的影響力。但除此之外，許多議題交給公司其他領導人決定其實不會有什麼問題，只有當你得知他們做出很不當的決策時才需要介入。因此，在公司栽培執行長或其他高階領導人時，很重要的一項技巧是知道哪些決策要自己來，哪些決策又應該放手交給他人。


  當你像施密特一樣，有兩位非常活躍、受尊崇、聰明的創辦人一起領導和經營公司時，這項技巧更為重要。舉例而言，在一場產品討論會上，施密特、布林和佩吉最後對新產品的一個重要功能有歧見。這場討論會的與會者大約20人，幾分鐘後，施密特中止爭論，那天下午，三個人另外開會。此時施密特才發現，不僅兩位創辦人的看法和他不同，他們兩人彼此的見解也不同，於是施密特表示他把這決策交給他們兩個，但最遲必須在隔天做出決定。第二天中午，施密特去他們兩個共用的43號大樓辦公室，詢問他們：「你們兩個誰贏了？」結果得到典型的回答：「哈，我們想出一個新點子。」結果，這是最佳解答，決策也敲定。


  天天開會


  身為智慧創做者的領導人，薄弱的職權力量會讓你感覺有些挫折。看看本章截至目前為止的敘述，就算你是一家公司的執行長，你也不能搥桌拍板主宰決策（嗯，你是可以這麼做，但如果這是你一貫的做法，很快就會失去大部分的智慧創做者）。事實上，你甚至還不應該做太多的決策。你必須分析資料，鼓勵大家辯論以達成共識，還必須有高明技巧，知道在正確的時機點停止辯論，並做出決定。這可能會令你有點嚮往很久很久以前，達斯．維德（Darth Vader，譯註：電影《星際大戰》中的黑武士）可以單方面用原力（The Force）掐碎其他人的喉嚨，摧毀一個星球。


  不過，領導人仍然能夠控管一個東西，那就是公司的行事曆。當面臨關鍵決策時，身為領導人的你可以使用召集開會的權力，經常召開會議，這具有真正的象徵價值。如果決策夠重要，就應該天天開會，這樣的會議頻率讓所有人知道這個決策的重要性。這麼做還有另一個簡單的好處：天天開會使你們每場會議可以花比較少的時間回顧前一場會議的討論內容，因為大家記憶猶新，這樣就有更多時間考慮新資料或意見。


  施密特在2002年使用這個方法獲得很好的成效，當時，Google和美國線上正洽談一樁合作交易，想成為這個熱門入口網站的搜尋和廣告引擎。這是一件困難的交易協商，施密特尤其擔心Google可能會因此造成財務負擔。美國線上平台上的一些廣告客戶還沒有使用Google打廣告，因此這筆合作交易有巨大的策略價值，可以把那些廣告客戶帶到我們的平台上。但是，施密特覺得，這樣的負擔對（當時）Google這麼一家小公司來說實在太大了。


  Google銷售部門主管歐米．寇迪斯坦尼（Omid Kordestani）是我們和美國線上交涉這樁交易的協商主將，美國線上在2001年初和時代華納（Time Warner）合併，急於想獲得這筆交易帶來的收入。施密特認為Google不應該接受美國線上開出的條件，寇迪斯坦尼也贊同，但佩吉和布林想要冒險，他們一向認為，極其大方的和合作夥伴分享營收最終會對公司有利（當他們表達這個觀點時，施密特心想：「是啊，但我們可能都先破產了！」）。公司的首席律師大衛．杜魯蒙贊同他們的觀點，董事會也是，董事們認為，萬一出現現金短缺，我們可以借錢過關。這一點出現歧見，團隊在會議上沒有取得明顯進展，施密特於是召集更多會議，並訂定截止日期，接下來6個星期，團隊每天在下午4點開會討論，在這段期間結束時，不論用哪種方式，都必須做出決定，完成和美國線上的交易協商。


  起初會議並沒有多少進展，但是每天重複相同爭論的單調乏味激發團隊更深入分析我們的廣告引擎績效資料，幾週下來的分析顯示，這樁交易並不如我們原本想像的風險那麼大。我們開始認知到公司可以負擔得起這樁交易，而且我們的分析沒錯。我們做了這筆交易，基本上是依照美國線上開出的條件，我們的績效超出交易合約上的所有保證。不過，在交涉協商的當時，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分析，我們透過嚴謹而密集的考慮所有細節流程，得出正確答案。這是個重要決策，當你在考慮攸關公司生存的決策時，你應該天天開會。


  記得說：你們兩邊都對！


  科技人常犯一個錯，總認為如果根據資料和明智的分析提出一個聰明、考慮周到的論點，人們就會改變他們的看法。其實不然。如果你想改變人們的行為，你不能只在論點上勝出，你必須感動他們的心，我們稱此為「歐普拉法則」（Oprah Winfrey rule）（優秀的政治人物總是如此操作，但歐普拉做得比任何人都好）。[20] 當公司是由智慧創做者和產品人員運作時，他們必須學習「歐普拉法則」，否則，他們雖然很容易做出明智決策，卻無法把決策執行得很好。


  有個簡單訣竅可以做好這一點。在結束辯論，做出沒有全部人支持的決策時，記得說這句話：「你們兩邊都對！」想讓人在心理上支持一個他們並不贊同的決策，必須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意見不僅被聽到了，也被認為有價值，「你們兩邊都對」這句話就是要表達這點。這句話告訴那些論點沒有獲勝的人，他們的論點有一些正確的部分，這給予一種情感上的支持，因為人都喜歡聽到別人說他們的論點正確。所幸，這通常是事實，在一群智慧創做者中，每一個人的論點裡都有正確的成分，一個優秀人才的觀點鮮少會完全、百分之百地錯誤。


  肯定論點沒有勝出的人，並清楚說明必須做什麼之後，決策者必須確保所有參與者做到下面其中一件事：雖然不贊同，但同意執行決策；或者，公開提高爭論。如果有人決定公開提高爭論，必須讓決策者知道他繼續反對的理由，以及他打算如何提高爭論到什麼層級。（「抱歉，我仍然不認為這是正確決策，因為……，我們去問問巴拉克的意見，如何？」）公開提高爭論是一個合理的選擇，也應該予以鼓勵，因為如果你不鼓勵，它還是會發生，但憎恨的情緒會更強烈。


  每場會議都需要主人


  決策的論壇幾乎都採取開會的形式，這可能是所有企業實務中除了神祕的聖誕老人以外最討人厭的一個。有人會抱怨會議多浪費時間。其實，「運作好」的會議很有助益，這是提出資料與意見、辯論議題與觀點、實際做出決策最有效率的方式。但是，請注意到我們特別凸顯「運作好」這幾個字，因為多數會議運作不好。我們大概不必告訴你這點：運作很差的會議是打擊士氣浪費時間的怪物。


  電腦科學家痛恨沒有效率，所以多年來，施密特發展出一套會議規則，我們發現這些規則相當有效。


  會議應該有一位決策者或主人。會議過程中的每一個時點必須有明確的決策者，也就是要為決策承擔最大風險的人。兩組位階相同的人開會通常不會產生一個好結果，因為兩組人最終會彼此折衷讓步，而不是做出困難卻最佳的決策。所以會議裡最好有一名位階較高的人擔任決策者。


  決策者應該親自做事。決策者應該召集會議，確保好開會內容，訂定開會目的，決定與會者，在至少24小時之前發送議程給即將與會的人（如果可能的話）。會議結束後48小時內，決策者（只能由決策者做這件事）應該摘要決策及工作事項，以電子郵件發送給至少每位與會者，以及任何需要知道這些決策與事項的人。


  縱使不是決策會議，例如資訊交流會議或解決方案腦力激盪會議，也應該有一位明確的會議主人。會議主人應該邀請與議題有關係的人員出席，有清楚的議程，事前做好必要的準備工作，並在會後立即傳送工作事項。


  會議不像政府機構，不必要的會議不需要開。任何會議都應該有目的，如果不能周詳定義目的，或是會議無法達成目的，或許就不應該召開。決策者必須認真思考：這個會議仍然有用嗎？這個會議的召開是否太頻繁或不夠頻繁？人們是否取得他們需要的資訊？


  會議規模應該控制在容易運作的範圍內。不要超過8人，最多10人（但我們非常不鼓勵）。應該讓每位與會者有表達意見的空間。如果有更多人需要知道會議結果，你要確保有個溝通流程可以傳達訊息，而不是邀請他們與會當觀察員，這將會降低會議品質，以及與會者暢所欲言的能力。


  出席會議並不是身分重要性的象徵。如果一場會議不需要你，請離開，或者更好的做法是，事前就婉拒與會。尤其是和顧客或事業夥伴的會議更應該使用這個原則。很多時候，我們和客戶或事業夥伴公司的一位高階主管走進會議室，原本應該是一場相當「私密」的會議，卻發現會議室裡坐滿人。如果客戶覺得需要讓全部成員與會，我們也無能為力，但我們這一邊則是儘量節制，愈少人與會愈好。


  守時很重要。準時開會，準時結束，預留足夠時間在結尾時總結會議結論與工作事項。如果會議比原先安排的時間更早達成目的，就提早結束。記住，我們都是人，安排讓與會人員有吃午餐和中間休息時段，尊重在不同時區工作的員工，此外，他們也想要有和家人相處的時間。這些禮貌與尊重太常被忘記，注意他們，將會贏得員工和同事的敬意。


  出席會議時，請專注在會議上。開會時，請勿做其他事，如果你在會議中使用筆記型電腦或手機做與會議無關的事，顯然你的時間應該做別的事。每個與會者都應該專注在會議上，而非其他事務。如果要開的會議實在太多，讓人無法完成工作，有個簡單的解決方法：排定工作的優先順序，減少出席的會議。


  在所有這些規則中，最後一項的實行對我們而言最困難，在我們的團隊會議中，有人經常漠視我們請他們闔上筆記型電腦的要求，我們最後只好放棄。但這仍是一條好規則。


  馬背法則


  受過正規養成訓練的律師都會追溯既往，這是有道理的，因為有太多的法律是引據前例：以前發生過的情形將左右以後有哪些是沒問題的。律師會高度趨避風險也是有道理的，因為律師事務所有很多商業律師，他們的工作是避免企業客戶惹上麻煩。所以，你請律師評估狀況，如果這個狀況中有99％良好，1％有問題，絕大多數的律師會把大部分時間用在和你商討有問題的部分。


  圖4-2裡的告示牌就是一個好例子。羅森柏格某天過馬路去視察Google剛啟用的運動場，看到這個告示牌，拍下這張照片。告示牌上有運動場地圖，但四分之一的版面被法律免責聲明占據，基本上的內容是說，如果你使用這個運動場時受傷，別控告我們（有些律師閱讀我們對這些精心琢磨的法律聲明所做出的這番解讀，大概會想更正我們。拜託，請別這麼做）。一名出於好意、追溯既往、趨避風險的律師認為，儘管使用這個運動場的Google人是有智慧的成年人，仍然有極微小的可能性會有一位Google人在此運動場上扭傷腳踝後控告Google，因此才會在我們的園地上豎立這明顯的法律措辭告示。


  
    [image: p214]圖4-2 Google運動場法律免責聲明告示牌
  


  律師也可能是智慧創做者，因此我們在Google看到這個告示牌時非常驚訝。這種追溯既往、趨避風險的法律方法在美國企業界非常普遍，但在網際網路世紀行不通，因為商業的演變速度比法律的變化速度快上好幾倍。一個由智慧創做者推動的企業在嘗試創新時，如果有50％的時間做對就算很幸運了，但對於風險容忍度只有個位數的律師來說，恐怕很難接受這樣的成功率。


  因此，大衛．杜魯蒙與同事柯普利．蘭納（Kulpreet Rana）和米莉安．里維拉（Miriam Rivera）在建立Google的法務部門時，決定要改採不同的律師做事方法，Google的現任法律總顧問肯特．華克（Kent Walker）稱這個方法為「馬背法則」（horseback law）。在任何一部老西部電影中（我們喜歡《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施密特是布奇，因為他擅長思考，羅森柏格是日舞小子，因為他掏槍速度快，但槍法當然不如勞勃瑞福飾演的銀行搶匪日舞小子那麼準啦），裡頭總是有這樣的場景：騎著馬的牛仔停了下來，察看情況，研判接下來該怎麼做。華克忠告律師群也仿效這種做法：在某些情況下，騎在馬背上，做出快速評估，然後抽身離開，這樣通常就夠了。許多決策（例如重大購併案、法規遵守問題）雖然需要仔細分析，但別以為你一定得下馬，花上好幾星期撰寫一份50頁的法律報告，詳細分析可能發生的所有錯誤，以及要是出了這些錯可能會發生什麼情形。反正，在一項計劃的初期，分析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確。在這類情況下，律師的工作不是要仔細分析每一種可能的角度，而是要檢視一個無法預知的未來，對負責做決策的企業領導人提供根據知識與經驗研判的快速指引，然後夥伴，要跨上馬鞍囉！


  馬背法則行得通的前提是，律師必須是企業和產品團隊的一員，而非偶爾召喚來提供法務服務，你必須有適當的律師組合。因此在Google成立初期，我們招募的通才比專才還要多，我們的招募觸角遍及律師事務所、企業、甚至非營利組織（但我們極少招募剛從法學院畢業的律師）。此外，當你的企業快速發展，改變產業時，法律問題一定會特別多，因此對消費者和顧客做正確的事總是有幫助。


  把80％的時間花在80％的營收上


  企業領導人最重要的一項決策是如何花用自己的時間。施密特在1997年接掌網威公司執行長時，比爾．蓋茲給了他一些寶貴建議，其中一個建議是：把80％的時間花在80％的營收上。但是，有時非常難以確實遵循這項法則。網威公司的核心事業是能讓個人電腦和工作站之間的區域網路彼此連結的套裝軟體「NetWare」，但施密特及他的部屬很想壯大「NetWare Directory Services」（簡稱NDS）這項新產品，它提供一個中央管理點，可以管理與使用來自人員、團隊、印表機、工作站等網路資源。伴隨網路的蓬勃發展，NDS顯然有很大的成長潛力，施密特及團隊很難抗拒花更多時間在這上頭。


  領導團隊常低估一項新產品得花多長時間才能開始出現營收加速成長，這閃耀的新產品可能遠比乏味的舊核心產品有趣，但支付帳單的是舊核心產品，如果你在這上頭犯錯，很可能無法恢復元氣。儘管施密特自以為有把比爾．蓋茲的建議聽進去，但事後回想，他當時應該花更多時間在NetWare這個舊核心事業才對。


  你必須聚焦在你的核心事業，而且你必須愛上它。


  接班計劃怎麼訂？


  愛一個事業，代表你也要為離開它而做規劃，但領導人常忽視思考誰將是他們的接班人。在多數公司，你的接班人已經存在，你只是還沒有弄清楚罷了。（以施密特的情況來說，他的接班人就是聘請他的人，這種情形很罕見！）許多公司有這個概念，但搞錯時機：它們認為弟弟是接班人，他可以在未來幾年當領導者，但實際上，它們應該準備由兒子接班，他可以在10年後接掌。或者，它們鎖定公司中100位最高階的人，而非100位潛在表現最好的人。正確的方法是尋找已經在快速晉升中的傑出智慧創做者，思考這些人當中有沒有人可以在10年後領導公司？如果有，給他們優渥的薪酬，確保他們的資歷發展不會受阻。失去這些高潛力人才（尤其是被競爭者挖角的話），公司會損失慘重，因此你必須未雨綢繆並積極留住他們，使他們感覺滿意。做出這些努力未必能留住他們，但成功留住他們的好處遠遠大於不能留住他們的損失。


  實際執行接班計劃是個有趣的經驗。這些晉升中的超級明星通常會隨著時間經過愈來愈聰明，但居領導位置的世代仍然認為他們比較輕率，經驗不足，還不夠聰明到可以接班。解決之道是：在位的領導人要回想自己當年的情景。


  當年，Google準備公開上市時，施密特、佩吉和布林彼此承諾三個人將共同合作至少20年，施密特總是認為佩吉或布林最終將接掌公司（可能是佩吉，因為他是前一任執行長），問題只是何時罷了。這個時間在2011年到來，施密特、佩吉和布林決定由佩吉接掌執行長，這對公司和三個人而言是正確的決定，但施密特仍然有點不確定，畢竟他年紀更長，更有智慧！不過，施密特回想自己在佩吉這個年紀時的情形：當時，佩吉已經接近38歲，施密特在這個年紀時已經覺得自己可以領導一家公司了（施密特在41歲時接掌網威）。這個思考經過使施密特認知到，佩吉的歷練充分，可以成為很成功的Google執行長了。


  
    世界最優秀的運動員都需要教練，你不需要嗎？


    2002年夏天，施密特接掌Google執行長後約一年，他對自己的績效撰寫一份自我評量，並和他的團隊分享。這份自我評量包含工作重點（「發展適當的事業流程」）、隔年目標（「在不犧牲前景之下，運作得更快速」），以及他應該可以表現得更好的領域。在最後這個項目包含幾點，但其中一項自我批評最為重要，內容如下：


    
      比爾．坎貝爾對我們所有人的教導一直很有助益。事後來看，他的教練角色從一開始就是必要的，我應該更早鼓勵這種架構，應該在我開始掌管Google時就這麼做。

    


    相較於一年前，這是180度的轉變。施密特剛接掌Google時，董事會成員約翰．杜爾（John Doerr）建議他找坎貝爾當教練，施密特回答：「我不需要教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


    每當看到一位世界級運動員的表現時，我們可以很確定他們成功背後必定有一位優秀的教練，並不是教練在這個運動項目上的表現比這位運動員還要好（事實上，極少有這種情形），但是教練有另一項不同的技巧：教練能觀察運動員的表現，告訴他們如何可以做得更好。那麼為何在商業界不流行聘用教練呢？因為多數人都像剛接掌Google的施密特那樣，太有自信而無法想像要其他人來幫助自己改進？如果是這樣認為，那就是謬論，身為企業領導人，你需要教練。


    成功的教練關係第一要素是學生願意聆聽及學習；運動界有很難教的運動員，商業界也有難教的主管。不過，過了初期的緘默保留，他們就會發現自己總是能從教練那裡學到東西。和所有領域的教練一樣，商業界的教練本質上就是教師，比爾．坎貝爾是最優秀的一個教練，他告訴我們，他相信管理是一門完全可以學習而得的技巧。


    羅森柏格接受教練課程約莫是從他提出那份被賴利．佩吉稱為「愚蠢」的嚴格控管模式產品計劃書開始。隔一週，羅森柏格坐在坎貝爾教練的辦公室裡，懷疑自己為何會進入這家混沌沒秩序的新創公司，考慮要辭職，坎貝爾懇求他：別辭職，堅持下去，說不定你會學到東西。


    教練，對此，以及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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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在中國的第一個工程中心在2005年開始營運。[image: 返回]


    	這種方法有前例可循：根據美國1998年通過的「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版權所有人如果發現網站上有內容侵犯他們的版權，他們可以通知網站（就我們的情況來說，包括YouTube、Blogger或其他Google擁有的網站），如果我們根據申訴，移除內容，我們會在頁面上告知使用者。[image: 返回]


    	我們絕對不是在批評會計人員，他們計算預估的營收和稅前息前折舊攤銷前獲利（EBITDA）有合理理由。[image: 返回]


    	Roman Friedrich, Matthew Le Merle, Alex Koster, and Michael Peterson, "The Next Wave of Digitization: Setting Your Direction, Building Your Capabilities" （Booz and Company, June 28, 2011）。[image: 返回]


    	Dave Evan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isco Internet Business Solutions Group, April 2011）。[image: 返回]


    	在杜威的那個年代，這顯然已經是人們熟悉的箴言，參見Larry A. Hickman, The Essential Dewey, Volume 2: Ethic, Logic, Psych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age 173。[image: 返回]


    	沃芬格在1969年或1970年任教於史丹佛大學時的一場研討會上用這句話回應一位學生，這名學生說，以資料為主的事實陳述只不過是軼事罷了。參見Nelson W. Polsby, "Where Do You Get Your Idea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ume 26, Number 1, March 1993）。[image: 返回]


    	Edward Tufte, "PowerPoint Is Evil" （Wired, September 2003）。[image: 返回]


    	波西是舊金山巨人隊的捕手，是美國職棒國家聯盟2012年的最有價值球員。[image: 返回]


    	雖然一般認為這句話出自巴頓將軍，不過我們無法找到任何直接證據來證明，至少，他的回憶錄《巴頓戰誌》（War As I Knew It）或是他對第三軍團的著名講話中都找不到這句話。但網際網路上說這句話出自巴頓將軍，想必沒錯（開玩笑的啦）。[image: 返回]


    	參見 Kathleen M. Eisenhardt, Jean L. Kahwajy, and L. J. Bourgeois III, "How Management Teams Can Have a Good Fight"（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ly-August, 1997）。這些研究人員研究做團隊決策的主管，寫道：「有些經理人認為，使用太多資料來做決策會因為爭論議題的範圍擴大而導致人際關係衝突增加。但我們的研究發現，資訊愈多愈好（如果資訊客觀且夠新的話），因為這會鼓勵人們聚焦在議題上，而不是人身攻擊……。愈是以事實為憑藉，人際衝突愈少。」[image: 返回]


    	參見Arie W. Kruglanski and Donna M. Webster, "Group Members' Reactions to Opinion Deviates and Conformists at Varying Degrees of Proximity to Decision Deadline and of Enviornmental Nois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61, Number 2, August 1991）。[image: 返回]


    	John Wooden and Steve Jamison, Wooden on Leadership（McGraw-Hill, 2005）, Page 2。[image: 返回]


    	光是訂定截止時間這個動作，就可以幫助團隊調節辯論速度，在合理時間內做出決策。參見Connie J. G. Gersick, "Making Time: Predictable Transitions in Task Group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June 1989）。長期研究科技公司決策流程的史丹佛大學教授凱薩琳．艾森哈特（Kathleen Eisenhardt）發現，做出快速決策的主管團隊實際上考慮了更多、而非較少可能的選擇，參見Kathleen M. Eisenhardt, "Making Fast Strategic Decisions in High-Velocity Environment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ume 32, Number 3, September 1989）。[image: 返回]


    	Thomas J. Peters and Robert H. Waterman Jr.,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Lessons from America's Best-Run Companies（Harper & Row, 1982）。[image: 返回]


    	正式名稱為Institute of Design at Stanford。[image: 返回]


    	參見Ingo Rauth, Eva Köppen, Birgit Jobst, and Christoph Meinel, "Design Thinking: An Educational Model Towards Creative Confidence"（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sign Creativity, 2010）。[image: 返回]


    	如果對手認為偏重行動的守門員會在球踢出的瞬間撲向左邊或右邊，他可以把球踢向中間，在腳法上，踢向中間更輕鬆容易。參見Michael Bar-Eli, Ofer H. Azar, Ilana Ritov, Yael Keidar-Levin, and Galit Schein, "Action Bias Among Elite Soccer Goalkeepers: The Case of Penalty Kicks"（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October 2007）。關於這個領域的行動偏好和投資決策領域的行動偏好的相似性討論，參見Carl Richards, "In Soccer and Investing, Bias Is Toward Action"（Bucks blog, New York Times, May 23, 2013）。[image: 返回]


    	史庫利在2013年的一場研討會上回憶開除賈伯斯的決策：「我當時的經驗不夠豐富，無法真正領略當你像比爾．蓋茲或賈伯斯那樣在改造一個產業時所需要的領導力，與當你領導一家上市公司在一個產業中競爭時所需要的領導力有多麼不同；如果是後面的情況，你不能犯錯，因為你輸掉競爭就代表出局……。我覺得，當時應該有不同的結果。」參見Daniel Terdiman, "John Sculley Spills the Beans on Firing Steve Jobs"（CNET, September 9, 2013）。[image: 返回]


    	其實，這個法則應該歸功於亞里斯多德，他談到說服的要素是邏輯（logos，指的是論點）、聲譽（ethos，指的是個性）、同理心（pathos，指的是情感），這個論點影響無數的政治人物、訴訟律師銷售人員。參見George A. Kennedy, On Rhetoric: A Theory of Civic Discourse （Oxford Univrsity Press, 1991）, Page 37-38。歐普拉每次在電視上和每場畢業典禮演講中都體現這項真理，她說：「你必須說故事，才能使人們有感觸，人們有感觸後，才會想去做這件事」，參見"Oprah Winfrey Talks to Dan Pink, Part 2"（YouTube.com/watch?v=kRfT8ujRfOA）。[image: 返回]

  


  溝通當個超優質的路由器


  進入Google初期的某天，羅森柏格和Google的一名工程師交談，這名工程師很納悶為何羅森柏格總是立即回覆電子郵件，並且把他的回覆傳遞給這麼多Google人。這名工程師很失望地看到羅森柏格的工作優先順序本末倒置，覺得一個人可以如此快速回覆電子郵件、廣發資訊，必定是不夠忙碌。這名工程師相當不悅地告訴羅森柏格：「你真是昂貴的路由器！」這句話可以當成一種挖苦的表示，因為路由器是相當基本的網路配備，主要的工作是把數據封包從一個點傳送至另一個點。但羅森柏格把這句諷刺當成一種恭維。


  企業的溝通可以試著這麼想像：一棟20層樓的建築，你位於中間樓層，就說10樓好了。每往上一層樓，該樓層的人愈少，最高樓層只有1個人，最低樓層（亦即基層）則有一大堆人。現在，想像你站在陽台上，你上面那個樓層的人（咱們就稱她為你的「上司」）朝你喊了幾句，往下丟給你幾份文件，你小心翼翼地接住這些文件，避免它們被風吹掉。你走回室內閱讀這些文件，裡頭有些好東西，你根據組織訂定的職務分界，謹慎地從這些文件中剖析出你認為9樓的人應該看的文件。然後你再返回陽台，朝你的下層團隊這邊丟下一張表，那邊丟下一段文字，這些資訊對他們來說，猶如口渴的人得到開水一樣。[1] 他們讀完這些資訊，也做他們本身的剖析工作，轉而灑下甘霖給8樓的人。同一時間，你的11樓上司又開始重複相同的流程；至於最高的20樓……呃，天曉得那傢伙在做什麼。


  這是多數公司採行的傳統資訊傳遞模式，上面的管理階層蒐集資訊，審慎研判要把其中的哪些資訊傳遞至下層。在這種模式之下，資訊被隱藏，做為控管和權力的工具，就像研究領導力的學者詹姆斯．奧圖（James O'Toole）和華倫．班尼斯（Warren Bennis）所言，許多企業人士晉升至掌權位階，「並不是靠著出色的團隊運作能力，而是靠著處心積慮和主管群裡的其他同事較勁，這只會助長隱藏資訊的風氣。」[2] 這使我們聯想到前蘇聯共產黨官員把所有的辦公室影印機藏在上了兩道鎖的鐵門後面，以防有人在未經授權下使用這神奇的影印技術來複製5年期穀物生產計劃。[3] 多數經理人現今的思維仍然像這些蘇聯時代的官僚：他們的工作是剖析資訊，謹慎吝惜地下傳散播，因為你不可以把公司王國的資訊鑰匙交給那些煽動群眾的較低層級年輕者。


  但是，蘇聯已經瓦解了，當你雇用人來「工作」時，這種謹慎吝惜的資訊散播方法或許可以成功，但在網際網路世紀，你是雇用人來「思考」。羅森柏格就讀商學院時的一位財務學教授曾說：「資金是所有公司的命脈」，這句話只有部分正確，在網際網路世紀，資金當然重要，但企業的真正命脈是資訊。吸引和領導智慧創做者做傑出的事，是打造21世紀企業的要訣，但是如果不提供他們充沛的資訊，這些事沒有一件能做到。


  如今，最有成效的領導人不會私藏資訊，他們會盡所能地分享資訊。（比爾．蓋茲在1999年時提到：「力量不是來自保留知識，而是來自分享知識，一家公司的價值觀和獎酬制度應該反映這項觀念。」）[4] 領導的目的是使全公司每天、每個時刻的資訊流通達到最佳化。這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技巧。


  多年前的那天，羅森柏格回答那位工程師：「如果我只是一個非常昂貴的路由器，我會努力當個超優質的路由器。」如何成為超優質的路由器？對資訊預設開放，再設定有挑戰難度的公開目標，讓它們經常無法達成，然後在有疑問時，討論你的歷程。


  預設開放


  你的預設模式應該是分享所有資訊。這裡以Google的董事會報告為例。施密特擔任執行長時開始一個延續至今的流程。施密特的團隊每季製作向董事會提出的事業經營狀況深入報告，其中有一個書面文件（給董事會的信），裡頭滿是事業和產品的資料與洞見，以及產品線領導人（掌管搜尋、廣告、YouTube、安卓系統等各種產品領域的高階主管）在董事會會議中使用的數據及圖表投影片。當然，這些資訊大多不能公開使用，但我們做了一件不尋常的事：在董事會會議結束後，我們把這些資料提供給全體員工。施密特把在董事會會議中使用的那些投影片也拿來在公司全員會議中使用，給董事會的信也是全文以電子郵件發送給Google所有員工。


  好吧，技術先生，我們承認不是「全文」。基於法律理由，一些資料不應該和所有人分享，因此我們必須派律師和一些公關部門人員檢視文本，掃除其中的法律地雷。此時就是「分享所有東西」要和「但你不可能分享所有東西，不是嗎？」對決了。每一季，總是有立意良善但不夠「Google範」的Google人，用絕命的紅色字體標示出一些字句和段落（當然是用數位方式來對這封信開膛剖肚）質疑：「我們不能把這些放在公開信裡，萬一洩露出去，怎麼辦？會導致問題。」或是「我們不能告訴員工這些事，儘管它們是事實，也告知了董事會，但可能會傷害員工士氣。」


  所幸執行這個流程的人知道，我們所謂的「分享所有資訊」，並非指「分享萬一洩露出去時不會難看，以及不會令任何人難過的所有資訊」，而是指「分享除了法規禁止的極少數東西之外的所有資訊」。這兩者有很大的差別！因此，我們要求想移除任何內容的人必須說明理由，而且理由必須很合理、充分。自2004年公開上市後，我們就和全體員工分享每一季給董事會的信，從沒出現洩露內容後導致問題的情形。另一方面，沒有員工抱怨他們不知道公司的營運狀況，如果有人抱怨的話，我們會請他們去讀給董事會的信，觀看施密特的簡報。和全體員工分享向董事會報告的資料還有一個附帶好處：提高報告內容的品質。大家會用心準備向董事會報告的內容，但如果他們知道這些資料也會分享給全公司，他們會把報告製作得更優異。


  對資訊預設開放並非僅指分享董事會報告內容，我們致力分享幾乎所有東西，例如：公司內部網路Moma包含近乎所有即將推出產品的相關資訊，還有每週全員會議上，由即將推出產品的團隊做產品大致的功能說明，正在開發中的酷東西也會有完整展示和螢幕截圖。參與全員會議對大批喜愛猜測Google接下來將推出什麼產品的部落客來說，就像獲得威力旺卡巧克力工廠（Willy Wonka）藏在巧克力裡頭的幸運金卡，因為在這些會議中，我們分享很多這類的資訊，多數公司總是小心翼翼隱藏這類資訊。同樣地，不會有人把從後座偷拍的螢幕截圖照片或晃動不穩的展示影片洩露出去，我們信賴地把種種重要資訊提供給我們的員工，他們珍惜這種信賴感。[5]


  季績效目標（OKRs）是另一個透明化的好例子。這是個人目標（objectives，個人要達成的策略性目標）與重要結果（key results，邁向這個目標途中的進展衡量）；每位員工每季向全公司更新及張貼他們的績效目標，讓所有人很容易快速得知其他同仁的優先要務。在Google公司，你想對任何一位同仁的工作內容有更多的了解，可以上公司內部網站Moma閱讀他們的季績效目標，這資訊並非只有每個人的職務頭銜和職務說明，還有他們以第一人稱說明目前正在研究和關心什麼，這是了解他們興趣內容的最快速途徑。


  當然啦，這要從最高層做起。現任執行長佩吉和前任執行長施密特一樣，每季張貼他的季績效目標，並在主持全公司會議時討論它們，各產品及事業領導人也陸續上台談每一個人的季績效目標，以及這個目標對團隊的意義，並且對他們上一季的目標表現與進展自己打分數。這不是作秀，季績效目標是真實的目標，由每位產品領導人在每季一開始時訂定的目標，上一季的績效目標自我評量分數通常充滿不及格的紅字和黃字，公司高階領導人坦誠地檢討他們在哪些部分失敗與失敗原因。（在你的公司，高階主管會每季勇敢地站在台上談論他們未能達成的遠大目標嗎？）會議結束後，員工在訂定自己的季績效目標時，他們很清楚公司這一季的優先要務是什麼，這有助於維持團隊間的結盟，甚至在組織規模擴展得很大時亦然。


  了解細節


  前全錄公司帕羅奧圖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主任約翰．席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曾說：「身而為人，貴在詢問問題，不是回答問題。」[6] 施密特走在Google或其他公司走廊時，喜歡測試這個概念，當他碰到有陣子沒碰面的主管時，寒暄幾句後，他就會問對方：「你的工作進展怎樣？有什麼問題嗎？說說你還欠我哪些東西。」這有幾個效果：幫助施密特掌握事業的細節，有助於了解這些事業細節最上面負責的是哪些主管。一個事業的主管如果無法在10秒內滔滔地說出自己面臨的重要課題，就代表無法勝任這個職務。不干預的領導方法已經不再合適，你必須了解細節。


  施密特總是記得每件事，知道誰還欠他什麼還沒達成的成果，因此這個方法對他很管用。羅森柏格的記憶力比不上施密特，因此他把部屬欠他的成果記在電話聯絡人旁邊的備註欄，碰到這個人時，他會花點時間取出清單，以便詢問他們的工作進展。


  有時候縱使你詢問正確的問題，也可能難以獲得確實的細節。施密特擔任Google執行長初期，有一天佩吉和布林對工程部的一些問題和一些領導人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非常不悅，施密特聆聽他們述說一會兒，就會插嘴：「噢，我跟他們談過，我告訴你們他們在做什麼」，接著他敘述那支團隊的情形。


  佩吉聽了幾句話後插話說：「不，他們不是在做這些，我告訴你他們在做什麼」，佩吉接著述說幾件事，施密特很快就發現，佩吉說得沒錯。施密特說的是細節，佩吉說的才是真相，施密特是見樹不見林。


  怎麼會發生這種情形呢？施密特聽的是經理人的說詞，那些經理人竭盡所能地控管向上供輸的資訊（他們可以在向上傳輸資訊和向下傳遞資訊雙管齊下，隱瞞部分資訊，那些擅長合理化否認的中階經理人很嫻熟這種技巧）。但佩吉聽的是工程師的說詞，不是直接聽他們的陳述，而是透過他執行的一項聰明工具：片段報告（snippets）。片段報告的內容包含一個人在一星期內所做的最重要活動，但使用很簡短、簡明扼要的格式，幾分鐘就能撰寫或彙整完畢（用一個文件或電子郵件）。公司並沒有硬性規定片段報告的撰寫格式，但一份良好的片段報告內容包含這一星期最重要的活動和成就，快速傳達這個人目前在做什麼，從隱密性質的工作（例如「SMB架構」、「10％清單」），到普通性質活動（例如「完成季績效評量」、「展開家庭假期」）。跟季績效目標一樣，片段報告張貼在公司內部網站Moma上供所有人觀看，多年來，佩吉都會收到工程和產品領導人每週的片段報告摘要，使他總是能夠從中看到真相。


  說到這裡，來談一下真相……


  讓大家說出真相


  羅森柏格大學時修過一門歷史課，他知道這是足球校隊隊員喜歡選修的一門課程，在發表學期研究計劃報告時，老師鼓勵其他學生對台上發表報告的同學提出艱難的問題（這些學生大多對歷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目的不是要刁難，而是要提高學生課堂參與的分數。羅森柏格不喜歡站在台上被一群想在課堂參與部分拿高分的歷史主修生拷問的滋味，於是研擬一個計策，他自己撰寫提問問題，發給那些也想提高課堂參與分數的足球隊員。這些四分衛和安全衛拋出軟性球，羅森柏格把球擋掉，大家都開心（除了那些主修英語的人對我們的足球比喻感到厭惡之外）。


  有時候，在企業界也可以看到類似羅森柏格這種不誠實的方法。有人不敢向領導人詢問艱難的問題，所以就發出領導人容易接招的軟性球。這種情形不是只發生於提問，人類最普遍的一項共通性是：沒有人想當壞消息的信差。但是，身為領導人，你最需要聽到的是壞消息。好消息到了明天依舊是好消息，但壞消息到了明天會變得更糟，因此你必須使人們能夠隨時安全無虞地詢問艱難問題和說實話，儘管實話可能傷人。當你得知有事情脫序失控了，而且訊息是以即時與坦率明白的方式讓你知道，就事情本身來說是搞砸了，但它代表的是你的溝通流程有效運作。煤礦坑裡的金絲雀死了，但你至少因此得到警覺，而且，那個把金絲雀屍體帶出來的可憐傢伙不會再被送回致命的礦坑裡了。


  我們有幾點建議，可以使員工更容易向主管說出糟糕的實情。在推出一項產品或新特色後，我們要求團隊進行事後檢討，所有人一起討論哪些部分做對了，哪些部分做錯了，並把這些檢討發現張貼出來給大家看。這類事後檢討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流程本身。絕對別錯過任何一個倡導開放、透明、坦誠溝通的機會。


  另一個例子是每個星期五的全員會議。由佩吉和布林主持的這個每週全員會議必定有一段百無禁忌的問題與回答，但隨著公司規模成長，會議這部分變得愈來愈難管理。於是，我們發展一個名為「多莉」（Dory）的系統，（以電影《海底總動員》〔Finding Nemo〕裡患有短暫失憶症的藍色帝王魚多莉來命名，但為何用這個名字，因為我們和多莉一樣，忘了！）不能或不想親自詢問問題的員工可以把問題提交到多莉系統上，其他人可以投票表達這是不是一個好問題。一個問題獲得支持的票數愈高，排名就愈高，一些較艱難的問題往往獲得很多支持。在全員會議上，員工在多莉系統裡提出的問題被顯示在螢幕上，佩吉和布林不能挑選他們想回答哪些問題，他們必須依照得票數高低順序逐一回答，不分問題的難易程度。多莉系統讓人人可以直接向執行長及團隊提出最艱難的問題，其眾包（crowdsourcing）的性質會使蹩腳問題減至最少。至於問題回答得好不好，就以比較低科技的形式來判決：全員會議的與會者持有紅色和綠色牌子，如果他們覺得一個問題沒有獲得充分回答，他們可以舉起紅色牌子。[7]


  施密特把這個透明化的方法稱為「爬升，承認，遵從」（climb, confess, comply）模式：飛機駕駛在陷入麻煩時，第一步是讓飛機爬升來擺脫危險；接著是承認，告知塔台，說明你出了什麼差錯；最後是遵從塔台管制人員告訴你下一次如何改進，遵照他們的指示去做！在你的企業中，當有人來告訴你壞消息或問題時，他們正處於「爬升，承認，遵從」模式，他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考慮狀況，對於他們把事情說出來的態度，你應該給予回報，方法就是傾聽及協助，並且抱持信心相信他們下次的降落時會做得更好。


  開啟交談


  麥可傑克森的演唱會電影《未來的未來》（This Is It）在2009年10月首映時，羅森柏格想到一個點子。Google公司位於山景市總部旁邊正好有一家有很多影廳的電影院，羅森柏格購買首映當天的一堆電影票，邀請產品團隊挑時間一起觀賞。數百名同仁接受他的邀請，安排利用工作時間從事外出活動，觀賞「流行樂之王」（King of Pop）在悲劇性驟逝之前原訂復出的巡迴演唱會。


  羅森柏格遭到一些朋友和同事批評：花時間和犧牲生產力，讓一堆Google人去看電影值得嗎？答案是響亮的一句：值得！這部電影展示一位世界級的智慧創做者如何藉由注意每一個細節，而且總是站在音樂會觀眾的角度來思考，把自己和團隊推向卓越。但這場外出活動更微妙目的是開啟談話，在接下來幾個月，羅森柏格的團隊成員，從高階領導人到剛從大學畢業的同仁，常在咖啡機旁邊或員工餐廳遇到他時謝謝他招待觀看這部電影，羅森柏格通常會詢問他們喜歡這電影裡頭的哪些內容，就這樣老是可以開啟交談的話匣子。


  交談仍然是最重要、最有用的溝通形式，但是，科技和工作的步調往往導致它變成最少被使用到的一種溝通方式。如今，不論身在世界何處，我們所有人都可以週週7天、天天24小時連結，這當然很棒，但也有風險：你有多常寫電子郵件、用線上聊天室或傳簡訊給坐在幾公尺外的某個人？應該是經常吧，我們也一樣。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酒吧調酒員也是）給這個現象取了一個名稱：懶惰。不過，我們也必須對那些喜愛科技的智慧創做者公平的說，問題並非只出在他們自己，在工作上還有另一個因素導致交談形式的溝通不足，尤其是在大公司，尤其是那些較新進的同仁。儘管高階主管和公司其他掌權者可能很願意和同仁交談，開門政策也只有當同仁走進去之後才有發揮效果的可能性。不了解組織的人可能很難啟動談話，身為領導人的你必須幫助他們。


  我們有些傑出領導人會採取與眾不同的行動來開啟和促進交談。基礎架構部門資源副總烏爾斯．霍澤（Urs Hölzle）撰寫並公布一份與他有關的「使用者手冊」，他的團隊（有幾千名成員）成員閱讀這個手冊就能了解接觸他的最好方式，以及他「故障」時如何「修理」他。[8] 現在是Yahoo執行長的瑪麗莎．梅伊爾（Marissa Mayer）有固定的辦公室時間，這是沿用學術界做法的另一個Google早期文化特色，和大學教授一樣，她一週有幾個小時可以讓任何人來辦公室找她談話。同仁可以在辦公室外掛的白板上簽名預留會面時段（她和其他幾個人共用辦公室，當她在辦公室時間會客時，這些辦公室室友會暫時離開）。每週三下午，附近的沙發上總是坐滿年輕的產品經理，等候和她商討問題或討論其他事務。


  幾乎每家公司都有獨特專長、對組織有深入了解的「部落長老」，其中一些人在公司裡很有名，其他人可能沒那麼出名，領導人對新進智慧創做者可以提供一個最大的幫助，就是引介他們認識這些「部落長老」。在貝爾實驗室，這些學有專精的人往往被稱為「那些寫書的傢伙」，因為他們撰寫過有分量的書籍或專題文章，新進員工的督導者往往會介紹他們去找這些專家。[9] 在許多公司（大學也是），不假思索的錯誤管理反應是不鼓勵員工去找公司裡那些超級明星，因為一般員工可能會問些愚蠢的問題，浪費超級明星的時間，對吧？沒錯，這種情形的確會發生，但實際上，多數超級明星非常不耐煩別人浪費他們的時間，他們會使這麼做的人非常難受。沒經驗的智慧創做者做過一次之後，很快就學會別再這麼做。


  複述不會損及你的祈禱文


  在生活很多層面，你必須複述一件事大約20次後，它才會確實被聽進去。[10] 只說幾次，聽的人太忙，根本不會注意；再多說幾次，他們會開始感覺耳邊有模糊的唧喳聲；等到你說了15到20次時，你可能已經非常厭煩了，但此時聽的人才開始聽進去。所以，身為領導人，你必須習慣性地密集溝通，就如同施密特常說的：「複述不會損及你的祈禱文。（Repetition doesn't spoil the prayer）每個神父都會贊同這句箴言。


  不過，有正確的密集溝通方式，也有錯誤的方式。在網際網路世紀，尤其是在科技帶來的便利下，一般的方法是和更多人分享更多東西。看到有趣的文章，把連結複製貼到電子郵件裡，傳送給任何可能感興趣的人，耶！你已經溝通過了！噢，可是你也浪費人家的時間。錯誤的密集溝通會導致漫不經心地散播無用的資訊，使人們原本已經多到爆的收件匣裡又湧入大量無用的東西。


  什麼才是適當的密集溝通？我們有一些基本原則：


  1. 溝通是否會強化你想讓所有人知道的核心主題？


  想把這點做好，首先你必須知道核心主題是什麼。我們說：「複述不會損及你的祈禱文」，我們所謂的祈禱文，指的就是核心主題。它們是你想要所有人掌握與領會的事，它們應該嚴肅鄭重，應該只有幾個，而且全都和你的使命、價值觀、策略及產業有關。在Google，我們的核心主題包括以使用者為先、思想遠大、不怕失敗。此外，我們全都是科技樂觀主義者：我們相信科技和網際網路具有改變世界、使世界變得更好的力量。


  順便一提的是，如果你複述某件事20次，人們還是沒聽進去，那麼問題出在主題，不是溝通。如果你每個星期在公司全員會議中複述你的策略和計劃，人們仍然不了解或不相信，那麼有問題的是你的計劃，不是你的傳達方法。


  2. 溝通有效嗎？


  想做好這點，你必須有新鮮的內容可說。我們說：「複述不會損及你的祈禱文」並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內容並不是對美國宣誓效忠（Pledge of Allegiance），一字不漏地灌輸到學童腦袋裡，直到這些字烙印在腦中，含義則是已經蒸發消散。有時候，概念的陳述方式必須有變化，才能吸引人們注意或再度注意。舉例而言，施密特定期給Google人的備忘錄總是強調要以使用者為先，但為使它有新意，施密特曾在其中一份備忘錄裡指出，使用者愈來愈老練，這可以從一個事實獲得證明：搜尋字的長度每年增加近5％。這是一個新鮮、有趣的統計數字，多數Google人還不知道。它挑的是一個嚴肅的主題，然後製造關聯性。


  3. 溝通有趣好玩或具有啟發性嗎？


  多數管理團隊缺乏好奇心，他們只專注手邊的工作，他們的溝通也同樣講究務實。但是，智慧創做者有廣泛的興趣，所以你要是看到有趣或洞察精闢的文章，和你一直在溝通的核心主題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儘管分享它。挑選一個突出、精彩的部分，或是論辯的一個觀點，製造它和團隊的關聯性。當你摘下有色眼鏡，談論更豐富多樣的事時，這群人會很喜歡，他們會好奇。幾年前，羅森柏格看到新聞工作者暨《連線》（Wired）雜誌的第一任主編凱文．凱利（Kevin Kelly）撰寫的文章〈摩爾定律是必然的嗎？〉（Was Moore's Law Inevitable?）[11]，探討摩爾定律的歷史，並預測它無可避免會演進到下個迭代。羅森柏格把這篇文章的連結傳送給他的團隊，並加上簡短摘要和幾個簡單提問：你們認為摩爾定律下一個迭代是無可避免的嗎？目前的這一代還有多久會結束？在凱利的結論下，Google應該有什麼不同做法？這封電子郵件激起的辯論持續延燒一週，這是一場交談！摩爾定律的未來這個主題和我們的事業或參與討論者的工作沒有直接關聯，但它契合Google「對科技前景放手一搏」的大策略。


  4. 你的溝通訊息真實嗎？


  溝通內容一旦有你的名字在上頭，就應該包含你的思想。有成效的溝通不能百分之百外包。當然，你可以請別人幫你修潤文字，但思想、點子和經驗都必須是你自己的，愈真實愈好。


  施密特在2009年底去了伊拉克一趟，回來後寫了一篇深刻的短文分析他的伊拉克之旅，以及他對於當地什麼行得通、什麼行不通的觀察心得。這篇文章內容和Google人的員工身分無關，但和他們的世界公民身分有關，文章在全公司快速傳閱。再說個較為輕鬆的例子，羅森柏格經常張貼女兒在足球場上的精彩表現影片來娛樂他的團隊。不論是去戰爭地區的旅行，還是要顯出為人父母者的驕傲，別害怕述說你的故事！


  5. 你的溝通是否傳達給適當的對象？


  使用電子郵件溝通的一個問題在於太容易增加收件人。你不確定某個人是否應該收到這封郵件？管他的，加進來！或者更簡單一點，直接點選群組，傳送給整個團隊！但是，一個好的溝通應該只傳達給需要或可以使用到這個資訊的對象，挑選名單固然得花點時間，但這一點點時間的投資可以產生很大的報酬。當你避免直接傳送給群組，用心挑選適當的傳送對象時，他們更可能認真閱讀。不妨從收件者的角度來想：一封傳送給群組的電子郵件，或是一封只傳送給你的電子郵件，你比較可能閱讀哪一封？這兩者的差別就好比一封垃圾郵件和一張手寫卡片的差別。


  6. 你使用對的媒介嗎？


  各種形式的溝通都有用處，人們以各種方式吸收資訊，對某些人有效的溝通形式，對其他人未必有效，所以如果你要傳達的訊息很重要，請使用所有可使用的工具：電子郵件、影片、社交網路、會議和視訊會議，甚至在廚房或餐廳的牆上張貼傳單或海報。去了解哪些溝通方法對你的同仁有效，就使用它們。


  7. 誠實、謙遜，為不時之需預存好信譽


  智慧創做者並不一定要為你工作，他們有很多選擇。建立一貫誠實和謙遜的溝通調性，會為你在團隊中創造並積存豐厚的好信譽及忠誠度。當你出錯時，一樣以誠實和謙遜的方式溝通，或許好信譽的「餘額」會降低，但不會全部用罄。


  以旅行報告當行政會議的開場


  多數企業人士都參加過行政會議，你大概已經參加過數百場，熟知這類會議的議程：聽取狀況更新、進行例行的行政瑣事討論、睜著眼睛打盹、在桌面下偷偷地查看電子郵件、納悶自己的人生到底做錯了什麼，得受這種會議的折磨。一般行政會議的問題出在它們是以部門狀況更新來安排議程，而不是以團隊面臨的重要課題為議程核心，於是會議可能花太多時間在不重要的事項上，（你真的需要每週更新所有事嗎？）沒有花足夠時間在真正要緊的事項上。這種行政會議議程結構也會強化組織區隔，像是潘姆是品管部門的人，傑森是銷售部門的人……而不是創造一個讓所有利害關係人討論重要議題的論壇。


  打破行政會議的乏味單調性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讓與會者做旅行報告：請剛旅行回來的同仁整理一份類似「我在夏天假期做了什麼」風格的報告，敘述他們做了什麼和學到什麼，行政會議一開始先進行這些旅行報告（如果那一週沒有人旅行，那就以週末假期報告取代）。旅行報告會使行政會議變得更有趣，激發交談，而且當某個人知道他要在行政會議中提出旅行報告，他會認真去旅行。此外，旅行報告如果做得好，可以使人們走出他們的部門窠臼，有助於使行政會議更成功。不論擔任什麼職務，都應該鼓勵他們對事業、產業、顧客及事業夥伴，以及不同文化提出自己的觀點。


  派翠克．皮切提在2008年接掌Google公司財務長後不久造訪我們的倫敦分公司，回來後，施密特在行政會議的一開始請他談談倫敦之行。皮切堤首先稱讚倫敦分公司，敘述他和誰會面等，接著他轉入完全不同的話題。在倫敦時，他只要看到手機店一定會進去逛逛，和銷售員聊聊各款手機和它們的計劃。於是，在那次的旅行報告中，皮切堤為Google的主管團隊即時更新我們新推出的手機作業系統安卓和手機應用程式的現況。這些內容和財務無關，皮切堤並沒有認定他只能提供他管轄工作的相關觀察心得，人人都可以、也應該對整個事業的各層面有洞察力。


  自我檢討


  施密特奉行的一項最基本原則可說是管理的黃金守則：一定要連自己都想在這樣的我底下效勞工作。如果換成你是部屬，都覺得你這個經理人差勁到根本討厭為你工作，那你就得好好改進了。在這方面，我們發現，最好的工具就是自我檢討：至少每年一次，撰寫一份自我績效檢討，閱讀它，想想如果你是部屬，會不會為這樣的經理人工作。和真正在為你效勞工作的部屬分享這份自我績效檢討，這比標準的360度評量流程更能引出更多的洞見，因為當你自發性地批評自己時，就給予其他人更誠實對你提供意見的自由。


  前面提到施密特在2002年撰寫了一份自我評量，內容中談到比爾．坎貝爾，以及施密特一開始錯誤地認為他不需要教練。施密特也在那份自我評量的其他段落坦誠他對自己的團隊犯下的錯誤，例如：「我應該要更早授權團隊，下放更多決策」；「我應該更有魄力地終止決策，而且表現出著急的樣子。在一些情況下，我總是太側重建立共識。」施密特的這些自我檢討與批評受到團隊的肯定，因為它們展現執行長也跟他們一樣關切自我改進。


  明智地使用電子郵件


  在網際網路世紀，溝通通常是使用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雖然非常實用和強大，但常讓原本樂觀、快樂的人引發嚴重恐懼。以下是我們為減輕這種惶惶不安感而奉行的原則：


  1. 快速回應。有些人總是快速回覆電子郵件，有些人則否，請努力快速回覆。我們認識的最優秀人士（同時也是最忙碌的人士）大多會快速處理他們的電子郵件，而且不是只針對我們或少數寄件者，他們對所有電子郵件都是快速回應。快速回覆可樹立一個積極正面的溝通反饋迴路，你的團隊和同事將更可能邀請你參與重要討論和決策。而且，快速回覆每一個人的電子郵件，有助於強化你試圖建立的扁平式英才文化。電子郵件回覆通常簡明扼要即可，有時相當短，我們特別喜愛的一個簡短回覆是：「了解」（got it）。當你對自己的快速回覆能力有信心時，你也能讓大家清楚知道你的無作答回覆是什麼，我們的無作答回覆通常是：「了解，繼續進行」（got it and proceed），這個回覆勝過多數人的無作答回覆：「我忙死了，不知道何時或是能不能抽出時間處理你的信，所以如果你需要我的反饋意見，你得再等久一點，況且，我不喜歡你。」


  2. 撰寫電子郵件時，言之有物，別說廢話，內容力求簡潔精確。如果你是在陳述一個問題，必須清楚說明，想做好這個工夫，投入的時間需要比較多，不能省。你必須打草稿，然後仔細琢磨，刪除不必要的文字。已故小說家艾莫爾．李奧納（Elmore Leonard）被問到他成為成功作家的祕訣時，回答：「我省去人們會略過不讀的部分。」[12] 多數電子郵件充滿可以略過不讀的內容。


  3. 經常清除你的收件匣。每一次為了決定接下來要回覆哪一封電子郵件，你花多少時間檢視收件匣？你花多少時間開啟和閱讀已經讀過的電子郵件？任何花在思考接下來該回覆收件匣中哪幾封信的時間都是浪費；同樣地，任何花在重新閱讀你已經閱讀過（但沒有採取行動）的信件也都是浪費時間。


  在開啟一個新訊息時，你有幾種選擇：閱讀到已經可以理解，不必再讀一遍；閱讀，並立刻採取行動；閱讀，留待以後才採取行動；留待稍後才閱讀（值得閱讀，但不急，而且內容太長，無法或不適合在當下閱讀）。立刻在這四個選項中做出選擇，儘量選擇前二項，記住「只保留一次」原則；當你讀信時知道需要做什麼，你應該立刻就做。否則，你注定要重讀這封信，那是百分之百的浪費時間。


  如果能把這點做好，你的收件匣就會變成只剩下待辦的複雜事項清單，包括需要更深入思考的事項（把這些電子郵件貼上「採取行動」標籤，或是在Gmail系統中標示星號），以及少數可以稍後才處理的「待閱讀」郵件。


  為確保不致把大批電子郵件直接從你的收件匣轉入「採取行動」匣裡，你必須天天清除工作事項，這是一項良好的下班前活動，目標是天天清空，但只要留下的事項少於5件就算合理。否則，你之後會浪費時間在搞清楚這麼一長串的事項當中，到底該先檢視和處理哪些事。


  4. 以「後進先出」（Last In First Out）處理電子郵件。有時候，較舊的事項已經有人處理了。


  5. 記住，你是路由器。當你收到的電子郵件中內含有用的資訊時，請思考這個資訊是否對其他人也有用。每天結束時，腦海中思考一遍你收到的電子郵件，想想：「有哪些信件和資訊是我應該轉寄而尚未轉寄的？」


  6. 使用「密件副本」（blind carbon copy，簡稱bcc）功能時，請先思考為何要使用這個功能。答案通常是因為想隱瞞什麼，這在透明化的文化中會有不良的效果，而且會暗藏無賴，對透明化文化有害。如果你是為了隱瞞什麼而使用這個功能，請修正，要不就是公開傳送副本，要不就是不要傳送副本。


  建議你，只有當你想把電子郵件執行緒（thread）中的某人移除時才使用密件副本功能：當你使用「全部回覆」（reply all）功能來回覆一長串電子郵件地址時，把已經和這個執行緒不再有關的人移到密件副本中，並且在文本中註明你做了這件事，收件者得知他們的收件匣以後將減少一個不相關的信件，他們會覺得更輕鬆。


  7. 別在電子郵件中喊叫，如果你需要喊叫，當面做這件事。如今，電子通訊的便利性使人們太容易太隨便地喊叫。


  8. 讓要求事項很容易後續追蹤。當你發送一封電子郵件詢問或要求某個人執行一項你想後續追蹤的行動事項時，記得傳送一個副本給自己，並標示「後續追蹤」，便利你發現並後續追蹤尚未完成的事項，稍後，你只需要發送原郵件，加上一句新引言：「這件事完成了嗎？」。


  9. 幫助自己在未來回顧搜尋。如果你看到某個資訊，認為自己將來可能會想回顧這個資訊，你可以把它轉寄給自己，加上幾個關鍵字描述內容。問問自己：我將來會如何搜尋這個資訊？日後想搜尋這個資訊時，大概就會使用相同的搜尋關鍵字。


  這做法不僅適用於電子郵件，也適用於重要文件。羅森柏格把家人的護照、駕駛執照和健保卡掃描下來，用電子郵件傳送給自己，加上描述性關鍵字。萬一有一天在旅行途中有任何文件遺失，可以很輕易地從任何瀏覽器中取出影本。


  準備不同的溝通劇本


  身為企業領導人，你要跟一些人溝通，包括員工、上司、董事會及顧問、顧客、事業夥伴、投資人等。針對每種情境準備最有效的溝通劇本對你會有幫助。以下是我們的溝通劇本。


  一對一會議：核對雙方的溝通事項清單


  比爾．坎貝爾曾建議我們一個很實用的一對一會議（經理人和部屬定期一對一會議）方法：經理人應該列出自己想在會議中和部屬討論的5件要事，部屬也應該這麼做。開會時兩相比對，通常會發現，雙方的要事清單中至少有一些相同項目。任何一對一會議，雙方的共同目標應該是解決問題，如果經理人和部屬分別察覺出的首要問題清單當中沒有相同的問題，也沒有應該共同解決的問題，就代表存在其他更大、嚴重的問題。


  坎貝爾也建議一種很實用的一對一會議格式，我們採行後獲得很好的效果：


  
    


  


  
    	職務相關績效


    a. 可能是銷售數字


    b. 可能是產品的推出，或是產品的發展里程碑


    c. 可能是顧客反饋或產品品質


    d. 可能是預算數字


    	和同仁團隊的關係（對公司的整合與團結很重要）


    a. 產品和工程團隊


    b. 行銷和產品團隊


    c. 銷售和工程團隊


    	管理能力／領導力


    a. 你是否有指引與教導你的部屬？


    b. 你是否汰除差勁的人員？


    c. 你是否在人才招募上下工夫？


    d. 你能不能激勵部屬做大膽、不凡之事？


    	創新（最佳實務）


    a. 你是否不斷地進步……思考如何持續改進？


    b. 你是否不斷地評估新技術、新產品、新實務？


    c. 你是否拿自己來和產業或世界最好的人比較？

  


  董事會會議：董事會應該多質疑，少插手


  董事會會議的目標是和諧、透明化，以及得出建議。在會議結束時，你要獲得董事會支持你的策略和戰術。你必須以完全透明化的方式向董事會溝通每件事，必須聆聽他們的建議（縱使你打算忽視他們的建議），他們通常試圖幫助你，但他們無法完全知道及了解你所處的情況。換個方式來說，你希望他們多質疑，少插手（noses in, fingers out）[13]。


  擔任Google執行長時，施密特出席董事會會議時總是會先簡要回顧上一季理想和不理想的績效；不理想的部分尤其重要，施密特總是花更多時間準備這個部分，因為向董事會報告壞消息比報告好消息要困難得多。報告好績效很容易，但當你要求團隊列出不理想的績效清單時，你常會拿到粉飾真相的版本：「這部分有問題，但情況並沒這麼糟，我們已經推出解決方法了。」但董事會知道，這不可能是問題的真相。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誠實：我們遭遇困難的問題，我們並非對所有問題都有解決方法。施密特報告不理想績效時會誠實坦率地提及種種問題，例如營收、競爭、產品等，這些問題總是引發董事會的熱烈討論。舉例而言，在一次董事會會議上，我們想討論繁文縟節導致我們行事速度變慢的問題，施密特列出的不理想狀況：「Google變遲鈍，這是我們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在簡要回顧理想和不理想的績效後，施密特接著詳細檢討公司的每項產品和部門，側重簡潔的資料討論。這部分簡報的準備工作並非由公關或法務團隊執行，而是由羅森柏格團隊的產品經理人負責，羅森柏格挑選最聰明的智慧創做者做這些準備工作。他知道這個工作雖然要花很多時間，但他們會做得很好；他也知道讓這些優秀人才準備詳細的董事會簡報內容（以及伴隨的給董事會的信），這經驗會讓他們學習行政溝通的藝術與技巧，增進他們對全公司事業的見識與洞察。如果把這個工作委派給公關部門人員，將會錯失讓公司未來的領導人獲得實習訓練的大好機會。[14]


  董事會成員應該討論策略與產品，而不是討論公司治理和官司。（如果實際情況不是如此，你的公司應該找新的董事會成員。）在為董事會會議制定規則和議程時，切記堅持這個原則，縱使遇到其他困難的議題也不為所動。施密特曾任西貝爾系統公司（Siebel Systems，已在2005年時被甲骨文公司〔Oracle〕收購）董事會成員，2000年代初期，公司遭美國證管會指控違反資訊公平揭露原則，董事會會議變成以法律事務為主要話題，董事會花很多時間思考律師及責任問題，花在思考事業議題的時間很少，漸漸影響事業發展。


  當核心事業績效衰退而必須進行難以啟齒、但必要的討論時，行政瑣事（就算是重要的董事會事務）往往變成避難所。董事會會議應該具有策略價值，但是如果這些會議總是被公司治理議題占據，就無法充分討論策略議題，產生有價值的洞見。當然，董事會必須了解重要的法律問題和其他戰術性課題，但這些通常可以由小組委員會處理，並在董事會中用15分鐘摘要報告即可。施密特接掌Google執行長後，致力使董事會聚焦在事業規模和策略議題，他擔任蘋果公司董事會成員期間，董事會在這方面也做得很好，會議總是充滿與產品、領導及策略等相關議題的討論。在這兩家公司，事業由誰治理與主導，清清楚楚，沒有董事會干預的問題！


  在非董事會會議期間，記得經常打電話給董事會成員，但請預期你的電話將被轉入語音信箱。;-）


  合作夥伴：像外交官般地溝通


  為建立平台和成功的產品生態圈，公司必須和合作夥伴打交道，這往往形成「競合」（coopetition）和「亦敵亦友」（frenemy）的有趣情況：兩家公司可能在一些領域彼此競爭，但在其他領域共同合作。在這類情況下，成功的祕訣就是靠最古老的一個溝通藝術：外交。


  從許多方面來看，複雜的商業關係與國家之間的現實政治外交相似，彼此關係的經營應該本於務實原則，而非意識型態原則。國與國之間可能對彼此有一長串的不滿，但站在最佳的互惠互利立場就要找出一條合作共處之道。不相往來或是對戰對大家都是傷害。舉例而言，中國和美國之間有很多的問題，但兩國之間的貿易這麼多，儘管彼此有諸多不和，大家還是必須找出建立和維持關係的途徑。


  跟事業夥伴一樣，各國有自己的信念系統，從一個國家換至另一個國家時，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從一個信念系統切換至另一個信念系統。想成功經營夥伴關係，重要的第一步是認知這些差異，並且假定這些差異不會改變，對手國或公司有強烈信奉其體制和信念的權利，就如同你強烈信奉你的體制和理念，因此，為了建立和維持有效的夥伴關係，你必須把這方面的道德評判擺在一邊。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1969年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時提到：「我們向來言明，我們沒有永遠的敵人，而且我們會根據其他國家的行動來評判它們，而非根據它們的意識型態來評判它們，包括共產主義國家，確切地說，就是像共產主義中國這樣的國家。」[15] 在他祕密造訪中國後不到兩年，中國和美國便重啟外交關係，這是自二次大戰結束後，兩國首度建交。


  如果說經營夥伴關係就像外交，那就理當交由具有外交手腕的人去做這事。對於最重要的夥伴關係，公司應該創造一個以照顧雙方利益為職責的職務角色：使外部夥伴滿意的同時，也照顧到自己公司的利益。[16] 這與傳統的銷售人員角色不同，他們通常側重自己公司的利益，忽視夥伴的利益。


  媒體訪談：交談，別傳遞訊息


  在接受媒體訪談前，你是否請部屬幫你準備資料？如果是的話，他們是否提供你一份「常見問題」（FAQs），內含難纏的記者可能詢問的種種問題，並且針對每個問題精心準備消毒過，並盡可能緊抓住要傳遞的行銷主題來回答？當幫你準備資料的部屬提供「常見問題與回答」時，你可曾看著他們，心裡自問：「這是我要說的話嗎？」因為你要是真的這麼做，那麼你這個人大概是矽鈦合金打造出來的吧。


  許多人認為媒體訪談就是行銷演講，要逐字雕琢。在公關部門人員眼中，羅森柏格可能是個很難伺候的對象，他曾經在看到公關部門人員擬妥的稿子時，高分貝地叫著：「如果你們想要一隻訓練有素的猴子接受訪談的話，我很樂意安排一隻；但如果你們要我這個一點都不像猴子的人接受訪談，你們最好重做，提供我更有料的資料。」一個成功的訪談不應該複述枯燥乏味的行銷訊息，應該是一場內含洞見的交談。


  一個優秀的溝通者了解傳遞訊息（messaging）和交談（conversation）的差別。傳遞訊息並不回答任何問題；但在交談中，你聆聽其他人提出的問題，試著明智地回答，提出洞見與故事，強化你想傳遞的訊息，而不是機械式地重述訊息。太多人試圖控管溝通中不利的層面，傳遞訊息式的溝通固然可以做到這種控管，但無法創造任何收穫。


  想和記者進行一場有洞見的交談相當困難，比熟背事先擬妥的腳本還要困難，這並不是因為記者善於話中帶刺。和記者進行你來我往的交談往往會導致緊張對峙，這是記者常試圖營造的局面，卻是多數受訪者努力避免的局面，因此，如果你想和一名記者進行實實在在的交談，你必須有夠堅韌的臉皮，撐得住最終刊登出來的報導文章中的負面元素。如果最終的報導文章中沒有批評你的字句，那麼這可能不是一場很有見地的交談。


  不過，多數人之所以未能和媒體有一番聰明的交談，是因為研擬要傳遞的訊息較容易，發現洞見遠遠較難。其實，洞見就在那裡，你只需要鞭策你的團隊去尋找它們。我們的公關部同仁愛倫．魏斯特總是告訴她的團隊：「想成為有見地的領導人，你必須有思想。」你應該常這麼提醒你的部屬。


  成事得靠好關係，不是靠層級制


  層級制、充滿流程的組織有個好處，可以讓你很容易知道必須找誰溝通：你只需要在組織架構圖上找到正確的方塊，就會找到你必須溝通的對象。但是，在網際網路世紀，混亂是一個成功企業的常態。當一切運作得很理想、平順時，人員和組織架構圖呈現明確的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狀態，就代表流程和基礎建設趕上事業發展的速度，這不是好事。施密特擔任網威公司執行長時，公司運作順暢得猶如上滿油的機器，唯一的問題是，沒有出色的新產品問市。曾贏得世界冠軍的賽車手馬里歐．安德瑞提（Mario Andretti）有句名言：「如果一切似乎都在掌控之下，就代表你跑得不夠快。」[17]


  事業應該總是跑得比流程還要快，流程趕不上事業的發展速度，於是呈現混亂。在混亂狀態下，只能透過關係做事。因此，你應該投資時間在結識和關懷其他人，注意小事，例如夥伴及小孩的姓名、重要的家務事，這些可以很容易記錄在你的聯絡人名單備註欄裡。施密特信奉「三週法則」：在開始一個新職務時，頭三個星期別做任何事，認真傾聽部屬的聲音，了解他們的問題和優先要務，認識與關心他們，贏得他們的信賴。所以實際上，上任前三週，你並不是什麼都沒做，而是做了很重要的事：建立穩健的關係。


  還有，別忘了讓人微笑，讚美是一項未被充分重視和利用的管理工具。有人值得讚美時，千萬別吝於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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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箴言》第25章第25節：「有好消息從遠方來，就如拿涼水給口渴的人喝。」參見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Quatercentenary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age 38。[image: 返回]


    	James O'Toole and Warren Bennis, "What's Needed Next: A Culture of Candor"（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ne 2009）。[image: 返回]


    	Michael Parks, "Soviets Free the Dreaded Photocopier"（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5, 1989）。[image: 返回]


    	Bill Gates, "Bill Gates' New Rules"（TIME, April 19, 1999）。[image: 返回]


    	我們曾有資訊外洩的情形，但就我們所知，從沒有來自全員會議的資訊。我們盡全力追查洩露源頭，成功率很高，洩露源頭通常是我們的事業夥伴，但如果洩露資訊的人是Google人，公司一定會開除他們。[image: 返回]


    	這句話節錄自John Markoff, "A Fight to Win the Future: Computers vs. Humans"（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2011）。布朗這句話是在貶低IBM的人工智慧華生電腦在益智問答競賽〈危險邊緣！〉節目中挑戰人類競爭者的意義，但是這個節目的競賽形式是競賽者根據答案線索，以提出問題來作答（亦即詢問問題），所以布朗說的這句話，能達到諷刺作用嗎？[image: 返回]


    	這種以紅色及綠色牌子表達意見的方法源自電影《實習大叔》（The Internship），電影上映後，我們開始在全員會議中採用這種方法，大受歡迎，我們持續使用近一年。接著，我們把它升級為數位版本，使遠距觀看的員工也可以用紅色和綠色表達他們的意見。[image: 返回]


    	霍澤的這份使用手冊中，我們最喜歡的一段內容如下：「我不在美國生長，說話往往比其他人直接……我在釐清論點時，往往會過於強調重點，這樣是比較容易在黑白對灰色地帶之間總結出一些事……如果你認為我錯了，請務必告訴我，我絕對不會責怪任何坦率直言的人……如果你覺得我總是打壓你，你從我這裡獲得的全都是負面的反饋意見，很可能我不是有意的。」[image: 返回]


    	參見Jon Gertner, "True Innovation"（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2012）。葛納本身撰寫過書籍探討貝爾實驗室的創新活動，參見Jon Gertner, The Idea Factory: Bell Labs and the Great Age of American Innovation（Penguin, 2012）。[image: 返回]


    	羅森柏格一再告訴他的太太這句話，但說了4遍後，太太就叫他閉嘴了！[image: 返回]


    	Kevin Kelly, "Was Moore's Law Inevitable?"（The Technium, July 2009）, reteieved from http://www.kk.org/thetechnium/archives/2009/07/was_moores_law.php。[image: 返回]


    	這句話被引述過很多次，包括：Dennis McLellan, "Elmore Leonard, Master of the Hard-Boiled Crime Novel, Dies at 87"（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0, 2013）。[image: 返回]


    	「Nose in, Fingers out」簡稱為NIFO，這是全美公司董事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Directors）創辦人暨前會長約翰．納許（John M. Nash）提出的名詞，意指董事會應該扮演積極監督角色，但不要對企業採取微管理式的干預，參見"A Leader Ahead of His Time: NACD Founder John Nash"（NACD Directorship, May 15, 2013）。[image: 返回]


    	這些為董事會簡報做準備的產品經理人當中有許多人後來在Google發展得很成功，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例如，山達．皮恰（Sundar Pichai）在羅森柏格團隊中擔任經理人多年，現在是安卓系統、Chrome瀏覽器、應用程式產品等部門的主管。和皮洽合作準備董事會簡報的凱撒．沈古塔（Caesar Sengupta）現在擔任Chromebook筆電產品管理副總。[image: 返回]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Little Brown, 1979）, Page192。[image: 返回]


    	在外交界，此稱為「雙層賽局理論」（two-level game theory），參見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42, Number 3, Summer 1988）。[image: 返回]


    	節錄自"The 25 Coolest Athletes of All Time"（GQ, February 2011）。[image: 返回]

  


  創新創造原生泥漿


  2010年3月的一個晴天，施密特的座車停在帕羅奧圖市碼頭路（Embarcadero Road）和王者之道（El Camino Real）的交叉口等紅綠燈，施密特看著環繞於史丹佛大學足球場四周的樹木，回想前幾個小時他和蘋果公司執行長賈伯斯在卡拉費雅餐館（Calafia Cafe）[1] 喝咖啡，兩人坐在這家加州風餐館的外頭，討論蓬勃成長中的Google安卓行動作業系統，賈伯斯堅信這套開放原始碼作業系統是以蘋果公司的智慧財產為基礎開發出來的。施密特的回答是，Google沒有使用蘋果的智慧財產，安卓系統是我們自己開發出來的。但施密特的爭辯不為賈伯斯採信，他心想：「他們將會和我們對簿公堂。」


  施密特和賈伯斯第一次見面是在1993年，當時施密特在昇陽電腦公司工作，賈伯斯任職NeXT電腦公司，NeXT電腦使用Objective-C的程式語言開發產品，而那時施密特和幾位昇陽的同事前往NeXT聽賈伯斯的簡報。賈伯斯極力頌揚Objective-C的優點，試圖說服昇陽的電腦科學家在開發下一代的程式架構時應該使用這種程式語言。施密特知道賈伯斯的一些技術論點不正確，但他的整個論點太具說服力了，施密特和他的同事無法確切說出到底賈伯斯錯在哪裡。會後，他們站在停放在NeXT公司停車場的車邊，解析賈伯斯剛才的論述，他們就好像掉進賈伯斯的現實扭曲力場（reality distortion field），想要試著逃離賈伯斯的魅力。不巧賈伯斯看見他們在停車場，跑了過來，繼續談話，又談了一小時。


  賈伯斯和施密特自此建立多年的友誼，2006年夏天，施密特受邀成為蘋果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在接受這項職務之前，他和賈伯斯討論到蘋果和Google這兩家公司的潛在利益衝突：蘋果開發iPhone，Google在2005年8月買下安迪．魯賓的安卓公司後，開發行動作業系統已經有一年。安卓將產生怎樣的產品仍然是未定之數，但在當時看來，應該會是一套沒有使用者介面（其他公司建置使用者介面）的開放原始碼作業系統。我們希望安卓能變成摩托羅拉、諾基亞（Nokia）、三星（Samsung）等手機製造商採用的作業系統，而這些公司會有自己的設計和應用程式。由於安卓和iPhone當時都還處於早期發展階段，因此潛在利益衝突不那麼明顯，所以施密特在8月加入蘋果公司的董事會。


  蘋果公司的iPhone在2007年6月問市，是一個近乎完美的產品。它的設計構思是讓連結網際網路的品質達到最好，而且在操作時隨時都很便利，這實在很出色。那年稍後，安卓系統團隊發布一支YouTube影片，公開他們正在開發的產品，賈伯斯檢視這影片後得出影片呈現的使用者體驗和iPhone及iOS作業系統太相像的結論。施密特最後在2009年8月退出蘋果公司董事會，兩家公司與其事業夥伴之間的纏訟一直到現在。


  最終，每個人都可以擁有一支智慧型手機，而且至少在未來的10年，大部分智慧型手機使用的作業系統不是iOS，就是安卓。為這兩個平台開發應用程式的工程師比史上任何電腦系統平台還要多（這有部分是因為手機潛在使用群近乎是全球人口）。數十家製造商相互競爭，它們的興衰起落不僅見諸商業雜誌，連主流媒體也時有報導。如今這些看來顯然不怎麼稀奇，但僅僅數年前，個人電腦的運算環境指的是使用微軟視窗作業系統的個人電腦。不論你站在專利侵權爭議中的哪個陣營（我們當然是站在自己這一邊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兩個平台已經孕育出巨大的經濟發展和創新，改善全球各地人們的生活。


  賈伯斯很清楚地預見這個未來，一位智慧創做者可以對世界產生多大的影響，再也沒有比賈伯斯更好的範例了。他展現出深度專業、藝術與創新才能的結合；出色的商業穎悟力使他能打造出讓大家真的會愛上的電腦運算產品。在充滿阿宅和生意人、但極乏藝術家的科技界，他把美學和科學結合起來。從和賈伯斯共事與觀察他的過程中，施密特和羅森柏格對智慧創做者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領悟到個人風格對公司文化的深遠影響，以及公司文化如何直接關係到公司的成敗。


  不過，安卓系統和iOS系統的糾葛故事中最重要的層面是，它展現出通往創新的兩條不同途徑。這兩個平台（以及這兩家公司）都極具創新力，兩家公司的創新方法有一些重要的相似性：蘋果和Google都身處產品生命週期超快的產業；在網際網路事業和行動電腦運算事業領域，新近的轟動產品很快就會變得老舊過時，因此兩家公司都必須不斷創新，否則就會落後。兩家公司都沒訴諸傳統的市場研究，仰賴自己的能力去弄清楚消費者未來想要什麼。兩家公司都信賴自己的眼光，都把為消費者創造最佳體驗擺在第一要務。


  不過撇開這些相似性，兩家公司的創新方法截然不同，主要的差異在於控制層面。對於安卓系統，Google下注在一個開放平台能創造的超級經濟效益，以及我們有能力應付這種開放性導致的分裂。安卓是一個不受控制的平台，我們所謂的「不受控制」，指的是最正面的含義：Google採用阿帕契授權合約（Apache license agreement）[2]，讓任何人可以免費使用這套軟體的原始碼。這種開放原始碼模式讓每個人都可以使用這套作業系統做他們想做的事；安卓是沙盒裡的沙。


  我們也讓每個人開發及銷售在安卓系統裝置上運作的應用程式，他們不需要事先徵求Google的同意。我們鼓勵三星、宏達電、摩托羅拉等設備製造商開發和安卓系統應用程式相容的裝置，使所有安卓系統應用程式能夠平順地在所有安卓系統裝置上執行。我們雖然沒有百分之百達成這個目標，但成效非常高，在一個沒有進入成本、沒有管控力量的環境中，這是自然可期之事。安卓系統的成長與擴張的程度出乎意料。電子閱讀裝置（包括亞馬遜公司的裝置）、平板電腦、遊戲機和手機都使用這套作業系統，就連冰箱、跑步機、電視機和玩具也使用它。許多權威人士談論「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時代的來臨，不僅平板電腦和手機，所有設備都將和網際網路連結。我們期望大多數的設備可以採用安卓作業系統。


  蘋果採行的是相反的方法，iOS作業系統的程式碼是封閉、不開放的，想在蘋果應用程式商店銷售的應用程式必須先取得蘋果公司的正式核准。賈伯斯向來相信，完全掌控一切才能創造出最佳的消費者體驗。他相當關注自己和公司做的每件事情細節，唯一的目標就是打造出最好的產品。從他向蘋果公司董事會所做的出色產品說明就可以看出這點，這些展示說明總是非常精心安排與製作，彷彿百老匯秀一般。新產品不僅要向董事會展示，也要對外展示。在Google，我們經常讓產品襄理向董事會做新產品展示說明，不僅因為他們做得很好（當然是比不上賈伯斯啦），也因為讓踏出校園僅僅一、兩年的年輕人（他們有時還穿著學校運動衫呢）向董事會展示我們的最新創新。我們從賈伯斯身上學到這種表演的價值。


  蘋果公司的控管模式能夠奏效，不僅是因為賈伯斯很卓越，也因為他組織公司的方法。蘋果公司和Google一樣，領導者大多是有技術背景的產品人才。當你打造一支由智慧創做者組成的團隊，又讓超級智慧創做者擔任領導人，就有極佳機會能做對大多數的事；當你做的事在多數時候是正確時，一個高度控管的模式就可以產生出色的創新。


  我們撰寫創新這一章，並和親友分享這些內容時，對我們的理念有不同意見的人往往會拿賈伯斯當作反證：「可是，賈伯斯就不是這麼做，你瞧，他創造出多少出色的東西啊！」當然啦，他們說的沒錯，我們的回答通常是：要是你和賈伯斯一樣，具有鮮少有人能及的直覺力和洞察力，你就應該試試他的方法。但如果你跟大多數人一樣，那麼在創新方面，我們有一些不同的建議，你或許可以試試。


  什麼是創新？


  創新是下一個大事，或者，至少是下一個流行詞。根據《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光是2011年，「innovation」這個字（包括動詞、名詞、形容詞等在內）出現在美國企業的年報和季報上總計超過3萬3000次。[3]（《華爾街日報》的這篇報導中沒有提到那些年報和季報中出現「Luddite」〔譯註：盧德運動者，強烈反對機械化、自動化、技術革命的人〕多少次，但我們敢打賭一定非常少。）人人都想要創新，在討論如何創新之前，咱們先來釐清創新的含義。


  在我們看來，創新包含產出及執行新奇且實用的點子。由於「新奇」（novel）這個字常被當成只不過是「全新」（new）的花俏同義詞，所以我們必須在此釐清，一個創新的東西不僅必須提供新功能，而且必須讓人驚奇。如果顧客提出要求，而你提供給他們想要的東西不夠創新時，那麼你只是做出回應而已。這是好事，但不是創新。至於用「實用」（useful）來形容「創新」這麼火熱勁酷的東西力道稍嫌不足，所以咱們就加上一個副詞「非常」吧。然後創新的含義就成了：一個創新的東西必須是新奇，而且非常實用！


  Google開發無人駕駛車的計劃顯然符合我們的這個定義：它既新奇（對〈霹靂遊俠〉〔Knight Rider〕的影迷除外），且非常實用。不過，Google每年對搜尋引擎推出超過500種改進，這算不算創新呢？或者只是漸進式的改善？它們既新且令人驚奇，這無庸置疑，不過這每一個改進雖然實用，但要稱它為「非常實用」還有一段距離。可是，把所有的改進加總起來，真的可以稱得上「非常實用」了：因為有這些改進的力量，所以Google的搜尋引擎一年比一年大幅進步；這就像前進500小步加總起來，就能把你帶到另一個地方。


  更廣泛的定義就是：並非只有非常新、非常重量級的東西才叫創新；這個定義很重要，因為它使人人都有機會創新，而不只是獨留給少數幾個在校外建築大樓裡專門搞創新的人。Google搜尋引擎的團隊，一直為有15年歷史的產品在努力，這個團隊的創新工作絲毫不亞於從事無人駕駛車計劃的Google[x]團隊。而且這個定義的精神會使大多數人有機會提出非常新、非常重量級的東西。


  創新的環境背景


  Google[x]實驗室用一幅簡單的范氏圖（Venn diagram）來研判要不要繼續執行一個點子。首先，這個點子必須是一項大挑戰或大機會，會影響數億或數十億人。其次，團隊必須擁有非常不同於市場上現有產品解決方案的構想；我們不是努力改善某個現有的做法，而是想重新開始。第三，可以為生活帶來全新解決方法的突破技術至少必須在不太遠的未來可行而且可以達成。舉例而言，「氣球計劃」（Project Loon）希望讓還不能用寬頻上網的數十億人可以使用氦氣球來寬頻上網，我們逐項核對這三個要件：它使用已經存在或可以發展出來的技術，推出一個全新的解決方法，解決一個巨大問題。（想像一個像熱氣球大小的東西，飄浮在兩萬公尺高的上空，向下方地面上的家戶遞送無線寬頻服務，這就是「氣球計劃」的願景。）另一個例子是時空旅行，它或許能夠解決很多問題，（並且使一些運動博彩的賭客變得相當富有。）但技術就不可行（或許是面露邪惡笑容的我們想要你這麼相信）。Google[x]團隊在開始執行點子之前，一定會先檢視這個點子是否符合這三個要件。如果不符合，它就會被否決。


  在創新之前，必須有適當的創新環境背景，這通常可以在快速成長和充滿競爭（有很多公司在研發無人駕駛車，其中多數是汽車公司！）的市場上找到。別探索空無一人的領域，當個孤獨寂寞者；在一個已有或將有大量人潮的領域推出創新遠遠更好。這樣的說法或許聽起來違反常理，因為許多創業者夢想的都是進入全新、沒有競爭的「未開發」市場。但是，一個市場之所以會空無一人通常都有理由：它不夠大，不足以支撐一個新創事業的成長。它可能仍然是個好商機，總是有人必須靠那些我們在SkyMall商品目錄上看到的利基產品來賺錢，但是如果你想創造一個創新環境，最好還是探索具有龐大成長潛力的大市場。別忘了，Google是搜尋引擎市場的後進者，不是早期進入者。


  技術是另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你認為這個領域的技術將如何演進？現在有什麼不同的技術，你預期未來還會出現什麼進一步的技術變化？在這持續發展的世界，你是否有人才可以創造出持續性的差異化？Google工程師保羅．布海開發Gmail系統時，他是在一個很大且成長的領域（電子郵件）中創新，打賭自己能夠開發出一個瀏覽器型的電子郵件系統，功能和使用者介面不輸給用戶型電子郵件系統。[4] 由於Google有大量能撰寫優異網路應用程式的工程師，我們有人才能成功執行布海的洞見，因此，這項創新的環境背景很理想。


  執行長必須身兼創新長


  多年前，我們的同仁尤迪．曼柏（Udi Manber）是雅虎的工程師，當時雅虎認為自己創新不足，所以公司的高階主管做了任何訓練有素的企管碩士在面臨這個問題時都會做的事：他們找人負責矯正這個問題。於是他們找曼柏擔任創新主管，曼柏接受了。但是，接掌新職才三個星期，他就發現自己錯了，不該接受這項職務。曼柏的那些上司想要他成立一個創新議會，為員工提供可以填寫點子的表格，並建立一個流程，由創新議會審核這些點子。換言之，曼柏的職責是設立一個創新的官僚制度，這實在是十足的矛盾。於是他選擇離開雅虎。（他可能是受到12歲女兒的刺激。他的女兒看到曼柏在準備工程部全員會議的講稿說道：「你是要浪費幾百個工程師的時間來告訴他們必須創新，這麼做創新嗎？」）曼柏後來進入Google，在這裡發展得很成功，領導我們一些最創新的產品團隊……就是沒當創新主管。


  找一位高階主管負責所有創新事務的做法不只有雅虎公司。幾年前，一家大型顧問公司發表一篇報告，建議所有公司指派一位「創新長」（Chief Innovation Officer），[5] 為什麼？據說是為了對所有創新計劃建立「統一指揮」（Uniformity of command）。我們不太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但我們相當確信，「統一指揮」和「創新」這兩個詞不應該出現在同一個句子裡（除了你現在讀到的這個句子）。


  企業經理人喜歡管事，如果想要某件事完成，就找個人來負責。但是，創新總是頑強抗拒傳統企管碩士風格的管理手法。和其他多數企業經營事務不一樣的是，創新活動無法被擁有、命令或排定時間。就像曼柏在回憶他的雅虎經驗時告訴我們的：「創新的人不需要人家囑咐他們創新，而是需要人家允許他們創新。」換言之，創新必須以有生命力的方式進化，它是路途的最終目的地，這條路的一開始是點子從原生泥漿（primordial ooze）中突變而生，從初生到結果，走過漫長危險的路；這一路上，較強的點子聚集更多的支持者和動能，較弱的點子則是敗陣下來。沒有一個流程可以執行這種進化，它的重要特徵就是它缺乏流程，我們可以把它想成是點子的物競天擇，[6] 把達爾文的《物種源始》（The Origin of Species）做個改寫：


  
    由於產生的〔點子〕比生存下來的還要多，於是必然經常一再出現生存競爭；所以，在複雜、時而變化的生存條件下，任何能夠以有利自身的形式做出的〔點子〕改變，不論是多麼細微的改變，都會更有機會存活下來，這就是物競天擇。[7]


    
      


    


    （附註：我們雖是進化論者，但不致於試圖在6天內創造一些很神奇的東西。）

  


  凡是想要創新的公司（當然就是指所有公司囉），首先必須創造一個環境，賦予各種創新元素完全的自由，讓它們能以全新且有趣的方式碰撞；接著，給予時間和自由，讓這些新的創造物進化和生存，或是停滯和死亡（這更常見）。「創新長」這個職務注定失敗，因為它絕對不會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創造出原生泥漿（但唯有原生泥漿能孕育出「啊」的驚歎）。換個方式來說，執行長必須身兼創新長；上帝創造了地球的原生泥漿，祂可沒把這任務委派給其他人。[8]


  創造原生泥漿文化並不是一個新概念。19世紀，湯瑪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出名的原因是他在門洛公園有一間實驗室，這是個「把東西往牆上丟，看看能否黏住」精神的獨特環境。20世紀，AT&T的貝爾實驗室和全錄公司的帕羅奧圖研究中心是著名的創新培育中心。不過，現在不同的是，在達爾文掙扎（Darwinian struggle，譯註：指在達爾文物競天擇環境下的掙扎）演化推進下的速度和規模。網際網路為每個人提供創造的工具，而且網際網路也是理想的測試地方，讓產品原型可以在這上面首次展示，有用的資料也能在比以往更短的時間內蒐集到。物種進化得花上千萬年，但在智慧創做者手中，如今的點子進化流程能夠（也必須）以網際網路速度推進。


  在新創企業的環境中很容易形成創新的原生泥漿，因為文化仍然很新，整個公司有著不顧一切的心態，加入新創公司的人渴望冒險，這是吸引他們的一個原因。可是，一旦公司員工數增加到超過500人，就會開始吸引更趨避風險的員工，他們可能還是很有才幹的智慧創做者，但不是那種會勇於率先往下跳的人。事實上，並非人人都勇於創新，因此，原生泥漿不光是給予創新者去創新，它也必須促使所有人參與、成長。


  幾年前，我們被音樂人與創業家德瑞克．席沃斯（Derek Sivers）的一場TED演講深深吸引，[9] 他在演講上播放一支影片，影片內容是在一場戶外音樂會上，一名看似瘋狂的男子獨自跳著舞。這名男子站在山坡上，沒穿上衣，打赤腳，手舞足蹈，獨自樂在其中。起初，旁邊群眾都和他保持6公尺左右的距離，沒人加入他的跳舞行列；但後來，一名大膽的男子加入他的行列，跟著跳舞；然後一個接一個，人數如潮水般湧入，數十人加進來，原本只有一個傻子的跳舞，變成許多人的瘋狂亂舞。席沃斯稱此為「第一位追隨者法則」（first follower principle）：當你製造一個行動時，最關鍵重要的一步是吸引第一位追隨者，席沃斯說：「第一位追隨者把孤單的瘋子變成領導人。」創新的原生泥漿必須鼓勵那些想要創新的人（在山坡上獨舞的傻子）做他們要做的事；但同等重要的是，這股原生泥漿還必須鼓勵那些想加入創新行列的人（第2個到第200個加入亂舞行列的傻子）也做自己要做的事。正因此，創新必須與全公司的結構融為一體，遍及每個部門和領域。當你把創新這個工作孤立在一個特定的團隊或部門，你或許能吸引創新的人加入這個團隊，但無法吸引足夠的第一位追隨者。


  快捷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和英特爾公司的共同創辦人羅伯．諾伊斯（Robert Noyce）說：「樂觀是創新的必要元素，否則一個人怎麼可能會捨棄安穩而擁抱改變，捨棄留在安全之地，展開冒險行動呢？」[10] 所以，你招募的人才要聰明到能夠想出創新點子，而且瘋狂到認為這些點子可能行得通；你必須尋找並吸引這種樂觀的人，為他們提供適當環境，讓他們創造改變和冒險。


  以使用者為先，一切水到渠成


  2009年下半年，Google搜尋引擎部門的一群工程師向我們展示一項新功能的原型，這項新功能已經醞釀一陣子，它是根據一個簡單構想：在使用者輸入搜尋關鍵字的同時，我們的搜尋引擎就開始同步執行搜尋，而不是等使用者打完關鍵字、按下輸入鍵後才開始執行搜尋。我們向來相信，速度是決定搜尋性能與品質的一個重要元素，令我們引以為傲的是，絕大多數的搜尋，我們都能在十分之一秒內呈現搜尋結果。但這十分之一秒指的是使用者按下輸入鍵之後，使用者可能花上好幾秒輸入搜尋關鍵字，我們是不是可以不等他們輸入完，在使用者打關鍵字的同時就呈現搜尋結果呢？我們看到產品原型之後，根本無需考慮就下了採用的決定，自然搜尋團隊和付費搜尋團隊立刻著手，幾個月後便向全球推出這項功能：Google瞬間搜尋（Google Instant）。


  在推出這個功能的幾星期前，羅森柏格在行政會議中想到一個疑問：瞬間搜尋功能會不會影響營收呢？在使用者輸入搜尋關鍵字之際就呈現搜尋結果，說不定會導致使用者比較不可能去點選廣告。於是，他詢問他的團隊，有沒有潛在營收衝擊的充分資料，他們回答：「沒有。」但大家一致同意應該有人做調查。接著，他們轉而談論推出這個功能的規劃。在羅森柏格任職過的公司，一項新產品核准之前必須通過最重要的一個門檻就是財務分析。這項產品能創造多少營收？投資報酬率是多少？需要多久才能回收成本？但在Google，此時距離推出核心產品的一項重大改變只剩幾星期了，竟然沒人做過仔細的財務分析。這項產品顯然對使用者很有益，所以我們全都知道這是最好的決策。


  瞬間搜尋功能推出之後，對營收只造成輕微影響，不過Google先前推出相當多的產品功能曾經造成嚴重的財務衝擊。例如2012年推出的「Google知識圖譜」，當你搜尋人名、地名及事物時，搜尋結果頁面右邊會以簡要格式欄位呈現和這個人事地物有關的資訊，把所有重要的相關事實彙集在一個易於閱讀的方塊裡。就多數搜尋網站而言，這個欄位取代以往頁面上放置廣告的區塊，這對營收造成一些損失。2011年初，我們對搜尋運算法做出一系列修改，降低特定種類網站的品質評分，因為我們不想讓使用者點選連結後進入低劣的網站。這項名為「panda」的修改影響近12％的搜尋，由於受到影響的許多網站是我們廣告網絡的一部分，因此這項修改也損及Google的營收。


  Google知道，在網際網路世紀，使用者的信賴與美元、歐元、英鎊、日圓或任何貨幣計算的收入同樣重要。公司能持續成功的唯一途徑是產品卓越，因此在產品的開發策略方面，我們的首要指引方針是以使用者為先（同時，也別妨礙外星文明的內部發展）。正如佩吉和布林在公開上市說明書中〈來自創辦人的信〉裡所說：「服務終端使用者是我們的事業核心，我們的第一要務。」


  不過，「以使用者為先」只說了一半，完整的句子應該是「以使用者為先，一切水到渠成」。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們自始至終只做對使用者有益且正確的事，信賴我們的智慧創做者會想出如何從中賺錢。這可能得花上一些時間，因此，你必須有很大的信心才能堅持下去，但這種堅持通常是值得的。[11]


  2004年，羅森柏格和Google同事傑夫．胡柏（Jeff Huber）帶布林去造訪一家小型新創公司Keyhole，胡柏是羅森柏格在Excite@Home雇用的第一位產品經理，後來加入Google的廣告團隊，成為首席工程師。[12] Keyhole的共同創辦人布萊恩．麥克蘭登（Brian McClendon）是羅森柏格和胡柏在Excite@Home的同事，Keyhole已經開發出一些很酷的地圖視覺與互動方式，布林立刻決定Google應該買下這家公司。


  幾星期後，布林把這項收購案提呈給董事會核准，當董事們詢問他，公司要如何靠這項技術賺錢時，他的回答很簡單：「我讓羅森柏格來回答這個問題，他是生意人。」羅森柏格一直輕輕鬆鬆地觀看布林的簡報，也從未思考過買下Keyhole之後如何使Google賺錢（已經加入Google兩年的羅森柏格，此時正在暢飲Google Kool-Aid飲料機的飲料）。被布林點名後，羅森柏格說出一些說完就忘記的回答胡亂應付，之後就忘了。事實是，我們根本不知道買下Keyhole對Google的獲利有何助益。


  董事會決定信賴布林的判斷，讓他進行這樁收購案。大約8個月後，以Keyhole的技術為基礎的Google地球（Google Earth）問市，立刻大受使用者的喜愛，也為公司創造數百萬美元的收入。這個應用程式沒有廣告收入，又是免費使用，哪來的收入呢？在推出這項產品後不久，我們的一位智慧創做者山達．皮恰心想，那些下載及安裝Google地球應用程式的人可能也會對Google工具列（Google Toolbar）感興趣。工具列是簡單實用的程式，會整合進瀏覽器，為使用者提供許多有趣的功能，其中一項功能是一個小小的Google搜尋方框，一直掛在瀏覽器的介面上。Google工具列的使用者可以直接在小方框上執行Google搜尋，不需要進入Google.com網站，這往往使他們執行更多的搜尋，點選更多廣告，進而創造更多廣告收入。皮恰的構想遭到一些反對，但在烏爾斯．霍澤的推促下，這個構想快速付諸執行。


  這個簡單的洞見：下載Google地球的人可能也有興趣使用Google工具列，明顯增加Google工具列的使用群，創造很多收入。但在那天董事會上，羅森柏格根本無法預期。事後回顧，我們認知到，當時的正確答案應該是：「我不知道……但我確信我們會想出辦法。」


  以使用者為先，然後錢自然會跟著進來，這個理念也許會面臨挑戰，尤其是碰到使用者和客戶不同的環境，以及你的客戶不認同「以使用者為先」的理念時。當Google在2012年收購摩托羅拉時，羅森柏格參加過一場摩托羅拉會議，這是3小時的產品說明，由摩托羅拉公司的經理人介紹所有摩托羅拉手機的性能和規格。他們不斷提到客戶的要求，在羅森柏格聽來這些內容大多不太合理，因為它們和羅森柏格所知道的手機用戶需求非常不符。午餐時，一位主管向他解釋，摩托羅拉所謂的「客戶」並非指手機使用者，而是指威訊（Verizon）、AT&T之類的行動通信業者，它們才是摩托羅拉的實際顧客。這些電信公司應該已經沒有像過去那樣關心使用者了。再者，摩托羅拉也一直沒把重心擺在它的使用者，而是在它的合作夥伴。


  在Google，我們的使用者是使用我們的產品的人，我們的客戶則是購買我們的廣告和技術授權的公司。使用者的利益和客戶的利益鮮少有衝突，但當兩者有衝突時，我們會傾向維護使用者端的利益。不論你屬於什麼產業，都得遵循這個原則，現在的使用者比以往更有力量，他們不會容忍低劣的產品。


  思考格局大才會吸引優秀人才


  我們的同事、Google的網際網路福音傳播長文特．瑟夫（Vint Cerf）一直致力撰寫一套新的網路通訊協定，它可以在嚴苛惡劣、極大的環境空間中使用。瑟夫表示，他是在自問自己能為25年後需要的東西做些什麼事之後才開始這項計劃。[13] 當時瑟夫的答案是：星際網際網路（interplanetary Internet）。沒有人會說瑟夫的思考格局不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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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對我們其他人來說，思考的方向可能就大不同了。或許是人性使然，也或許是企業的本質使然，多數人傾向漸進式思考，而非大變革或往銀河星際發展的思考。[14] 我們的同事蕾吉娜．杜甘（Regina Dugan）是前任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簡稱DARPA）[15] 署長，後來進入摩托羅拉和Google公司工作，她曾提到當人的工作狀態落在「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adrant）[16] 時，創新經常會出現。這種時候都是在人們為了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而試圖推進基礎科學的階段。但是，多數公司落在相反象限，處在「科學無趣，也沒人關心要追求的目標。人才退出，計劃更常失敗」。[17]


  因此，在Google的產品檢討會上，施密特和佩吉對工程師及產品經理人的一項挑戰要求總是：「你的思考格局不夠大」。在網際網路世紀，幾乎人人都可以取得無限的資訊、連接性、電腦運算力、全球規模，但有太多人陷入老舊、受限的思維模式。到後來，佩吉把「你的思考格局不夠大」改成「思考格局10倍大」（think 10X），有助於矯正這種思維模式，它包含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藝術。


  大格局思考的一個明顯益處是給予智慧創做者更多的自由，移除限制，激發創造力。Google[x]團隊領導人愛斯特洛．泰勒（Astro Teller）指出，如果你想打造一部省油10％的車子，你只需要修改現有的設計；但如果你想打造1公升燃料可跑200多公里的車子，你得重頭來過。光是思考如何重頭來過的流程，就能激發以往從未考慮到的點子。


  大格局思考還有其他更微妙的益處。大賭注往往會因為規模而提高成功的可能性，因為賭注大，公司輸不得。反之，當你下一堆更小的賭注時，沒有一個賭注會威脅到生存，往往就會落得平庸，這種情形我們經常在商界看得到：有些公司推出了一大堆不卓越產品。Google買下摩托羅拉後，羅森柏格開始協助新執行長丹尼斯．伍賽（Dennis Woodside），他發現，這家公司有數十種款式的手機，每款手機瞄準的對象都是以市場研究定義出的特定區塊，例如：千禧世代、X世代、嬰兒潮世代、整天忙於接送小孩往返學校及其他活動的足球媽媽（soccer moms）。這種做法背後還有的緣由是各家行動通信業者想要有自己的獨特款式手機，但這往往產生一堆平庸的產品。每款手機有自己的一組產品人員，努力想打造出卓越的產品，但他們也知道，只要他們打造出來的產品還算不錯，公司就能生存。伍賽大力矯正這些問題，在Google於2014年出售摩托羅拉給聯想公司之前，已經使它變成以使用者為先的公司。


  反觀iPhone之所以成為大受歡迎的產品，正是因為它是蘋果公司製造的唯一一款手機。如果是在發展下一代iPhone時碰到一個問題，在找到修正這個問題的計劃之前，沒有一個團隊成員會下班回家。蘋果公司只有幾條產品線，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只有少數產品線，每條產品線都是命脈，任何一條都輸不得。


  此外，賭注愈大，愈容易解決大問題，因為愈困難的挑戰會吸引愈優秀的人才。困難的挑戰和高度聰明的優秀人才之間存在共生關係：優秀人才會因為征服挑戰而快樂。讓不勝任的人應付大挑戰，你是給自己招來焦慮；但困難的挑戰交給勝任的人應付，會有皆大歡喜的結果。[18] 優異人才會因為問題有挑戰性而樂於接受挑戰，此外，就像社會學家暨管理學權威羅莎貝絲．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所說，他們之所以享受挑戰是因為能帶來相當實質的益處：學習新技能、和同好建立新關係、提高聲譽，或者經濟學家會說的「投資自己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19]。基於這些理由，大格局思考其實是吸引和留住智慧創做者的一項好方法。這麼說吧：試想，你是剛從大學畢業的優秀智慧創做者，有兩家公司提供工作機會，這兩份工作幾乎一模一樣，唯獨有一點不同，甲公司告訴你，他們喜歡試圖打造好上10倍的東西；乙公司告訴你，他們放眼的目標是追求10％的改進，試問你會選擇哪一家公司？


  我們的友人麥克．卡西迪（Mike Cassidy）就是用10倍思考格局留住智慧創做者的好例子。卡西迪是美國旅遊指南和評論網站Ruba公司的共同創辦人，Google在2010年買下Ruba公司的智慧財產，並雇用他的團隊，卡西迪因此成為Google人。卡西迪是不斷創業的企業家，Ruba是他的第四家公司，他創立的第二家公司是搜尋引擎事業，名為「Direct Hit」，和Google短暫競爭之後，賣給Ask Jeeves。所以我們認為卡西迪遲早會離開Google，再去創新事業。時日一久，我們也沒去留意卡西迪在做什麼，但偶爾在公司總部看見他的身影，所以還知道他仍是Google人。2013年6月，Google宣布前面提到的「氣球計劃」，讓還不能寬頻上網的50億人可以使用氦氣球寬頻上網。我們很快得知，擁有航太工程學位的卡西迪是「氣球計劃」的一位領導人，而且已經從事這計劃一年多了。要不是有機會做這種大膽無畏的事，卡西迪可能早就離開Google了；所以我們持續讓思考放大格局，並向技術的極限推進，就能留住至少一位傑出的智慧創做者。


  佩吉常說，做重要的大事可以鼓舞人，縱使這群人不像卡西迪這樣可以直接參與這些大事。我們常聽到Google人談論他們的工作是做「10倍大」的事，儘管多數Google人的工作和Google著名的大膽計劃沒有多大關聯，他們是銷售人員、律師、財務人員，但他們全受到公司普遍如登月計劃般大膽的思維所鼓舞。放大格局思考不僅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一項強力工具，也有感染力。


  訂定幾乎無法達成的目標


  老練的企業經理人熟諳許多技巧，而且嫻熟度數一數二的技巧就是訂定年度目標和季目標。這需要一些竅門，因為目標訂得太低，你顯然是想透過季末「神奇般」超越目標的手段，讓自己風光；[20] 但目標訂得太高，失敗風險高。竅門在於找到甜蜜點（sweet spot），它的方法就是訂定看起來困難、但實際上容易做到的目標。在季末和年底，理想的記分板是充滿百分之百達成的目標。


  1999年年底，約翰．杜爾在Google做的一場演講改變這家公司，因為它建立一個簡單工具，讓Google的創辦人立定他們的「大格局思考」的企業精神。杜爾是Google董事會成員，他的凱鵬華盈投資公司不久前投資Google。這天，他的演講主題是一種名為「季績效管理」的目標管理形式（我們在前面章節討論過），這是他從英特爾前執行長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那裡學到的東西。[21] 有幾個重要特性使季績效管理與一般「低承諾，高實現」（underpromise, overdeliver）的目標管理不同。


  第一，一個良好的季績效管理應該結合遠大目標（objective）和高度可評量的重要結果（key results）。企業很容易訂定一些不具體的策略目標（例如：變得更好使用、強化團隊士氣、增強體質）當目標，然後在季末宣稱成功達成目標。但是，當策略目標是針對一個具體目標（例如：提高產品使用量X％、提高員工滿意度Y％、在2小時內跑完半程馬拉松）來評估時，一切就會變得很有趣。舉例而言，我們的一支平台團隊最近的季績效目標是「新的WW系統在ZZ％的Jupiter上以低於YY微秒的等待時間，為XX大型服務處理顯著流量」[22]（Jupiter是計劃代號，而不是Google最新的資料中心所在地），這個季績效目標明確、毫不含糊，很容易衡量達成與否。其他季績效目標的例子包括：在一個明確數目的國家推出一項產品；或者設定使用量目標，像是Google+團隊最近的季績效目標是在公司內部網站上每天張貼訊息的使用者數量；或者是針對執行效能的目標設定，例如：觀看YouTube影片的等待時間。


  第二（這點加入「大格局思考」的原則），一個良好的季績效目標應該是極具挑戰性的目標，而且實際上應該難以百分之百完成所有績效目標。如果你的季績效目標全部達成，代表你訂定的目標不夠高。最好的目標應該非常有企圖心，但也很務實。在這種奇特的評估計算方法下，一個建構得宜的季績效目標達成率應該是70％，通常勝過一個建構不合適、達成率100％的目標。


  第三，幾乎所有人都要有季績效目標。切記，必須人人都想著公司的事業，不論他們擔任什麼職務。


  第四，季績效目標是評分，但這些得分不會用於其他任何用途，甚至不被記錄下來，只是讓員工誠實地評量自己的表現。


  第五，季績效目標並非用於所有層面的工作，把它們用於需要特別聚焦的領域，以及需要多費心力、否則無法達成的目標。一般例行性事務不需要使用季績效目標。


  伴隨事業成長，最重要的目標會從個人性質轉變為團隊性質。在小公司，一個人可以自行做成很多事，但伴隨公司成長，有挑戰性的延伸目標在沒有團隊的協力下會變得更難達成。這不代表個人應該停止訂定季績效目標，而是說團隊的季績效目標變成更重要工具，用來維持對大任務的關注。


  績效目標的導向文化還有最後一個益處：它有助於避免員工追趕競爭者。在網際網路世紀，到處都有競爭者，追趕競爭者很容易淪於平庸。如果員工將關注重點擺在建構合適的目標，就不會發生這種問題。他們知道自己必須往什麼目標邁進，根本沒時間去擔心競爭。


  70/20/10的資源分配法則


  當有人向你推銷一個新點子時，你傾向說yes還是no？在否定的組織環境中待太久的話，人的直覺反應很可能就是說no。或在一個「NO！」的組織中總是有辦法繁殖抗體，這些抗體的唯一目的就是鼓吹「汝不可」（Thou shalt not）教義。說「no」讓經理人得以避險，把他們的資源（我們所謂的「資源」，指的是人員）保留給更可能成功的計劃。我該投入珍貴的智慧創做者在那個瘋狂計劃上嗎？要是計劃失敗了呢？他們明年可能會調走我的人員！我想，還是說「no」吧，讓我的團隊繼續改良現有的桌面小工具就行了。


  儘管有人（包括一些很聰明、喜歡寫書的人）大力鼓吹建立說「yes」的文化，實際上，如果沒有一個有結構的參照準則很難做到。當你的最珍貴資源是人才時（對絕大多數公司而言，人才的確是最珍貴的資源），建立一個明智的制度來分配這些資源是公司成功經營的關鍵要素。


  2002年時，Google仍然使用「最重要的100項計劃」表單來管理我們的資源分配和計劃組合，但是隨著公司的持續成長，我們全都開始擔心這個簡單制度會不敷所需，我們擔心公司可能會不知不覺地形成說「no」文化。因此，某天下午，布林檢視「最重要的100項計劃」表單，把這些計劃分成三大類。大約70％的計劃和我們的核心搜尋事業及搜尋廣告有關，大約20％的計劃和已經獲致一些初步成功的新產品有關，大約10％的計劃涉及全新的東西，有失敗的高風險，但如果成功的話，將獲得極大的報酬。這引發很長的討論，最終得出我們用來分配資源的「70/20/10法則」：70％的資源投入核心事業，20％的資源投入新產品，10％的資源分配給全新計劃。


  70/20/10法則確保我們的核心事業始終能獲得大量資源，有前景的領域也能獲得投資，並確保瘋狂的點子獲得一些支持，不致因為無可避免的預算刪減而完全得不到資源。10％的資源雖然不多，但還算適當，因為對一個新點子過度投資其實和投資不足一樣有問題，事後要承認失敗還會難上加難。投資數百萬美元的點子比只投資1000美元的點子更難砍掉，因此過度投資可能會導致故意的確證偏誤（confirmation bias），也就是對已經做出很多投資的計劃傾向只看好的層面，矇蔽合理的決策制定。


  羅森柏格在蘋果公司工作時，目睹這種情形在「牛頓」（Newton）這項糟透的產品上發生（對於太年輕而不知道這件往事，或是曾經任職蘋果公司、壓抑這段記憶的讀者說明一下：「牛頓」是一款數位記事本，是現今平板電腦的前身，但它是經典的失敗之作。還有一個可能只有我們才會感興趣的事實：「牛頓」有部分是摩托羅拉製造的）。由於蘋果公司當年投入很多資源在這項產品，因此選擇忽視它的一個重大缺點：「牛頓」的一項重要功能是手寫辨識，也就是你可以在螢幕上寫字，它的軟體會辨識你寫的內容……理論上是如此，問題是，它辨識不出大多數人的筆跡！事實上，它唯一能辨識的是那些開發和測試這項產品者的筆跡，而且就連他們也得調整自己的筆跡，「牛頓」才能判讀出來。但是，公司已經對這個計劃砸下很多錢，測試手寫辨識功能是否成功的小團隊提出公司想聽到的答案，於是公司啟動上市計劃，接下來的事，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歷史「history」（歷史）了……呃，「牛頓」大概會把這字辨讀成「hamstery」（倉鼠）吧。


  10％的資源投資很適當，還有一個道理：創造力熱愛資源受限（creativity loves constraints）。[23] 這就是為什麼畫像有邊框，十四行詩只能十四行，亨利．福特之所以把生產的車子訂這麼低的價格，正是因為他知道：「相較於充裕之下從容不迫、悠閒徐緩地研究探索，在售價低的壓力之下會迫使我們更積極去尋找更多製造和銷售方面的創新方法。」[24] 缺乏資源會逼出獨創性。


  2002年時，佩吉開始思忖有沒有可能讓每一本出版過的書籍放到線上搜尋，不是只有那些最暢銷的書籍或某些類型的書籍，而是每一本書（我們後來計算過，全世界總計有1億2986萬4880本書[25]）。佩吉心想，如果把每一本出版過的書都放到線上，又能提供各種語言翻譯的話，那麼人人都可以在線上取得全世界的知識。


  身為Google的共同創辦人，佩吉大可把這個問題指派給一支工程師團隊，給他們一筆優渥的預算，但他沒這麼做。他把一台數位相機架在辦公桌的三角架上，讓相機鏡頭朝向桌面，開啟節拍器測量他的動作速度，瑪麗莎．梅伊爾翻動書頁，他開始拍照。根據這個粗糙原型，他們得以評估需要什麼才能把一本書數位化，並且執行一些計算後就知道這項大膽的計劃實際上是可行的，Google圖書（Google Books）於是誕生。布林後來又套用類似的方法來探索Google街景服務（Google Street View）計劃的可行性；他帶著相機搭車在城裡繞，每隔幾秒鐘就拍下街景，在施密特下一次的行政會議中展示這些照片，號召支持這項如今稱為「街景服務」的計劃。現在，Google街景服務已經涵蓋超過500萬公里的街道。


  如果Google當時指派一支工程師團隊，撥給優渥預算，Google圖書有可能仍然會成功，但取得充沛資源也有可能使這個計劃蹣跚跛行好一陣子後才得以開始。佩吉當時使用的拼湊數位化系統是在Fry's商店[26]購買的零件，比起他若是有錢有閒可能購買的更先進系統，這套拼湊系統的成本效率顯然高出許多。當你想激發創新時，最糟糕的做法是提供過多資源，如知名建築師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所言：「人類在限制最大時興建最宏偉的建築。」[27]


  20％時間計劃


  Google工程師凱文．吉布斯（Kevin Gibbs）在2004年夏天提出一個點子，他描述的這個點子是個系統，「在使用者輸入搜尋字的同時，對照我們網頁內容資料庫裡的所有網址和所有Google搜尋查詢紀錄，執行即時自動完成輸入的功能，並以它們的搜尋熱門程度來排序結果」。意思是，在你開始輸入搜尋字詞時，Google會嘗試預測你想查詢什麼，自動完成你可能想輸入的搜尋字。吉布斯利用業餘時間發展出一個產品原型，把他的初步計劃說明傳送至一份電子郵件名單，給想要分享新點子的人。[28] 這封信裡包含一個超連結，點選連結後可以觀看和試用他的產品原型，在頁面上大家可以在Google搜尋中輸入搜尋字，看看這個系統如何執行即時自動完成輸入。


  這個產品原型令其他幾位工程師很感興趣，他們加入吉布斯的這項計劃（德瑞克．席沃斯會稱這些工程師為「第一位追隨者」）。這項功能如今名為「Google搜尋建議」（Google Suggest），舉例而言，當你在Google搜尋框內輸入「we」時，Google會建議你查詢「weather forecast」，並出現一個下拉式選單顯示出全部符合的搜尋字詞供你點選，你根本不必自己打完所有的搜尋字詞。「Google搜尋建議」功能省下幾秒鐘的搜尋時間，幫助使用者更快速取得他們需要的資訊。一個傢伙花僅僅幾年的時間，就從一個點子發展到推出一項功能，再推進至讓全球可以使用這項功能，再發展到令數十億人感嘆：「以前沒有這東西，我們是怎麼過活的啊？」


  這就是20％時間的威力：[29] Google讓工程師可以把20％的工作時間投入他們選擇做的任何研究。20％時間已經孕育出許多出色產品，包括：Google即時資訊（Google Now）、Google新聞、在Google地圖上建立商家資訊等。不過，一般人普遍都誤解，以為關鍵要素是時間，其實不然，關鍵要素是自由。[30] 這個制度並不是指公司總部每到了星期五就變成夏令營，所有工程師以創意方式遊手好閒。其實，20％時間更像是120％的時間，因為它常發生在晚間和週末，但這些時間也可以積存起來一次使用。比方說，羅森柏格的團隊裡有個產品經理使用一整個夏天來從事他的20％時間計劃。不論在什麼時候使用你的20％時間，只要不影響你的正常工作就行了，沒人會干涉。「20％時間」制度可以制衡那些專制的經理人，讓員工可以做這類經理人不准許他們做的事。同時，這種制度也可以落實賈伯斯的箴言：「你必須以構想來管理，而非以組織層級來管理。」[31] 我們發現，如果你信賴員工，賦予他們自由，他們通常不會把它浪費在過度的痴心妄想；軟體工程師不會去寫歌劇，他們會去寫程式。[32]


  Google街景三輪車（Google Street View trike）幫我們拍攝汽車無法進入的狹窄街道街景，這是Google街景車工程師丹尼爾．拉納（Daniel Ratner）去西班牙旅行時心生的靈感。每當他要返回在巴塞隆納投宿的旅館時，最後的路程是狹窄的巷道，計程車進不去，他必須步行，這使他想到，有很多很棒的街景是Google街景車進不去而無法拍攝到的。回來後，拉納展開一項20％時間計劃，打造一輛可以進入狹窄街道拍攝街景的三輪車，Google街景三輪車於是誕生。其後陸續衍生出雪車（例如用來拍攝記錄溫哥華冬季奧運滑雪競賽）、手推車（進入一些舉世最棒的博物館裡進行拍攝），接下來還會出現什麼呢？街景滑板？


  無疑地，當你給人們很多自由時，可能會變得很難駕馭控管他們。頑固的智慧創做者有時會固執而不接受，怎樣的情況可以容忍這種行為呢？這個問題沒有絕對的答案，跟領導工作的所有層面一樣，判斷很重要，但如果結果證明員工是對的，受益的是公司。


  保羅．布海認為可以發展出好更多的電子郵件系統，於是展開一項取名為「馴鹿」（Caribou）的20％時間計劃。後來，他認為這項新產品（現在稱為Gmail，已有數億用戶）應該可以創造收入，於是建議根據電子郵件內容，在旁邊張貼廣告。我們起初不同意，要他只管專注在把Gmail打造得很出色就行了，至於營收，以後再來傷腦筋。


  但是，Gmail是布海的小孩，他不理會我們的意見。他駭入公司內部系統，和AdWords關鍵字廣告伺服器交談（Gmail＋AdWords＝結合性創新）。某天早上，我們上班後發現，我們的電子郵件旁邊張貼了廣告。一開始大家很生氣，但不久，我們開始注意到，這些廣告其實還滿有用的。當時羅森柏格正好透過電子郵件和兄弟姊妹討論要為父母結婚50週年紀念日買禮物，他的Gmail信件旁邊出現高級居家用品零售商威廉索諾瑪（Williams-Sonoma）的廣告。羅森柏格的妹妹提到媽媽喜愛園藝，這個廣告建議可以買個放在庭院的長椅，羅森柏格便向他的兄弟姊妹提議這個構想，結果不僅父母獲得了一份好禮物，大家還稱讚羅森柏格很細心、考慮周到呢！（其實羅森柏格根本不是這樣的人！）


  幾個月後，Gmail問市，它的廣告並沒有創造很多收入，但布海發展出來的「廣告搭配電子郵件」技術後來被用來改善我們的AdSense出版內容廣告產品；如今，這項產品每年創造數十億美元營收。不用說，布海並未因為他的一意孤行而受到處罰。


  我們雖然舉這個例子，但這並不代表如果你是我們的員工，你有個點子，我們不認同，你仍然可以勇往直前，不受到我們粗野、剛愎、不開明的管理意見阻撓。一個好點子要實現，第一步是建立一群投入的團隊，而且身為管理者的我們可能愚昧無知，不了解你的點子，但你的同事大概不會如此。我們總是建議想展開20％時間計劃的人先打造出產品原型，因為這有助於激起人們對這個計劃的興趣。想出一個點子相當容易，爭取到一些同仁加入你的計劃，貢獻他們的20％時間就困難許多。這也是達爾文演化過程的開始。


  在一個非層級制組織中尋找合作者可能是件困難的事，尤其是新進同仁，因為在這樣的組織中，更難得知往何處去尋求援助，把事情完成。在這種情況下，關係變得非常重要，由於建立關係得花時間（而且，不是人人天生都有建立關係的技巧），如果不能即時找到合作者的支援，你可能有很多好點子會胎死腹中。


  我們的一支搜尋事業團隊試圖透過一個名為「展示日」（demo days）的方案來避免發生這種情形，這個概念相當簡單：團隊花一星期的時間為新點子打造產品原型，並在一星期後展示。在打造產品原型的這一星期開始前，團隊的工程師清除行事曆上的所有會議，然後開工，無人例外。這麼做不僅使展示日可以如期舉行，也迫使所有人全心全意投入。由於一些人可能被指定做不熟悉領域的工作，所以他們可以先在自己可能會想用到的系統上先做練習，所有系統都是建立好而可以立即取用的，不會浪費任何時間。進行20％時間計劃的人至少必須招募到另一位同仁加入，不可以有一人團隊，公司也鼓勵員工與平時沒有共事的同仁合作這類計劃。接下來就展開打造產品原型週。


  一星期結束時，已經有一些產品原型，通常會在週五下午以開放式科學展的形式展示。這些產品原型多數不會再進一步發展，就像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曾說：「我想出很多的點子，丟掉不好的點子」[33]，所以團隊也從這些經驗中學到失敗並沒有關係。


  賈伯斯曾告訴施密特，他在經營NeXT時也做過類似的事，每6個月左右，NeXT的工程團隊會停下手邊工作，專注投入在為NeXT平台開發應用程式，這是為這個平台建立生態圈的重要手法，但也讓所有工程師對他們平時的工作獲得新鮮的洞見。


  「20％時間」制度最珍貴的收穫並不是這些時間孕育出的產品和功能，而是員工在嘗試做新東西的過程中獲得的學習。多數的20％時間計劃需要員工使用或發展平日工作中不常使用到的技巧，並和平常沒有共事的同仁通力合作，縱使這些計劃鮮少產生令人驚豔的創新，但它們總是能產生更聰明的智慧創做者，就像烏爾斯．霍澤所言，「20％時間」制度或許堪稱為一家公司最好的員工教育方案。


  
    羅森柏格特別喜愛的20％時間計劃


    羅森柏格特別喜愛的一項20％時間計劃是把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的展覽物數位化後放到網路上提供瀏覽。這項計劃始於羅森柏格及家人在2007年參觀紀念館時，導覽員提到自己最近從一名訪客那兒得知一張展出照片背後的故事。這使羅森柏格想到，大屠殺中最年輕倖存者，那些記得這些照片中的人、事、地的人，如今都已70、80歲了，他們的第一手知識正一一消失。


    第二天，羅森柏格造訪Google以色列分公司，談到這個紀念館，以色列分公司的同仁使用他們的20％時間和紀念館合作，把它搬到網路上。現在已經有超過14萬份影像和文件被數位化後上網，世界各地都可以搜尋到這些資料。其中最動人的是，大屠殺的倖存者透過評論或影片，為這些相片加入他們的知識和故事，為這段重要歷史描繪出更完整的相貌。


    當這個計劃領導人尤西．馬蒂雅斯（Yossi Matias）向佩吉和布林展示這項計劃時，他們的反應很典型：為何只有這座紀念館？為何不包含所有收藏館呢？為何不推出一種產品，把全世界的檔案館的內容全都數位化呢？於是，Google開放展覽館（Google Open Gallery）在2013年問市，讓任何展覽館（或文化收藏品的擁有人）可以建立線上展覽。Google文化機構（Google Cultural Institute）網站有數百間線上收藏館，展示雅典衛城博物館（Acropolis Museum）、西班牙薩拉戈薩博物館（Museo de Zaragoza）等蒐藏的藝術品及工藝品的清晰影像。

  


  點子無所不在


  你上一次看到意見箱的時候有什麼感想？也許你是在某個遊樂園或滑雪場看到意見箱，也許你是在公司的休息間喝咖啡時看到意見箱，旁邊還有個牌子寫著「我們傾聽意見！」，或是「我們在乎你的意見！」。但這些牌子可能只是激起你的反感：你們根本不會聽，你們根本不在乎我的意見！意見箱的投入孔好像把紙張運送到太空裡的某個蟲洞，穿越蟲洞後出現在仙女星座的某處。


  瞧，我們對意見箱變得多厭倦了！「意見箱」的概念最早在商業界推出時是個相當革命性的概念，艾倫．羅賓森（Alan Robinson）和山姆．史登（Sam Stern）在《企業創造力》（Corporate Creativity）中敘述，現代意見箱之父是蘇格蘭造船公司老闆威廉．丹尼（William Denny），他在1880年發給所有員工一本小冊子〈獎勵委員會員工發明與改進獎規章辦法〉（Rules for the Awards Committee to Guide Them in Rewarding the Workmen for Inventions and Improvements）。丹尼提供2到15英鎊不等的獎金給提出發明或改進點子而被採用的員工，結果接下來10年，他的員工提出數百個點子。後來，丹尼的做法越過大西洋，登陸約翰．派特森（John Patterson）創立的全國收銀機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 Company），公司收到的員工建議在1904年達到超過7000個的高峰量，平均每名員工提出2個建議，採用率約三分之一。[34] 這相當於一年內有2000多項建議被認為好到可以付諸實行，這是相當不錯的意見箱採納率。


  一個世紀後，瑪麗莎．梅伊爾在Google舉辦看起來就像技客〈銅鑼秀〉（The Gong Show）[35] 的會議，員工可以發表他們的點子，而且可以一直講到被敲鑼喊停為止；展示的點子愈好，這個人就可以講得愈久。創設Google紐約市工程中心的克雷格．內維曼寧（Craig Nevill-Manning）把這項概念變成每週的「啤酒與點子展示」（Beer and Demos）會議，員工聚在一起邊喝啤酒，邊觀看點子展示，並用彈珠票選他們最喜愛的（當然是指他們最喜愛的點子啦，至於啤酒，他們的票選方式就是繼續喝）。丹尼、派特森、梅伊爾和內維曼寧都夠聰明，知道好點子來自任何地方，無所不在，他們知道員工不會光是做事，其實還會思考。今天，這個道理比以往更為正確，因為現今組織中的每一個人都有充沛的資訊和好工具。事實上，如今最危險的觀念並不是認為只有經理人才有好點子，最危險的觀念是以為只有公司的員工才有好點子。我們說好點子來自任何地方，真的是指「任何地方」：別以為只有公司內部能提出好點子，好點子也可能來自公司外部。


  當Google開始擴展到全球時，我們很快就發現，公司加州總部的多數工程師缺乏把網頁翻譯成其他語言的技巧。過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向來是雇用專業人員做翻譯工作，代價昂貴又費時。我們不這麼做，反而是讓我們的使用者做這項工作。我們公開所有文本，徵求志願者翻譯成他們當地的語言，結果志願者把這項工作做得好極了。同樣地，當Google地理（Google Geo）團隊決定繪製世界地圖時，他們發現許多地區的好地圖付之闕如，於是開發出一項名為「Google地圖製作工具」（Google Map Maker）的產品，讓任何人都可以協助繪製。你居住的那條街未顯現在Google地圖上嗎？沒問題，你可以使用Google地圖製作工具，把它畫出來，等我們檢查確認的確存在這條街後，我們就會把它加到Google地圖上。這樣就建立了一個新的草根市民製圖師社群，使我們的使用者只需要用滑鼠點選一下，就能取得整個城市的地圖。舉例而言，他們只花兩個月的時間，就繪出巴基斯坦2萬5000公里長的道路。


  我們加入Google後不久，主管團隊在公司外面舉行一場會議，討論在世界各地設立更多的工程中心。會議中，施密特問佩吉認為公司應該有多少名工程師，佩吉回答：「100萬」。佩吉這話並不是開玩笑，但他並不是指公司應該有100萬名員工（至少，我們不認為他的意思是如此）。今天，世界各地的軟體開發者經常使用安卓系統、Google應用服務引擎（Google App Engine）、Google應用程式介面（Google APIs）、Google網路工具箱（Google Web Toolkit），以及Google貢獻的開放原始碼工具，這些人並不是Google員工，但若把他們加進來，那麼使用Google工具或在Google平台上創造酷東西的人就有百萬人以上。因此，我們可能已經達成佩吉的目標，如果是這樣，佩吉大概會使用他的「10倍大格局思考」理念，把目標變成1000萬人。


  出貨，再改進


  好了，我們保留適量的資源給新點子，制衡專制的經理人，讓我們的人才有自由時間做他們想做的事，也以開放心態推動來自眾人的點子，創新湧出，好點子滔滔不竭。多數點子還未見天日就已被束之高閣，但還是有極少數夠好的點子得以到達應許之地。你在部落格貼文預告即將推出新產品，接著按下綠燈，讓它正式問市，和團隊開香檳慶祝。


  然後呢？然後就回去繼續工作，因為如果你做得不錯的話，代表這項產品還沒完成。伏爾泰有句名言：「至善者，善之敵」（The perfec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36]，賈伯斯告訴他的麥金塔（Macintosh）團隊：「能出貨的，才是真正的藝術家。」（real artists ship）[37] 新點子絕對不可能一開始就完美，你沒有時間等它們完美。打造產品，出貨，看看它表現如何，設計並執行改進工作，再次推出。出貨，再改進（ship and iterate），在此流程上做得最快速的公司就是贏家。


  我們推出旗艦產品AdWords關鍵字廣告時，曾經辯論是否應該未經內部審查就讓新廣告上線。公司內部有很多人認為，不經審查就讓廣告立即上線會導致大量差勁的垃圾廣告；但有另一群人認為，如果廣告客戶能看到自己的廣告立即上線，他們可以更快蒐集到績效資料，也會更快改善自己的廣告。後面這一派認為，更快速的循環時間其實會促成更高的品質，而非導致較差的品質。我們決定把內部審查減至最少，結果這種「出貨，再改進」的方法產生效果。


  「出貨，再改進」的方法適用在許多領域，在我們所屬的軟體產業最容易實行，因為我們的產品是以數位方式遞送位元和位元組，不是實體貨物。不過，在擁有像3-D列印之類的新技術，以及可以在線上製作許多東西的技能之下，許多產業的實驗成本已經降低，有時甚至是大幅降低，這使得更多領域可以實行「出貨，再改進」流程。


  「出貨，再改進」模式中最困難的部分是「再改進」。召集團隊推出一項新產品比較容易，但要他們繼續堅持，努力讓產品更好，就極為困難。我們發現，負面反饋意見是一種效果不錯的激勵方法，我們經常利用批評來激發團隊改進他們的產品，包括：佩吉張貼一句「這些廣告真討人厭！」、梅伊爾在她的辦公室外面牆上張貼對產品的負面評價，並和產品經理及工程師詳究這些缺點。不過，這種做法必須拿捏分寸，適當的批評具有激勵作用，過多批評會造成反效果，我們也不是每次都能拿捏好分寸。


  「出貨，再改進」模式也不是每次都行得通，有些產品在問市後會愈來愈改進，而且動能漸漸增加；但也有產品會消亡。問題是，等到產品問市後，公司及團隊已經投注可觀資源和情感在其中，這往往就會成為明智決策的絆腳石。忘記沉沒成本是相當難修的課題，因此在「出貨，再改進」模式中，領導者的職責必須是餵養勝出產品，餓死失敗產品，別再顧及先前做出的投資。改良愈來愈好且動能漸漸增加的產品理應得到更多資源獎賞，停滯的產品則不該再投入資源。


  如何判定哪些是勝出產品，哪些是失敗產品？利用資料。這是從以前到現在都適用的方法，但在網際網路世紀，差別在於多快可以取得資料，以及取得多少資料。挑出勝出產品的一個關鍵要素是決定要拿什麼資料來使用，以及做系統上的設定，這樣一來，檢索和分析的速度就會加快。多數人會有一個不理性的傾向，就是拿已經投入的資源量做為主張繼續投資的一個理由：「我們已經投資了好幾百萬，不能現在停止」，這是沉沒成本謬論（sunk-costs fallacy）[38]。使用資料當判斷根據，可以幫助讓這種謬論消音。


  會傾向對失敗產品餵養更多資源，有太多時候是冀望它們能反敗為勝。羅森柏格在Excite@Home擔任線上產品與服務主管時，公司的入口網站Excite.com有各種區塊，例如新聞、不動產、運動、財經等，每個區塊互相競爭首頁上的點選，當一個區塊的流量下滑時，公司管理階層就會把那個區塊挪到頁面上比較好的位置。嘿，財經區塊，你這一季的流量下滑了，沒有達成你的目標哦，沒關係，我們把你移到頁面的最上方！Excite@Home利用資料來判斷哪些內容區塊是失敗產品，但在辨識出失敗產品後，他們不是餓死這些失敗的區塊，迫使它們改善，反而是餵養它們更好的版面位置。如今回顧，Excite@Home並沒有擺太多重心在它的使用者，反而是導引使用者去關注最差的產品，以求達成公司的人目標。結果是令大家都Excite（興奮）不起來。


  在實務上，「出貨，再改進」模式意味的是，在產品問市時，行銷和公關活動都應該減至最低，如果你經營的是餐廳事業，這個階段會稱為「試營運」（soft opening）。當你把自己的小孩推出巢時，別給他們噴射背包或降落傘，讓他們自己飛翔（注意：這只是個比喻哦），等到他們能爬升到某種程度才投資。Google的Chrome瀏覽器就是一個好例子，它在2008年問市，公司只做少量宣傳，幾乎沒有行銷預算，完全靠本身的卓越取得大量動能。後來，在超過7000萬用戶時，公司才決定再加把勁，核准行銷方案（甚至還在電視上打廣告）。但在這個產品證明成功之前，公司沒餵養它。


  必須澄清的一點是，「出貨，再改進」模式並不是指你可以把低劣的產品推出門，期望日後再設法改善。事實上，羅森柏格常警告他的團隊，別推出低劣產品，冀望仰賴Google品牌來吸引初期使用者。產品的性能應該做出該有的優質，但在剛問市時，功能有限是可以接受的；接著在產品問市時抑制行銷與公關資源反倒有利，因為大肆宣傳的產品往往比靜悄悄推出的產品更容易令顧客失望。你可以在問市後增加新功能，為既有的產品改頭換面。如同施密特在2006年2月寫給Google人的備忘錄上所說：「在產品問市後，應該隨即計劃推出令人驚歎的功能。」[39] 在這種模式之下，使用者會習慣看到剛上市的產品雖然性能有限，但品質很好，而且在上市後不久還會增加功能。


  當你的產品全部是數位產品（例如軟體、媒體），並且實質生產成本非常低時，採行「出貨，再改進」模式易如反掌。比方說，在Google的搜尋上推出一項新功能，之後再根據它的使用資料來調整，對我們來說是輕而易舉；但同樣的做法對汽車或晶片製造公司就相當困難。不過，常有其他方法可以使用網際網路的觸角和力量來蒐集有價值的使用者資料，例如推出設計或產品原型，或是開發軟體，讓大家以虛擬的方式使用產品，設法讓消費者體驗產品，再使用蒐集到的資料來讓產品變得更好。


  失敗了，但輸得很漂亮


  Chrome瀏覽器是成功的「出貨，再改進」故事，在2009年風光問市的Google Wave則是失敗的故事。Google Wave是一個創新的典型例子，由Google雪梨分公司的一支小型工程師團隊利用他們的20％時間開發出來的產品，創新的源頭來自對一個疑問的探索：「如果今天才發明電子郵件的話，它會是什麼模樣？」他們最後打造出一個非常吸引人的產品原型，令Google的主管團隊驚豔，我們同意他們繼續做下去（就算我們不同意，他們大概還是會繼續）。他們發展出一個平台和通訊協定來支援，讓大家以新的模式在網際網路時代溝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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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Wave是一個技術傑作，卻也是大敗之作。2009年問市後，使用量從未成長，該團隊拚命做「出貨，再改進」流程，但用戶數從沒能達到關鍵存續量（critical mass）。問市一年後，我們就宣布停止Google Wave服務。媒體尖酸批評我們，稱Google Wave是吹破牛皮，一敗塗地。


  他們說的沒錯，Google Wave的確一敗塗地。它失敗得很快：在市場反應不佳後，我們就沒再對它砸錢。它雖然失敗，但並沒有遭到責難：Wave團隊沒有任何成員丟掉飯碗，事實上，在Wave計劃終止後，多數團員在Google內部很搶手，正是因為他們曾做過向極限推進的事。況且，它是在開發大量有價值的技術之後才失敗：Wave平台的部分技術都轉用到Google+和Gmail。Google Wave是失敗了，但輸得很漂亮。


  為了創新，你必須學習輸得很漂亮。從錯誤中學習：任何失敗的計劃應該要產生寶貴的技術、使用者及市場洞見，幫助下一次的行動。讓構想變形，別一概抹殺：舉世最出色的創新，出發點都是從現有的技術或概念做出完全不同的應用，所以在計劃喊停時，仔細檢視計劃構成的環節，思考能否改應用到其他地方。照佩吉的說法來看，如果你的思考格局夠大，其實要全盤皆輸也很難，通常都會有很寶貴的東西留下來。別責難失敗的團隊：一定要幫團隊成員在公司內部妥善安排好工作。其實未來的創新者全在一旁觀察，看失敗的團隊是否會受到懲罰。他們的失敗固然不應該慶祝，但失敗是一種榮譽象徵，至少他們嘗試和努力過。


  管理者的職責不是減輕風險或防止失敗，而是要營造一個韌性足夠的環境，禁得起風險，願意容忍無可避免的失足。知名作家納西姆．塔雷伯（Nassim Taleb）教授主張打造「反脆弱」（antifragile）的體系，這種體系不僅能在失敗和外在動盪中存活下來，而且會因此變得更茁壯。[40] 請別誤解我們的意思：失敗不會是目的，但衡量創新環境的健全度時，你必須將失敗的價值看得和成功一樣重要，才會有更具「反脆弱」特質的環境。呆伯特（Dilbert）系列漫畫家史考特．亞當斯（Scott Adams）說：「把失敗視為一條途徑而非一道牆，會對你有幫助」；[41] 13世紀伊斯蘭教蘇菲教派（Sufi）的智慧愚者穆拉．納斯魯丁（Mulla Nasrudin）也贊同這個論點：「正確的判斷來自經驗，經驗來自錯誤的判斷。」[42]


  失敗的時機或許是最難拿捏準確的環節。一個輸得漂亮的失敗是個快速的失敗：一看出計劃不會成功時，你必須儘速快刀斬亂麻，避免浪費更多的資源，承擔機會成本（從事這項夭折計劃的智慧創做者可以更妥善地分派到另一項有成功潛力的計劃）。但是，創新的公司有一個特徵：給予好點子充分孕育的時間。我們的Google無人駕駛車，或是為家庭用戶提供1GB頻寬（比現今美國平均家庭用戶的網路速度快上約百倍）的Google光纖網路（Google Fiber）都有潛力達到很高的獲利，但需要花很長時間。就像亞馬遜公司創辦人傑夫．貝佐斯強調的：「只要拉長期限，你就可以做自己原本無法做的事。在亞馬遜公司，我們喜歡做那些得花上5到7年的事。我們願意播下種子，讓它們成長。而且我們相當頑強。我們說這是對願景頑強，對細節靈活。」[43]


  所以，失敗要快速，可是又說拉長期限？啊！這怎麼行得通？（瞧，我們不是告訴你了嗎，這是最難拿捏的環節。）要訣在於：再改進的速度要相當快，並建立指標來幫助你判斷每一次的改進是否離成功更近。小失敗應該是意料中，而且可以容許的，因為它們往往能照亮正確前進的道路。但是，當失敗機率增加，沒有明顯的成功途徑時，或是如蕾吉娜．杜甘和凱漢．蓋布里爾（Kaigham Gabriel）形容的：「需要一連串的奇蹟才可能成功」[44] 時，或許就是該喊停的時候。


  20％時間計劃不需要任何金錢酬勞


  我們雖然抱持應該支付相當優渥的獎酬給造就非凡成功的傑出者，但對於成功的20％時間計劃，我們不會發獎酬。像丹尼爾．拉納可以領到很優厚的薪酬，是因為他身為Google街景產品團隊的一員，但他並未獲得和Google街景三輪車的發明直接有關的任何獎酬。[45] 我們並不為20％時間計劃提供任何金錢上的誘因，理由很簡單：我們不需要。而且理由聽起來還很陳腔濫調，那就是：獎酬來自工作本身。不少研究顯示，外在獎酬（extrinsic rewards）並不會助長創造力，反而會阻礙創造力，因為外在獎酬會把內在獎酬（inherent rewards）誘導下的努力變成掙錢的工作。[46]


  20％時間計劃會產生內在獎酬，我們特別喜歡舉一個例子，這個例子2005年8月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重創美國墨西哥灣沿岸地區事件有關。當時，Google地球（Google Earth）問市僅僅8個星期，我們的Google地理產品團隊（開發出Google地圖和Google地球的團隊）規模很小，工作負荷已經超載，但在卡崔娜颶風肆虐時，這支團隊發出8000多張最新、最即時、來自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的衛星影像，準確顯示災情範圍，提供高解析度的街景和社區照片。由於太多的標誌牌和交通號誌燈被摧毀，令救難工作很難進行，這些影像與照片幫助救難隊員，也成為政府機關發放救濟物品的幫手，並在災後輔助倖存者研判該不該返家。


  這是一個典型的20％時間計劃，一支團隊自發行動，沒有公司的「河馬」下令他們做這件事，沒有人要求他們連續幾晚駐紮辦公室，沒有人建議他們向愈來愈壯大的Google地球社群徵求援助志工，沒有人告訴他們去找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取得影像。事實上，唯一涉入的高階主管是施密特，他造訪他們的戰情室，到處看看，然後下令他們繼續做！


  卡崔娜颶風過後，那個20％時間計劃變成Google慈善組織（Google.org）旗下的一支全職性災害應變團隊（Crisis Response team）。在這個團隊的幫助下，Google人使用我們的平台幫助天災受害者，包括2008年中國農曆春節被暴風雪困住的返鄉旅客，以及2011年造成上萬人死亡、無數人無家可歸的日本地震與海嘯。在每次的災難中，他們根據過去經驗，想出新方法去使用我們的產品來幫助人們。他們大多數人並沒有從這些努力中獲得半毛酬勞，激勵他們的是工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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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費雅餐館的老闆是廚師查理．阿耶爾斯（Charlie Ayers），他是Google聘請的第一位主廚，Google總部的餐廳以他命名。不過，賈伯斯和施密特選在這裡會面的原因是這家餐館離賈伯斯家很近。[image: 返回]


    	阿帕契授權合約是由阿帕契軟體基金會（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撰寫的合約，讓軟體的使用者可以在遵守授權條款及不支付任何權利金之下使用、散布及修改軟體。[image: 返回]


    	正確數字是3萬3528次，參見Leslie Kwoh, "You Call That Innovation?"（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3, 2012）。[image: 返回]


    	用戶型電子郵件系統使用掛在電腦或器材上的軟體程式，瀏覽器型電子郵件系統完全掛在網際網路上，可以透過Internet Explorer、Firefox、Safari 或 Chrome之類的瀏覽器來進入郵件系統。[image: 返回]


    	這篇報告是由埃森哲企管顧問公司（Accenture）的創新績效研究團隊北美區常務董事艾迪．愛隆（Adi Alon）撰寫，摘要可見Adi Alon, "10 Ways to Achieve Growth Through Innovation"（TMC News, March 9, 2010）。另可見Wouter Koetzier and Adi Alon, "You Need a Chief Innovation Officer"（Forbes.com, December 16, 2009）。[image: 返回]


    	點子的物競天擇概念至少可回溯至1976年英國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提出「瀰母」的概念。不過我們的論點更像吉姆．柯林斯和傑瑞．薄樂斯（Jerry Porras）在《基業長青》（Build to Last）中描述的「抽枝和剪枝」（branching and pruning），也就是嘗試很多不同的東西，留下有效可行的東西。參見Jim Collins and Jerry I. Porras, Build to Last: Successful Habits of Visionary Companies（HarperBusiness, 1994）, Page 148-54。關於變異及選擇如何賦予創新特色，參見Dean Keith Simonton, Origins of Genius: Darwinian Perspectives on Creativ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image: 返回]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Digireads.com edition, 2007）, Page 17。[image: 返回]


    	給無神論的讀者：這是個比喻，你或許不信上帝，但就連上帝也相信執行長呢。[image: 返回]


    	Derek Sivers, "Derek Sivers: How to Start a Movement"（TED, February 2010），影片網址：http://www.ted.com/talks/derek_sivers_how_to_start_a_movement.html。[image: 返回]


    	Leslie Berlin, The Man Behind the Microchip: Robert Noyce and the Invention of Silicon Valle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age 264。[image: 返回]


    	你可能會說，不只需要信心，也需要資本。多數中小企業可能沒本錢推出對使用者有益卻沒營收或賺錢的產品，怎麼辦呢？嗯，你還是應該以使用者為先，但在點子的價值獲得證明之前，盡可能湊錢支撐，盡可能撙節投資。在點子的價值獲得證明時，可能還能歷經一段時日才會開始賺錢，但如果你已經證明自己的產品或服務的使用者價值，那麼你的籌措資金決策就有穩健的資料根據了。[image: 返回]


    	多年期間，胡柏在Google網站上的自傳中只提到他擁有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其實他取得的是企管碩士學位，但他刻意不提及這件事，惟恐損及他的工程圈的江湖威信。[image: 返回]


    	Adam Mann, "Google's Chief Internet Evangelist on Creating the Interplanetary Internet"（Wired.com, May 6, 2013）。[image: 返回]


    	這並不是因為人們不擅長想像，很多人有遠大憧憬，但他們的務實主義阻礙他們去「嘗試」讓憧憬成真。心理學家用「期望價值理論」（expectancy-value theory）來解釋這種現象，在決定追求什麼目標時，人會考慮預期報酬和成功率，這種算計往往會驅使他們遠避最雄心壯志的目標嘗試，這些目標要承受的失敗率當然較高。但就像曲棍球名人堂球星韋恩．葛瑞茨基（Wayne Gretzky）所言：「你不嘗試射門，就會百分之百錯失得分機會。」參見Allan Wigfield and Jacquelynne S. Eccles, "Expectancy-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January 2000）；以及 Jacquelynne Eccles and Allan Wigfield, "Motivational Beliefs, Values, and Goal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2）。[image: 返回]


    	DARPA隸屬美國國防部。[image: 返回]


    	「巴斯德象限」是已故政治學家唐納德．史托克斯（Donald Stokes）提出的概念，以19世紀法國微生物暨細菌學家路易士．巴斯德（Louis Pasteur）命名，因為他是同時追求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科學研究的典範。在一個2 × 2矩陣中，一軸衡量研究工作是否推進基礎科學，另一軸衡量研究工作是否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兩者達到最佳的組合就會落在巴斯德象限。參見Donald E. Stokes, Pasteur's Quadrant: 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7）。[image: 返回]


    	Regina E. Dugan and Kaigham J. Gabriel, "Special Forces' Innovation: How DARPA Attacks Problem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October 2013）。[image: 返回]


    	這個概念來自心理學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i）及他的「心流」（flow）理論：當你全神貫注、深深地沉浸在工作中，時間彷彿靜止了，你的心境會處在喜樂中，而且契克森米哈賴說：「你整個人投入其中，這時你的技能也發揮到極致」。心流狀態罕見且珍貴，因為先決條件就是工作的高挑戰和你應付這項挑戰的能力必須達到旗鼓相當。如果工作極有挑戰性，你的技能水準太弱，你會感到焦慮；反之，如果工作挑戰度不及你的能力，你會感到乏味。創造使智慧創做者更常進入心流狀態的機會是管理者的一項工作。參見John Geirland, "Go with the Flow"（Wired, September 1996）；以及Mihaly Csikszentmihalyi,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Harper & Row, 1990）。[image: 返回]


    	羅莎貝絲．坎特研究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人們全心全意投入社群和組織，她觀察到：「能夠承擔大責任、進一步一展長才的機會深深吸引知識工作者。最能留住人才、令他們比較不願意離開的工作環境是那些提供機會而且賦予職權的地方。如今，讓工作者可以用最好的工具為最好的顧客做先進的事，這變得很重要，因為這種工作賦予更大的責任和未來報酬，知識工作者不僅想要累積他們的財務資本，也想要累積他們的人力資本，也就是他們個人的技能與成就。」參見Rosabeth Moss Kanter, Evolve!: Succeeding in the Digital Culture of Tomorrow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1）。[image: 返回]


    	在銷售領域，這種刻意訂定低目標，然後大大超越目標的手法稱為「堆沙袋」（sandbagging，隱瞞實力）。Google的第一任銷售部門主管歐米．寇迪斯坦尼（Omid Kordestani）當年就被封為「沙袋客」，因為他當年經常為Google這個用×××沙袋築成的小公司更新季營收。[image: 返回]


    	葛洛夫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葛洛夫給經理人的第一課》（High Output Management）中討論到季績效管理。[image: 返回]


    	在Google內部網站張貼的季績效目標中，WW、XX、YY、ZZ都有實際數字，但我們在此使用它們來代替實際數字。[image: 返回]


    	「創造力熱愛資源受限」（creativity loves constraints）是瑪麗莎．梅伊爾很喜愛的一句話，當資源受限時，往往會逼出人們的創造力，有不少研究人員探討過這個概念，詳細例子請參見Patricia D. Stokes, "Variability, Constraints, and Creativity: Shedding Light on Claude Monet"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ume 56, Number 4, April 2001）。[image: 返回]


    	參見Henry Ford, My Life and Work （Doubleday, 1922, Page 147）。[image: 返回]


    	這是截至2010年8月5日為止的數字，參見"You can count the number of books in the world on 25,972,976 hands" （Google's official blog, August 5, 2010）。（譯註：一隻手有五根指頭，25,972,976隻手乘以5 ，等於 129,864,880。）[image: 返回]


    	Fry's 是靠近山景市的一家電子商場。[image: 返回]


    	這句話的下文是：「……，因此，建築最需要的就是想像力，限制向來是建築的最佳朋友。」參見Frank Lloyd Wright, The Future of Architecture （Horizon Press, 1953）, Page 55。[image: 返回]


    	這份名單讓成員對各個點子進行投票，並自動排列票數，得票數高的好點子晉升至領先群。吉布斯提案的名稱是「自動完成輸入網址與搜尋字」（附上操作展示）（URL and Query Autocompletion〔with Demos〕），它是第917個提呈給這名單的點子，這份名單最近一次的人數總計有超過1萬5000人。[image: 返回]


    	「20％時間」中的20％和「70/20/10法則」中的20％是兩回事。20％時間指的是個人可以自由做自己喜歡或想做的事的時間，而「70/20/10法則」中的20％談的是資源管理。或許我們應該把資源管理法則改為「70/19/11」，就能減少混淆。[image: 返回]


    	自由指的是做你想做的事，而不是做你被吩咐去做的事。心理學家愛德華．德西（Edward Deci）和理查．萊恩（Richard Ryan）提出的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簡稱SDT）是探討人類動機的主流理論。根據這項理論的說法，所有人類對於自主（根據自己的意志和抉擇而行為，而非受外界施壓而行為）、勝任能力，以及和其他人的關聯都有強烈的需求。自我決定理論認為，人們是否覺得他們的工作有動力且有成就感，有相當程度取決於工作能否滿足他們的這些需求。參見Richard M. Ryan and Edward L. Deci,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ume 55, Number 2, January 2000）。[image: 返回]


    	這句話節錄自：Mark Milian, "Why Apple Is More Than Just Steve Jobs" （CNN Digital Biz blog, August 25, 2011）。全文如下：「如果你想徵募優秀人才並留住他們，你必須讓他們做很多決策，你必須以構想來管理，而非以組織層級來管理。必須讓最好的構想勝出，否則，你留不住優秀人才。」[image: 返回]


    	Google不是第一家使用這項策略的公司，早在1948年，3M公司就已經開始實施一項制度，讓員工把15％的工作時間用於職責外的計劃上。這個「15％時間」制度孕育出的產品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Post-it便利貼，但這項制度也孕育出像是思高（Scotch）透明膠帶、思高潔（Scotchgard）織品保護塗料，以及其他創新材料，如許多3M產品中使用的多層光學膜。擔任3M總裁暨董事會主席數十年的威廉．麥奈特（William McKnight）說，他的方法是：「雇用優秀人才，然後讓他們發揮，別干涉他們」，參見"A Culture of Innovation" （3M公司手冊）；以及Paul D. Kretkowski, "The 15 Percent Solution" （Wired, January 1998）。[image: 返回]


    	引自Tom Hager, Linus Pauling and the Chemistry of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ge 87。[image: 返回]


    	Alan G. Robinson and Sam Stern, Corporate Creativity: How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Actually Happen （Berrett-Koehler, 1997, Page 66-70）。[image: 返回]


    	〈銅鑼秀〉（The Gong Show）是1970年代的一個才藝表演電視節目，多數表演者演出的才藝水準很差，若評審看不下去，大鑼一敲，台上的表演者就得中止演出，鞠躬下台。[image: 返回]


    	伏爾泰的確在他的一首詩作中寫了這一句（Le mieux est l'ennemi du bien），英譯為「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但他說這句話其實是出自一位義大利聖賢（Il meglio è l'inimico del bene）。[image: 返回]


    	針對不是產業界的人士，在此多做點解釋：「出貨」（ship）意指把產品交付給顧客，賈伯斯的意思是，你可能很想把你的產品精鍊至完美，但是在實際把產品交到顧客手上之前，你什麼也沒完成。[image: 返回]


    	渴望回收沉沒成本的企圖常導致人們不僅執意而行，還會加倍下注，學者稱這種型態為「投注升級」（escalation of commitment）。其實，從個人立場而言，根據沉沒成本來投資可能是理性決策，因為繼續堅持於一個失敗計劃（並且隱瞞這個計劃已經注定失敗的事實），可以保護決策者本身在組織內的聲譽。參見Barry M. Staw, "The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o a Course of Ac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ume 6, Number 4, October 1981）；以及R. Preston McAfee, Hugo M. Mialon, and Sue H. Mialon, "Do Sunk Costs Matter?" （Economic Inquiry, Volume 48, Issue 2, April 2010）。[image: 返回]


    	這呼應了湯姆．畢德士的「低承諾，高實現」（underpromise, overdeliver）概念，參見Tom Peters, Thriving on Chaos: Handbook for a Management Revolution （HarperCollins, 1998, Page 118-20）。[image: 返回]


    	參見Nassim Nicholas Taleb, 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 , （Random House, 2012）, Page 3。以下是更多節文：「有些事物會從動盪中受益；當置身於波動、無法預測、混亂和緊張壓力的環境中，它們反而茁壯成長，而且喜愛冒險和不確定性。但是，儘管這種現象到處可見，脆弱（fragile）一詞卻找不到精確的相反詞，且讓我們稱之為反脆弱（antifragile）。反脆弱超越堅韌（resilience）或強固（robustness）。堅韌可以抵擋震撼和維持原狀，同時反脆弱則會變得愈來愈好。」[image: 返回]


    	參見Scott Adams, "Scott Adams' Secret for Success: Failur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2, 2013）。[image: 返回]


    	這句話常被指為出自已故電腦科學家詹姆斯．霍寧（James Horning），但霍寧說不是，於是我們進一步挖掘，發現說這話的是納斯魯丁。這個發現使我們許了個願望：幾世紀後，當後人提起我們傳承下來的事物時，可以稱我們為「有智慧的愚者」（wise fool），因為這稱呼太酷了。納斯魯丁的故事參見Joel ben Izzy, The Beggar King and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Algonquin Books, 2003）, Pages 206-7。[image: 返回]


    	Steve Levy, "Jeff Bezos Owns the Web in More Ways Than You Think" （Wired, November 13, 2011）。[image: 返回]


    	Regina E. Dugan and Kaigham J. Gabriel, "Special Forces' Innovation: How DARPA Attacks Problem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October 2013）。[image: 返回]


    	就這方面而言，丹尼爾和學步的幼童很像。[image: 返回]


    	例子請參見Teresa M. Amabile, "How to Kill Creativ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98）。[image: 返回]

  


  結語想像難以想像的境界


  2013年的新年假期，施密特和家人在一起。在尋常的家庭活動中，孩子有時候是在看影片。令施密特驚訝的是，他們沒有一次是實際坐在電視機前面觀看，事實上，在整個假期當中，電視機都沒開過，他們看的影片全在平板裝置上。孩子看的全不是我們傳統說的電視節目，不是原本在無線電視或有線電視頻道上播放的節目。這些影片從一開始就是從網站和行動應用程式以串流製播出來。電視機和它的生態圈幾乎不是這些小孩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猜這可不是什麼單獨特例；如果你是行動設備製造商或網路影音內容製作者，這是個好預兆；但如果你製作的是現今小孩長大後不會觀看的電視劇，可就不太妙了。


  大家如今生活在非常樂觀卻也非常焦慮的時期，前景不妙的不會只有電視台的主管。在我們寫這本書的3年間，無數產業感受到技術帶來的破壞性衝擊，儘管世界各地經濟已見復甦，但最近一次經濟衰退中呈現的經濟問題仍未解決。技術驅動的變化速度快過我們訓練人們新技能的能力，這對所有工作者和許多國家的經濟結構構成巨大壓力。向來是健康經濟基石的中產階級穩定就業機會，正逐漸轉移至開發中國家或網路上，或是完全消失了。


  無疑地，昔日實力堅強的企業瓦解、引發的經濟衝擊將在近期帶來痛苦和混沌，因此一本探討如何在21世紀打造優異企業的書籍，如果不在結尾提供思考及禁受住眼前變化的建議就太不負責任了。現今的商業生態有何不同？接下來又會發生什麼事？在紊亂與崩解時期，商業界及個人企業家該做什麼才能生存與開枝展葉呢？


  從唐頓莊園到尿布網站


  為了解變遷何以威脅到傳統企業，我們必須快速回顧歷史，看看當經濟樞紐從一個形式易手交棒至另一種形式時的情景。邁入21世紀時，我們身處的時代交替其實很像西方國家在19世紀從封建經濟過渡至工業經濟時的情境。我們有許多親友是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播出的電視劇〈唐頓莊園〉（Downton Abbey）的忠實觀眾，這部影集描述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棟英國豪宅中，家族及僕人的戲劇性興衰過程。這個家族是富有的英國世襲貴族，絕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盛裝宴會以及和僕人周旋；而僕人是工人階級，大部分的時間當然就是工作，還有和自己伺候的貴族家庭周旋。整部劇有好聽的英國腔，還有華麗考究的服飾。


  你可能因為劇中伯爵的貼身男僕約翰．貝茲（John Bates）入獄（他最終獲判無罪）或伯爵的姪兒馬修（Matthew）車禍喪生（沒能像美國影集〈朱門恩怨〉［Dallas］裡的巴比．尤溫［Bobby Ewing］那樣，奇蹟似地還活著[1]）而只顧著流眼淚，所以沒注意到唐頓莊園的世界呈現出一個經濟時代轉至另一個經濟時代的過渡時期。工業化之前的19世紀，左右經濟的主要機構是貴族家庭：唐頓莊園透過對僕人及服務的需求，成為周圍城鎮的經濟支柱來源，該莊園需要人及服務。


  工業革命之後的20世紀，主導經濟的機構變成是企業。以通用汽車公司為例，拜水、電、藍領階級勞工等生產要素匯聚之賜，工廠得以大量生產；另一方面，工廠的工會成員和公司總部的白領階級工作者享有穩定的工作和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型態。


  到了21世紀，以企業為經濟活動樞紐的形式受到平台的挑戰，我們在第六章談策略時已經討論過「平台」，但你還是不妨想像尿布網站（Diapers.com，後來被亞馬遜公司買下）這個嬰兒產品平台。平台是個與企業形式非常不同的一種經濟樞紐。從形式來看，企業和消費者的關係是單向的，通用汽車公司決定如何設計、製造和行銷新產品給消費者，並透過經銷商網絡銷售產品。相照之下，一個平台和消費者、供應商之間的關係是來回雙向的，彼此之間有很多的交換。亞馬遜公司是一個企業，但也是一個買方和賣方匯聚的市場（平台），亞馬遜公司不是單方面主導決定要賣什麼給消費者，消費者還會告訴亞馬遜公司他們想要什麼東西，然後亞馬遜公司為他們尋找和採購。此外，消費者可以發聲，他們可以對產品與服務做評價。


  平台世界，誰贏誰輸？


  感謝英國Buggles樂團，讓我們知道「電視殺了電台明星」。（譯註：Buggles樂團在1979年發行單曲〈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MTV音樂頻道在1981年開播時播出的第一支音樂錄影帶就是這首歌曲，非常具有諷刺和象徵含義，因為MTV頻道開播後，徹底改變許多人以往透過廣播電台聽音樂的方式。）美國第二大連鎖書店博德士（Borders）在2011年破產，也讓我們知道亞馬遜之類的平台可能傷害既有企業，博德士書店可不是輕量級的既有企業，它在2005年的市值超過16億美元，[2] 申請破產時有1萬7000多名員工。[3]


  因此在我們看來，既有企業要做出抉擇。它們可以繼續照以往的營運模式，不把技術當轉型的工具，而是用它來提升營運效率和提高獲利。在很多這樣做的既有企業內部，技術這種有趣事的主事者是一群在不同棟大樓工作、有點怪咖的團隊，它也不會是執行長每週議程中的主要項目。然後，面對加入市場的新競爭者即將帶來的破壞，就出動遊說團和律師團應戰。雖然花很長的時間（也砸了很多錢），但這種不接受現實的鴕鳥方法最終以悲劇收場；因為技術和破壞的力量太強大了，所以選擇一切照舊策略的既有企業終將失敗，或至少變得無足輕重。時日一久，這種策略也會扼制顧客的選擇，壓抑產業創新，因為這就是它的意圖。創新代表要改變，對既有企業來說，現狀才是更安逸之地。


  施密特在史丹佛大學商學院兼職教授策略管理課程，創投家暨昇陽電腦公司共同創辦人溫諾．柯斯拉（Vinod Khosla）有時會受邀在課堂上演講，他指出，之所以有那麼多既有公司這麼做，有幾個簡單原因。第一，從公司的角度來看，多數創新的新事物在一家大公司眼中是小機會，不值得花時間和心力，尤其是相當不確定會成功的時候；第二，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大公司裡的員工不會因為冒險而獲得獎勵，還會因為失敗而遭到懲處。就個人的得與失來說是不對等的，因此理性的人會選擇安全至上。[4]


  但既有企業可以選擇另一條路：研擬一項利用平台來穩定供應優異產品的策略。使用這種策略為基礎，吸引一群智慧創做者，然後又營造能夠使他們大成功的環境。這很容易，對吧？才怪，一點也不容易，而且說容易還早得很呢。因為成熟公司的本性是趨避風險，抗拒大變革就如同身體抵抗傳染病一樣。我們知道，因為我們就是過來人。其實寫這本書的人可是Google人當中最晚棄用黑莓機（BlackBerry）和Outlook電子郵件信箱的人。我們未必總是能看到變化的到來，也未必總是能對變化應付得宜。所幸，我們讓自己的周遭充滿能夠做到這些的人，例如我們的前同事維克．龔多特拉（Vic Gundotra）……


  社群網路的崛起


  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發展至今已歷經三個階段。Web 1.0始於1990年代，瀏覽器、超文本標記語言（HTML），以及所謂的「網站」問世。在這個階段，使用者可以閱讀純文字，看到小圖像，完成基本交易，但除此之外功能相當有限。到了2000年代初期，新技術促成功能更強大的網站和更健全的網路基礎設備。寬頻在多個國家迅速發展，線上影片起飛，大家不僅更容易在網路上消費，也更容易在網路上發表東西。在這個Web 2.0階段，網路變成不只是一個巨大的購物商場和線上百科全書，也是一個可以讓每個人做各種事的地方，全世界有數十億人上網，他們上網後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搜尋。


  在2010年夏天之前，這就是在我們Google幸福快樂地生活的Web 2.0世界。就在這時候，社群網路崛起，Web 1.0讓你閱讀和購買東西，Web 2.0讓你做很多事，社群網路則是讓你談論和分享事物。我們觀察這個趨勢的發展好一陣子，首先是Friendster，接著是Myspace，都是炙手可熱的新事物，我們也考慮過和社群網路領域的幾家知名公司合作，包括推特和掘客（Digg），但這些合夥的構想並沒有往下進行，也可能就這樣讓我們忽略掉一個從未預料到的競爭者。突然間，社群網路不是即將來臨，而是已經到來，領先者是一個名叫「臉書」的新平台。


  Google根本都稱不上是這個賽局中的一員。我們在社群平台的第一個努力是「偶酷」（Orkut），成功大致僅限於巴西和印度市場。我們曾推出前面提到大肆宣傳的新形式電子郵件服務Google Wave，這是一件傑出的技術產品，令進階使用者（power users，人數很少）驚豔，但令其他人（人數很多）困惑。我們也推出過Google Buzz，在我們內部的「狗食」試驗中甚受Google人喜愛的一項產品，但最終引發隱私疑慮。我們在2010年夏天終止Google Wave的服務，Google Buzz也漸漸熄火（譯註：Google在2011年年底終止這項服務），使我們在社群網路舞台的足跡歸零。


  維克．龔多特拉對此耿耿於懷。他領導的是行動事業部門。行動裝置上網快速成長，已經變成數億人連結網際網路的途徑，龔多特拉就是讓所有出色的Google服務現身於小型行動裝置螢幕上的推手。他很早就看出智慧型手機的潛力，並幫忙成立了一支團隊，把Google推向以「行動裝置優先」（mobile first）為共同箴言的公司。Google在社群網路領域的失足和龔多特拉毫無關係，但他是Google員工暨股東，很憂心Google錯過網路的一個歷史性轉變，於是決定要做點什麼，他邀請布萊德利．賀羅維茲（Bradley Horowitz）共進午餐。


  賀羅維茲負責Google多項社群相關產品，他和龔多特拉的那次午餐衍生出更多的會議，兩人開始研擬一項新計劃，使Google能再度打入社群網路領域，並將一系列的創新帶給消費者。社群網路事業並不在龔多特拉的職務內容中，再說雖然我們是他表面上的上司（龔多特拉是烏爾斯．霍澤的直屬部下，霍澤是施密特的直屬部屬，並且出席羅森柏格的行政會議），但我們真的也沒有指示他去開發一個新的社群平台，或是提出他對這個主題的意見。他只是看出公司有問題，覺得自己可以提出解決方法，並且決定實現它。


  很快地，龔多特拉和賀羅維茲的代號「翡翠海」（Emerald Sea）計劃在全公司取得動能，大約一年後，我們推出Google+，這是Google公司史上最富雄心的一項賭注。媒體常把Google+定位為Google對抗臉書的競爭回應，這其實不太正確，比較正確地說，Google+是針對Web 2.0帶來的顛覆和社群網路的崛起所做出的反應。它是把從AdWords關鍵字廣告到YouTube等Google平台融為一體的社群結構。而催生它的源頭是因為有個人看到一個重大轉變正在發生，它有可能會破壞我們的事業，因而決定採取行動，就算這不是他的工作職責。


  問最困難的問題，發覺真相


  龔多特拉的這項行動是從自問這些問題開始：當社群平台變成使用網路的主流時，會對Google造成什麼影響？社群網路會不會導致搜尋變得過時而被淘汰？有時候，為了幫助變革和創新擺脫企業熵（corporate entropy，譯註：指公司內生產力減弱的現象）的抗體，最有效的途徑是詢問最困難的問題。了解你為了未來所做的事，你是否看出其他人可能沒有看出，或是其他人可能已經看出卻選擇不予理會的東西？哈佛商學院教授暨企業顧問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說：「我把注意力擺在我必須問的問題上，這樣我才能覺察未來的課題。」[5] 當資訊真的無所不在時，當觸角和連結完全延伸至全球時，當電腦運算資源無限時，當無數的不可能變成不僅可能，且正在發生中時，會對你的企業造成什麼影響？技術進步是無法阻擋的上升趨勢，循著這股趨勢，推理到未來的一個時點，然後問這個問題：這對我們有什麼含義？


  1990年代，施密特任職昇陽電腦公司時，昇陽電腦打造出產業內提供最佳價值的電腦工作站，這是一家技術導向的公司，自信能永久維持這種價格效能（price-performance）優勢，但是結合英特爾處理器和微軟視窗作業系統的「Wintel」個人電腦性能持續改進，對昇陽構成威脅。在當時，昇陽要思考的最困難問題是：當「Wintel」個人電腦的價格效能優勢最後超越昇陽時，將對昇陽的事業造成什麼影響？當這家公司的成功與獲利最仰賴的競爭優勢消失時，公司該怎麼辦？施密特向昇陽總裁歐文．布朗（Owen Brown）和執行長史考特．麥尼利（Scott McNealy）提出這個疑問，他們的結論是，昇陽絕對無法把成本降低到可以和個人電腦產業競爭；換言之，他們沒有一個好解答（施密特也沒有）。這當然是個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接下來發生的事：他們什麼都沒做，沒有人採取實質行動。2000年4月時，昇陽的市值是1410億美元，到了2006年，視窗作業系統平台的伺服器已經席捲市場，昇陽的市場占有率只剩個位數。2009年，甲骨文（Oracle）以74億美元買下昇陽。


  在既有公司，總是有困難的問題，但往往沒人問，因為沒有好解答，這會令人感到不安。但正是為了使團隊不安，才應該詢問啊，寧願這樣的不安是來自自己人的砲火，也不要來自實際想要把你剔除的競爭者，這正是施密特在昇陽學到的一課。若最困難的問題沒有好解答，至少有一線希望；這些沒有簡單解答的最困難問題，可能有助於減輕大公司文化中趨避風險和抗拒改變的傾向。它們就像逼近的絞刑，如同18世紀英國作家薩謬爾．強生（Samuel Johnson）所言，絞刑逼近可以使人的頭腦相當清醒。[6]


  首先問未來5年間可能的實際情況是什麼。佩吉常說，執行長的工作不僅是思考核心事業，也要思考未來；多數公司的失敗是因為它們太安逸於做自己向來做的事，只謀求漸進的改變。在今天這種技術驅動的變化非常急劇之下，這種模式尤其危險。所以，你應該問未來「可能」是怎樣的情境，而不是未來「將要」發生什麼。問「未來將要發生什麼」是在做出預測，在快速變化的世界，這麼做是很笨的；[7] 問「未來可能是怎樣的情境」則要運用想像力：有什麼事是普世之見難以想像，但其實是可能的事？


  像溫諾．柯斯拉就提到，1980年時，很難想像微處理器有朝一日會變得無處不在，不僅用於電腦裡，在汽車、牙刷等幾乎所有東西上都有。[8] 1990年時，手機的體積大如一台縫紉機，而且很昂貴，難以想像有朝一日會變得比一副撲克牌還要小，售價比晚上看場電影的花費還要低。1995年時，難以想像網際網路會有超過30億的使用者，有超過60兆的網址。如今，微處理器、手機和網際網路全都無所不在，但在它們問世的初期階段，幾乎沒有人預測到它們會到達這種境界。可是，大家仍然繼續犯這種錯：Google宣布發展無人駕駛車時，外界普遍帶著懷疑的反應。汽車自動駕駛不可能真的發生，對吧？我們無法想像這種事不會發生。


  拋棄普世之見，發揮想像力，思考你的產業在未來5年「可能」發生什麼情境。什麼東西可能改變得最快，什麼東西將完全不變？在想出一個可能的未來情境後，還有一些更困難的疑問要思考。


  一個很精明、資金充沛的競爭者可能會怎麼攻擊你的核心事業？它會如何使用數位平台來攻擊你的弱點，或蠶蝕你最賺錢的顧客群？你公司目前有哪些作為是在破壞自己的事業？你公司是否經常以同類相殘或營收損失為理由而砍掉潛在的創新？是否有機會可以建立一個平台，隨著使用量的成長時提供愈來愈多的報酬和價值？


  公司的領導人經常使用自家產品嗎？他們喜愛這些產品嗎？他們會把這些產品當成禮物送給另一伴嗎？（很多時候顯然不能這麼做，但這是一個很有用的思考實驗。）顧客喜愛你的產品嗎？或者他們是被其他的因素綁住而使用你的產品，有朝一日這些因素可能消失？當他們不再被綁住時可能發生什麼事？（你可以再進一步追問：如果你強迫產品開發人員讓顧客能夠很容易地拋棄你的產品，改投競爭者懷抱，他們會如何反應？他們能把產品打造得非常卓越，以致於顧客就算不被綁住，也仍然會繼續使用你的產品？）


  檢視你即將推出的重要新產品和新功能，其中有多少比例是以獨特的技術洞見為根基？高階領導團隊中有多少人是產品人員出身？公司是否積極獎勵和晉升那些在創造優異產品上做出最大貢獻的人？


  在你的公司，人才招募是最高階主管的優先要務嗎？高階主管真的會投入時間在這項工作嗎？公司優秀的員工當中有多少人自認為未來3年仍然會留在公司？如果有其他公司以高出10%的薪酬挖角，有多少人會離去？


  你公司的決策流程出來的是最佳決策，還是被最多人接受的決策？


  你的員工很自由嗎？如果有個員工很有創新能力，他是否可以自由根據自己的點子來行動，不論他的職級？採用新點子時，你看的是產品夠卓越，還是會獲利？


  在你的公司，當私藏資訊的人和當資訊分享路由器的人，誰比較吃香？是否有壁壘會阻礙資訊及人員的自由流通？


  這些是困難的問題，這些凸顯的問題可能沒有清楚的解答，但是如果不詢問這些問題，就絕對不會有解答。既有公司通常無法體會自己被瓦解的速度有多快，但問這些問題可以幫助它們發覺真相。這也是吸引和鼓舞最佳智慧創做者的好途徑，因為優異的智慧創做者不僅會被挑戰吸引，也希望能誠實提出挑戰，他們會說：「謝天謝地，終於有人會提出困難的問題。現在，我們可以動手找解答了。」


  但這就引發另一個更難的問題：你的公司身處容易吸引最佳智慧創做者的地點嗎？網際網路、行動通訊和雲端技術帶來的一個有趣作用是，商業中心發展得更強大，更有影響力。我們曾以為網際網路和其他通訊技術的到來將促成更多形式的商業中心萌芽，降低既有商業中心的重要性，但事實恰好相反，各產業或許的確出現新的小型群聚活動，但原已存在的群聚活動重要性有增無減。在吸引智慧創做者方面，地點比以往更為重要。


  正因此，縱使世界各地有不少國家嘗試複製加州矽谷的科技奇蹟，但許多追求科技職涯的智慧創做者仍然選擇離開自己的國家，前往矽谷（在Google員工餐廳中能聽到多種語言，總是讓我們覺得驚奇）。他們發現，自己在加州能發揮的影響力遠大於留在自己國家。和其他也是智慧創做者的同類聚集在一起的吸引力，通常也大過留在家鄉的吸引力。相同的現象也出現在其他產業或領域的商業中心：金融業中心（紐約、倫敦、香港、法蘭克福、新加坡）；時尚業中心（紐約、巴黎、米蘭）；娛樂業中心（洛杉磯、孟買）；鑽石業中心（比利時的安特衛普〔Antwerp〕、印度的蘇拉特〔Surat〕）；生物科技業中心（波士頓、瑞士巴塞爾〔Basel〕）；能源產業中心（休士頓、沙烏地阿拉伯的達蘭〔Dhahran〕）；海運業中心（新加坡、上海）；汽車業中心（德國南部）。任何想要建立新事業的公司必須思考一個問題：我該去找智慧創做者，或是想個法子讓他們來找我？


  政府應該鼓勵破壞性創新


  政府也必須做出重要決策，它們可以和既有企業站在同一邊，用它們的力氣去擊退變革的力量，這是政客常走的路，因為既有企業通常比破壞性創新者更有錢，也相當擅長用錢來改變民主政府的政治意圖。（新的挑戰者通常不了解既有企業握有多少可以使用的法律和管制工具。）但是，跟企業一樣，政府也可以選擇鼓勵變革顛覆，並創造使智慧創做者發展茁壯的環境。它們可以選擇側重創新。


  政府應該從教育著手，不只是傳統的十二年國教和大學教育。教育會改變，而政府應該鼓勵破壞性創新，而非偏向維持現狀，但它們目前的作為往往相反。科技平台能幫助我們更正確辨識個人的長處和弱點，為我們提供量身打造的適性教育選擇，身為公共教育的主管機關，政府可以積極謀求這種量身打造與彈性的終生教育，尤其是對完成高中教育後的青年和成年人。


  數位化基礎建設是必要的，友善的移民政策亦然，不過最重要的是創新的自由度。政府訂定管制法規是預先考慮到可能會有的問題，但是如果你建立的體制是所有問題都要預先考慮到，創新就不會有空間了。再者，既有企業對於政府管制法規的訂定有很大的影響力，而且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經常互動頻繁，所以那些現今制定與實施扼殺創新法規的官員往往日後進入私人公司當主管，變成這些管制法規的受惠者。管制環境必須提供讓新公司可以進入產業與市場的空間。


  舉例而言，美國汽車業有個新進者，專門產銷電動車的特斯拉汽車公司（Tesla Motors），在美國幾個州遭遇管制阻礙，這些州禁止特斯拉直接銷售電動車給消費者。[9] 這些州保護汽車經銷商，限制消費者的選擇。在下一回合的「無人駕駛車」創新中可能會有意外，有人會因此受傷或喪命，這可能會讓人懷疑整個無人駕駛車產業的未來。發生這種情形時，政府應該抗拒像英國在19世紀制定的「紅旗法」[10]，透過立法迫使新技術（無人駕駛車）必須遵循比現今駕駛汽車安全性門檻還要高的衝動（一般人駕駛的汽車也會發生車禍，而且車禍發生率和後果很嚇人）。如果實證資料顯示新方法比舊方法好，政府的角色應該是讓顛覆性變革發生，而不是阻擋變革。


  不管問題多大，其實都是資訊問題


  當產業遭到破壞需要重建時，既有企業面臨調整或式微，新創事業在有遠見的領導人和有抱負的精明同仁共同努力下成長，情況會變得更好。我們是技術樂觀主義者，我們相信技術具有改善世界的力量。當其他人看到像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中那樣的惡托邦（dystopia）未來，我們看到的是李奧納德．麥考伊醫官（Dr. Leonard McCoy）用三錄儀（tricorder）來治療蜥蜴病毒（並在事後喝蜥牌白蘭地和泉雅飲料慶祝）。[11] 我們認為，多數的大問題是資訊問題，也就是說，只要有足夠的資料和分析資料的能力，人類現今面臨的挑戰幾乎都可以獲得解決。我們認為所有人都可以使用電腦來改善生活，使生活更輕鬆。我們相當確信，我們這些矽谷傢伙抱持這種對未來超級樂觀的觀點會受到很多批評，但這不要緊，要緊的是隧道盡頭有光明。


  我們樂觀的背後有顧堅實的理由。第一個理由是資料爆炸，以及資訊自由流通的趨勢，從地質和氣象感測儀到記錄每一筆經濟交易的電腦，到持續追蹤生命徵象的穿戴式科技產品（例如Google的智慧型隱形眼鏡）[12]，蒐集各種資料是以往無法做到的事，在幾年前，只有科幻小說或科幻片才能看到這種情景。其次，現在有無限的電腦運算力可以分析龐大資料，無限的資料加上無限的電腦運算力，讓全世界的智慧創做者可以大展身手，解決大問題。


  這將促成科學家、醫生、工程師、設計師、藝術家等智慧創做者有更多合作，共同嘗試解決世界的大問題，因為如今遠比以往更容易比對、結合不同的資料。如卡爾．夏皮洛（Carl Shapiro）和哈爾．韋瑞安在《資訊經營法則》（Information Rules）中所言，產生資訊很花錢，但複製資訊很便宜。[13] 所以如果你創造出可以幫助解決一個問題的資訊，並分享這個資訊到一個平台上（或是幫忙創造這個平台），其他人就可以低成本或免費使用這寶貴的資訊。Google有一項產品叫「Fusion Tables」，目的是「打破資料的壁壘」，把相關的資料集結起來進行分析，但仍然能維持原資料的完整。試想，世界各地的研究科學家研究相似的問題，他們各自的試算表和資料庫裡有自己的資料；或是各地政府試圖評估和解決環境及基礎建設的問題，用他們辦公桌上或設於地下室的系統來追蹤與記錄進展。當這些資訊打破壁壘，以全新且不同的方式結合、分析所有資料，你能想像它們的力量嗎？


  速度是另一項有幫助的要素。拜科技之賜，從行動到反應之間的延遲時間顯著縮短。這裡我們再次回顧歷史，這會有助於了解這個概念與重要性。經濟學家所謂的「一般通用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蒸汽引擎或電力就是很好的例子），從發明到應用在生活上，改變市場運作方式，向來得歷經很長時間。瓦特蒸汽引擎在1763年發明，過了200年後，鐵路才把堪薩斯城從趕牛群的終點（譯註：牛群在這裡上火車，運往芝加哥及東部）變成有著家畜交易中心的大都市。反觀網景瀏覽器（Netscape Navigator）在1994年問市，羅森柏格在1998年很驕傲地為Excite@Home連上世界最早的一批纜線數據機；不到10年，這些現代通訊技術已經改變我們的通訊、溝通、購物、叫外賣與叫車方式。不過，速度是個情人眼裡出西施的東西：當一切的變化來得太快，你的事業被顛覆破壞時，你會覺得它是壞東西；但是，當你在建立新事業時，一切都加快就對你有利了。


  網路問世帶來更好的集體智慧與智能。當在位的西洋棋世界棋王蓋瑞．卡斯帕洛夫（Garry Kasparov）在1997年敗給IBM的深藍電腦（Deep Blue）時，我們全都認為自己目睹歷史性的薪火相傳，但結果是，那場比賽預告新時代的棋王並不是電腦，而是人們藉由和電腦通力合作，磨銳他們的技巧。今天的大師級棋手（人數是1997年時的2倍）[14] 把電腦當成訓練搭檔，使人類變成更優秀的棋手。電腦輔助智慧的良性循環因而興起：電腦促使人類的技能變得更好，人類進而設計出更聰明的電腦。這已經明顯發生在西洋棋界，為何不推廣至其他領域呢？


  新一代一片光明


  不論看哪個產業或領域，我們很難不看見光明的未來。以醫療保健業為例，即時的個人感測器可以追蹤及測量複雜的人體系統，把這些資料和深入基因分析得出的風險因素圖結合起來（在取得個人同意下），我們就有空前的能力可以更早辨察、預防或治療個人的健康問題。匯集這些資料，可以創造資訊與知識平台，促成更有成效的研究和更明智的保健政策。


  醫療保健業的消費者苦於資訊不足，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治療結果和醫生及醫院醫療表現的資料，也往往難以取得自己的健康資料，尤其是如果這些資料被不同機構持有的話。醫療服務、藥物及其他醫療用品的訂價完全不透明，不同病患和醫療機構的收費差異甚大。光是讓醫療保健業有一定程度的資訊透明度就足以產生巨大的正面影響，降低成本，以及改善醫療成效。


  運輸業是另一個充滿破壞與機會的產業。如果每輛車都能自行駕駛會發生什麼情形呢？擁有汽車的模式將會改變，因為個人汽車服務的價格會降低，服務變得更好，擁有汽車的唯一理由將是樂趣，不是運輸。這將迫使交通規劃人員重新思考運輸網絡。


  在金融服務業，更詳盡的資訊代表更量身打造的服務。舉例而言，汽車保險業者已經開始使用行車距離和地點等資訊，來評估駕駛人發生車禍的機率，如果業者同意降低你的保費，換取可以取得你的所有汽車資料（速度、地點、行車時數、行車距離、交通狀況、維修紀錄），他們會變得更聰明。你或許不會同意這樣的交易，但對於你家那個只有10幾歲的駕駛人，你會不會接受這樣的交易，希望這樣可以使他們駕駛得更安全呢？


  在創意產業，如今有比以往更傑出的內容和人才，對他們的需求也比以往更大（至少，以媒體的消費量來衡量）。雖然有大量拙劣的CGI[15] 動作片，科技也讓我們可以用新方式去觀看舊風格劇情的節目，例如〈紙牌屋〉（House of Cards）、〈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在我們想看的時候看，在我們選擇的設備（平面螢幕、筆記型電腦，或是像眼鏡那樣的穿戴式器材）上觀看。網際網路已經摧毀傳統的媒體事業模式，但新模式已經出現，也將繼續出現，結果是為創作者帶來更大、更分裂與混亂的市場，為消費者提供無限多的選擇。


  不論是打擊犯罪（分析犯罪型態來啟動「前瞻性警務」〔predictive policing〕）、農業（用大量資料繪製土壤圖，幫助貧窮農民）、製藥業（分享資訊來加速藥品研發）、國防、能源業、航太業或教育業，全都將在21世紀上半葉被科技的力量改變，開發出驚人的新產品，孕育出全新的企業，以新工作機會和發展取代經濟不景氣。這些改變都會是由一小群堅定、有能力的智慧創做者來促成。


  這就是我們相信的未來。


  新一代的智慧創做者


  我們兩個人也不免受到這些改變力量的影響。我們雖然學到很多東西，也被迫重新學習很多東西，但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更多。我們雖然努力要全盤掌握科技現況，並了解科技變化如何影響我們的產業，但在這方面，我們就是比不上新世代的智慧創做者。我們生長在使用有線電話約會的時代（我們那時稱這為「約會」，不是「廝混」哦），看電影得去電影院看，那時候，「寬頻」指的是你有更大的信箱。我們天天見到新生代，對他們的自信和聰明感到驚奇，他們告訴我們世界新的發展，以及即將會發生什麼事，在決定接下來該做什麼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們的事不比我們告訴他們的少。這就是我們的命運，身邊圍繞著嶄露頭角的智慧創做者。


  我們很確定，在日常工作中每遇見一個這樣的明星，就有另外數十個、甚至數百個這樣的傑出人才正在全力打算顛覆我們。也許他們全都會失敗，也許不會。也許在某個車庫、宿舍、實驗室或會議室，有個大膽無畏的企業領導人已經集合一小群專注的智慧創做者，他也許買了這本書，正在使用我們的理念和方法來幫助他建立一家終將使Google變成無足輕重的公司。可笑嗎？不，沒有一個企業永遠是贏家，這是無可避免的事。


  這樣的展望可能令一些人聞之悚然，但我們覺得這很激勵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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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0年代的美國熱門電視影集〈朱門恩怨〉（Dallas）中，由派屈克．達菲（Patrick Duffy）飾演的巴比．尤溫（Bobby Ewing）被他的嫂嫂開車撞死，但在下一季劇集中，他奇蹟地復活了，原來他的死只不過是一場夢。哎，現實生活中的我們要是都能這麼幸運該有多好。[image: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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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句出自傳記作家詹姆斯．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為英國作家薩謬爾．強生寫的傳記：「先生，這得視情況而定，當一個人知道他在兩星期後將被絞死時，他的頭腦會相當清醒。」參見James Boswell, Life of Johnson （Oxford World's Class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age 849。[image: 返回]


    	心理學家菲利浦．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花20年對數百位專家做出的預測研究後得出結論：對於高度不確定性的事件，縱使是專家也拙於預測。例如：在預測種族隔離政策是否將透過非暴力手段終結，魁北克是否會脫離加拿大之類事情時，專家的預測準確度並沒有比受過教育的一般人還好，而且沒有比隨便猜測的人準確。參見Philip E. 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e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 2005）。[image: 返回]


    	參見Vinod Khosla, "Maintain the Silicon Valley Vision" （Bits blog, New York Times, July 13, 2012）。[image: 返回]


    	Steve Chapman, "Car Buyers Get Hijacked" （Chicago Tribune, June 20, 2013）。[image: 返回]


    	英國在1865年通過「機動車法」（Locomotive Acts），規定汽車在行駛時，前面必須有一個步行者揮舞紅色旗子，向騎馬者示警有個新玩意兒（汽車）要開來了。此法還規定這些「路上的機動車」在城鎮中行駛的速限為時速3.2公里，在鄉間的速限為時速6.4公里。該法在1896年被廢止。參見Alasdair Nairn, Engines That Move Markets: Technology Investing from Railroads to the Internet and Beyond （John Wiley & Sons, 2002）, Page 182-83；以及 Brian Ladd, Autophobia: Love and Hate in the Automotive 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age 27。[image: 返回]


    	蜥牌白蘭地（Saurian brandy）和泉雅飲料（tranya）都是〈星艦迷航記〉電視影集中的飲品，我們希望了解這些典故的讀者跟我們一樣喜愛〈星艦迷航記〉，我們承諾，這是本書最後一次使用它的典故了。[image: 返回]


    	Google[x]團隊研發的智慧型隱形眼鏡（smart contact lens），藉由衡量淚液中的葡萄糖值來追蹤血糖值，這可以讓糖尿病患者免去忍受打針抽血測量血糖的痛苦，或是必須在皮膚下植入葡萄糖感應晶片。[image: 返回]


    	Carl Shapiro and Hal R. Varian, 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1998）。[image: 返回]


    	Christopher Chabris and David Goodman, "Chess-Championship Results Show Powerful Role of Computer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2, 2013）。[image: 返回]


    	電腦生成圖像（Computer Generated Imagery）。[image: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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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安．海雅特（Ann Hiatt）、布萊恩．湯普森（Brian Thompson）、金．庫柏（Kim Cooper），你們總是在百忙之中撥冗和我們會面，提供我們許多好建議，沉著應付混亂。


  潘姆．蕭爾（Pam Shore）自網威時期就跟隨施密特，進入Google後，繼續大力輔佐施密特，是施密特的重要幕僚。


  Google公關部門的史考特．魯賓（Scott Rubin）、梅甘．凱瑟利（Meghan Casserly）與愛蜜莉．伍德（Emily Wood）擅長讓交談變得有趣，我們期待更多這樣的談話。


  另一位要感謝的人是Google全球公關部門資深副總瑞秋．惠史東（Rachel Whetstone），支持施密特寫電子郵件向羅森柏格提議撰寫這本書，她成為我們夥伴已經將近10年，從這本書撰寫開始，她一直是在旁邊支持的夥伴。惠史東不僅堅定擁護Google，也堅定倡議做正確之事，感謝她對本書與許多事情提供的幫助。


  肯特．華克（Kent Walker）和馬可．愛倫伯根（Marc Ellenbogen）是出色的律師，他們幫助我們把這本書寫得更好，尤其是馬可，他在加勒比海度假的時候越洋幫助我們，提供珍貴的建議。


  丹尼斯．伍賽（Dennis Woodside）在領導摩托羅拉事業部門的百忙之中撥冗閱讀這本書，提供他的想法。


  我們也要感謝烏爾斯．霍澤（Urs Hölzle），他是Google許多人員管理和招募實務的創建者。


  愛莉森．柯麥克（Alison Cormack）是我們遇過最好的讀者，大概也是最和藹可親的Google人了。


  和施密特合著《數位新時代》（The New Digital Age）的傑瑞德．科恩（Jared Cohen）提供我們出版事務的協助。


  Google人事副總拉斯茲洛．波克（Laszlo Bock）在Google公司的成長過程中幫助維護Google的文化和標準，他即將出版的著作詳述如何做到。波克總是笑容可掬，或許是因為他早年曾演出過電視影集《海灘遊俠》（Baywatch）吧。


  Google全球銷售業務及事業發展主管尼凱希．阿羅拉（Nikesh Arora）請羅森柏格對對他的團隊演講，促成這個寫書計劃。


  蘇珊．沃吉斯基（Susan Wojcicki）、薩拉．卡曼加（Salar Kamangar）、瑪麗莎．梅伊爾（Marissa Mayer）與山達．皮恰（Sundar Pichai）讓羅森柏格學到，有時候，優秀經理人應該閃到一邊，放手讓部屬自理。如果說一個經理人的工作產品是由部屬共同打造，那麼，羅森柏格可說是站在這4個人打造出來的一座山上。


  洛蘭．涂希爾（Lorraine Twohill）向我們展示如何以Google風格的聰明創意方法來創作令人驚奇的藝術，用來掩飾行銷目的。


  Google產品管理副總克雷．巴沃（Clay Bavor）是我們所見過最聰明的智慧創做者，他的工作與作品是典型Google文化的展現。（讀者不妨上Google搜尋他在週末從事的計劃：The Google Logo in 884 4×6 Photographs和Clay Bavor Lincoln Portrait in Pennies。）


  布萊恩．拉柯夫斯基（Brian Rakowski）提供本書的意見時，很體貼地包含頁碼和可搜尋的字串。


  瑪歌．喬治雅迪斯（Margo Georgiadis）對於大公司最高階主管的思維模式有精闢洞見，給了我們很多啟示。


  Google工程師柯林．麥米蘭（Colin McMillen）有許多很酷的作品，Google內部網站「Memegen」就是其中之一。


  在哈佛商學院兼課的Google產品經理普瑞姆．拉瑪斯瓦米（Prem Ramaswami）提供我們如何讓學生從本書獲得啟示的建議。


  從廣告公司轉任Google創意總監的戴文．艾維斯特（Devin Ivester）是我們書籍與電影專家；創意高手蓋瑞．威廉斯（Gary Williams）、肯．腓特烈（Ken Frederick）與蘿倫．穆基（Lauren Mulkey）貢獻很多我們沒使用的好點子；羅森柏格．賈維斯（Jonathan Jarvis）的設計使本書看起來更精緻漂亮，這是我們欠缺的功夫。


  Google經濟學家哈爾．韋瑞安（Hal Varian）使經濟學變得有趣，這證明經濟學絕對不是枯燥乏味的東西。


  艾倫．尤斯塔斯（Alan Eustace）把Google範風格體現得淋漓盡致，所以他在羅森柏格的協助下撰寫第一本Google人手冊。


  修娜．布朗（Shona Brown）和大衛．杜魯蒙（David Drummond）和羅森柏格多年來一起擔任管理人員招募審議委員會委員。


  畢凱黛（Cathay Bi）和查蒂．塞佛林（Chadé Severin）在羅森柏格擔任Google產品團隊資深副總時默默地提供支持，並對本書提供很有見地的批評。


  傑夫．胡柏（Jeff Huber）是羅森柏格在Excite@Home時的同事，後來加入Google的廣告團隊，打造出優異的廣告與營收引擎，使羅森柏格得以專注在管理智慧創做者。


  派翠克．皮切提（Patrick Pichette）的態度嚴謹、帶著Google範的敏感、橘色背包、以及「雨天照樣騎自行車上班」作風提供我們很多很好的啟示。


  戈皮．卡拉伊爾（Gopi Kallayil）不僅是我們認識最優秀的品牌行銷傳播者，也經常提出精闢的改進建議。


  吉兒．哈佐貝克（Jill Hazelbaker）是羅森柏格常常諮詢的對象，尤其是羅森柏格製造出公關問題的時候（這種情形常發生）。


  傑瑞德．史密斯（Jared Smith）幫助我們應付中國市場的事務細節，他本身是優異的智慧創做者領導人。


  比爾．坎貝爾（Bill Campbell）是最有天賦的管理教練，總是著眼於人和組織的運作方式。我們不知道我們需要一位教練，直到有了坎貝爾這位教練，我們才深切認知到教練的必要性。蘋果公司和Google如今是美國市值最高的兩家公司，坎貝爾對這兩家公司的成功有重要貢獻。坎貝爾一進會議室或辦公室，大家都會露出微笑，他非常擅長說故事，大家都知道他對矽谷和多世代創業家的成功貢獻卓著，但他總是謙遜，不肯居功。


  約翰．杜爾（John Doerr）、麥克．摩里茲（Mike Moritz）、瑞姆．謝里藍姆（Ram Shriram）、約翰．軒尼詩（John Hennessy）、阿瑟．雷文森（Art Levinson）、保羅．奧特里尼（Paul Otellini）、安．瑪瑟（Ann Mather）、黛安．葛林（Diane Greene）與雪莉．提爾罕（Shirley Tilgham），這些Google董事會現任及前任成員總是正確地以長期觀點來看待Google對世界、顧客、夥伴與股東的影響。


  許多現職和前任的Google人幫助我們正確追憶本書中敘述的故事，並繼續教導我們管理智慧創做者的細節，包括克里希納．巴拉特（Krishna Bharat）、傑夫．狄恩（Jeff Dean）、班傑明．高米斯（Ben Gomes）、喬治斯．哈里克（Georges Harik）、威廉．法里斯（William Farris）、維克．龔多特拉（Vic Gundotra）、喬治．薩拉（George Salah）、瑪莎．喬瑟夫森（Martha Josephson，嚴格來說她不是Google人，不過她是我們的人才招募夥伴，難得的忠實夥伴）。


  羅森柏格的太太貝蘿（Beryl）、兒子約書亞（Joshua）和女兒漢娜（Hannah）經常提醒他，不論在公司或家中，他都應該言行一致地實踐授權給其他人以及讓部屬自理的管理理念，這幫助督促羅森柏格保持謙遜，認識羅森柏格的人都應該感謝這三個人的貢獻。


  羅森柏格的母親琳娜．羅森柏格（Rina Rosenberg）是堅強的女性權益擁護者，她是聖塔克拉拉郡女性委員會主任委員，出於對她的敬意，我們決定在本書中提及智慧創做者時，使用「她」作為代名詞。本書註釋中提及，羅森柏格的父親納生．羅森柏格教授是研究技術創新史的知名學者，作為兒子的羅森柏格以實際行動向父親展示多年來確實聆聽父親的教導，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感謝呢？


  羅森柏格從兄弟姊妹凱倫、高登與大衛那裡學到很多有關於作決策的教訓，四個人對於誰是家中最優秀的智慧創做者這一點遲遲無法達成共識。孩子們，坦白說，該是讓爸媽作出裁決的時候啦。


  洛恩．羅森菲爾德醫生（Dr. Lorne Rosenfield）經常拿名言和人生智慧和羅森柏格開玩笑，本書中談到的一些名言來自這些談話。羅森菲爾德的女兒蘿倫提供很多修正，證明她是比羅森柏格更有知識的文學評論者；她的哥哥麥克則是為我們舉了很多他保證能獲得大學生認同的例子，藉此擦亮他的智慧創做者文憑。


  鍾丹（Dan Chung，音譯）提議，我們的原稿是以創業者為閱讀對象，他建議我們可以再擴增內容，使任何企業人士都受用。


  電視劇作家暨製片人麥特．派肯（Matt Pyken）幫助修改羅森柏格在大學時代的研究報告，他以好萊塢的眼睛，幫助我們為本書增添生動色彩和說故事手法。


  班貝拉書籍出版公司（BenBella Books）的發行人葛倫．葉費斯（Glenn Yeffeth）是羅森柏格開始本書撰寫計劃之初唯一能求助的出版業專家。


  亞當．葛羅瑟（Adam Grosser）排斥初稿中一些不好笑的笑話，提升本書的格調，並鼓勵我們更嚴謹地敘述定義。


  羅森柏格大學時代的兩位教授蘇珊．費根鮑姆（Susan Feigenbaum）和傑拉德．艾里奇（Gerald Eyrich）有先見之明，堅持要求羅森柏格修統計學，並提供必要的督導，幫助他完成學士課程。


  克雷蒙麥金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學務長黃教授（Jefferson Huang）及助理茱莉亞．伊斯利（Julia Easley）把我們的原稿當學生論文般地閱讀及修改，還好他們沒打分數！


  大衛．提斯（David Teece）教授從經濟學家的觀點閱讀這本書，並提供給我們優秀的其他文獻資料。


  蓋瑞．雷特（Gary Leight）、貝琪．雷特（Betsy Leight）、朵拉．富特曼（Dora Futterman）、莉比．杜魯戴爾（Libby Trudell）、凱蒂．高登（Cathy Gordon）、詹姆斯．艾薩克斯（James Isaacs）、狄恩．吉柏特（Dean Gilbert）、理查．金格拉斯（Richard Gingras）全都是羅森柏格以前的上司，羅森柏格永遠感謝你們的智慧與寬容。


  傑弗瑞．烏爾曼教授（Jeff Ullman）把普林斯頓大學一位名叫艾力克．施密特的邋遢年輕小伙子變成電腦科學家，在此之前，所謂「電腦科學家」這東西幾乎不存在。


  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爾．喬伊（Bill Joy）、蘇．葛拉罕（Sue Graham）和鮑伯．法布瑞（Bob Fabry）等人信賴施密特是一位電腦科學家，以他為核心組成團隊。


  任職貝爾實驗室期間，麥克．雷斯克（Mike Lesk）和艾爾．阿侯（Al Aho）教導施密特有關於數量、開放資源、及規模的價值。


  施密特任職全錄公司帕羅奧圖研究中心時期的同事吉姆．摩里斯（Jim Morris）、巴勒．藍普森（Butler Lampson）、鮑伯．泰勒（Bob Taylor）和羅伊．雷文（Roy Levin）創造了未來。


  昇陽電腦公司的史考特．麥尼利（Scott McNealy）、安迪．貝托薛姆（Andy Bechtolsheim）、比爾．喬伊（Bill Joy）、溫諾．柯斯拉（Vinod Khosla）、伯尼．拉克羅提（Bernie Lacroute）與韋恩．羅辛（Wayne Rosing）給予施密特初次管理事業的歷練機會。唯有在科技業，一個過去沒有管理經驗的人可以獲得如此好的在職訓練。


  雷蒙．納瑟（Raymond Nasr）和約翰．楊（John Young）使施密特在網威公司的職涯是一段有收穫的人生旅程。


  彼得．溫德爾（Peter Wendell）為施密特提供在史丹佛大學商學研究所授課機會，讓施密特首度把「辛苦中學到的東西」加以形式化，傳授給數千名學生。


  尼先．邱克西（Nishant Choksi）生動有趣的插畫精確呈現我們的觀點，超乎我們所能想像。


  梅麗莎．湯瑪斯（Melissa Thomas）這位事實查證高手，我們絕對不想在益智問答競賽〈危險邊緣！〉（Jeopardy!）中對上她！


  我們的研究夥伴瑪麗娜．克拉柯夫斯基（Marina Krakovsky）總是比我們的期望多做兩步，具有洞察力，思慮周到，縝密盡責，再多的形容詞都難以道盡她的優秀！


  大衛．傑佛鮑姆（David Javerbaum）這位世界級幽默作家幫助我們變得幽默，至少是更幽默，他評論我們的笑話「還不錯」的時候，就是我們最驕傲的時候。感謝傑佛鮑姆，這句話是讚美喔。


  我們的經紀人吉姆．雷文（Jim Levine）幫助我們了解出版業，我們的編輯約翰．布洛迪（John Brodie）聰明地指導我們，從草稿到完稿，從開場的微軟公司到結尾的《唐頓莊園》（Downton Abbey）；我們也讓布洛迪看到「Google文件導覽」應用程式功能有多棒。


  1970年代中期，一群孩子聚集在史丹佛大學崔西德學生活動中心（Tresidder student union）的咖啡餐廳內玩投幣式銀河遊戲機（Galaxy Game），這是舉世第一款投幣式電動遊戲機。羅森柏格常在這個遊戲中擊敗艾倫．伊格（Alan Eagle），不過，在亨利龔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 School）班上，兩人成績勢均力敵。兩人在銀河遊戲中爭霸，在化學和數學科目中纏鬥，但誰也沒料到，30年後，他們會在Google公司裡共事，也不會料到40年後，他們會合著一本商管書籍。但這確實發生了，真是想像難以想像的境界！謝謝你，我們的合著者艾倫．伊格。


  詞彙表


  AdSense　出版內容廣告


  Google把廣告張貼在大量出版者網站上的Google廣告產品。


  AdWords　關鍵字廣告


  Google的旗艦廣告產品，這個廣告引擎創造Google公司大部分的營收。


  ah'cha'rye　希伯來語


  譯成英語是「Follow me」（跟著我）的意思，是以色列軍隊中使用的號召口號。


  Android　安卓作業系統


  Google推出的開放源碼行動作業系統。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應用程式介面


  這個介面可以讓應用軟體和其他系統互動。


  cloud computing　雲端運算


  這項技術可以讓網際網路使用者在另一個地點的電腦上存取檔案，以及執行應用程式。這些遠距的電腦（有時稱為伺服器）通常在有數千台電腦的大型資料中心。


  Coase's Law　寇斯法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隆納德．寇斯的理論，解釋之所以會形成大廠商，是因為當你考量到交易成本時，通常把許多事務留在公司自己做比較有效率，而不是外包出去。由於網際網路使得交易成本降低，寇斯法則隱含現今外包往往比留在公司內自己執行要來得更有效率。


  Dory　多莉系統


  Google公司內部的一個系統，讓員工張貼對主管提出的疑問，並讓其他員工投票表達這是不是一個好問題，依得票數高低排名。


  Excite@Home　


  羅森柏格曾任職的公司，由入口網站Excite和高速有線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使用纜線數據機連結網際網路）@Home合併而成。


  Googlegeist　


  Google公司的年度員工意見調查。


  Google[x]　


  Google公司的一支計劃團隊，負責Google一些最富雄心的計劃，包括：無人駕駛車、Google眼鏡、氣球計劃、智慧型隱形眼鏡。


  HiPPO（或hippo，Highest-Paid Person's Opinion）河馬


  薪酬最高者的意見。


  learning animals　學習型動物


  能伶俐地應付劇變，而且個性喜歡應付劇變的人，他們非常熱中學習，因此不怕詢問愚蠢的問題或獲得錯誤的答案。


  market capitalization（或market cap）　市值


  公開上市公司發行股票的總市場價值。


  Memegen　


  Google的一個內部網站，讓Google人以相片內容搭配簡潔標題來創作瀰母（meme），這是一種讓員工評論公司狀態的有趣方式。


  Moma　


  Google的一個內部網路，讓Google人可以分享公司的各種資訊。


  Moore's Law　摩爾定律


  英特爾共同創辦人高登．摩爾提出的預測：晶片上的電晶體數目大約每2年增加1倍，因此，電腦運算能力也大約每2年增強1倍。摩爾在1965年發表的最早研究文獻中預測每年增強1倍，但在1975年改為大約每2年增加1倍的較保守預測。


  multisided market　多邊市場


  不同使用者群可以彼此連結與提供互益服務的市場。


  Noogler（GoogleNew＋Googler）　


  Google新進員工。


  obligation to dissent　表達異議的義務


  當有人認為某個點子有錯誤的地方時，必須提出疑慮。


  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季績效目標


  Google和其他公司使用得很有成效的績效評量制度。


  open　開放


  分享軟體程式碼或研究成果之類的智慧財產，支持開放標準，而不是創造自己的標準，給予顧客容易退出你的平台的自由。


  open-source operating system　開放原始碼作業系統


  程式碼免費提供給大眾使用及修改的作業系統，如Linux或安卓作業系統。開放原始碼作業系統的相反是封閉型作業系統，這個程式由擁有作業系統的公司嚴密控管。


  payback period　回收期


  回收投資成本所需要的期間。


  platform　平台


  技術或基礎建設的基地，讓更多技術、流程或服務可以在其上建置。


  ROI（Return on Investment）　


  投資報酬或投資報酬率。


  scale　擴大規模


  快速且全球性地成長。


  smart creative　智慧創做者


  結合深度專業技術性知識和智能、商業穎悟力，以及許多創造力特質的人才。


  tenurocracy　年資統治體制


  在這種體制的公司，權力來自年資，不是功績或價值。


  TGIF（Thank God, It's Friday）　Google全員會議


  原本在每個星期五下午舉行，現在改為星期四舉行，以便亞太地區的Google人可以參加。


  user interface　使用者介面


  產品和使用者互動的部分。


  Google Wave　


  Google的一項產品，這個系統讓使用者群可以即時通訊和協作，Google在2010年停止更新開發這項產品，並開放其原始碼。


  Web 2.0　


  使網路變成現今面貌的技術，是1990年代Web 1.0的升級版。


  作者簡介


  艾力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2001年加入Google，2001年至2011年間擔任Google執行長，幫助把Google從一家矽谷新創公司成長為全球科技業的領先者。現任Google董事會執行主席，職掌Google對外事務，包括建立夥伴關係和更廣泛的事業關係，與政府互動，技術思想領導，為執行長及高階領導團隊提供事業及政策議題的諮詢。


  加入Google之前，施密特曾任網威公司及昇陽電腦公司領導人，更早時任職貝爾實驗室和全錄公司帕羅奧圖研究中心。他擁有普林斯頓大學電機工程學士及碩士學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電腦科學博士學位，目前為歐巴馬總統的科技顧問委員會委員，英國首相諮詢委員會委員，同時也是經濟學人集團（Economist Group）、梅約診所（Mayo Clinic）與可汗學院等機構的董事會成員。施密特透過施密特家族基金會（Schmidt Family Foundation）從事慈善活動，主要聚焦在氣候變遷（包括支持海洋及海洋生物研究）、教育（尤其是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先進研究與技術）。


  強納森．羅森柏格（Jonathan Rosenberg）


  2000年時和Google創辦人謝爾蓋．布林及賴利．佩吉初次謀面，兩年多後，在他們第三次提供工作機會時加入Google，擔任領導Google產品團隊的資深副總，為消費者、廣告客戶與事業夥伴監督Google產品的設計、發展和進化，直到2014年4月。他也協助公司的人才招募流程，並在制定公司的溝通宣傳和行銷實務上作出貢獻。羅森柏格目前為Google執行長賴利．佩吉的顧問。


  在進入Google之前，羅森柏格曾任職Excite@Home，擔任線上產品與服務資深副總；任職蘋果公司，負責管理eWorld產品線；任職偉達資訊服務公司（Knight Ridder Information Services），擔任產品行銷總監。羅森柏格擁有芝加哥大學企管碩士學位和克雷蒙麥金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經濟學學士學位。


  艾倫．伊格（Alan Eagle）


  2007年進入Google，擔任公關部主任，為包括施密特和羅森柏格在內的多位Google主管處理講稿及其他溝通事務。在進入Google之前，曾任職Tellme Networks和Octel Communications等多家矽谷新創公司，擔任銷售及產品管理工作。艾倫擁有華頓商學院企管碩士學位和達特矛斯學院電腦學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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